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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FOREWORD

从2000年投身到著名学者胡曙中教授门下，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西方修辞学起，几乎快要10年了。不断地学习，却发现修辞学越来越繁杂，头绪越来越多，似乎无边无际，其间曾产生过想要编写一本西方修辞学简史的念头，但因资料匮乏，也感觉时间和精力有限，便一直没有动笔。2008年1月到5月，在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资助下，曾有幸到美国匹兹堡大学传播系进行短期的访问研究，该校丰富的专业藏书、知名的修辞学教授、良好的学术氛围等都令人印象深刻。在和John Lyne、John Poulakos等教授及该专业在读博士生的交流中，曾有一种只见树木难见森林的感觉。这种感觉促使编者决定要把早已出现的编书念头付诸行动。

回国后，在殷宁、李艳芳、周健华和王惠敏等人的协助下，把资料进行了梳理，并进行了编写分工。本书的整体结构安排、第1章绪论、全书的通稿及润色由姚喜明负责；第2章、第3章由殷宁负责；第4章、第5章由李艳芳负责；第6章的大部分由周健华负责，其中的6.2、6.4.13、6.4.14、6.4.15等由王惠敏负责；第7章由王惠敏负责。喻亮和吕宁参与了书稿的部分校对工作。

本书之所以得以完成是和来自方方面面的帮助与支持分不开的。首先，要感谢恩师胡曙中教授多年来的帮助和关怀，在编者2003年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后仍不断给予鼓励和指导，无论是在把握研究方向上还是在解决一些细小问题上，都使编者受益良多。其次，要感谢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大力支持，谢之君、冯奇、庄恩平、徐钟等教授为编者的科研、教学及生活等各方面都提供了诸多便利。再者，要感谢匹兹堡大学的John Lyne、John Poulakos、Lester Olson、Barbara Warnick、Ronald Zboray、Brenton Malin等教授，他们或馈赠资料，或与编者探讨问题，或提供各种生活便利，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的完成也是不可想象的。另外，本书还得到“上海市高校教育高地建设项目”以及“上海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的资助。最后，还要感谢泰国宋卡王子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兼普吉孔子学院泰方院长SupachaiSangpunya先生，他对中国的友好感情、对编者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以及他工作的忘我态度都不断激励着编者尽早地完成本书的编写。

本书虽然完成了，但遗憾总是难以避免的。限于编者的水平，本书肯定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欢迎各位读者指正。

姚喜明

2009年6月29日于泰国普吉孔子学院


第1章　绪　论


1.1　人与语言

在人类所有的发明中，没有哪一种可以与语言相媲美。我们的发明中有哪一种比语言更重要呢？我们使用的工具中有哪一种有语言那么强大的信息传递能力和再造能力呢？语言既能传递精密的信息，同时又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为思维和想象留下无限的空间。难怪许多学者对语言赞不绝口。苏珊娜·兰格（Susanne K.Langer）说道：“语言是具有象征性的人类思想的最高、最令人惊奇的成就。它赋予人类的力量几乎是不可估量的，因为，没有语言，就不可能产生任何被称之为思想的东西。语言的诞生是人类的第一缕曙光。人与兽——最高级的猿类和最低级的野蛮人——之间的界线就是语言。”（1995：57）哈贝马斯（Habermas）也曾说，把人从自然中擢升而起的是语言，社会上实现理性的手段嵌合在语言当中（Fossetal，1985：229）。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洪堡特（Humboldt）也曾说，“语言活动是形成思想的强大力量”（转引自伍铁平，1994：24）。伊索克拉底也曾写道：“正是因为我们被赋予了互相说服及清楚表达各自愿望的能力，这样我们就不但逃离了野兽的生活，而且我们还聚居起来，建立城市，制定法律，发明艺术……”（Isocrates，1956：327）由此可见，语言对于人类是多么地重要。

著名的新修辞学派的代表人物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给“人”所下的定义中，突出了四个方面的特征：人是使用符号（制造符号、误用符号）的动物；是否定的发明者（或道德因否定而升华）；被自己发明的工具从自然条件中分离出来；受等级精神的驱使（或因秩序意识而移动）（1966：16）。这个定义的几个方面都和语言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因此，要认识人类自身，就必须认识人类的语言；要认识人类社会，也必须认识人类的语言。可以说，正是因为人类发明了语言，才使得人类得以改造自然世界；正是因为人类的语言，才使得人类社会得以存在、人类文明得以延续。所以说，对语言无论给予多么高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


1.2　语言与修辞

正是由于语言才使人类从自然条件中分离出来，也正是由于语言的强大力量人类才得以借助它创造了整个人类世界，也使得人类世界得以超越自然，无限延伸。在《圣经·约翰福音》的开头，有这样的一段文字：“太初有道（word），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而“道”成为“肉身”，住在人们中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里便明示了语言的隐喻，是语言为人类构筑了一个超自然的世界，向人们传递知识、思想、道德和文明。“道”成为“肉身”，便是言语和我们在一起，不可分离；我们只有借着“言语”，才能触及到抽象的“语言”。“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是“言”“神”合一的思想，体现了语言对信息和知识的垄断，对真理的垄断，所以垄断了语言便垄断了权力。圣经中对上帝的崇拜实质上暗含了语言崇拜的隐喻。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对语言进行垄断的企图无数次地发生过。但由于语言无所不在的属性，无论是哪个利益集团，对语言的垄断都是相对的，都不可能是彻底的。而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对语言的垄断则体现在对话语方式和传播渠道的垄断上。垄断了话语方式和话语传播渠道就掌控了信息和知识，从而也就具有对“真相”和“真理”进行诠释的优势和权力。语言构建我们的现实。伯克认为，术语本质上是选择性的，即使某一术语是现实的一种反映（reflection），它同时也是对现实的一种背离（deflection）（Burke，1966：45）。世界反映在语言中，人们便“有所见有所不见”（同上：46）。因此，当“真理”和“真相”的诠释被利益所左右时，实际上人们的思想，虽然不是绝对地，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被垄断或部分垄断语言的集团左右了，人们的思想被接管了，人们的行动被控制了。

古代的修辞学家早就意识到语言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能够驱使人们采取行动。高尔吉亚（Gorgias）甚至说语言对人的精神具有强大的作用力，就像药品对人的躯体具有作用力那样。语言所具有的说服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使人神魂颠倒，可以“使人丢掉恐惧、摆脱悲伤、平添欢乐、滋生怜悯”（Crowley，1994：13）。伊索克拉底（Isocrates）认为语言是社会的基础，是所有思想和行动的指南（hegemoon）。人们之所以能够认识世界上的差异，做出事物之间的区分，理解诸如正义或现实这样的概念，也都有赖于语言。

为什么被认为纯粹是中性的，可以为任何人所用的语言会成为部分人的工具？为什么一些人的语言会像荷马史诗中海妖（Siren）的歌声那样迷人？这便是修辞的魅力。我们说语言具有力量，这力量实际上来自修辞。

汉语的“修辞”和“修辞学”在英语中对应的是rhetoric。但是，它们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关系。无论是从起源、发展过程，还是从现状看，它们之间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在当代，两者的差异是如此之大。在我国，修辞学是一片整治得非常精致的绿色花圃，虽然不断有人拓展边界，但界线还是相当清晰的。而当代西方的修辞学已经几乎让人看不到清晰的边界，以至于已经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让各方共同接受的定义，甚至很难找到一部《修辞学概论》来帮助初学者了解西方修辞学的概貌。它不但和传播学直接扭抱在一起，而且已经渗透到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生物学、医学等科学领域里。西方的修辞学本来在起源上就和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间曾经平行发展，而到了20世纪，两者又再一次缠绕到了一起。在我国，对修辞学的研究还基本上没有突破语言的范畴。而在西方，凡是使用符号进行交际的行为都已经被纳入了修辞学的范围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修辞学实践和理论已经成为构筑西方，特别是美国政治社会的基础。每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就是西方修辞学实践的典型舞台，宛如两千多年前希腊和罗马公共辩论的延续。所不同的是，原来的audience（听众）已经不是现在的audience（受众），原来仅仅在广场回响的声音在当今科学技术的支撑下已经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使几乎所有的地球人都成为公共语篇（甚至私人语篇）潜在的audience（受众）。从西方的政治论辩到“新闻自由”，再到个人的“言论自由”，这些美丽的词语和概念已经成为西方民主政体的有力支撑。

但是，我们不能被西方修辞和西方政治冠冕堂皇的语言所迷惑。当许多人为美国的政治论辩欢呼叫好时，我们却依稀看到了西方修辞学诞生之初诡辩者（sophists）的身影；当一些人对西方的新闻自由艳羡不已时，我们经常听到的却是“金喇叭”
[1]

 的声音。一旦某些利益团体掌握了“语言标记权”（linguistic labeling right），“恐怖主义”或“恐怖分子”等类似标签便会不分青红皂白地贴在他们不喜欢的群体身上。在修辞学诞生之初，柏拉图（Plato）就对修辞被心怀不轨的人所利用表现出了担心。在《高尔吉亚篇》（Gorgias）中，他假借苏格拉底之口把修辞学看做是“取悦于人的把戏”，只会说服无知的听众，让听众空生一种信念而不是知识（1987：17—18）。他指责修辞学“忽视正确的知识，没有能够为善而行”（Foss et al，1985：4）。他的担心至今仍然是很有道理的。当修辞罔顾伦理、只服务于一己之利时，其真实性便非常值得怀疑了。


1.3　修辞与伦理

在修辞学的发展中，修辞实践和修辞理论是基本上平行发展的两条支流。从起源上说，修辞实践要早于修辞理论。古希腊时期的诡辩派首先从事的是论辩、演讲，然后才开始进行修辞技巧的传授和修辞理论的总结。西方古典修辞实践主要是运用语言手段，通过刻意的谋划、组织和呈现，辅以非语言手段强化效果，达到说服听众的目的。柏拉图注意到了诡辩派在修辞活动中为达到说服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现象，因而试图区分诡辩者所践行的伪修辞（false rhetoric）和根植于哲学的理想修辞（ideal rhetoric）或真修辞（true rhetoric）。修辞技巧或修辞理论无所谓真假，有“真”“假”之分的应该是修辞活动的主体，或者说，是参与修辞活动的人的动机在起作用。修辞就像一把刀，可以用来作为抵御侵略、保护自己的工具，也可以成为强盗的杀人凶器。因此，到了20世纪，理查德·韦弗（Richard Weaver）把伦理引入了修辞理论中。由此，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修辞实践：一种是以求真为善为动机的修辞，一种是以利益为驱动的修辞。

在这两种修辞中，以求真为善为目的的修辞活动就是柏拉图所说的根植于哲学的真修辞。实际上，由于语言已经把人从自然中擢拔出来，成为人与自然之间的一条通道，同时也成为人接触真实自然的屏障。因此，绝对的“真实”只是一种追求的理想，我们只可能无限接近，却不可能得到绝对的“真实”。因为意义是主观的产物，“传达给我们的事实和事件是选择的结果，而选择是由信息源决定的”（Vatz，1999：228）。“对于可及的信息，人们只能够使用极小的一部分。因而，关键问题是，……参与者选择什么、忽视什么以构建意义结构。”（Edelman，1971：33）对相关事实和事件的选择完全是任意的；意义不是从某个情景中发现的，而是说话者创造的；只要人们描述一个事件或情景，他就会使用诱导性语言。对受众而言，只有通过语言描述，事件才有意义，而“事件主要是通过描述它们的语言创造的”（同上：65）。

同时，求真和为善并不总是能够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有时候两者会发生矛盾。如何把握真善之间的平衡，最大限度地发挥修辞有利于人类的作用并不是简单的事情。当前的媒体工作者以及一些公众试图通过追求真相以推动社会政治文明进步的努力无疑是值得称许的。但是一味地求真而忽视了为善则有可能损害公众的利益从而受到公众的唾弃。一位记者为了追求真实性，蹲在被雨水淹没的窨井口，他不是为了提醒行人而是为了抓拍行人跌进窨井的照片。这个事件公布后之所以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应，就是因为记者没有正确地把握真和善的关系，为了求真而忽视了善。另外，医生为了减少病人的担忧和焦虑，向病人隐瞒严重病情的做法则是为了善而牺牲真。由小及大，在社会管理中，管理者也不得不权衡两者的关系，不得不在维护两者的平衡中斟酌修辞方式。从这个角度看，在求真为善中，也是有利益牵涉其中的。区别在于：是为了人类利益，还是为了一国之利益；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还是为了小团体甚至是个人的私利。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语篇媒介的伦理性问题。当人类仅仅使用声音作为语言媒介的时候，作为语篇传播的唯一介质，声音无所谓伦理性问题，不过是一种不得不使用的传播工具罢了。尽管在使用口头语的过程中，言者表达、听者理解中会出现偏差，产生误解，甚至也会有小人散播流言飞语等，但这时的媒介的伦理性完全依附于言者的道德水准，因而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当文字出现的时候，语篇的传播便以一种静态的形式突破了时空的范围限制，从其存在方式的即时、即地的瞬时性到在固体介质上凝固成视觉符号具有传播的时空延展性，其影响范围被大大地扩展了。与此同时，语篇也就脱离了作者的控制，很容易被人随意增删、篡改、曲解，甚至出现伪作。这时，语篇传播媒介的伦理性已经初露端倪。据说，苏格拉底不愿著述，就是因为担心自己的思想被随意曲解而自己却无力维护。

现代技术的发展不断革新了语篇的传播渠道。在现代技术的支持下，语音超越时空早已成为现实，而今，当互联网的触角伸展到世界各个角落的时候，这种崭新的语篇媒介的伦理性问题已经不容忽视了。互联网媒介的伦理性之所以凸显是由几个因素促成的。首先，由于互联网传播方式的开放性，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发布语篇，从而应验了“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句古训。“无德者”隐身于幕后，无须借助于人品力量增加说服效果，也脱离了人品的约束作用，从而可言人前所不能言、不可言、不敢言。其次，由于互联网媒介对于语篇而言，成本低廉或者几乎可以不计成本，而受众面对汹涌而来的信息又难以花费大量的精力进行甄别和批判，因而便不免被误导、被欺骗、被利用。再者，互联网传播具有瞬时性特征，语篇一旦发布，便很可能迅速传播开来，脱离作者的监控使作者无法修改和撤回。媒介的伦理性追根究底是人的道德性问题。而在崇尚自由、个性的当代社会中，没有伦理和道德约束的媒介很可能成为无德之人的帮凶，而深受其害的则是公众和社会。

在前文已经提到，修辞活动在语言活动之外，还有其他非语言因素的参与。特别是在劳埃德·比彻尔提出修辞情景（rhetorical situation）（Bitzer，1968：1）这一概念后，非语言因素已经成为修辞过程中一个不得不给予重视的因素了。而在以利益为驱动的修辞活动中，则更是如此。在多数修辞情景中，起到主要说服作用并驱使受众行动以改变情急状态（exigence）的是语篇。但是当一些传统的语篇已经不足以改变情急状态的时候，非语言手段便成为首选。2004年3月20日发生在我国台湾地区政治选举中的枪击事件便是非语言因素主导的以利益为驱动的修辞行为的代表，尽管枪击的真正动机还没有查清，但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在研究修辞的劝说效果中，修辞情景中的非语言限制项（constraints）是不应忽视的，特别是在政治修辞批评中尤其如此。


1.4　修辞手段与暴力手段

在解决任何矛盾和冲突时，语言基本上都是作为首选手段来使用的。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说服的效果取决于言者（包括说话人和作者）的修辞策略。例如，时机把握是否准确，用词是否准确机智，修辞手段是否恰当等。无论是日常的社会交往，还是社会阶层、集团、群体之间以及国际上的冲突，都需要使用有效的修辞策略，首先通过沟通和谈判说服对方，使对方（或双方）采取措施，改变情急状态，从而消解冲突。所以，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在区分新旧修辞学时说：“‘旧’修辞学的核心术语是‘劝说（persuasion）’，它强调议政构思（deliberative design）。‘新’修辞学的核心术语是‘认同（identification）’，它可以把诉求中的部分无意识因素包含在内。”（1951：203）他还说：“正是因为‘分歧’的存在才使‘认同’受到认真的肯定。认同是对分歧的弥补。如果人们之间没有隔阂，便无须修辞学家声称他们的团结。”（1950：22）所以，“修辞学就是要涉入到倒塌之后的巴别塔（Babel）的状态中去”（同上，23）。随后其他修辞学家拓展了认同的概念，认为“认同”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认同“可以是议政策略，或一种手段，比如当演讲者把听众的利益认同为自己的利益。但是认同也可以是‘目的’，比如当人们迫切地渴望着获得某一群体或另一群体的认同时”（Hochmutch，1952：136）。

2005年，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Robert B.Zoellick）在一次关于中美关系的演讲中把中国称为“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这个词的使用被认为标志着中美关系的一个微妙的转折点。使用这样一个词就是从某种程度上对双方利益相关这一现实状况的认同。该词的使用在修辞上产生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通过该词释放一种善意，对利益相关从不认同到认同，标志着双方对立关系的缓和；另一方面，通过该词的语义接受和联想，引导受众承认双方利益相关这一现实，从而缓和两个不同政体中受众之间的对立情绪。

在20世纪中叶发生的朝鲜战争中，我国派往朝鲜战场的军队的称谓便是成功运用修辞手段取得修辞资源优势并从某种程度上影响战争结果的典型例子。孔子曾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在出国军队的称谓选择上，我国当时的领导人就考虑到要师出有名，所以首先排除了使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因为解放军是国家的军队，是代表政府行为的，以此名义出国参战便表明是国家派出去的，等于中国向美国宣战。有人建议使用“支援军”的称谓，后来也被否决，因为虽然名义上具有“支援”的含义，但仍然排除不了和政府的直接关系。后来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则从修辞上解决了名不正的问题。以这个名义出国参战，就把实质的政府行为通过语言的干涉转变成虚拟的民间行为。这样做，不给美国对中国宣战以口实，通过修辞策略，化解了战争扩大化的可能性。这既是一种修辞上的手段，也是我方意图的显示。而美国虽然在发现这一修辞手段后也乐于接受这样一个称谓，因为他们也害怕把战争扩大，不想和中国直接对抗。所以，中国和美国的利益在“志愿军”这一名称中获得了部分认同，尽管战场上你死我活，但是战争之外的语言宣传战上，双方都心照不宣地遵守修辞的约定，以避免战争向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

近年来，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口水战”实际上也是修辞中的认同问题的表现。“一中各表”就是认同了一个大前提，然后保留双方的分歧。语言上的承认不等于政体上的一致性，但是，一旦这种状况获得了语言上的认同，多数受众便通过语言的认知作用承认双方认可的大前提。这不是现实上的改变，而是受众的心理现实的改变。心理现实上的认同便为客观现实上的改变奠定了基础，为以后获得现实中的认同创造了条件。这也是为什么分裂分子不敢承认，反对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因。所以，在主张分裂的民进党执政时，他们不是要弥合海峡两岸的分歧，而是想方设法在语言上、观念上通过多种渠道加大分歧，干扰认同。这是一种反修辞（容易导致暴力产生）的手段。

还有一种认同可以称之为“自我认同”（self identification）。这时候认同不是现实中的冲突双方产生认同，而是自己和自己通过语言的调节作用获得认同。哈姆雷特的“to be or not to be”就是试图达到这种认同过程的体现，这个过程也就是自己说服自己的过程。换句话说，自我认同就是通过心理斗争，改变主体自己的心理现实，然后获得满足或再进一步采取现实行动。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是获得自我认同的典型例子。当大声地自我安慰一句“儿子打老子”时，他便获得了一种心理上的自我肯定，通过语言掩盖了自己受辱的客观现实在心理中的映现（representation），通过语言在心理现实中拔高了自己在客观现实中的社会地位，并自欺欺人地把心理现实当做客观现实，也在心理上获得了自己的虚拟身份的认同，从而获得一种满足感。“当人试图把自身对世界的认识及价值观与个人目的结合起来的时候，用语言建立虚假镜像的主观条件便产生了。”（姚喜明，2002a：9）

在对立双方的利益、观念、观点等无法通过语言得到认同或者采取的认同措施都失效的时候，双方的冲突便有可能上升到使用暴力手段。冲突伊始，双方都是通过修辞的途径试图达到认同。多数打架都是发生在吵架之后，战争发生在谈判破裂之后。

美国政治的对内修辞和对外修辞的标准是不一致的。在处理国内问题上，美国政治家把语言修辞手段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所以，主要通过所谓的“言论自由”、“竞选演讲”等语言手段调节国内的冲突关系；而在对外修辞上，首先突出自己的暴力手段优势，通过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威吓”，给对方一种心理压力，增大对方心理上的情急状态的张力（tension），然后再使用语言修辞手段使对手认同美方的利益。这时候达成的认同表面上是通过语言手段，实际上则是修辞情景中的限制项的作用。历史上所谓的“城下之盟”，也是这种修辞过程的结果。

一旦对方无视这种威吓，或者认为自己的资源足以抵消情急状态的张力时，对方便不会做出威吓状态下的非自愿认同（unwilling identification）。这样，双方便有可能诉诸非语言手段，即采取暴力手段解决分歧，直到达到部分认同或完全认同为止。

“狼和小羊”的寓言故事实际上就反映了修辞和暴力的作用过程。一方尽管很强大，但还是需要通过语言使自己的不法行为或损害别人利益的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有了这件外衣，就有可能发生所谓的“得道者多助”的情形，而没有了这层外衣，则极有可能发生“失道者寡助”的情形。战争是使用暴力调整利益关系的极端手段。但是，在古今中外的战争中，暴力的杀戮也是和修辞的运用交织在一起的。美国近年对外发动战争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修辞手段和暴力手段并用的过程。当能够借助修辞手段达到全部或部分目的的时候就首先借助修辞手段，或者利用修辞手段为自己的暴力手段寻找借口。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我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关系，两者相生相克、相辅相成。而完全抛开语言修辞手段，一开始就采取暴力手段去改变现实则是完全丧失了人性的行为，只有野兽和强盗才会那样。在修辞手段和暴力手段并用的时候，对修辞手段的依赖程度取决于双方所处的修辞情景中各自的限制项和资源。差别越大，修辞手段的作用可能越弱；差别越小，修辞手段的作用越大。我国有句俗话叫“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双方缺乏认同的基础。“秀才”一方的优势资源是知识，“兵”一方的优势资源则是武力。在“秀才”试图运用自己的资源去取得认同时，“兵”则使用武力来获取自己的利益。“秀才”代表了语言修辞手段解决问题的方式，而“兵”则是暴力手段的代表。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各个利益群体会更趋向于使用“秀才”的方式而谨慎使用“兵”的方式。


1.5　修辞与政治

[2]
当修辞被看做是把话语用于目的的艺术，是研究如何运用语言这个符号手段在那些生来就会对符号做出反应的人中间促成合作的艺术时，修辞与政治的关系便显而易见了。刘向在《说苑·善说》中就写道：“苏秦行其说而六国以安，蒯通陈其说而身得以全。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国全性者也，故辞不可不修，说不可不善。”西方修辞学的鼻祖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也说过，“修辞是一件工具，是进步社会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它帮助弘扬真理和正义，抵制谬误和邪恶”，“修辞术也可以纳入政治学的框架”（2003：9）。可以说，“修辞行为是社会政治生活的桥梁”，“社会政治生活中，各种社会组织、集团，依靠恰切的修辞行为来调节他们之间的行为和利益关系，通过修辞行为实现阶级之间的控制”（陈汝东，1999：38）。

作为使用语言来最大限度地影响听众的一种手段，雄辩术在荷马史诗中已显示出震撼人心的力量。昆提利安（Quintilian）在《雄辩术原理》一书中便注意到荷马史诗中对各种修辞手段的运用。荷马史诗中有一大半篇幅由人物的演讲构成，演讲者对语言力量的运用可以说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而荷马笔下的人物都是在一个大的政治背景下，根据具体的政治、军事和个人要求在发表演讲，装腔作势、呼天抢地地请求，或进行面对面的政治冲突、武力威胁。从修辞学的萌芽时期已经可以看出，“修辞总是与社会处于一种共生的关系，根据一个社会对它的要求在扩大或缩小其范围”（胡曙中，1999：10）。

据传说，第一批系统地运用修辞学手段来达到一定目的的修辞学家产生于公元前471年和463年之间西西里岛的锡拉库斯（Syracuse）。当时，人们推翻了暴君的统治，建立了民主政体。人们纷纷涌上法庭要求取回在暴君统治时期被没收的财产。于是帮助平民们证明自己的合法要求的讼师一类的人便产生了，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科拉克斯（Corax）和蒂西雅斯（Tisias），他们被认为是传授修辞技艺的鼻祖。但是，修辞教育的真正诞生地是在雅典。所谓的诡辩家（sophists）
[3]

 蜂拥到雅典，在那里找到了一个可以让他们大施拳脚的现成的市场，这是因为当时的雅典正在进行两种政治改革：一种是克里斯提尼（Kleisthenes）推行的民主体制的改革，一种是埃菲阿尔特斯（Ephialtes）推行的法院体制的改革。前者消除了建立在家族纽带上的传统政治架构，取而代之的是代议制政府。这种政府架构是基于两个原则：一是权力属于全民所有而不是属于少数精英；二是高级公职由最适合这些职位的公民抽签获得。后者的改革削弱了法官委员会的权力，建立了平民法庭制，由从普通公民中抽签选出的陪审团做出裁决。这样就为演讲术的发展准备了良好的条件。在这种政治改革的催生下，修辞学迅速繁荣起来。演讲与政体和民众的事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可以说，古希腊民主的政治体制和宽松的言论自由为修辞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修辞学的发展也推动了希腊人文科学的繁荣。正如王易所说，“希腊当雅典民主之时，政争甚熟，辩士群起，各竞敌锋，以收民望”，“效用既著，语术之研究以起，然其初仅应用于辩论演说而已”（转引自胡曙中，1993：92）。

当一个社会确立了以一种文明而理智的方式解决冲突，当人们选择了语言而不是暴力来达到各自目的的时候，出于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尽可能地说服别人的目的，人们对修辞学的需要便很快地显现出来。语言之所以具有力量，修辞之所以能强化言语的效果，都是由于存在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在没有可供选择的可能性的地方，显然就没有修辞学。”（胡曙中，1999：91）而在当时的希腊社会中，正因为人们广泛接受了以理性求得认同而不是用强权把权威强加以人的人文价值观，才使得修辞学的重要性愈加突出，并广受重视。但是有了适当的社会环境，还要存在一种社会需要才能促进和催发修辞学的成熟。当时的社会政治结构显然是有利于修辞学的成长的。在希腊法律体制中，没有职业律师，况且诉讼成风，人们稍不留意便卷进了诉讼中去，只好亲自参与指控或为自己辩护（Bizzell ＆ Herzberg，1990：212）。于是，学习修辞便蔚然成风，修辞学教师们门庭若市。而民主的传播则使那些欲从政的上层阶级更加注意到演说的重要性。“希腊人愈加重视基于语言学和哲学修养，而不是体育和军事训练的教育体制，伯里克利（Pericles）统治及以后的时期更是如此。”（同上：22）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修辞活动和修辞学内容的变化便是社会政治的晴雨表，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政治状况。宽松的政治环境是人们得以畅所欲言的前提，在这样的氛围中，语言才能够更加接近真实地反映现实，思想才能更加活跃，论辩才得以生成知识。在这一时期，古希腊诞生了众多的修辞学大师：高尔吉亚、伊索克拉底、柏拉图
[4]

 等，到了亚里士多德，零散的演说技巧和理论争辩被系统化了。他的《修辞学》一书奠定了古典修辞学的基础，其深远的影响延续至今。

但是，在修辞与政治的关系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诡辩派的看法是不同的。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和高尔吉亚，两位较有影响的诡辩家，持一种或多或少有些民主的政治立场。他们认为，逻各斯（logos）是一种旨在使人们聚合，建立自我和社会共识的论辩。诡辩派的另一代表人物伊索克拉底认为，政治必须由雄辩来主导，而且雄辩不是基于亚里士多德的或然性（probabilities）而是基于信念（doxai，即opinion），其目的在于通过公共论辩在雅典公民中达到共识（homonoia）及制订良好的计划。只有善于演说的好人的雄辩才能拯救雅典，恢复以前的荣耀，只有雄辩才能促成泛希腊的团结并击败野蛮的敌人（Conley，1990：22）。柏拉图则持有一种寡头政治或君主政治的修辞观，认为交际是基于交际者对世界的“真正”理解及个人在那种“真实”中的观点。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介于两者之间，是一种贵族政治的修辞观，他把修辞局限在公民话语和形式化的一般场景中，如法庭、主管团体及礼仪颂扬等（涉及的均是自由人说服自由人）。他不认可异见者修辞、社会运动中的劝说、妇女修辞或奴隶修辞等。（Swartz，1998：5）

在欧洲历史上，中世纪指的是从罗马帝国灭亡到文艺复兴这一段时期。由于罗马帝国分崩离析，同时日尔曼部落不断从北部南侵，曾经盛极一时的希腊—罗马文化和政治传统开始崩溃。这一时期的修辞学已经完全没有了希腊时期自由发展的人文主义气息，而是和政治统治者所扶持的宗教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康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the Great）以前，基督教不时受到迫害，而且在与异教徒竞争时，经常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在其被立为国教之后，基督教的势力急剧膨胀。这便为修辞学和基督教的结合创造了条件。虽然从修辞学的劝说目的上说，它对基督教的传播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但就传统的修辞学本质而言，它与基督教教义的冲突也是显而易见的。根据修辞学的观点，真理不是永恒的，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取决于一个社团确定其信奉的标准。（胡曙中，1999：100）当时许多神父还认为，“修辞学属于为他们所憎恨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浸透了非基督教世界无可救药的道德腐败”（胡曙中，1993：15）。在他们的眼里，修辞学是世俗的东西，基督教的知识则来自神的启示。但是，最终他们也没有能抵抗住世俗的诱惑，“从奥古斯丁（Augustine）往后，修辞学转而服务于基督教的布道活动，这样，这门由于政治压制而奄奄一息的艺术又获得了意义深远的内容”（Bizzell ＆ Herzberg，1990：36）。

奥古斯丁在《基督教教旨》第四卷中那些杰出的布道词，是他对修辞学的重大贡献。他认识到了修辞学的教诲作用，为布道修辞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从此可以看出，布道修辞学的诞生得益于基督教的发展，而基督教的发展则是政治势力大力扶持的结果。由于教会垄断了教育，推行愚民政策，凡一切背离教会的学教，不合乎罗马教廷正统教义的思想，都被教会斥为“异端”……基督教会成为欧洲强大的封建势力。它和封建国家勾结起来，共同维护封建制度。（李纯武，1981：186）“教皇的目的在于把全世界的国家都置于他的权力之下，而成为一个世界国家（world-state）。”（桑戴克，1989：463）从那以后的整个中世纪里，在修辞学领域除了对前人理论的重复，基本上再没有其他的声音。

文艺复兴以后，新兴的政治力量不断成长，而统治人们精神长达数个世纪的教会的力量被动摇了。崛起的知识阶层强调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力量，并坚持知识分子有不受教会教义的约束追求知识的权利。市民获得了更大的权利，“他们逐渐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也变为自由的了，并且在许多事件上获得政治权力”（同上：487）。自16世纪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对文化的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由于人们重新认识到古希腊文化的人文价值，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修辞学也获得了新生。但是，新兴政治力量的地位尚不稳固，“他们在公开场合对统治者必恭必敬，而在幕后施加政治影响”，结果“这种秘密的权力施加方式使修辞学具有了掩饰而不是表现的特点”（Bizzell ＆ Herzberg，1990：468）。由于后来政治条件的改变以及大规模的君主体制在欧洲盛极一时，修辞学在政治上逐渐失去了其重要性，其认识功能也渐渐消失。“本是产生社会舆论的手段的修辞学渐渐沦为语体文体学，用极为肤浅的华丽装饰对人们进行迷惑甚至欺骗。”（同上：464）

自18世纪起，工业革命迅速使英国上升为一个世界强国。工业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变革和社会关系的调整也必然在思想界引起震动。君主立宪制的确立，议会制的改革为修辞学在英国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从这时起，西方修辞学的中心便从欧洲大陆转移到了英国。苏格兰的爱丁堡成了“北部雅典”。坎贝尔（Campbell）、布莱尔（Blair）、威特利（Whateley）等一大批修辞学家迅速成长起来。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遭受了最大规模战争的一个世纪，也是人类物质财富成倍增长的一个世纪。经过战争，形成了新的世界格局，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大国的地位得以确立和巩固。美国的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都借鉴了古希腊的运作模式，而古希腊的人文传统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于是修辞学又一次得到了复兴，新修辞学也应运而生。在修辞学领域，美国修辞学家更关注人类的价值体系。战争的残酷则激发修辞学家从人类的本质中寻求解决冲突的方法。他们重新审视语言的作用，试图揭示话语的力量，并重新重视伦理学。他们认为，语言就其目的来说总是劝说性的，总是浸透着伦理道德和思想意识。里查德·韦弗（Richard Weaver）说，语言就是说教，它首先不是一种大脑系统，而是一种社会系统，是根基于对话而不是语言学之中（1970：201）。

20世纪后半叶以后，人们更着重用对话解决冲突。新修辞学便着眼于冲突双方的相互交流，消除分歧并找到双方互相满意的解决途径，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推论性方法。新修辞学对五种修辞目的有着特别的兴趣：谅解、调解、和解、裁决和冲突的逐步降级。显然，修辞学被赋予了更大的力量。


1.6　小结

亚里士多德说，“人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动物”，西塞罗说，“人是社会动物”，莱尔德说，“人是一种语言化的哺乳动物”（转引自伍铁平，1994：53）。“修辞不仅蕴含在人类一切传播活动中，而且它组织和规范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各个方面。人不可避免地是修辞动物。”（Ehninger，1972：9）正是有了语言，人类社会才得以产生并创造出现代的文明。正是组成了社会，人才需要政治活动以对庞大的社会进行管理。西方新修辞学把人的所有交际方式，语言的或非语言的都纳入其研究领域之中，并把修辞学作为减少冲突、发现真理的手段。新修辞学认为人类的一切语言活动都是修辞性的。人类是通过语言认知世界的，知识是主体化的语言构建起来的，修辞使知识、真理变得可能（常昌富，1998：20）。这种观点对我国的修辞学界来说，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通观西方修辞学的发展，尽管其研究内容与范围不断地变化，就像一条河流，时而涓涓细流，时而浩浩荡荡，时而微波不起，时而波涛汹涌，但是，其作为说服受众、传递信息、促成合作、达成认同的工具这个属性是不会改变的。正是注意到了修辞理论在劝说以及生成知识方面的作用，西方国家才不遗余力地利用其强大的宣传媒体和修辞手段，试图把他们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完全无视不同社会价值观的独特性这一事实，以期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美国学者贝内特（Bennett）指出：“从政治家的观点来看很明显，对一个民主社会的权力和影响取决于对信息的控制和策略运用”，“新闻则为人们提供了社会的肤浅的、扭曲的影像”（1983：15）。当西方有良知的学者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如果我们却还迷信于他们的“新闻自由”和“公正”，迷信于他们所谓的“正义”与“真实”，该是多么可悲的事情。我们必须认识到，使用语言对现实的描述是选择的结果，“有所见有所不见”是一切语言活动的本质。在经历了历史巨变的20世纪里，修辞已经被当做一种辩证的形式，一种与民主不可分割的东西。真正的修辞应该是平等的对话，像在戏剧中那样，多种声音并存，各种观念受到尊重，在对话中达到妥协，矛盾得到化解，对立得以消除，从而建立真正的和谐世界。当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时，或者当人们不得不“道路以目”时，人们言语的权利被剥夺了，专制和暴政也就产生了。所以，“真正的修辞必须是在具有反思能力的心灵之间的自由地进行，将观点强加到别人头上不是修辞而是对人性的戕害”（常昌富，1998：27）。我们期望这部对西方修辞学的发展淡墨素描的小书，能够帮助我国读者历时性地了解西方修辞学理论，从而更为全面、深刻地把握现代西方修辞学的本质。

【注释】




[1]
 在一个自称非常民主的岛国上，每件事务都要经过全民表决。居民表达意见的方式是吹金喇叭，赞成和反对的都吹金喇叭。哪边的声音大，就照哪边的意思办。但结果总是一边的意见占上风，因为只有富人才买得起金喇叭。


[2]
 本节内容曾在《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上发表。


[3]
 在希腊语中，sophos的意思是聪明的、有智慧的，所以也有人将sophist翻译为智者派。而之所以翻译为诡辩家或诡辩派则和柏拉图对他们的攻击有关，因为柏拉图认为，这些人为了达到说服人的目的不择手段。


[4]
 尽管柏拉图在不同的著作中都对诡辩派和修辞学展开了攻击，但他自己所使用的理论、所展示的技巧等都说明他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修辞学家（可参见John Poulacos的Sophistical Rhetoric in Classical Greece）。


第2章　古希腊：修辞学的诞生

古希腊经历了从君主制到寡头政治到僭主统治再到民主制等一系列政治制度的演变，但在这纷繁复杂的过程中，却清晰地展现了人类对自由、正义、和平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向往的本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修辞学诞生了。修辞学的兴起是对古希腊社会早期演说实践的总结和系统研究，是古希腊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希腊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


2.1　孕育修辞学的早期民主制度

西方修辞学最早产生之时是用于辩论演说的艺术。“从古希腊历史上看，演说雄辩之风在荷马时代已显露端倪，古风时代蔚然兴起，古典时代成为政坛时尚，直到公元前4世纪末希腊城邦失去独立地位之后才逐渐衰落。可以说，与城邦制度的发展进程相始终。”（杨巨平、王志超，2007：24）修辞学与希腊城邦制度之间显然有一种必然的联系，它是城邦制度的产儿，没有古希腊雅典（Athens）这种特殊的实行直接民主制的城邦制度，没有如此开放、自由、平等的公民社会空间，适应政治需要的言语说服技艺就不会产生也不会有赖以生存的土壤。修辞作为一门演讲艺术产生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并非古代所有文明中的通例，它只是古希腊城邦时代一种特有的历史现象。

演讲术在荷马史诗中已经显示出震撼人心的力量，荷马史诗中有一大半篇幅由人物的演讲构成，演讲者对语言力量的运用可以说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那么为什么西方修辞学会首先产生于古希腊，尤其是集中出现在雅典城邦呢？这与以“主权在民”、“直接参与”为原则的雅典城邦民主制度息息相关。在希腊众城邦中，“雅典的民主发展是希腊城邦政治发展的典型，它的民主制度是希腊民主制度的突出典型。”（丛日云，2002：58）在平民与贵族斗争的推动之下，在历经梭伦（Solon）改革、克利斯提尼（Cleisthenes）改革、埃菲阿尔特斯（Ephialtes）改革等多次社会政治变革之后，雅典最终确立了共享民主制（participatory democracy）的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形成了公民大会（ecclesia，the assembly）、五百人议事会（Council of Five Hundred）、陪审法庭（heliaea）等民主权力机构。雅典城市中的市政广场、公民大会会场、议事会厅、市政厅、柱廊等都是公民进行民主政治活动的主要舞台。人们针对不同的议事机构（deliberative body）发表演说以图制定政策或影响政策的制定，或对陪审团发表演讲以图影响判决。这样就产生了议政演说（deliberative speech）和法庭演说（forensic speech）。

公民大会是雅典城邦的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凡年满18岁的男性公民都有资格参加公民大会，享有发言权和选举权，女人、奴隶和外国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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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参与。公民大会每隔10天召开一次，一年大约40次，其中有4次是定期例会，主要讨论和决定由议事会提交的议案并负责立法。公民可以对议案加以修订、补充，甚至推翻，而且都可以在大会上自由发言，发表自己的见解，并有可能被大会接受为决议，充分体现了公民的自主权。当任何一位公民走上讲坛准备发表演讲时，他便被称为演讲人（rhetor），作为荣誉的标志，人们把一顶花冠戴到他的头上。人们走上讲坛发表演讲或提出建议的行为受到鼓励并得到嘉奖。每年度最佳演讲人可以获得价值1000德拉克马的奖励（Hansen，1991：157）。公民大会主要在市政广场阿果拉（agora）举行，那里既有城邦最大的集市，又是政治生活的集中地。人们在此交流城邦事务的信息，参与市政议事会和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最终成为雅典民主政治的象征。

五百人议事会是雅典城邦的最高行政机构，它由雅典的10个部落各推选出50名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构成。主席团职位由10个部落抽签轮流担任，在一年十分之一的时间内接待使者和处理城邦日常事务，诸如管理公共财务、公共建筑，负责某些宗教祭祀和司法活动，但其最重要的任务则是主持公民大会，并向大会提交决议草案。它是雅典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主要渠道，也是雅典主权在民原则的具体体现。

陪审法庭约有6000名陪审员，凡年满30岁且不欠国家债务的公民均可当选，并获得一定的津贴。由于雅典没有专职的法官和律师，旁听司法审判则成为雅典公民的责任之一。不同的案件有不同规格的陪审团，人数从200人到1000人不等。想参加陪审团审理案件的公民一大早就在法庭门口排队按先后顺序依次进入，直到既定人数额满为止。为防止受贿，规定只在开庭当天抽签组成各陪审团，且在听取完原告和被告的陈述后，陪审员们不得互相讨论，只能一言不发地投票表决。案件一般都在当天审结完毕，因此雅典不存在现代社会常见的马拉松式的诉讼。庞大的陪审团弥补了公民大会出席率不高的缺陷，是雅典直接民主原则的又一体现。

在雅典，公民大会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开始，一般持续半天，最迟也必须在天黑之前结束。首先为女传令官（héraut）宣读大段咒语，接着传令官宣读本次大会主席和秘书人选，并提出议事会事先拟定的议题，然后大会进入自由发言论辩阶段，政治演说者开始就大会议题阐述各自的提议，最后以“我已尽量把我想说的说出来了，请你们本着最能符合城邦和人民利益的原则做出选择”等之类的话语来结束发言（Demosthenes，1978：219）。其间任何持不同观点的公民都可以进行辩论，最后以集体举手或投放卵石贝壳表决来决定提议是否被通过成为法律或具有法律效力。一旦做出决定，任何人都无权更改，除非重新召开公民大会对其再次进行讨论和表决。由公民大会的运作程序可以看出，演说者和公民之间是直接交流，公民采取直接表决的方式。因此，演说者的提议能否通过，关键在于他们在短短的发言时间内能够多大程度地说服普通民众赞同自己的观点。对于雅典的政治领袖而言，掌握并熟练运用说服的技艺显得尤为重要，这就为研究演讲辩论艺术的修辞学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同样，在公民法庭中，陪审员和当事人之间也是直接交流的。丹麦学者莫恩斯·赫尔曼·汉森（Mogens Herman Hansen）在分析雅典公民法庭结构时说：“在雅典，一个案件就像是一部有三个角色的喜剧，这三个角色都是业余的，他们是提出诉讼的公民、准备案件和主持法庭的法官以及听取案情并做出裁决的陪审员。”（1991：180）法官仅仅是法庭的主持人，他没有对案件判决的权力；诉讼人陈述案情，提出控告或辩护；而陪审员则由普通公民组成，他们大多是对法律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的“门外汉”，但是他们的投票表决是案件最终的判决。古代雅典没有律师，诉讼人必须亲自进行控告或辩护。在开庭之前，陪审员对案件一无所知，他们对案情了解和判断的唯一依据就是诉讼人的陈述。因此，诉讼人为了能够说服陪审团，多极力陈述自己对城邦的贡献，并不惜使用虚伪的谎言对对手进行人身攻击，而很少论及案件本身。显而易见，演说的技艺成为提起诉讼的公民在既定时间内说服那些公民陪审员并赢得其同情和支持的关键所在。从公民法庭的审判程序也同样可以看出，诉讼人和陪审员是直接交流，陪审员直接判决案件。演讲技巧是诉讼人使案件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的唯一行之有效的途径。

毫无疑问，雅典民主政治是迄今人们所知道的古代社会中最重要、最著名、发展最充分的民主政治，而且它是一种直接民主，即全体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决定国家大政方针。雅典民主政治的运作过程，尤其是公民大会的运作程序和公民法庭的审判程序，充分说明了修辞学在雅典兴盛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正如周作人先生论道：“演说术在雅典民主时代特别发达，因为它在那时政治上很实用，最重要的两点是在法庭里，两造曲直所由分，全得需要辩论，其次是在议会里，一场演说苟能抓得人心，立即大见成功。”（周作人，1986：1548）柏拉图（Plato）在《高尔吉亚篇》（Gorgias）中也指出，演说是“一种在法庭或其他集会中使用的说服”（2002a：328）。公民大会和法庭的运作程序充分证明了以演说为主的修辞学在雅典繁荣发展主要是基于其在民主政治生活中的实用性和有效性，因而美国学者乔治·肯尼迪（George A.Kennedy）评论道：“长期以来，演说术主要兴盛于民主政体而很少在僭主政体下得到发展。”（Kennedy，1963：23）无论是在公民法庭、公民大会还是其他公共言论场合，自由的辩论是民主正常运作的助推剂，话语艺术赋予了公民参与政治决策的机会。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其《修辞学》（Rhetoric）一书中阐释了身处民主社会中的公民学习修辞这门实用艺术的四大优势：第一，有助于他们辨别真伪；第二，有助于他们理解行为如何感动人；第三，有助于他们看到事物的两面性；第四，有助于他们进行论辩（转引自Katula，1995：3）。“可以说，古希腊民主的政治体制和宽松的言论自由为修辞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修辞学的发展也推动了希腊人文科学的繁荣。”（姚喜明，2002b：133）


2.2　古希腊早期修辞实践和修辞理论


2.2.1　古代法庭中的修辞实践

在古希腊盛行的议政、法庭和宣德这三种演说中，法庭演说和普通公民的生活具有更直接的利害关系（甚至关系到性命）。公元前621年，随着雅典僭主塞伦（Cylon）的覆灭，德拉库（Draco）在人民的拥护下上台，他在雅典公民心目中是希腊最聪明的人。德拉库将法庭设在雅典城中的圣殿（sanctuary），设立陪审团听取谋杀、抢劫、袭击、盗窃等案件的审理，并颁布一系列法律明文规定罪犯的量刑，由此开创了法律的传统，并改变了以往单凭贵族的主观意愿来决定罪行的不合理状况。德拉库法律施行的初期在希腊掀起了民主制的浪潮，他本人也深受人民的爱戴。但是，由于后期其法律惩治过于残酷，甚至连偷苹果白菜之类的小偷小摸也要被处以死刑，因而他的法律体系被人们称为“血的法律”（Laws of Blood）。直到公元前593年，梭伦（Solon）对法律进行改革使其更加民主化和人性化，并最终成为罗马乃至英国和美国早期法律体制的典范。

当时，任何案件都有一个至少由201人组成的陪审团来审理，有时甚至还从男性公民中通过抽签选出更多的陪审员参与。古希腊没有职业的专门律师和公诉人，一般说来，原告和被告都要自己亲自上庭进行陈述和辩护，若是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则可以请他人代为辩护，妇女不能上庭，必须由其一位男性亲属代替出庭。在一些刑事案件的审理中，公诉往往是由那些对案件感兴趣却与案件无关的公民发起的。尽管有书记官和随从，但法庭上却没有对案件有最终判决权的法官，陪审团充当着法官的角色，通过对原告和被告陈述的判断来进行审判。罪犯对陪审团的审判结果不可提出公诉，但如果有新的证据出现，则可以重新开庭审理。目击证人的证词要在开庭之前事先写好，由书记官当庭宣读。诉讼当事人之间可以直接相互提问一些简单的问题，却几乎没有互相诘问的机会。审判必须在当天结束，陪审团成员通常是将代表无罪的白色石子和代表有罪的黑色石子分别投入瓮中，以此种投票方式决定最终判决。在法庭审理的过程中，诉讼双方需要在水钟设定的时间范围内向陪审团陈述案情并极力为自己辩护以最大限度赢得陪审员的同情和支持，因此，陈述言辞必须经过精心雕琢并富有强烈的感染力和逻辑性，诉讼人本身也需善于辞令。在此需求下，旨在指导法庭演讲与写作的修辞手册应运而生，这使得诉讼当事人在准备辩护陈词时越来越得心应手。而那些法庭演讲辩护能力不足的诉讼当事人为了能够胜诉，则雇佣专门从事撰写法庭辩护词的人为其写好演讲稿，他们只需背诵下来即可。这种现象在公元前5世纪末和4世纪时相当普遍，许多法庭陈词也被保留了下来。公元前5世纪末，法庭已成为雅典城邦中主要的公共场所。当陪审员在公民中也越来越流行，不仅仅因为有报酬，更为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能够听取精彩睿智辩论的机会。

而在公元前485年和466年之间，希腊西西里岛（Sicily）的锡拉库萨（Syracuse）处于革隆（Gelon）和希伦（Hieron）两位僭主的统治之下。与迦太基（Carthage）的长期战争，使得居民的土地和财产不断被没收充公，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当地人民的不满最终引发了革命，僭主专制统治被推翻，民主政体建立，于是人们纷纷涌上法庭要求收回被没收的财产。由于当时不存在律师，当事人要进行自我辩护，因而帮助人们证明自己合法要求的修辞学家便产生了，科拉克斯（Corax）和蒂西雅斯（Tisias）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两位。

由此可见，古希腊的法庭孕育着论辩修辞。由抽签产生的陪审团标志着古希腊民主法庭的建立，而民主法庭的建立又是促使人们尝试运用修辞艺术进行言语表达的动因。


2.2.2　科拉克斯和蒂西雅斯的修辞理论

科拉克斯和蒂西雅斯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西西里岛上一个富裕而强大的城邦——锡拉库萨。尽管两人的传记著作都没有流传下来，但他们却被后人视为西方修辞学的创始人。柏拉图最先在他的《费德鲁斯篇》中提到蒂西雅斯建立在或然性基础上的论辩理论；一个世纪之后，亚里士多德在其《修辞学》中，也谈到了科拉克斯的或然性论辩，并在《驳诡辩派》（De Sophisticis Elenchis）中称蒂西雅斯是修辞学的先驱（转引自Major，2005：111）；公元前1世纪，西塞罗（Cicero）曾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说法，重申科拉克斯和蒂西雅斯是锡拉库萨法庭财产纷争辩论中最为著名的两位修辞学家。直到公元5世纪和公元13世纪之间，关于两人较为详细的论述才在拜占庭帝国（Byzantine）一些学者的著作中出现。

据传说，科拉克斯于公元前5世纪中期在锡拉库萨创立了修辞学，并把它定义为“劝说的艺术”，传授给他的学生蒂西雅斯。蒂西雅斯来到雅典开始传授修辞技巧，在他的学生中，有三位后来特别突出，他们是高尔吉亚、莱西亚斯（Lysias）和伊索克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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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三位人物开始，修辞学才有了比较可靠的基础。科拉克斯和蒂西雅斯的修辞技艺是通过口头传授的，由他们俩自己或其学生以笔记的形式记录下来，再加以整理，装订成册后出售。这些小册子因包含如何能使演讲词更具有说服力的方法和技巧而被统称为“修辞手册”（Art of Rhetoric or technical handbooks），它们在雅典人手中广泛传阅，承担起了教授和传播修辞艺术的重任。

科拉克斯和蒂西雅斯修辞手册的最重要贡献在于他们两人在手册中明确了法庭等正式演讲词的组成部分。尽管对演讲词有分为三、四、五、七部分等不同说法，但在他们的修辞理论中，为了使演说更具有说服力，一般来说演讲者应首先从概括说明（proemium or introduction）开始，然后陈述背景（diegesis or narrative），提供人证（witness）、物证（evidence）和事件发生的或然性（eikos or probability），双方辩驳（refutation）以及最后总结陈词（conclusion）。此外，受众在决定是否要相信演讲者时还可以接受将或然性作为证据之一。现存文献证明，在公元前4世纪之前，没有比修辞手册中更为完善的论辩技巧出现。修辞手册为法庭演讲与写作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中对文体、措辞和修辞技巧的讨论可助演讲者一臂之力。

科拉克斯和蒂西雅斯对古典修辞最主要的理论贡献是他们的“或然性学说”，即论辩是建立在或然性（eikos or probability）基础之上的，一对命题中两者必定有其一的真实性更大。关于或然性的经典例证是一弱小男子被指控为殴打了一壮士后两人的辩论。弱小男子首先争辩道：“我不可能打他，因为他比我壮，我根本打不过他。既然知道这个事实，所以我不可能去打他来自讨苦吃。”壮士反驳道：“正是因为人们都认为弱小的人打不过壮士因而不可能主动袭击，所以他才堂而皇之地打我。”可见，他们两个人的争论都仅仅是以某种或然性为基础，而不是建立在确凿的证据之上。此外，关于科拉克斯和蒂西雅斯师徒两人因学费问题打官司的传说也表明了或然性的论辩方法。如：

科拉克斯：如果你打赢了这场官司你要付我学费，因为这证明我教给你的东西有价值。如果你输了官司，你也要付我学费，因为法庭会判决你必须支付学费。因此，无论输赢你都要付学费。

蒂西雅斯：我一分钱也不会付给你的，因为如果我输了这场官司，说明你教的东西是无用的，因而我没有理由付你学费。如果我赢了，法庭会赦免我，我也不用付费。因此，无论如何我都不会付学费。

而陪审团则感觉被这师徒两人戏弄了，大喊一声“A bad egg from a bad crow”（一只乌鸦下的一只坏蛋），随即将两人赶出了法庭。无论这则故事真实与否，毫无疑问，科拉克斯和蒂西雅斯所创立的修辞学适应了当时新建民主社会中公众在法庭和公民大会需要辩才的状况，此后他们又对论辩修辞技巧进行了系统化。

一般认为，科拉克斯和蒂西雅斯是与西方修辞的起源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两位传奇人物，他们所提出的或然性论辩说以及对法庭演讲词结构的阐述为修辞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且对正式演讲文体进行过开创性的解析研究，为之后系统的演说理论的形成铺平了道路。但是，关于他们的事迹、理论和著作等都仅仅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留下的著作中偶有提及，而在历史上都属于查无实证的东西。所以，也有人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存在过，还有人怀疑他们两个实际上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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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任何一种人文学说或理论的形成都是社会环境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在或然性的基本原理的武装下，在民主意识形态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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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政治环境的鼓动下，置身于更宽阔的学问日益成为规范（相应地对神学和诗学的依赖日趋衰退）的文化语境中，我们称之为萌芽修辞意识的现象在诡辩家的梳理下逐渐清晰起来。”（Swartz，1998：61）到公元前4世纪末，西方古典修辞的理论体系已基本形成，关于修辞学的论著也出现，如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Rhetoric）和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的《亚历山大修辞学》（Rhetoric to A lexander）等。


2.3　诡辩派的兴起


2.3.1　诡辩派修辞活动概述

科拉克斯和蒂西雅斯开展的修辞教育和修辞实践是当时社会政治条件所需要的。与这种社会政治状况相适应，古希腊开始了一场智力大革命，产生了一个新的学派——智者派
[5]

 （sophists，即后来的诡辩派）。“sophist”一词来源于希腊词语“sophos”，本意为“聪明而有智慧和才能的”，因而最初“sophists”用来指任何头脑聪慧的人，“在公元前5世纪以后，很多早期的‘聪明人’都被冠以‘智者’（sophists）的称号，其中包括像荷马和赫西俄德（Hesiod）那样的诗人、音乐家与吟诵诗人（rhapsodes）、占卜者与先知、七贤
[6]

 及其他早期聪明人、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以及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那样的具有不可思议力量的偶像”（柯费尔德，1996：26—27）。

在荷马时代，“sophists”是指在技艺和占卜、预言等方面有特殊才能的人。后来，文学家、艺术家、医学家、哲学家等各行各业有专门知识、技艺的人，也都被称为“智者”了。这些“智者”除了传授有关政治、哲学、辩论术方面的知识外，还是“三艺”，即文法、修辞、逻辑的创立者。这些学者关注的首先是人们的行为而不是宇宙和自然界。他们把当时讨论的焦点转向了社会问题，主要研究人与社会方面的问题，因此而诞生的、旨在培养思辨能力、出色口才的修辞学成为一门让人趋之若鹜的显学。但由于他们秉持的相对主义思想、怀疑一切的态度、辩证论思想以及个人主义倾向，该学派受到当时保守派的反对和攻击，再加之后来一些乏德之人在传授辩论技巧时不顾真理与正义，用各种花言巧语和虚伪的论证颠倒是非黑白，这样，到了公元前5世纪后期，他们所从事的游说、讲学等活动开始带上了某种受人贬鄙的色彩，逐渐失去了早期的声誉。“sophist”一词便获得了“诡辩者”这一特殊含义，专指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批教授辩论术和其他知识，并收取学费的职业教师以及那些运用修辞技巧为法庭、议会、正式宗教典礼撰写演讲稿的人。他们以研究语言和教授“修辞”即辩论和语言文字的艺术（the art of logos）而著名。

根据诡辩派的活动内容，后人通常将诡辩派分为三类：一类是专职为政治演讲（如竞选演说、施政演说）、议会辩论、集会演说、宗教演讲和法庭演讲撰写演讲稿的人，希腊语中称之为“logographos”；一类是开办学校专门教授公众演说与劝说技能的教师；最后一类是四处游走收取费用为别人打官司或对各种社会话题进行评论演讲的职业演说家（Herrick，2005：35）。有时，他们一人也可同时扮演以上两种角色。诡辩者在希腊各城邦游走，向公民尤其是年轻人传授各个学科的知识，但因收取高昂的学费，拜诡辩家为师一度只能是贵族的特权。他们教授的学科门类广泛，包括词汇、语法、文学、历史、伦理道德规范、政治理论、记忆术、法律、天文、数学等，甚至一些学者还涉及形而上学的哲学理论和认识论，以及通过研究学习和发明从人类学的观点出发来寻求人类文明的本源。只有通过学习才能进步的观点就是由诡辩家首先提出，由此也激发了社会上对教师这一职业的需求。

如何正确使用词语是众多诡辩家教授的科目之一。例如，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就一再强调荷马史诗《伊里亚特》（Iliad）第一行中的“wrath”一词在史诗中应当理解为阳性名词，尽管传统上“wrath”在希腊语中是阴性名词。普罗狄科（Prodicus）也为词语的精确运用而辩解，甚至对诸如“pleasure”和“enjoyment”这类简单的近义词的区分使用也做出了细致的解释。由此可见，诡辩家努力寻求比传统常规用法更为精确的词语运用方法。当然，由于当时古希腊社会对法庭演讲和政治演讲的需要，论辩技巧仍是诡辩派讲授内容的重中之重，而最普遍的一种论辩体系就是诉诸于通过合理推断所产生的或然性。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一个富人被指控偷了别人家的鸡，那么由正常的推理而得到的结论是，任何一个有钱人都不会费尽周折地去偷一只鸡，因为他有钱能买得起，所以只需要花钱去买就可以了，而这个结论就是在法庭上富人为自己辩护并胜诉的依据。但是，在现代逻辑学家的眼中，这种推理是无效的，也就是他们行话中所谓的“可废止逻辑规则”（defeasible rules）。

此外，尤其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关于诡辩派的政治倾向问题。在诡辩派萌芽产生到繁荣发展的同时，古希腊社会也经历了从君主制到寡头政治到僭主统治再到民主制等一系列政治制度的变革，但是在此纷繁复杂的过程中，诡辩派作为希腊社会中一个颇有影响力的思想团体，却没有倚仗其中任何一种统治国家的政治势力。尽管诡辩派及其思想在民主政体下远比在寡头政治的统治下受欢迎得多，但他们依然如故地进行其教学活动，其学生大多是有钱人或家庭出身较好的人，在他们当中甚至还有一些是反对民主制的。诡辩派始终站在民主与寡头两种政体的两边，没有任何偏倚，柏拉图在其《费德鲁斯篇》（Phaedrus）对话录中表明了他对民主制的推崇与支持，而安梯丰（Antiphon）则是发生在雅典的一次寡头政变的领导者。与国家政治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也使得诡辩派能够在一个相对没有外界干扰的环境中发展。

诡辩派的产生对西方修辞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高尔吉亚（Gorgias）、安梯丰（Antiphon）、吕西阿斯（Lysias）、伊索克拉底（Isocrates）、普罗狄科（Prodicus）、希庇亚（Hippias）等。尽管诡辩派对西方修辞学的诞生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他们的著作和演讲词却只有很少一部分流传了下来。


2.3.2　诡辩派的教育活动

诡辩派的修辞教育主要是培养学生从事政治活动和法庭辩论等公众活动所需要的辩才，他们的教育适应了当时整个希腊社会对培养思辨能力和出色口才的普遍要求，其修辞论辩教学实践也在诡辩派的整个学术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方法、教育理念等都给后人很多启发。

由于诡辩派是顺应古希腊社会政治的需要而产生的，因而，他们的教育目的首先是为社会政治服务。雅典是当时希腊民主制的中心，经过公元前594年的梭伦（Solon）改革和公元前508年的克利斯提尼（Cleisthenes）改革，最终确立了奴隶主民主政治。后来又历经伯里克利（Pericles）在位期间的三次改革，雅典的民主政治被推到顶峰，并达到了民主与法制的有效结合。“公民为了参加政治斗争需要文化，也需要有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自己利益作辩护的本领，以便在法庭上，在人民大会上，在一切公共场合，善于做打动人心的讲演和足以取胜的雄辩。”（戴本博、张法琨，2002：74）普罗泰戈拉始终坚持他传授给学生的是从事政治的智慧。“他如果到我这里来，他会学到他要学的东西的。这就是私人事务以及公共事务中的智慧。他会学到把自己的家庭处理得井井有条，并能够在国家的事务方面做最好的发言和活动。”（转引自Botsford，1924：280）可见，诡辩派的教育归根结底是“给予政治家一种预备教育，以便在希腊从事一般职业性政治活动”（黑格尔，1957：10）。此外，诡辩家的论辩教育也在潜移默化地训练着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思维方式。

从诡辩派课程内容的设置来看，涉及的教育内容相当广泛，以修辞学、文法、辩论术为核心，包括哲学、文学、历史、法律、自然科学、逻辑学、道德教育和音乐等。内容之广是由论辩术这门学问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大量事物的知识，对于雄辩艺术来说是十分必要的，没有渊博的知识，即使是能言善辩也是空洞荒谬的”（克伯雷，1991：42）。演讲者只有拥有广博的知识、聪慧的头脑、清晰的逻辑，才能在演说中做到随机应变，才能使自己的演说更具有魅力。而诡辩家本身也必须是个博学的人，比如，希庇亚在教授自然科学知识方面最为著名。柏拉图在其《普罗泰戈拉篇》中说，希庇亚教学态度认真严谨，学生们“好像是在向他提问，问的是自然哲学，尤其是天文学，而希庇亚像一个权威那样逐一作出解释，解决他们的疑难”（2002a：436）。“据说他还可以随时教天文学、数学、几何学、家谱学、神话学、历史、绘画、雕刻、文字功能、语音、韵律及音阶等。”（柯费尔德，1996：52）安梯丰也在教授自然科学知识方面很有影响。“他对用逼近法解决化圆为方的问题兴味盎然，对物理学和天文学的兴趣也毫不逊色。”（同上：57）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戏剧《云》（Clouds）中记述了诡辩家观察天象，并利用空气和云的运动来阐释下雨、打雷、闪电的原因。《云》中还记载了他们教授学生学习音乐的情景。他们认为音律“能使人在交际场中显得很风雅，还能使你知道什么是‘战舞节奏’”（1998：95）。

诡辩家大都居无定所，他们既没有固定的学生，也没有固定的校舍，因而多采取巡回教学的方式，教学形式多样，并不仅仅拘泥于课堂。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篇》中对此进行了描述，“普罗泰戈拉在门廊里散步，一长串人跟着他”（2002a：435）；“埃利斯的希庇亚坐在对面门廊的一个荣耀的位置上”（同上：436）；“普罗狄科还坐在床上，身上裹着毯子，远远望去，有许多人围着他。”（同上：436）可见，他们根据不同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学形式，有个别传授也有集体讨论，有书面讲话也有即兴发言，课程也有长短期之分。多样而又生动活泼的教学形式有助于在最大程度上挖掘学生的潜能。

在教学方法上，他们特别注重实践教育，如何将雄辩理论转变成最佳的实际演说效果也是诡辩家孜孜不倦地进行探索的课题。因而，实践练习是培养出一个成功的演说家所必不可少的一环，其中最常用的练习就是模拟口头演说和写作训练。学生可以首先在写作中完成结构、逻辑性合理而且布局均匀得体的演说词，随之在演说练习中再机智灵活地用口头表达出来，这样，口头演说和写作两者的结合充分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判断能力和表达能力，从而最终达到对论辩技巧灵活自如的运用。

诡辩家为取得论辩教育的成功有其独特的方法。首先，诡辩派在其论辩教育中主张运用辩证法，这一方法使得学生可以就论题的任何一方面进行论辩，能从两个方面都学会论辩。普罗泰戈拉曾鼓吹他的学生可以用辩证法把复杂的事件明朗化（Herrick，2005：37）。辩证法下的演讲和论辩以大众广为接受的命题或假设为起点，在对正反两种对立观点的争辩中，真理和事实应运而生。专门对论辩能力的训练使得学生最终成为政治论辩中强劲的竞争者和法庭中成功的辩护者。此外，诡辩家除了让学生熟练运用辩证法外，还强制他们背诵演讲词，其中或是历史名篇，或是由教师自己撰写的范文。在背诵的基础上，学生开始练习撰写书面演讲稿，然后以研讨小组的形式进行讨论。长期背诵大量篇章，诡辩派惊人的记忆力常常让听众目瞪口呆。这样，“修辞训练造就了一种批判的风气，并以小组的形式进行提问、分析和想象”（Jarratt ＆ Ong，1995：16）。

诡辩派认为，在修辞教育中坚持注重天赋与后天教育相结合的教育理念尤为重要。要造就出一名出色的演说家，毫无疑问，天赋是一个基本条件，比如演说家应首先具有悦耳的嗓音、强健的身体尤其是肺部功能，还要有耐力和韧性，如果缺乏，则任何高明的后天教育和训练都是在做无用功。与此同时，他们也认为，仅仅拥有了天赋的演说素质，而没有相应的教育和训练，也依旧不能造就出演说家。只有在天赋的基础上，再加之教师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学生持久不断的听说读写练习和广泛的实践，才能诞生完美出色的雄辩家。此外，诡辩派还主张道德教育在培养演说家过程中所占有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要靠统治者的德行来治理，而论辩又是德行和智慧的产物，因而高尚崇高的道德品质是一个成功的演说家所必备的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条件。

由于雅典适宜的政治环境，曾经到处漂泊授学的诡辩者逐渐在雅典定居下来。但是他们并不能获得和本地人同样的地位和权利。他们被称为异地居民（resident aliens），在当地可以工作并纳税，但是却不能直接参与政治事务，不能在公民大会上露面。他们甚至还受到怀疑。虽然如此，通过培养当地的政治人才和为当地人撰写演讲词，他们还是对雅典的民主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科弗德（Kerferd）评论的那样，诡辩派“首次在人类历史上为共享制民主奠定了理论基础”（1981：144）。但是，诡辩派也遭到了许多攻击，当时很多希腊学者批判他们“是以滥用语言和过分使用来赢得声誉，以华丽的文体、精彩的表面文章以及引人注目的人格来使听众惊诧”（Poulakos，1993：58）。诡辩派自诩除了教授演讲术、训练学生面对大众辩论和劝说的能力之外，还可以指导学生的品德及个人发展。但是许多希腊人怀疑诡辩者能否真正进行使学生完善自我的教育，因为他们认为品德的自我完善是与生俱来的能力，是不能通过后天习得的。但毋庸置疑的是，诡辩派对公众演讲术、个人潜能发挥等方面的成功教育确确实实帮助了许多古希腊年轻人，修辞学成为他们走向成功、实现个人价值的必由之路。


2.3.3　诡辩派产生的社会根源

诡辩派的诞生有其自身的必然性和客观性，与当时古希腊社会尤其是雅典城邦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诡辩派的盛行与古希腊城邦，尤其是雅典城邦的政治剧变密切相关。正如美国著名修辞学家约翰·波拉克斯（John Poulakos）所说：“当诡辩派出现在希腊城邦的地平线上时，他们发现正站在从贵族政治向民主政治这场政治文化巨变的中间。”（1993：56）由于小国寡民的政治地理环境和相对发达的工商业经济，雅典形成了民主政治制度即城邦制。“城邦制度意味着说话具有压倒其他一切权力手段的特殊优势。话语成为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一切权力的关键、智慧和统治他人的方式。”（让·皮埃尔·韦尔南，1996：37）民主城邦制需要大量能言善辩的人。统治者要求培养他们的继承者掌握丰富的知识，善于演说，以雄辩取得政治论战的胜利；政治家、职业打官司的讼师或律师也需要辩才才能说服大众相信其观点，即使是私人打官司也需要有一定的辩说能力，因此辩才成为公众影响力大小和个人成功与否的关键。古希腊的民主政治环境是诡辩派产生的温床，其政治秩序要求公民能够参与到大众政治活动中去，这样对教育和言语表达就提出一定的要求。而诡辩派教授的交际技巧正是政治权力所亟须的。

其次，希波战争以后，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城邦工商业发展迅速，城市繁荣，文化科学昌盛，奴隶主阶级实行民主政治，这些因素都促使希腊人的思想观念发生巨大变化。他们意识到社会的行为规范并不是由神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由人的意志所决定的，因此，他们开始对以往的知识产生质疑。德国学者策勒尔（Zeller）评述道：希腊人“将不同的习俗和生活方式与他们本民族的习惯和生活方式加以比较，就引起了反省和评论”（1992：82）。他们“于是提出问题：所有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也提出了怀疑：自己的制度是否唯一可信赖”（同上）。并进而开始对宗教、道德、政治、哲学、科学和艺术的传统观点进行批判，这就成为诡辩派开端的批判运动。

最后，希腊日益丰富广泛的政治知识，使得原有的传播和教育方式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迫切需要一种新形式出现。在诡辩派兴起之前，希腊没有专门传授政治知识的教师，人们获得政治知识的途径，一般是通过游吟诗人在公众面前朗诵自己的作品或者通过参加公民大会等活动。希腊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使各城邦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组织日益复杂，一种新的政治知识以及与此相关的道德知识应运而生。诡辩派以其创新的教育内容和形式担当起了专门传授政治知识的重任。他们甚至被认为是最早的人文主义者，“他们教给人们这样的思想，人类的知识视野不是预先确定的，人类能够理解和应对自然力量”（Barret，1987：37）。

综上所述，古希腊民主政治制度的变革是诡辩派产生的客观条件，古希腊社会需要雄辩术，反之，诡辩派的出现也适应了古典时代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客观需要。


2.3.4　诡辩派的特征

虽然被称为一个学术流派，但是诡辩派实际上并没有统一的组织结构或理论纲领，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具有一些共同特征的人，更确切地说，被称为诡辩派的这些人不过是一群各自特立独行的学者。对他们而言，从来就不曾存在过一个步调一致的运动。但是，这些形形色色的诡辩者具有六项共同特征。

首先，他们都传授或宣称传授美德，塑造卓越品格。之所以如此也是有明显的政治意图的，因为希腊人的生活都是围绕着城邦的功能展开的，政治生活是年轻人特别渴望涉足的领域。这些诡辩家教授的美德和卓越品格都是雄心勃勃的希腊年轻人迫切希望掌握的，因为这对培养他们通过公共演说影响公众意见的能力必不可少（即通过人品力量影响听众）。

第二，所有的诡辩家都强调我们现在称之为修辞的内容。由于改变法庭或公民大会的投票的能力是一项根本的政治技巧，诡辩家教授修辞学并且首次使之成为一门人文学科（art）。这样评价他们就当时的知识现状而言似乎有些夸张，因为严格地说，在柏拉图之前，叫做修辞学（rhetoric）的这门人文学科并不存在，是柏拉图创造了rhētorikē这个希腊词语。但是该词语所指称的内容则已经存在了。所以，从实践上来说，诡辩派在向人们传授如何说服听众、如何处置城邦的偶发事件。

第三，每位诡辩家在提供教育服务时都收取价格不菲的费用。在国家没有提供义务教育的时代，教育家在提供教育的同时收取一定的费用本应是无可厚非的。如果是因为收取学生的费用就让这些人落下不好的名声似乎有些冤枉了他们。但是他们的行为却是那个时代社会变革矛盾的反映。一方面，他们教育活动的直接结果是引发了整个社会对民主基本理念的偏爱。而在另一方面，他们的直接客户不是大众，而是有钱悠闲的权贵阶层（Barret，1987：5）。在这两个方面的作用下，他们的教育活动的客观后果便是动摇了陈腐的神权政治的权力结构，使社会的主流思潮转向更新的、倾向于民主的意识形态。

第四，诡辩派通常教授争论术（eristic）。在具有修辞认识论倾向的前提下，他们教授争论术也是合乎情理的。不幸的是，争论术一词通常让人联想起缺乏理性推断，巴雷特（Barret）就把它定义为“一种以争吵或特殊的讲理为特征的争论形式”（1987：73）。

第五，诡辩家经常在宣德演讲（epideictic oratory）表演中抛头露面。宣德演讲就是礼仪性演讲，是一种具有广告和娱乐性质的自我推介的演讲表演。

最后，所有的诡辩家都多才多艺，能够教授几乎所有科目。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是当时知识的学科化及其相应的分类还没有形成，不像现代社会这么繁杂和精细，因而他们不须知道很多。他们能够就任何科目进行谈论的另一个原因是，在研究逻各斯（logos）的过程中，他们可能仅凭直觉就领悟到，所有论点均可以归类到不同的传统主题（topos）中，这些主题是可以记忆或学习的（Swartz，1998：68—70）。


2.4　诡辩派的代表人物


2.4.1　普罗泰戈拉

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约公元前486年—公元前410年）出生于色雷斯（Thrace）南部沿海的希腊殖民地阿布德拉（Abdera）。他的父亲是色雷斯人（Thracian），深受当时波斯国王薛西斯（Xerxes）的器重，因此为普罗泰戈拉争取到了同波斯人同样的受教育机会。普罗泰戈拉聪明好学，才华出众，很快便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被人们称赞为希腊的天才。他一生旅居各地，巡回在西西里岛、雅典以及其他希腊城邦开展教学或演讲，收徒传授修辞和论辩知识，开办讲座，度过了将近40年的游学授徒的生涯。作为教师他名扬各地，是当时最受人尊敬的学者，所到之处有钱的贵族年轻人总是趋之若鹜，认真聆听他的讲座，而他也因收取高昂的学费而变得十分富有。

在公元前445年左右，普罗泰戈拉来到了当时希腊民主制的中心——雅典，在这里，他如鱼得水，杰出的才智不但受到贵族的追捧，还受到伯里克利（Pericles）——当时的统治者也是民主派政治家——的赏识。他们二人结为挚友，经常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在理论建构方面，普罗泰戈拉为伯里克利奠定了民主政体的哲学基础，并于公元前444年为希腊重要的殖民地——图利（Thurii）起草了法典。之后普罗泰戈拉又多次来到雅典，最后一次回到雅典是在公元前411年。由于他支持寡头统治者反对民主制，坚持认为普通公民不能很好地进行民主自治，而且还发表大量“不敬神灵”的言词，因而最终被送上法庭受审，但是就在开庭审理之前，他偷偷乘小船逃离了雅典。但在乘船逃亡途中遭遇风浪，因船只失事而丧生。

普罗泰戈拉被认为是旧诡辩派的典型代表，也是第一位收费的教师和第一位著名的希腊诡辩家，他的教育思想和哲学思想极大地影响了诡辩派思想的发展，甚至也影响了整个希腊文化。除少数片断外，他的著作大都已失传，我们只能从柏拉图的对话录《普罗泰戈拉篇》（Protagoras）和《泰阿泰德篇》（Theaetetus）中见到。

普罗泰戈拉还被认为是将论辩知识系统化的第一人，其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为希腊修辞学、认识论、宗教批评、社会起源研究、辩证法和文学批评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Rankin，1983：32）。在修辞论辩教育中，普罗泰戈拉首先要求学生用清楚明白的语言讲话。他十分推崇在演讲中运用格言警句，用简短精炼但却含蓄有力的话一语中的，认为这是论辩的最高境界。他要求学生学习语法，熟练掌握词语的阴阳性与情态，他还是第一个区别“词性”的人。在他看来，语法不但是用来规则语言的，更是增添一个人演讲精确性的有力武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普罗泰戈拉是语法研究的奠基人。他还首次区别了动词的时态，强调把握正确时机的重要性，甚至指出荷马史诗中存在的错误句型。由于他的学生多是雅典的一些贵族子弟，因而传授从事政治和公共事务的智慧成为其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此外，他还宣称可以教授如何成功地做房地产生意致富，如何当一个人人尊敬的好公民等。

普罗泰戈拉最著名的哲学观点就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转引自Herrick，2005：43）。也就是说，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客观真理，人的主观是决定人类对世界认识的准绳。而所谓知识，就是感觉，每个人的感觉不同，知识也就不同，其结果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非无法判定，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Theaetetus）中具体描述了这种相对主义思想。比如，一阵风吹来，对于感觉冷的人来说它就是冷的，对于感觉热的人来说它就是热的，而风本身无所谓冷热。同样地，一个人的行为是好还是坏，也是以人的感觉为标准。你觉得好，它就是好的；我觉得坏，它就是坏的。行为本身也无所谓好坏。这样，冷热、好坏等事物性质都被看做是人的主观感觉的产物而不是事物性质的客观性（Kerferd，1981：86—87）。他认为一切真理都是主观的、相对的、暂时的，世上只存在对立的观点和道德的相斥而不存在绝对真理，辩论就是通过对命题的支持或反对以最终达到说服听众受众倾向于某一方的目的，“也就是说，普罗泰戈拉所强调的是修辞者从正反两方面构筑自己的论点，而不是修辞者与受众可以各执一词、互相对抗的可能性”（刘亚猛，2004：124）。与此观点类似，他对传统宗教神学也提出了怀疑：“关于神，我无法知道他们存在与否；即使存在，我也不知道是以什么形式存在。要具有这些知识障碍太多了，包括这个问题本身的晦涩及人生的短暂。”（转引自Swartz，1998：72）正是基于这种观点，诡辩派对待神权提出了怀疑，并逐步颠覆了神权政治，把公众的关注点从神转到了人自身。人们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都源于个体的人对其的感知，由感知而得出事物之于人类的意义。由此，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对希腊传统起到了冲击作用，它使人们不再盲目接受一切前人既定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信仰和知识等，反之，每一个人都有对于一切问题的最终决断权。这种思想大大促进了人们对于事物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真理的相对性的认识，打破了当时社会中僵化的思维方式。

普罗泰戈拉提出的另外一个观点是“万物都有两个完全相反的对立面”（Schiappa，1991：89）。论辩中的任何一个命题都有正反两方，且两方的合理性相同，对每一论点都可以同样令人信服地举出另一完全相反的论点。在训练学生时，他要求每一个人对每一个题目都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辩论，直至理屈词穷为止。

之前人们一直以为，一切问题都只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绝对正确的“标准答案”，而演讲话语就是对这个“标准答案”的口头表述。普罗泰戈拉的思想对此提出了挑战。任何所思、所信、所求均可以言说，无论是否正统或“标准”，因为话语与真理之间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不是只有真理才可以言说。此外，他还着重培养演讲者借由论辩将问题中的弱势转为强势并最终获得一个更为理性的解决方法的能力。比如，对于一个病人来说，任何山珍海味都无法引起他的食欲，更无须提食物的营养价值了，而对于健康人来说，山珍海味是极大的奢侈品。但是，对病人的理性劝说能够使他出于健康的考虑而对食物改变看法，甚至即便是再难以下咽的东西在病人看来也是美味佳肴（Schiappa，1991：109）。

尽管后人对普罗泰戈拉的思想颇有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普罗泰戈拉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修辞学家和思想家。他的论辩教育和哲学思想是诡辩派运动的核心，他的修辞思想和修辞实践不仅为早期修辞学创立了理论上的基本原则，更为重要的是它激发了人们修辞意识的觉醒。


2.4.2　高尔吉亚

高尔吉亚（Gorgias，约公元前485年—公元前380年），前苏格拉底时期（Pre-Socratic）的哲学家及修辞学家，出生于西西里岛（Sicily）的莱昂蒂尼（Leontini）城邦，他的一生历经了整个伯里克利时代（PericleanAge）以及希腊与波斯（Persia）、斯巴达（Sparta）的战争并直至雅典帝国开始衰落，最后于公元前380年在色萨利（Thessaly）平原中部城市拉里萨（Lárisa）去世，享年逾百岁，是寿命最长的诡辩家。他早年跟随当时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学习修辞、论辩、自然哲学和医学等知识，与普罗泰戈拉同为首批诡辩家。公元前427年，锡拉库斯（Syracuse）入侵莱昂蒂尼，据说他和蒂西雅斯作为使者分别被派往雅典寻求支援，这是高尔吉亚第一次来到雅典。尽管最终雅典拒绝出兵援助，但高尔吉亚出色的口才震撼了整个雅典并引起广泛观注。之后，他便周游于希腊各地进行演说并开班授徒，而他最擅长的礼仪演讲在给他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为他带来了显赫的名声。他的名声是那么大以至于“高尔吉亚”这个名字成了修辞学的重要代表，在修辞学这种文化现象的早期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许多情况下，他被描述成希腊修辞学的掌舵人（eminence grise），担当着把演讲术进行初次理论化的重任，一些后来发展起来的修辞概念甚至也被归到了他的名下。他在世时就是一个权威人物，据说他通过教授学生学习发表劝说型演讲发了巨财。在像奥林匹亚运动会之类的全国性场合上，他经常受邀作为主要发言人向听众发表关于希腊和希腊人的颂词。（Bons，2007：37）他当时的影响是那么巨大以至于希腊人在德尔斐为他铸造了黄金雕像。在他去世后，他的学生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和阿尔西德马斯（Alcidamas）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他的修辞学理论。

作为一名演讲者和教师，高尔吉亚撰写了许多演讲词和论著，保留下来的有哲学论述《论不存在与论自然》（On Non-Being or On Nature）的部分内容，两卷修辞篇章《海伦颂》（The Encomium of Helen）、《帕拉墨得斯的辩护》（The Defense of Palamedes），以及《葬礼演说》（Funeral Oration）等的一些片段。这三部著作构成了高尔吉亚修辞理论的核心部分。另外三部——《奥林匹亚运动会演说》（Speech at the Olympia Games）、《德尔斐运动会演说》（Speech at the Pythian Games）和《厄利斯人民颂》（Encomium for the People of Elis）等均已失传。此外，高尔吉亚的思想还可散见于柏拉图的对话录《高尔吉亚篇》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Socrates）之口与高尔吉亚进行对话，并展开对诡辩派的攻击。

《海伦颂》和《帕拉墨得斯的辩护》集中体现了高尔吉亚的修辞思想，是论辩修辞艺术的杰出代表。在《海伦颂》中，高尔吉亚充分地表现出其诡辩家的特质。海伦被视为引发特洛伊战争（Trojan War）的祸首，但高尔吉亚认为，海伦之所以去特洛伊的原因不外乎四者之一：一是神的驱使；二是武力；三是爱情；四是被言语说服。如果是神的安排，那么海伦根本不应该被责怪，因为神的旨意是不可抗拒的；如果是因为武力，那么该指责的应该是武力施加者；如果是爱情的影响，罪也不在于她，因为“如果爱情是神圣的，具有神的力量，那么人怎么能抗拒呢”，“如果爱情是人共有的弱点，这不是罪过，而只是不幸”。最后，如果是言语说服了她，也不能怪她，因为“言语有能力支配人，能以小成就大，也能止息恐惧、缓和痛楚、营造喜乐、博取同情”（Gorgias，2001：31—32）。由此可见，高尔吉亚尝试着用诡辩家善用的论辩方法为海伦正名。

帕拉墨得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因揭穿奥德修斯（Odysseus）装疯卖傻以逃避参战的行为，后来被奥德修斯控以叛国罪处死。在《帕拉墨得斯的辩护》一文中，高尔吉亚指出，利益（如地位、财富、名誉或保障等）是行动的动机，帕拉墨得斯缺乏根本的动机，因而不可能做出叛国行为，由此，高尔吉亚为帕拉墨得斯展开了一系列的辩驳，试图为他“拨乱反正”（Consigny，2001：38）。

高尔吉亚的哲学思想主要集中反映在《论不存在与论自然》中对“非存在”的论证。他认为，知识是主观的、相对的；并以此为事实，论证了“一切皆为虚妄”的观点。此外，由于个人所知道的仅是他的个人自觉，因此，根本没有判定真理的客观标准。和普罗泰戈拉一样，高尔吉亚所持的是一种虚无主义思想，不承认存在着判断知识或真理的客观方法。这种观点也可归为唯我论，因为自己除了能意识到自己的经验和意识状态之外，别无所知。因此，高尔吉亚得出三个著名结论：（除了个人的自觉以外）无物存在；若有外在于个人的任何事物存在，它则永不可知；若任何可知的事物存在，个人则无法与他人交流其存在。根据高尔吉亚的观点，两个人之间的交流若能成为可能，那么听者与言者的思想状况必须一样，而这永不可能。同样，要认识外在于心灵的物体，心灵与外界也必须相同。因此，要了解心外之物，并将知识准确地从一个人传达给另一个人，那是不可能的。他的这些思想似乎过于悲观，但他也从否定的方面提出了一些对人类认识更有积极意义的问题，比如他揭示了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辩证关系，其中包含着存在与非存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等。

高尔吉亚的修辞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两个“重要性”——强调话语力量的重要性和强调文体风格的重要性。高尔吉亚是最早认识到劝说在激起感情中的重要性的修辞学家之一，他将修辞实践看作产出知识的一种途径，而修辞学要研究的是如何运用语言的力量进行劝说，通过人格（ethos）诉诸、情感（pathos）与理性（logos）等诉求手段来影响听众的信念，改变其观点（Bizzell ＆ Herzberg，1990：38—39）。他鼓吹能够成功地劝说任何人，能够证明任何命题，因为劝说话语的神奇魔力可以掌控人的心智和影响他人的行为，还可以与物质甚至神的力量相媲美。他通过为那些不被人们接纳的、矛盾甚至荒谬的论点进行辩护来极力表现自己的辩驳能力。与其他诡辩家不同的是，他不教授学生德与善，而是主要教授他认为至关重要的说服技巧，用言语的内在力量抓住人心，他认为这是修辞实践的中心所在。此外，高尔吉亚还认为语言的力量还表现在它可以使存在的对立面达到相互平衡。他举例说，两个人虽是两个单独的个体不能合二为一，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共同的爱和相互的关心能够使两者的心灵合二为一，这样就解决了个体的矛盾，通过言语对人性和心灵的呼唤，对人类感情的激发，便可以解决一切善恶美丑真伪的对立，从而使世界实现和谐同一。然而，高尔吉亚也承认有些言语是虚伪的，邪恶的话语会蛊惑人心，不然就不会有法庭辩论之争。在《海伦颂》中，他以“话语之于心灵犹如药物之于身体”的比喻来阐述他对话语力量的理解：

话语对人心灵的影响就如同药物对人身体的作用。药性不同所治疾病也不同，有些药可以治病，但有些药却可以使人毙命。在话语中也是同样的道理，话语能够牵动人的悲伤、快乐、恐惧、勇敢，却又能够使人心生邪念，步入歧途。

（转引自Ballif ＆ Moran，2005：171）

高尔吉亚还特别注重文体风格，尤其强调比喻、对偶、押韵等辞格的运用，可以说，修辞学史上后来逐渐独立出来的文体研究甚至文体学的形成无不得益于高尔吉亚所开创的修辞传统。

修辞是指引人的心灵和灵魂的艺术，为了触动人类心底的感情，演说必须借鉴语言中辞格的力量来诉诸于受众的情感，因而高尔吉亚在演说与教学中频繁使用比喻手法，并要求学生在法庭、政治、宗教等不同场合的演讲词中运用这些辞格以达到最佳的劝说效果。他主要运用对句和对偶来展现事物两极的矛盾，但有时为了纯粹达到突显对立的目的而牺牲了语言表达的多样化，结果造成千篇一律的韵律使文章显得单调而又枯涩。高尔吉亚“是第一位如此牵强附会地运用比喻手法的人，尽管他笔下的直喻、对偶、头韵、尾韵、平行等手法因其新颖而受到赞扬，但篇章中却恰恰又是由于过多地运用了这些而显得更加繁琐不自然”（Kennedy，1963：64）。

高尔吉亚革新了修辞学，开启了对修辞学本质和价值的探讨，他的修辞思想为之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修辞进行系统化作了铺垫。正如历史学家查尔斯·塞加尔（Charles Segal）所说：高尔吉亚的成就在于他对修辞技巧和论辩模式的明晰，并强调运用辞格增强话语在激起受众情感中的说服力量（1962：133）。他对话语力量和文体的重视不仅为早期修辞学的发展带来了新鲜空气，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修辞的敏感与现代西方修辞学的发展趋势不谋而合，因而高尔吉亚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是西方修辞学的奠基人之一。和当时的许多修辞学家一样，高尔吉亚在哲学研究上也颇有建树。他的哲学思想包含了本体论（ontology）、认识论（epistemology），蕴涵着伦理观和审美观。


2.4.3　安梯丰

安梯丰（Antiphon，约公元前480年—公元前411年）出生在雅典的一个贵族家庭。据说他父亲索菲卢斯（Sophilus）曾开办学校，也是诡辩家之一。安梯丰借助于家庭背景的优势，从小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求学期间他经常与当时希腊的政治文化精英交流并一起参与他们的活动，再加之自己的勤学多思与努力，他很快便在同辈人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名颇有卓见的年轻知识分子。除了对法庭演讲辩论特别钟爱以外，他还对几何学、宇宙学、解梦等饶有兴趣。由于当时希腊法庭的审判不允许有人代理诉讼或辩护，不管原告还是被告都必须亲自为自己辩护，于是安梯丰曾一度以专门撰写法庭辩护词为谋生手段。

自公元前478年希波战争（Persian Wars）结束以后，雅典成为希腊的霸主。在战争中各城邦建立的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战后逐渐沦为雅典实现其霸权的工具，而以斯巴达（Sparta）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Peloponnesian League）因不满雅典的霸权，曾与其爆发过多次摩擦。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正式爆发，之后双方互有胜负，但都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公元前415年，雅典对西西里岛斯巴达的盟邦锡拉库萨发动大规模远征，结果以惨败告终，雅典因此元气大伤，无力再抵御斯巴达的攻势。而安梯丰则借机在雅典展开政治活动，于公元前411年建立了一个寡头政治组织——四百人会议（Government of the Four Hundred），并企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时夺取雅典政权。但四百人会议不久便迅速瓦解垮台，大多数组织成员都逃离了雅典，安梯丰因叛国通敌罪而被送上法庭受审。在法庭上，安梯丰发表演说为自己辩护，声称他极力推崇民主制而绝不是要推翻它，这次演说被修昔底德（Thucydides）誉之为自古以来最伟大的求生辩护词，“是那个时代所能听到的最精彩的演说”（Dobson，1919：19）。不过，再精彩的强辩也无济于事，安梯丰最终以叛逆罪被处死，所有财产充公，家人流放，甚至连尸首也不允许埋葬在雅典本土。

安梯丰的著作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最早的三组《四部曲》（Tetralogy）12篇文章创作于公元前450年至430年之间。《四部曲》的每一部都包括有关谋杀案件的控诉词及辩护词，但这些都不是真实的谋杀案例，仅仅是作为教授门徒时练习之用。第一组是一男子被控将随行同伴谋杀的案件；第二组是关于一个男孩在标枪练习中被飞来的标枪刺死，而那个扔标枪的人被控过失杀人的案件；第三组是两个醉汉打架，而其中一人被打死的案件。三起谋杀案都没有最终判决结果。《四部曲》以高尔吉亚的《海伦颂》中的辩论模式为基础来探索论辩言语的本质与作用，并试图为对立命题寻找新的辩论模式，其中安梯丰也提出了诸如论辩与事实以及两个相反命题之间关系的问题。尽管为学习法庭演说的学生广泛传阅，学生也从中学习了建立在或然性基础上的论辩模式，但安梯丰的撰写初衷却并不是为了用来专门训练法庭论辩技巧。更大意义上，他是为了给后人留下知识的积累。第二个阶段大约在公元前420年左右，其著作大多是关于哲学，包括《论真理》（On Truth）两部、《论和谐》（On Concord）、《释梦》（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和《论政治家》（Politicus）。从留传至今的部分残篇来看，安梯丰在这些论著中主要阐述了法律与传统以及与大自然法则之间的关系等一些当时诡辩家热火朝天地讨论的话题，因为安梯丰始终认为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助于挖掘法律和正义的潜在内涵。第三个阶段是安梯丰晚年创作的法庭辩护词，其中有三篇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它们是《斥继母》（Against the Stepmother）、《论艺人》（On the Chorus Boy）以及《论赫罗德斯谋杀案》（On the Murder of Herodes）。安梯丰最擅长于使看上去陷入绝境的案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以上三篇就是典型的例证。

安梯丰三个阶段的论著都围绕着法律与正义以及真理和语言的本质而展开，但三部的创作目的却各有千秋。《四部曲》和《论真理》是为那些对学术颇有研究的学者所创作，如诡辩家及其学生、教育学者等；《论和谐》则倾向于一般学者的口头表述，多采用轶事体；而那些法庭辩护词对普通平民在法庭上进行论辩演说十分实用，其语言也简洁易懂。安梯丰的著作适应于从学者到平民的各个阶层，在其中不乏对传统论辩修辞的挑战，但并不是针锋相对，而是以一种更具创造性和道德性的方式进行的（Ballif ＆ Moran，2005：33）。就其写作风格而言，总体来说，安梯丰一反当时多数诡辩家简洁朴实的论理之风，他频繁运用华丽的词汇和排比等手法来加强语势、强调内容和加重感情，因而有时他的文章由于词语晦涩而显得怪异不自然。但他却突破了传统论辩修辞的束缚，在论辩逻辑和语言上如行云流水。

安梯丰是第一位开始撰写法庭辩护词的人，也是他开创了撰写演讲稿这种新的职业，后来的学者称之为“logography”。当时，由普通民众组成的陪审团主要依据双方的辩才来进行法庭判决，而不是依据事实证据，因而通常是善辩者无罪口拙者受罚。安梯丰看到众多普通平民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出申，便决定为这些不擅言词的受害者写诉状和法庭辩护词，除此之外，还教他们背诵写好的文章，这实际上是在教人演说的技巧。他教授人们在公众演讲时何处停顿，何处连读，何处升调，何处降调，何处声大，何处声小，何处加讽刺笑声，何处用悲痛的声音修饰；还通常会选用假想案例让学生分别就同一案件写出控诉状和辩护词，以此来传授学生辩论技巧。安梯丰主张在辩论中应当尽量保证对原被告双方的公正性，证据材料应依据其逻辑性进行组织而不是拘泥于传统法庭演说词的模板，但是，他仅仅强调理性诉求的作用，认为讲道理是说服中最关键的力量，却忽视了演讲者本身的人格魅力和对听众情感诉求的影响力，这是他辩论体系所存在的弊端（Kennedy，1963：132—133）。当然，安梯丰的修辞教育活动也为他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之后，许多有知识的人也纷纷效仿其做法，早期的修辞实践也由此发展起来。

安梯丰的哲学思想多受高尔吉亚的影响，大都体现在《论真理》和《论和谐》中。他经常与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一起讨论诸如经验的本质、对立命题、命题的或然性等哲学问题。他认为人的经验是先于语言而客观存在的事物，并可以用言语表达。人无法表达一切未曾亲身体会的经验。但由于语言相对于经验的独立性，言语既可以进行客观真实的描述，也可以歪曲地描述。只有当言语表达和经验相一致时，话语才开始具有说服力（Katula ＆ Murphy，1995：38）。

作为第一位撰写完整法庭演说词的人，安梯丰当之无愧地可以称之为是“雅典演说之父”（Ballif ＆ Moran，2005：30）。他所创立的法庭演说文体及与此息息相关的新职业为公元前4、5世纪雅典人民的生活注入了新鲜空气，而他也成为修辞学史上延承两个世纪修辞理论发展的中枢人物。此外，他不仅是撰写演讲稿的先驱人物，还为修辞订立规则，“并将语言和论辩的本质、真理的本质、语言与现实的关系理论化，为演说理论和修辞实践的系统化作出了贡献”（同上：31）。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的修辞教育和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民主制和法制的发展。


2.4.4　吕西亚斯

吕西亚斯（Lysias，公元前444年—公元前380年）出生在希腊东南部港市比雷埃夫斯（Peiraeus）一个显赫而富裕的家庭，其父塞弗勒斯（Cephalus）是以铸造盾牌而远近闻名的武器制造商，曾被伯里克利（Pericles）邀请到雅典居住。柏拉图《理想国》（The Republic）中的酒宴，就是在吕西亚斯的哥哥波莱马尔科斯（Polemarchus）家里举行的。吕西亚斯生活在希腊大动荡时期，在父亲去世后便和哥哥波莱马尔科斯移居到西西里的图利（Thurii），在那里他师从于当时有名的修辞学家蒂西雅斯（Tisias）学习修辞中用词的艺术以及如何进行尖锐中肯的表达。之后他还曾跟随普罗泰戈拉系统地学习辩论技巧。公元前404年，由于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民主政体被推翻，斯巴达支持的一个寡头政治傀儡政府——“三十僭主”（Thirty Tyrants）上台执政。这个以苏格拉底的两个学生克里蒂雅斯（Critias）和查米德斯（Charmides）为首的寡头派将外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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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为敌人并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杀戮。“三十僭主”政府没收了吕西亚斯家的财产，他哥哥被处死，他本人则逃亡到迈加拉（Megara）。次年，民主制度恢复后，吕西亚斯一度获得雅典公民权，他便以这个身份对三十僭主中的埃拉托斯特尼斯（Eratosthenes）杀害其哥哥波莱马尔科斯的罪行提出控告。这场控告成为他最著名的演说之一。之后，他以替人写法庭演说词为生，从而开始了他四十余年讲授修辞学并代人撰写诉讼辩护词的生涯。最后，于公元前380年辞世。

由于吕西亚斯是外邦人，当时的希腊不允许外邦人在公众大会或法庭上演讲，因此他的雄辩天分便在为他人撰写演说词上得到充分发挥。在《控告埃拉托斯特尼斯》（Against Eratosthenes）一文之后，吕西亚斯又写出了近400篇法庭演讲词，其中有23篇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些法庭讼词大多是关于收复斯巴达战争中被没收的土地以及战后受伤士兵的抚恤金等问题。此外，吕西亚斯还撰写了一篇葬礼演说（Funeral Oration）和一篇政治演说。《控告埃拉托斯特尼斯》（Against Eratosthenes）和《奥林匹亚演说》（Olympic Oration）是由吕西亚斯自己亲自演说的。他在大部分著作中都流露出对民主制的推崇与偏爱。在《控告埃拉托斯特尼斯》和《控告阿戈拉特斯》（Against Agoratus）中，他以犀利的言词表达了对寡头政治执政者的深恶痛绝，而在《曼蒂修斯答辩词》（The Defense of Mantitheus）和《爱尔西马科斯答辩词》（The Defense of Eryximachus）中他的立场则较为中立。吕西亚斯撰写演说词并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即使当事人付不起费用，他也十分乐意为特别感兴趣的案件写出精彩的辩护词。为此，乔治·肯尼迪（George A.Kennedy）称之为“修辞艺术家”（1963：140）。

吕西亚斯为修辞学作出了两大贡献：其一是他创立的简洁明快的散文风格，这种风格成为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散文的楷模。他多采用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语，避免使用诗的语言和众多演说家所钟爱的隐喻、夸张等修辞手法，他唯一使用的当时盛行的修辞手法就是排比。他的修辞造诣很深，加之精于掩盖自己的修辞技巧，因而文章读来“自然而不枯燥，朴实而不乏味”（Kennedy，1963：135）。其演说词一般由引言、陈述、证据和结语四部分构成，所有的陈述论证都紧贴案情、环环相扣，“以连贯和简洁的风格而扬名于众多演说家之中”（Jebb，1962：179）。除了风格的简洁明快，吕西亚斯还善于针对演说者的不同情况采用风格迥异的文词和劝说手段来适应不同的情境。传说他的一位委托人曾找上门来说，他写的诉讼词读第一遍时感觉是令人惊异的好文章，但读第二遍第三遍时，则感觉漏洞百出、平淡无奇，便质问他这样的文章怎能在法庭上打赢官司。对此他回答说：“在法庭上你需要诵读第二遍吗？”（Lamb，1957：5）可见，他深知在特定情境中的演讲须在第一时间抓住并打动听众。

他的贡献之二是在演说中注重展现演讲者的品格与德行。他认为演讲者本人的人格是劝说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尤其在当时法庭辩论大多建立在或然性基础之上，人格的感召力便在劝说中具有无可比拟的力量。撰写演讲词时只有将演讲者的感情、态度、性格及语言特色等融入其中，才能增加真实性、说服力和感染力，而且也有效地弥补了早期修辞手册中所介绍的那些刻板的辩论模式，并能够成功地激发演说者与听众的感情，产生共鸣。吕西亚斯多在紧接着证据和驳论之后直截了当地通过穿插实例来展示对方的道德品行。例如，在《控告埃拉托斯特尼斯》中，他用十个部分的篇幅来阐述埃拉托斯特尼斯及其同伙雅典大将军塞拉门尼斯（Theramenes）的叛国行为，尽管这与案件本身毫无关联，却使陪审团对埃拉托斯特尼斯的人品有所判断并影响最终判决。此后，人格抨击成为希腊和罗马演说词中所必不可少的显著特征，尽管这种做法为现代法庭所不耻，听众也难免怀疑其真实性和公平性，但就两千多年前的法庭辩论体系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进步，品格和情感诸因素的加入无疑大大增加了演说的灵活性和可信度。后来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所提出的三种基本说服方式中的人格诉求（ethos）和情感诉求（pathos）便是来源于吕西阿斯的理论。

吕西亚斯“演说的真正力量在于他非凡的修辞手法，其最显著的品质包括对各种人物性格品质的渲染，对人类各种思想的灵活展现以及各种修辞手法的巧妙运用……乐于玩乐交友的他也将雅典人优雅的知性品格带到了希腊社会生活中”（Jebb，1962：156），他也因此获得了只有最出色的演说家才能获得的殊荣——奥林匹亚演说。他简洁的文体风格与他独特的人格与情感等诉求方式使公元前5世纪的演说论辩摆脱了以往的传统模式，为演说增添了新的辩论元素，标志着修辞艺术的大步跨越，其中人格与情感诉求至今依然是现代西方修辞学所注重的劝说策略。


2.4.5　伊索克拉底

古希腊最有影响的修辞学家、教育家非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公元前436年—公元前338年）莫属。他出生于雅典一个富裕的乐器作坊，父亲特奥多拉斯（Theodoras）以制作长笛而闻名。他家境优裕，从小便受到良好而完整的教育，曾在高尔吉亚门下学习修辞术，还接受了苏格拉底（Socrates）的伦理思想和当时诡辩派所传授的新知识。他本来雄心勃勃，立志成为一名出色的演说家，但最终因嗓音沙哑，无奈只能从事演说与修辞的教学和研究，从未亲自演说过自己写成的文章。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因与当时民主派关系密切，伊索克拉底全家遭到三十僭主的迫害，丧失了全部家产，从而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之后的时间里，他主要靠替别人撰写法庭演说词为生，其中有6篇保留了下来。公元前392年，他在雅典开办了第一所修辞学校，这所学校也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学校之一。在此后的近40年时间里，他主要以教学为业，吸引了各地众多的学生前来求学。自公元前351年以后，其主要精力转向写作方面，共计留传下21篇演说词，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公元前380年他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发表的《泛希腊集会辞》（Panegyricus），这篇演讲词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才完成，在文中他呼吁雅典和斯巴达摒弃前嫌，共同领导希腊人对波斯作战。此外他的修辞和教育思想多散见于《驳诡辩派》（Against the Sophists）、《交换法》（Antidosis）、《泛雅典娜节献词》（Panathenaicus）、《致腓力书》（Philippus）、《论和平》（On the Peace）等文章中。伊索克拉底是泛希腊主义者（Panhellenism），他认为希腊只有停止内战，联合起来一致对外，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为了建立理想的稳固的社会秩序，他先后向斯巴达国王、锡拉库萨僭主以及塞浦路斯（Cyprus）的统治者发出呼吁，但都没有成效。最后，他把希望寄托在迅速崛起的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Ⅱ）的身上。公元前346年，他在《致腓力书》中，呼吁马其顿国王在希腊人中建立和平的国家秩序，并率领希腊人与波斯人作战。但令他失望的是，他发现腓力二世的真正目的是企图奴役希腊人民。公元前338年，希腊联军与马其顿军决战，希腊大败，从此失去了独立。伊索克拉底忧愤交织，绝食而死，享年98岁。

由于不能登台演讲，伊索克拉底期望借文章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为当权者出谋划策，并试图以此来影响决策，实现其希腊大统一的理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文章是一种特殊的政论性文章，体现出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此外伊索克拉底还为他人撰写了许多法庭辩护词，由他执笔的演说词和辩护词在全希腊广为流传，成为当时人们学习演说和辩论的范例和模板。他的文章都遵循一定的基本结构，由序言、陈述、证据证明、结语四大部分构成。除了行文结构，伊索克拉底还非常注重遣词和音韵，追求华丽和流畅，并力图使散文具有美感。他最先采用圆周句（periodic sentence），或是由短句重复构成的对称句，或是由动词短语并列构成的等长句，再加之同义词与和音在对偶和排比中运用，所有音律的节奏感更加强化渲染了演说的逻辑性。伊索克拉底的写作风格对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写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亚里士多德在其所著《修辞学》一书中所引用的例句中，除了荷马史诗以外，以引用伊索克拉底的文章居多。伊索克拉底最终将修辞定义为“劝说的巧匠”（Katula ＆ Murphy，1995：46），他坚信话语的力量，言语对他来说是足以抗衡任何事物的武器，或用来巧言善辩，或蛊惑人心，或褒奖赞许，或指桑骂槐，言语使得人类从根本上区别于动物，并使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他认为修辞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但不同于一般艺术的是修辞需要进行系统的练习，如同运动竞技，因而它是一门结构复杂、技巧多样的艺术，它以强调正义与美德为准绳，主要作用在于指导人们的行动，以达成有效的目的。此外，一个优秀的演说家还必须首先是一个道德高尚和知识渊博的人，否则他仅仅只能算是一个普通的演说者终究不能成为杰出的演说家，因而他十分重视学生良好品德的养成，除了将修辞学设为中心课程，还将哲学作为培养学生心灵的学科列入其中。归纳起来，伊索克拉底的修辞学是一种以社会道德感和天赋为基础，以训练演说为手段，以培养人类心智为终极目标的艺术，伊索克拉底的修辞思想也贯穿于其教育实践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和那些被指责为不顾道德和正义的诡辩家还是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的。

伊索克拉底在雅典所创办的第一所修辞学校，在希腊文化发展的历史上起了重大作用，之后希腊和罗马的许多学校就是依照这所学校的办学模式而兴起，并为修辞学成为希腊罗马教育的核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Kennedy，1963：181—182）。起初，在校学生大都是雅典人，随着名声的扩大，希腊各地的学生纷纷前来求学，不惜花费昂贵的学费。这所学校不仅栽培出希佩里德斯（Hyperides）与赖库尔戈斯（Lycurgus）等辩论家，也造就出将军提谟修斯（Timotheus）以及历史学家埃福罗斯（Ephorus）和泰奥彭波斯（Theopompus）等一大批优秀门生。出于对天赋才能的推崇，伊索克拉底在《驳诡辩派》和《交换法》两篇文章中严厉抨击了那些自诩可以在课堂中完全教会学生演说技巧的诡辩家。他主张修辞是艺术，光凭演说训练是不够的，“演说的成功有三大前提条件，一是天赋才能，二是理论教育，三是实践经历”（Norlin，1956：173），而演说家的道德品质就是天生的，不能通过后天的学校教育铸就，如果忽视艺术的一面，那么天赋就是成为雄辩家的重要条件。倘若一个人认真研习各种形式的演说，那他大概只会成为一个雄辩家，但是如果他缺少了一项能力——天分，那么在众人面前他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的，为此，伊索克拉底还举出他自己声音沙哑而不能演说的例子来证明。为具备真正演说家所应有的法律、历史、文学、哲学等各个门类的知识，学生在三四年的在校学习期间必须研习多种固定科目，做各种练习。他特别强调写作的作用，和当时的柏拉图、诡辩派及其他思想家相比，伊索克拉底更深刻地意识到写作在有效思维（effective thinking）中所具有的中心作用（Welch，1990：17）。他得益于之前两代修辞学家的成果，把讲稿写作法加以改善，强调写作作为其他学科工具的应用性，并纳入到他的课程体系中去。在他的影响下，“讲稿写作法（logography）成为一门具有不可替代价值的学科，使修辞学在法律、历史等学科中获得了尊崇的地位”（Enos，1993：113）。但是，由于其他诡辩家的滥用，讲稿撰写者（logographer，捉刀人）逐渐恶名远扬。正如肯尼迪所说，“捉刀人成了令人敬而远之、在知识界和政界不被接纳的人。”（1963：177）

在伊索克拉底看来，为了能够培养在智慧和辩才方面都很杰出的治国人才，完美的课程设置需要兼顾身体训练和心灵教育两者的平衡。“通过体育进行身体的训练，通过哲学思考进行心灵的训练，哲学之于心灵就如同体育之于身体一样，这两种艺术就如同双胞胎，是平行而且互补的”（转引自Dobson，1919：140），而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个教育理念，伊索克拉底认为在教学方法上应采用个别教学法，注重最大限度发挥学生的特长，而且教师的职责不仅仅是训练学生成为雄辩家，还要通过培养表达能力来使学生更加了解文化的意象，使其成为文明人。然而，伊索克拉底强烈不满当时日益衰败的诡辩派的教育，尤其抨击他们的道德人格，声称他所传授的是哲学和“言语的艺术”，而决不是诡辩派所谓的“修辞术”。他撰写了《驳诡辩派》（Against the Sophists）以图把自己与其他诡辩家切割开来。他之所以攻击其他诡辩家是出于教育市场竞争的需要，当时的教育家经常互相竞争，争夺生源。在《驳诡辩派》中，他提出了七个论点。首先，他认为诡辩派之艺（art）不是灵魂之艺。他说，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谴责此类诡辩术，完全可以把它们看做是废物和胡扯，不能把它看做是关于灵魂的真正学科”（Isocrates，1956：167）。其次，他认为诡辩家非常草率地吹嘘他们的能力，而且经常言而无信。其三，他指责诡辩家收取过高的学费，把一些具有才干但付不起学费的人拒之门外。其四，他宣称，诡辩家虽然自称教授学生德行，但他们却对学生缺乏起码的信任。其五，他指责诡辩家不关注话语艺术，特别是演讲的创造过程。其六，他批评诡辩家仅仅关注法庭演讲，忽视了议政演讲。最后，他谴责诡辩家的煽动行为。

但是，他办学收费、为他人撰写演说词、教授使人成功走向政治舞台的演说技巧、以培养演说家为己任等活动，又都说明实际上伊索克拉底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延承了诡辩派的教育传统（Kennedy，1994：43）。总而言之，伊索克拉底取得了令人景仰的教育成就，并对西方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人称为“人文主义”之父（Jaeger，1990）。

伊索克拉底是古希腊伟大的修辞学家、教育家，而又因为他泛希腊主义的爱国思想，有些学者还称之为政治家。作为修辞学家，他最先提出将人的天赋才能作为成功演说的先决条件，从而扩大了劝说的内涵（Katula ＆ Murphy，1995：50），而其修辞语句的文风，也对希腊的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后世欧洲散文文体的典范；作为教育家，伊索克拉底已经开始探索天赋、实践和教育三者在学生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为后世教育思想的发展起了启蒙作用；作为政治家，他以自己的文笔为武器，多方奔走呼告实现其希腊大统一并建立和平稳固社会秩序的政治理想。因此，伊索克拉底作为希腊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是当之无愧的。


2.5　诡辩派的历史贡献与局限性

诡辩派曾试图为古希腊当时的社会政治确立新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道德理想等，他们的努力促进了哲学、语言学、教育学等学科的发展。诡辩派的修辞实践活动对古希腊社会的发展及其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西方修辞学乃至对整个西方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语言是参与政治活动所必不可少的技能（Herrick，2005：48）。诡辩派强化了说服性话语在民主文明社会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他们对劝说性话语的见解激起了修辞在民主社会中该扮演何种角色的讨论，他们对话语力量的评价不但影响了西方文明社会发展而且也影响到现代民主体制的运作。此外，他们认为法律是社会发展约定俗成的产物及真理与时空息息相关，这种观点大大影响了后来政治和哲学思想的发展方向。

诡辩派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在西方教育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的思想为希腊哲学和教育增添了新的内容，尤其是促进了古希腊教育思想的成型。作为诡辩家他们虽然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代表的时代思潮（zeitgeist），一种自发兴起的、促进知识进步的重要文化条件（Swartz，1998：81）。作为传授演讲劝说艺术的教师，他们的“活动带有广泛的社会性，使人对教育的感觉耳目一新。他们扮演了文化教育‘使者’和流动学校的角色”（克伯雷，1991：71），为希腊人创造了一种演讲的艺术教育，为其参与政治和经济生活提供了所必须的语言技能。诡辩派的修辞教育为许多希腊人的成功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诡辩派也由此获得名利双丰收。尽管诡辩家在古希腊引起了很多争议，但诡辩派的修辞教育在公元前4世纪到5世纪的古希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无可厚非的。事实上，修辞教育为希腊的整个教育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带来的思想上的大变革至今仍影响着西方国家的教育和政治。此外，诡辩家将修辞学、论辩术置于教育中心位置的创新意识体现了新兴知识阶层挑战传统观念的巨大勇气。他们知识丰富，兴趣多样，阅历广泛，成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巨擘诞生的前奏。西塞罗（Cicero）明确指出，雄辩家需要有广博的知识。“大量事物的知识，对于雄辩艺术来说是十分必要的，没有渊博的知识，即使是能言善辩也是空洞荒谬的。”（克伯雷，1991：42）美国著名修辞学家波拉克思（Poulakos）这样评价诡辩派：

尽管诡辩派没有像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那样把思想严格系统化，他们是首次把生活气息注入到修辞学中的人。仅仅受惠于过去的诗学而不是任何形式的修辞学理论，他们自由地拿形式和风格进行试验并以卓越的希腊精神遣词成句。他们意识到人类获取知识的局限性，力求把前人抽象的概念根植于日常生活之中……作为修辞的践行者和传道者，诡辩派激发了希腊人的文化意识并把修辞学作为所有文明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展现到世人面前。　　　　　　　　（1999：26）

就修辞学的发展而言，诡辩派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但是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人们关于古典修辞的认识“几乎完全仰仗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供的概念，诡辩派的观点仅仅被看作晦涩但有趣的历史脚注”（Poulakos，1999：25）。他们似乎成了被忘却的躲在历史角落的一群人。但是，正如波拉克思教授所说，“没有诡辩派，我们对发源于希腊的修辞学的了解是不完整的”（同上）。他们之所以受轻视主要和柏拉图对他们以偏概全的评论有关。

最初诡辩派是为了适应法庭辩论的需求而开始讲授修辞的，主要培养人们的思辨能力和出色的口才。他们个个能说会道，但久而久之，他们在修辞教育中掺进了杂质。为了达到辩论中取胜的目的，有些人不顾正义与真理，使用各种花哨的文体风格、巧妙的言词、华而不实的演讲技巧和虚伪的论证，颠倒是非黑白，甚至在法庭上采用感情战术。诡辩学者的演说词也成为谬论的“模板”，充斥着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的恶劣言词，这时的修辞学已不再代表正义之声，而是彻头彻尾地沦为了强词夺理的“诈术”，名声一落千丈。此外，“尽管诡辩派传授修辞、论辩和语法，奠定了希腊高等教育的基础，甚至由此形成了中世纪大学体系的雏形，但是，他们也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了传统的希腊道德，激起那些持怀疑主义的人去质疑任何不符合他们利益的事物”（Smith，1960：72），这种猖獗而无节制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一度使希腊雅典文化陷入混乱。

作为智者和哲人的化身，柏拉图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诡辩派批判者的角色。他通过虚构的发生在苏格拉底和高尔吉亚等人之间的论辩交锋，发起了对诡辩派的批判和清算。柏拉图主要以是否符合真理和是否具有实用性为标准，不能接受“智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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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待真理的态度和鼓吹以投机取巧为特点的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做法”（陈中梅，1999：180）。在柏拉图的著作中，有很多地方表达了对修辞的贬斥。在《高尔吉亚篇》中，他借苏格拉底之口声称：“修辞学显然是确定信念的创造者，它是说服性的，而不是关于对错的一种指示。”（2002a：329）修辞学家“不需要知道事情的真相，而只要发现一种说服的技巧，这样他在无知者中出现时就能显得比专家更有知识”（同上：334）。由此可见，柏拉图认为修辞与真理无关，重形式而轻实质。诡辩派“以一般人的看法或‘意见’而不是真知作为劝说的基础，通过取悦受众、投受众之所好以操作、控制受众，而不是从道义和真理的原则立场出发，对受众进行开导、启蒙、教育等等”（刘亚猛，2004：31）。在《斐德罗篇》中，柏拉图又借苏格拉底将修辞定义为“修辞的技艺是一种用语词来影响人心的技艺，不仅在法庭或其他公共场所，而在私人场合也是如此”（2002b：177）。柏拉图认为诡辩派之所以可怕，不仅在于他们无视真理，还在于他们蒙蔽人们的心智。他们打着传授知识的幌子，以学者自居，一味迎合市民试图出人头地和打赢官司、急于求成的心理，用老练的哄骗手段混淆视听，使人很容易上当受骗。诡辩派夸大修辞，滥用辩论，颠倒黑白，以教师自居却亵渎教师育人为本的职责，收取高额学费，为了在辩论中取胜不择手段甚至牺牲政治和哲学的种种做法都为柏拉图所唾弃。柏拉图因此将诡辩派的修辞思想和哲学对立起来，极力赞扬哲学家通过严密辩证追求真理，以坚持正义为原则传播知识。后世学者大多追随柏拉图对诡辩派的解读，对诡辩派进行严肃的大批判。

然而，古罗马最伟大的修辞学家西塞罗却认为：“柏拉图对修辞的攻击本身就是古希腊修辞应用的一个特例和范例：‘在我看来，柏拉图在取笑演说家时听起来自己活脱就是一个炉火纯青的演说家。’”（转引自刘亚猛，2004：32）通过西塞罗的评论可以看出，柏拉图是通过对修辞的否定和谴责来成功地实施了修辞行动，他对诡辩派的讨伐实质上是其达到修辞目的的手段。在其对话录中主要将苏格拉底（Socrates）作为对话的主角，选择对话录这一体裁，以及苏格拉底对各种修辞技巧的运用，都是柏拉图对修辞策略的运用，他以形式上的假象成功地将其真实的修辞意图掩盖起来。

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则以对历史贡献的大小和论辩逻辑的合理性来对诡辩派进行评判。“诡辩派为修辞思想的文化集萃增添了新的元素，这是他们的历史贡献之所在，但是其推理论辩却又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因而修辞是一门有其特有规则的艺术。”（Poulakos，1995：150）亚里士多德认为对诡辩派最恰如其分的态度应当是“感激”，“如果没有诡辩学者，我们不会知道修辞为何物，如果没有诡辩家，甚至也不会有我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转引自Poulakos，1995：158）。作为最早的修辞实践者和修辞教师，他们的早期研究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学者的思想，他们开始将劝说话语体系理论化，刺激了修辞学的发展，也为后来的修辞学家和修辞实践者更好地理解修辞铺好了奠基石。但是，亚里士多德也指出，诡辩派因过于依赖一些无关紧要的因素而曲解了劝说话语艺术，他们过于强调情感诉诸、华丽的文体风格、外貌仪表而忽视了劝说的主体——逻辑推理的过程。此外，他们也没有真正将修辞看做是一门有其特定运作规则的系统。在传授修辞学时，也没有按部就班地一步一步进行，而仅仅是为了追求论辩的成功，甚至采用令人费解的逻辑和无关的论据强词夺理。因而，亚里士多德致力于纠正诡辩派在辩论逻辑上的谬误，试图为修辞传统“拨乱反正”，并归纳了法学（forensic）、议政（deliberative）、宣德（epideictic）三种演讲形式来分别适应不同的修辞环境，这个理论后来成为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理论基石。

公元前5世纪末到4世纪时，诡辩派逐渐衰落。他们错误追求真理方向，夸大修辞作用，玩弄文字游戏和诡辩，无视原则与正义，对社会产生了不良影响。诡辩派的没落是其自身逻辑发展和古希腊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水平下降的必然结果。但是，诡辩派毕竟在古希腊社会的发展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正如黑格尔（Hegel）所说：“智者们就是希腊的教师，通过他们，文化才开始在希腊出现……希腊人得到这种教养，应当感谢智者们。”（1960：8）


2.6　古典修辞理论的反思与升华


2.6.1　柏拉图：正派的修辞与邪恶的修辞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原名亚里斯多克勒斯（Aristokles），后因强壮的身躯和宽广的额头而改名为柏拉图（Plato），在希腊语中意为“平坦、宽阔”的意思。他出生于雅典，父母为名门望族之后，从小就接受了完整的教育。年轻时曾对政治颇感兴趣，拜苏格拉底为师之后，便醉心于哲学研究。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以藐视传统宗教神灵、引进新神、败坏青年和反对民主等罪名被控并判处死刑，这使柏拉图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老师的不公正遭遇，使他对希腊的民主政体彻底失望，因而离开雅典开始游历四方，先后到过埃及、意大利、西西里等地，一边游学一边宣传他的政治主张，企图实现其贵族政治的理想，直到公元前387年才回到雅典。同年，柏拉图在雅典城外纪念希腊英雄阿卡德穆斯（Academus）的圣殿附近的园林中创立了一所学园——阿卡德米学园（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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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在长达四十余年的时间里，他在园内著述讲学。这是西方文明最早的有完整组织的正规高等学府和学术研究机构，也是中世纪时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大学的前身。阿卡德米学园存在了900多年，直到公元529年被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 Ⅰ）关闭。学园是当时古希腊科学和哲学的研究中心，除雅典以外，还接纳来自古希腊各个城邦以及邻国等四面八方的学生，培养出了许多学术精英，其中最为杰出的是亚里士多德。学园受到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影响较大，课程设置类似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传统课题，包括算术、几何学、天文学等，柏拉图甚至在学园门口立了块“不懂几何者不准入内”的碑牌。公元前367年，柏拉图再度出游，此时学园已经创立二十多年。他怀着实现政治抱负的理想，两次赴西西里岛，但是却遭到强行放逐，于公元前360年回到雅典，继续在学园讲学、写作，直到公元前347年，以八十高龄去世。

柏拉图流传下来的著作有40多篇，另有13封书信，其著作大多是用对话体写成的，其中很多是以苏格拉底之名进行的谈话。在柏拉图的对话中，他以优美华丽的语言进行严密细致的论证，刻画出鲜明的人物性格和生动有趣的场景，文字间传递出丰富深刻的内容，达到了哲学与文学、逻辑与修辞的高度统一，不仅在哲学上而且在文学上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其主要著作有《理想国》（The Republic）、《法律篇》（Laws）、《高尔吉亚篇》（Gorgias）、《费德鲁斯篇》（Phaedrus）、《普罗泰戈拉篇》（Protagoras）、《巴门尼德篇》（Parmenides）、《智者篇》（Sophist）、《政治家篇》（Statesman）、《泰阿泰德篇》（Theaetetus）、《会饮篇》（Symposium）等，而他的修辞思想则主要反映在《高尔吉亚篇》和《费德鲁斯篇》两篇对话录中。《高尔吉亚篇》主要抨击了“邪恶”的修辞，而《费德鲁斯篇》则为“正派”的修辞立下标准。柏拉图所谓“邪恶”的修辞是指诡辩派不以真理和事实为依据，而仅仅将情境发生的可能性作为是非正误判断的标准，为了获得辩论的胜利而无视真理正义，这样修辞便不可避免地将人引入歧途。而“正派”的修辞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方法论，人们在探索追寻真理的过程中可借由这种方法论摆脱传统和世俗的束缚，可以说，柏拉图的观点激起了修辞与哲学之间长久的敌对状态（Vickers，1988：148）。

《高尔吉亚篇》为柏拉图离开雅典前所写的最后一篇对话录，文中苏格拉底与高尔吉亚、波拉斯（Polus）、卡里克利斯（Callicles）三人就论辩修辞对政治与正义的影响展开激烈的论战。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对高尔吉亚吹捧修辞学为至高无上的论点提出反对意见，尤其对诡辩学者鼓吹论辩、收费教学等进行针锋相对的批评。在柏拉图看来，诡辩派的修辞旨在通过劝说与诡辩来掌控公众意志，对正义是建立在真理基础上为国家谋利益的这一本质视而不见，因而诡辩派的修辞不是正义的象征，而是一种对国家和个人都具有危险性的欺骗活动（Gadamer，1986：78—80）。苏格拉底与高尔吉亚主要讨论有关论辩修辞的本质和用途的问题，对话开头苏格拉底便质问高尔吉亚他的修辞可以授人以何物？高尔吉亚流利地回答说他在“指导教授一种关于词语的艺术”，但苏格拉底不满意高尔吉亚的答案，反问道：“算术也可以看做是一种由话语和符号构成的艺术，修辞到底可以产生什么与众不同的结果呢？”高尔吉亚接着断言道，他的修辞“对于个人的自由和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来说都会是一种最伟大的益处和方法”，修辞可以传授人们在法庭议会中用话语劝说的能力。换句话说，高尔吉亚的修辞是一门关于“劝说言语”的艺术，而他所谓修辞的力量则在于用劝说来分辨正义与非正义。苏格拉底由此推论说，高尔吉亚的修辞“仅仅是一种关于正义的信仰和看法而不是一门真正的知识”（转引自Herrick，2005：56）。修辞“发明的是这样一种劝服方式：它只制造对正义与非正义的看法，却对如何认识它们毫无教益”（同上：57）。修辞家“不需要了解事物的真实面目，他只需找到某种方式让那些无知的人相信他比真正有知识的人更有知识就行了”（同上：57）。因此，高尔吉亚的修辞与真理无关，甚至带有明显的欺骗意味。苏格拉底最终下结论说，真正的论辩修辞术是一门能够使人意识到正义并尽力消除非正义的学问，倘若辩论家议论正义，那么他首先必须具备有关正义的知识，只有真正理解正义的人，才是一个在根本上正义而且无法容忍并坚决抵制非正义行为的人。

在苏格拉底与波拉斯和卡里克利斯的对话中，他们讨论修辞与权力的问题。波拉斯认为修辞是“最高贵的艺术”，是年轻人获得财富、权力、地位与荣耀的捷径，也就是说运用修辞的价值在于获得权力，通过说服而支配人民。但是苏格拉底驳斥了这种观点，认为修辞之所以对年轻人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是因为它许诺权力财富，而对于真理正义视而不见将最终无法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他们所需要的福祉。卡里克利斯沉迷于修辞带来的力量，并坚持认为一个人由于长期进行非正义的修辞活动而不可能被劝服，而这恰恰就是苏格拉底所认为诡辩修辞的牺牲品——深陷不义的沼泽却自以为高尚。苏格拉底与高尔吉亚、波拉斯、卡里克利斯三人的论辩之争无果而终，苏格拉底无法使任何一人信服于他。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这篇有说服力的对话中对诡辩派修辞进行了一场严肃深刻的清算，在他看来，诡辩派修辞仅仅是一种为了创作出完美的劝说性演说而设立的“窍门”而非“艺术”，这个“窍门”能够使原本无知的人显得有智慧，但它由于缺乏正义的基石而必然会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公正，同时，柏拉图也在《高尔吉亚篇》中暗示真正的修辞是以追寻真理正义为目标的（Herrick，2005：62）。

《费德鲁斯篇》完成于《高尔吉亚篇》之后的十到十五年，它没有直接地讨论修辞，而是总结了柏拉图关于修辞、爱情、灵魂、道义以及诗学等问题的观点，并主要就爱情与修辞两个主题的交织而展开，其中一共收集了三个论爱情的对话，主体由三篇关于爱情的颂词以及围绕这三篇颂词所做出的评论构成。

第一部分讨论爱情，先从当时著名的诡辩派修辞学家吕西亚斯对爱情的诡辩谈起。以反讽的语调，苏格拉底与诡辩学者就是否应该接受外表吸引人但却无法与之产生爱情的人展开争论。后半部分讨论修辞学以及探求真理的修辞学问题。在《费德鲁斯篇》中，柏拉图所展示的真正的论辩修辞是以真理正义和智慧为基础、由人类灵魂的各个不同组成部分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论辩话语方式构成的，是对人类心灵和言语力量的共同探索的语言活动。一名真正的修辞学家必须是真理正义的代言人，而修辞艺术的终极目标是使整个社会井然有序地健康运行。他将人类的灵魂分为三部分，可以喻为两匹飞马和一个驾车人的组合，驾车人是人类智慧的象征，两匹马中一匹驯良象征理智，另一匹顽劣象征激情。灵魂遇到所爱的对象时，驯良的马知道羞耻不敢贸然行动，而顽劣的马则想要带着主人追求欢乐，驾车人只有通过理性与自制约束劣马，才能获得真正的美。在《费德鲁斯篇》中苏格拉底将修辞定义为“借助话语影响心智的艺术”，因而对于灵魂的理解，可以有助于修辞实践者寻求能够说服灵魂三部分的论辩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柏拉图的修辞艺术是“建立在对人类灵魂和人类话语完整区分与理解基础之上的”（de Romilly，1975：51）。柏拉图所谓真正的修辞是真理正义与心灵的和谐，是只有在智慧的驾车人完全驾驭理智与激情这两匹马时才可以达到的境界。《费德鲁斯篇》成为“柏拉图修辞与之前诡辩派修辞差异鸿沟的最显赫证据”（Cole，1991：153），修辞学开始与诡辩派切割，朝着趋于理性的方向发展。而从文学意义上来说，《费德鲁斯篇》又是柏拉图对话录中最纷繁复杂的作品之一，“尽管《费德鲁斯篇》中所展露的柏拉图修辞思想脉络较为清晰，但却是与爱情这个主题巧妙交织在一起的，并且柏拉图在此文中开始尝试将他的修辞思想和哲学思想整合起来，而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Kennedy，1980：52）。

柏拉图对修辞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他对那个时代诡辩派修辞实践的尖锐批评；二是他在《费德鲁斯篇》中为修辞学所定下的基调。另外，柏拉图对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还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有些人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是对柏拉图关于修辞学的批评之回答”（胡曙中，1999：454）。柏拉图既看到了劝说话语的巨大能量，也意识到了在这种能量之下所潜藏的危机，诡辩修辞在通过话语帮助个人争权夺利的同时牺牲了公众利益并破坏了社会风气。柏拉图为修辞学的历史发展增添了新的主题，他将修辞融入真理、权力以及社会建构中，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西方修辞学的内涵，因而修辞历史学家乔治·肯尼迪（George A.Kennedy）称柏拉图的“任何一篇对话录都与修辞息息相关”，赞颂他是名副其实的“至高无上的修辞学家”（1999：54）。而现代修辞中，在福柯、德里达、伯克等人的理论中，话语、权力、意识形态等交织在一起，不过是时隔两千多年后同样话题的再次提起，应该是注入了现代思想和现代意识的柏拉图思想的延展。


2.6.2　亚里士多德与古典修辞理论的集大成之作——《修辞学》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出生于马其顿（Macedonia）邻近的希腊移民区斯塔吉拉（Stagira），其父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Ⅱ）的宫廷御医，母亲也出生于医学世家，他曾经跟随父亲学习医学。父亲去世后，17岁的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67年迁居到雅典并就读于柏拉图的阿卡德米学园，在那里学习生活长达20年，这段时期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刚进学园的前3年，柏拉图正游学于西西里，因而亚里士多德有较大的空间开拓自己对哲学的研究，并对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物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去世后，他的侄子斯珀西波斯（Speusippus）成为学园的继承人并极力推崇柏拉图哲学中的数学倾向，这令本来在思想上就与柏拉图有较大分歧的亚里士多德更加无法忍受，于是他便离开了雅典移居到先前的学友赫米亚斯（Hermias）的管辖地——小亚细亚（Asia Minor）的阿索斯（Assos），充当赫米亚斯的顾问，之后他又移居到列士波斯岛（Lesbos）上的米提勒涅城（Mytilene）。在这个岛城上，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学生狄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一起搜集了许多生物学上的数据，并对许多动植物做出了令人惊叹的观察记录。现在有些动物以亚里士多德为种名，就是因为他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对它们做了深入的观察和记录。公元前343年左右，在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劝说下，亚里士多德开始担任13岁的亚历山大——也就是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的老师，在道德、政治、文学、修辞学以及哲学等诸多领域对他进行教育，直至公元前340年。之后他便一直居住在马其顿与为数不多的几位学生一起研究哲学。公元前338年，腓力二世在克罗尼亚（Chaeronea）的战役中大败以雅典为首的反马其顿盟军，希腊不得不臣服于马其顿，实现了希腊许多哲学家们统一希腊的梦想。但腓力二世于公元前336年被刺身亡，他的儿子、年仅20岁的亚历山大即位为王，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率领马其顿军和希腊各邦的联军出征波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打垮了号称百万的波斯大军，摧毁了古老的波斯帝国，从而建立起一个空前庞大的亚历山大帝国。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35年重回雅典后创办了自己的学校——吕克昂（Lykeion）学园，他在这里创立了自己的学派，因他和学生们习惯在花园中边散步边讨论问题，故取名为“逍遥派”（Peripatetic）。亚历山大大帝也为他老师的学园提供了大量的财力人力，里面有当时一流的图书馆、教室、动植物园、餐厅等，设施非常完善，便于亚里士多德与学生进行交流。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在东征途中病逝，随即雅典立刻掀起了反马其顿狂潮，雅典人攻击亚里士多德并以不敬神罪指控他。亚里士多德将学校交予狄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管理，逃离了雅典，回到他母亲的家乡埃维亚岛（Euboea）的哈尔基斯（Chalcis）。第二年，亚里士多德就去世了，终年62岁。

亚里士多德触及了人类思想的几乎所有领域，他对自然科学、政治学、伦理学、哲学、逻辑学、诗学、神学、修辞学、教育学、心理学以及雅典法律等均有涉猎，共著书550册，因其惊人的研究广度而当之无愧地被恩格斯赞誉为“古代世界最伟大的百科全书，古希腊人的科学的杰出代表和改革者，古典时代最博学的人”（转引自托马斯·阿奎那，2003：31）。他的老师柏拉图也称之为“学园之灵”。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他对古希腊时期各个学科的知识进行了整理并提出自己的创造性见解；作为一位哲学家，他对哲学的几乎每个分支都作出了贡献。在修辞学方面亚里士多德也取得了不朽的成就，其修辞学思想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磨砺之后，依然焕发着灿烂的光辉。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修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修辞学》可以看做是亚里士多德最重要的修辞学著作，它集中体现了亚氏的修辞学理论和思想。

《修辞学》全书共分三卷：第一卷开篇阐述修辞学的定义、演说的分类、说服方式和题材；第二卷着重分析听众的情感和性格以及论证方法；第三卷讨论文体风格与构思布局，涉及演说的立意取材、辞格运用、语言风格、谋篇布局、语气手势和情态等。

2.6.2.1　修辞学的定义

古典修辞学主要是关于演说和论辩，因此亚里士多德的修辞观也是就此而展开。亚里士多德将修辞定义为“是一种发现存在于每一种可行事例中说服方式的能力”。这样他就把修辞定位为一种“创意与发明”，而不仅仅是单纯地从演说辩论的实践角度考虑。换句话说，亚里士多德在原则上将修辞看做是一种为寻求劝说辩论与诉求而进行的研究，而不是一种创作引人入胜演说的技巧，他所强调的是对说服方式的探讨和对修辞能力的培养。而所谓“说服方式”，则是指言之成理、合乎逻辑的论证方式。一名熟练的修辞者可以彰显真理，伸张正义，可以把复杂的事情表达得通俗易懂，可以驳论辩护。

2.6.2.2　演说的分类

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演说和论辩方式，而对演讲术的全面研究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演说的类型及其所处的场合。亚里士多德根据话题与场合将演讲分为议政演讲（deliberative oratory）、宣德演讲（epideictic oratory）和法学演讲（forensic oratory）三类，在《修辞学》第一卷的第2章、第3章、第9章、第10至15章分别进行了阐述。由于亚里士多德看到了修辞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于个人参与社会政治以及演说在政治事务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因而他对议政演讲的研究尤为偏爱。议政演讲发表于国家议会中，内容主要为讨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计以及国家资源的合理配置，其宏观目标旨在制定能够为公民谋福祉的大政方针与治国之策，所以一位出色的议政演说家不仅要通晓法律、政治、经济、贸易、军事等知识，还要掌握影响民生的所有因素，要了解什么是幸福、美德等。议政演讲推理论证的关键是基于时间、资金、能源等多种资源是否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也是各个演说家争论焦点之所在。可以说，议政演讲对整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颇有导向性作用，当前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议政演讲仍然在政治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现象就是西方古希腊议政演讲的再生和延续。

宣德演讲是在公众典礼仪式上进行的演说，比如英雄纪念大会、葬礼等，旨在对作出巨大贡献的公民进行赞扬，对罪大恶极的罪犯进行严厉的公开指责，对故去的人则表示最沉痛的纪念和哀悼。宣德演讲为强化与正义密切相关的价值观提供了机会，它引导人们效仿品德高尚的人的行为，并强调对个人本质起决定作用的品格，它以称赞和谴责的形式宣扬美德、抨击邪恶，为公民社会树立正面的榜样，也树立反面的典型。

法学演讲，顾名思义是指在法庭上进行的演讲辩论，以申辩和质问的形式指控或辩护，其焦点在于过去是谁做了些什么。演讲者必须十分擅长把握听众心理，要分析罪犯害人的动机、受害人的性格，而且还必须深刻洞悉公众价值观、正义、人格等以辨别正当行动与不正当行动，通过一系列的证据与辩护使法官和陪审团确信他的当事人是无罪的。法学演讲理所当然地要以理性证据为主，但是，情感和人品等诉求方式也会在适当的时候发挥独特的作用。胡曙中教授这样总结了这三种演讲的目的：亚里士多德“用价值术语表达了每一种修辞的目的”，“议政演讲的目的是区分‘有利’还是‘失策’，法学演讲的目的是区分‘正义’和‘非正义’，宣德演讲的目的是区分‘名誉’和‘耻辱’”（1999：168）。如果从时间上来区分，议政演讲是关乎将来的事情，宣德演讲是关乎现在的事情，而法庭演讲则关乎过去的事情。

2.6.2.3　说服方式与论证方法

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演讲就是对听众的一种说服，让听众形成某种判断，认同、赞成并采纳自己所持的观点或采取某种行动，因而修辞学的目标就是研究如何能够达到最大的劝说效果。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第一卷第2章和第二卷18至26章中就如何取得说服的成功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阐述。他认为演说取得成功有两种手段：一种是不属于技术范围的或“非人工的”手段（inartificial proofs），如证据、证人、法律条文等这些已经存在无须演说者提供只需要恰当地加以利用即可的条件；另一种是属于技术范围的或“人工的”手段（artificial proofs），即需要演讲者凭借修辞方法达成的说服论证。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属于技术范围的三种基本说服方式——人品诉求（ethos）、情感诉求（pathos）和理性诉求（logos）。

人品诉求是指修辞者的道德品质、人格威信，亚里士多德称人品诉求是“最有效的说服手段”，所以演讲者必须具备聪慧、美德、善意等能够使听众觉得可信的品质，因为“人格对于说服几乎可以说是起支配作用的因素”。“当演说者的话令人相信的时候，他是凭他的性格来说服人，因为我们在任何事情上一般都更相信好人。”（1991：25）一位成功的演说家在演讲中“除了设法使受众成员进入最有利于说服工作获得成功的感情状态以及向他们‘摆事实，讲道理’之外，还必须展示出一种能赢得他们尊重和信赖，对他们具有感召力的人格，并利用这一人格所具有的威信来影响他们的决定”（刘亚猛，2004：165）。人品诉求不仅仅是演讲者与听众建立可信性的桥梁，同时也是对雅典人所认为的可信人群品质的研究。

情感诉求是指通过对听众心理的了解来诉诸他们的感情，用言辞去打动听众，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动之以情”。它是通过调动听众情感以产生说服的效力，或者说是一种“情绪论证”（pathetic proofs），主要依靠使听众处于某种心情而产生。演讲者通过带有倾向性或暗示性的语句向听众施加某种信仰和情感来激起感情并最终促使他们产生行动，可以说，“对情感诉求的研究是一种对人类情感的心理研究，是对人类发掘、践行真理的道德关注”（Herrick，2005：84）。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讨论了诸如喜怒哀乐、忧虑、嫉妒、羞愧等人类几乎所有的情感，在他看来，情感不是影响人们做决定的非理性障碍，而是对不同情境和论辩模式的理性回应。“亚里士多德对情感的研究明晰了人类感情与逻辑辩论的关系……使得情感诉求不再是一种排除在理性大门之外的蛊惑人心的妖术”（Fortenbaugh，1975：17—18）。

理性诉求是指言语本身所包括的事据与或然式推理证明，即“逻辑论证”（logical proofs），因此，理性诉求既是对理性推论的研究，也是对言语逻辑的研究。亚里士多德将理性诉求分成“修辞三段论”（rhetorical syllogism）、“例证法”（example）和“准则”（maxim），在第二卷20至25章中进行了讨论。严格逻辑意义上的三段论是基于必然性而且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三部分组成，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三段论叫做“恩梯墨玛”（enthymema），它的前提是属于人类行动范围内的或然的事，然后根据这种前提得出或然式证明的修辞式推论。“在现代，修辞三段论（enthymema）已经被认为是省略式三段论（truncated syllogism or rhetorical syllogism），即仅包括一个前提和结论，而另一个前提被省略或隐含了”（Corbett，1971：73），但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演绎论证法，是一种不完整的三段论。修辞三段论用在演讲艺术中主要是劝说听众，演讲者只给出大前提，听众在猜测小前提的基础上推断出结论，通过让听众去猜测演讲者不直接表明的或故意省略的内容来激发起他们的参与意识。亚里士多德列举的一个经典的修辞三段论的例子是：

人终有一死。（大前提）

苏格拉底也会死。（结论）

而小前提“苏格拉底是人”被省略掉了，但是听众可以猜测出来并补充上。使用这种修辞三段论进行逻辑推理，可以使听众不知不觉地融入到演讲的推理中，与演讲者产生共鸣，从而更加信任演讲者，因此结论也更具有说服力。例证法是一种归纳推理法，由个别推向一般，适用于一类情形的前提和结论也同样适用于与其相类似的情境。它是用许多类似的具体事例来证明、概括自己的结论，显然，用事实来打动人和说服人是其显著优点。亚里士多德说：“有的演说富于例证，有的演说富于修辞式推论……依靠例子的演说的说服力并不差，但依靠修辞式推论的演说更能受到高声喝彩。”（1991：26）准则一般为修辞三段论的前提，它是所有人都接受的普遍法则。人品诉求、情感诉求和理性诉求为了达到“说服”的共同目的而通力合作——品格吸引人，情感打动人，理性以理服人。

2.6.2.4　题材——“部目”（topos）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最早提出了“部目”（topos）的概念，其希腊原文作“所在地”，指同类事例的所在地，每一个部目包括一系列同类的事例。它是人们对所观察到的事物进行抽象概括、综合分析的结果。“部目”最初在修辞学上是指“论据的类型”，而今它又被称作“论辩模式”（argumentation scheme）或“论辩技巧”（argumentation technique），它是修辞式论证所依据的题材，在修辞式推论中，论辩者为了获得论据的支持和维护自己的观点则必须借助“部目”来进行。亚里士多德将部目分为专用部目与通用部目两类，专用部目（eidei topos）是由每一种类的事理所特有的命题组成，仅适用于某一特定的修辞场合或演讲类型，例如在第一卷的4至8章中，亚里士多德指出，议政演讲者需要全面考虑到能够为公民谋福利的各种辩论方式；宣德演讲者则需首先理解那些与善恶美丑等相关的部目，而后才能证明一个人的善良与邪恶；同样地，法学演讲者则要谙习引起不道德行为的原因、犯罪人的性格与心理特征等，由此可见，专用部目与演说题目、案件性质、学科性质密切相关，而大多数修辞式推论是用专用部目的题材构成的。通用部目（koinoi topos）的事例通用于法律、自然科学、政治等各种不同的学科，分为可能、过去、未来和比较四种。在《修辞学》第二卷23章中亚里士多德一共列举了修辞式推论所必须取材的28种部目，这些部目是论辩所依赖的论据和策略并适用于各种话语论辩场合，比如更多更少部目、对立部目、归纳部目、类推部目、因果部目、原因部目、矛盾部目等。亚里士多德的部目理论是寻找论据的指南针，它能够帮助人们抓住事物的本质属性。

2.6.2.5　听众分析法

亚里士多德在第二卷开篇首先强调了演讲者的性格和听众的情感状态在演讲中的关键作用，演讲者完全可以利用听众的心理来产生说服的效力。演讲者先要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来吸引听众，使听众产生可信任感，其次在演说过程中要根据听众的不同心理状况来选择不同的说服方式，以增加演说的说服力。“因为当人们抱友好态度或憎恨态度的时候，抱气愤态度或温和态度的时候，他们对事情的看法不同，不是完全不同，就是有程度之差”（1991：69），所以，演讲者必须要具备能够分析人的情感以及产生情感的原因和方式的能力。这就要求演讲者了解听众对辩论问题的情感和态度，演讲者所依据的前提和观点必须是符合听众的观念和知识体系的，因而听众才能接受；而论据、语言手段的选用以及篇章结构等也都取决于对听众情感的分析，而且要善于掌握、调动有时甚至还要迎合那些情感和态度。亚里士多德在第二卷12至17章中分析了年轻人、老年人、壮年人、贵族、富人和当权者的性格和心理特征，这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最全面概括的性格描写和阐释，这样有助于演讲者决定要使用哪种心理诉诸并在演讲中把可能影响听众的演说动机考虑进去，从而掌握他们的思想感情和态度，取得最佳的演讲效果。

2.6.2.6　文体风格与构思布局

亚里士多德在第三卷中讨论了文体风格与谋篇布局，他认为一名出色的演说家仅仅知道应该讲些什么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知道应该怎样讲，这就是讨论风格的必要性所在。不同于诗的风格，演讲的风格不应当有诗意，而应更接近于散文风格，并力求明晰与适合。风格如果能够表现情感和性格，又和题材相适应，就是适合的，太繁缛或太简略都是不合适的。因而，人们熟悉又容易理解的常用字和隐喻是较为行之有效的方法。亚里士多德认为越是自然的话语越具有说服力，而隐喻又会使风格显得更加明晰，听众也会从相似的事物中有所对比感到惊奇，但是，牵强附会的隐喻却难以清晰地展现出话语中的关系，因而失去了给听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初衷。无论如何，各种手法的运用都必须掌握分寸合乎时宜，演讲者“要把他们的手法遮掩起来，使他们的话显得自然而不矫揉造作；话要说得自然才有说服力，矫揉造作适得其反”（1991：151）。此外，演讲者在言语中若再增添一些生动的元素，使事物能够活生生地呈现在听众脑海中，则更会达到事半功倍的劝说效果。至于句式，亚里士多德主张采用结构紧凑的环形句，这种意思完整又有对比、反衬的句子，听众更加容易记忆和理解。而散文的语言虽不应当有韵律，但也不应该没有一点节奏。“因为有了韵律就会造成没有说服力（因为那会被认为是做作的结果），同时它还分散了听众的注意……因此，辞章或散文须有节奏，但不应有韵律，否则就会成为一首诗。而且这种节奏不应过于精确，而应适可而止”（同上：167—168）。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只有派安格节奏最适合采用，因为只有派安格的节奏才不构成规则的格律，其他节奏由于太格律化了而容易为听众所觉察。派安格节奏由一个长音节和三个短音节组成，长短音节可以随意置于句首句末，这样就避免了形成格律。第三卷最后部分是讨论文章的安排，一篇演讲词的主干部分是“提出问题”和“证明问题”，所以说一篇演说最多只能由序论、提出、证明和结束语四部分构成。序论是演说的开场白，其最迫切的任务在于明确指出演讲的目的是什么。不同的演讲类型其序论题材也不同，例如宣德演讲序论的题材包括称赞、谴责、劝说、呼吁等。尽管或然式证明能够证明论点，但一位聪明的演讲者决不会试图用修辞式推论来论证每一件事情，有些时候选择在演说中展示人格魅力和对听众“动之以情”反而比长篇累牍的大道理效果好得多。至于结束语，一般有四种作用：“或者使听者对自己发生好感而对对方抱有恶感，或者夸大或缩小，或者激起听者的激情，或者唤起听者的记忆”（同上：215）。

尽管第三卷在《修辞学》中所占篇幅较小也不占重要位置，但是对欧洲散文风格和后世西方修辞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修辞学》是欧洲第一部系统完整的修辞学著作，亚里士多德也是将修辞学理论进行系统化的历史第一人，他不但总结了古希腊修辞学的精华，也奠定了后世西方修辞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在当代修辞学研究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体系所产生的深远影响。通观西方各个时期的修辞学，就其根本问题而言，都是在延续古典修辞的传统，亚里士多德在古典时期所规定的听众、构思、论辩、谋篇等经典范畴都保留下来。正如莱恩·库珀（Lane Cooper）所说，“不仅是西塞罗和昆提利安的修辞学，而且连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和现代的修辞学，就其精华而言，根本上还是亚里士多德的东西”（转引自胡曙中，1999：460）。“从他在世至今的整个历史进程中，亚里士多德对修辞学理论的影响是他不朽的也是最重要的贡献。从真正意义上讲，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著述者们对他的原始理论只是进行了简单的加工，只在很细微的方面有所拓展。今天所有的修辞传播学教科书几乎都采用了《修辞学》所提出的理论。”（McCroskey，2006：9）因此，亚里士多德的修辞研究在整个修辞学中的基石地位是无可比拟的，他坚实地奠定了西方古典修辞学的理论基础。


2.7　小结

从以上各节可以看出，古希腊时期的修辞学根植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当时的政治生活氛围密切相关。无论是诡辩派的修辞主张、柏拉图的修辞理念，还是亚里士多德的修辞理论等，既是对当时政治条件的反应，也促动和参与了当时社会条件下的政治状态的变化。这些修辞学家主张各异，但是都把权威、利益、权力等和劝说的作用纠结在一起，每个人都试图解释和说明修辞在解决道德和政治问题上的作用。在随后时期的修辞学发展中，这些不同的主张随着政治条件的变化不断重现、站稳脚跟，然后又黯然而逝。当历史进入到古罗马时期，共和政治体制的确立便迎来了修辞学发展的又一个高峰。

【注释】




[1]
 métèque，指在雅典生活和工作需缴纳居住税、但没有获得公民身份的常住外国人。


[2]
 据Takis Poulakos，伊索克拉底是高尔吉亚的学生，可能也跟苏格拉底学习过哲学，参见“Isocrates”（Michelle Ballif ＆ Michael G.Moran，ed. Classical Rhetorics and Rhetoricians，2005：229）。因为缺乏确凿的历史记载，不同学者的叙述似乎有些抵触。但是，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跟随不同的老师学习也是有可能的。


[3]
 关于对两人的质疑可参考George A.Kennedy著A New History of Classical Rhetoric（1994：34）。


[4]
 “背书”原文为indorse，意为“在票据背面签字作为一种信用保证”，用在此处是一种借代修辞。


[5]
 下文中将根据不同语境使用智者派或诡辩派，其实都是来自sophist一个词。


[6]
 古希腊七贤，古代希腊七位著名人物的统称，被现代人了解较多的只有立法者梭伦（Solonof Athens）和哲学家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两人，剩余五人为奇伦（Chilon of Sparta）、毕阿斯（Bias of Priene）、庇塔库斯（Pittacus of Mytilene）、佩里安德（Periander of Corinth）、克莱俄布卢（Cleobulus of Lindos）。


[7]
 未取得公民身份但在雅典常住的外国人，通常需要缴纳一定居住税。


[8]
 即诡辩家。


[9]
 英语中的academy一词便来源于此。


第3章　古罗马：古典修辞学的鼎盛时期


3.1　“希腊化时期”的修辞学

公元前338年，马其顿王国在克罗尼亚（Chaeronea）战役中征服了曾经显赫至极的雅典，雅典城邦的独立地位一去不返，沦为马其顿统治下享有一定自治权的城市。公元前323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去世，雅典人伺机起义反抗马其顿的统治，但以失败告终，从此，雅典一蹶不振，而辉煌一时的希腊时代也由此宣告终结。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公元前334年—公元前323年）之后接下来的三个世纪就是历史上的“希腊化时期”（Hellenistic Age），通常认为其时间范围开始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到公元前30年罗马吞并最后一个希腊化国家托勒密王朝（Ptolemaic Dynasty）为止。所谓“希腊化”是指伴随着亚历山大军队的扩张，希腊文化渐渐与地中海沿岸文化相融合的过程，是古希腊文明和小亚细亚（Asia Minor）、叙利亚（Syria）、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埃及（Egypt）以及印度的古老文明相融合的一个进程。

公元前334年到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战四方。他和他的继承者在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等地建立了众多小王国，希腊文化也随之从希腊、意大利、西西里等地传遍了整个地中海东海岸，希腊语成为政治、商业和学校的官方语言。语法学校和修辞学校遍布于各大城市，这些学校不仅为学生提供了传统的教育，也为外邦人进入希腊上层社会开辟了渠道。当时尽管语言的书面形式已经开始出现，但依然是一个以口头信息传递为主的社会，演说是每个公民的必备技能，是他们参与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也是与野蛮人相区别的文明标志，因而学习希腊文化和演讲术能够使外邦人更好地融入希腊主流文化中，甚至那些具有强烈的宗教团体意识的巴勒斯坦（Palestine）犹太教（Jews）信徒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希腊学校学习希腊语。但对于普通公民来说，他们训练修辞技能的实用价值主要体现在法庭辩论上，在大多数案例中，诉讼当事人需要面对一位或几位法官进行陈述辩论并接受法官的诘问，每个人都期望能够说服法官获得有利于自己的判决，而不像雅典民主制下那样面对着由公民组成的庞大的陪审团。

由于亚历山大大帝等统治者的支持，希腊化时期的学术研究得以系统化并繁荣发展起来，坐落于埃及亚历山大港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和博物馆（The Great Library and Museum at Alexandria）是当时最著名的学术研究中心，是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物理学、语法、哲学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所。统治者对于学术的鼓励和重视为修辞学的更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也带动了修辞学在希腊的普及和传播。在此过程中，希腊的散文风格产生了剧变：一方面，一种希腊简化文体开始盛行，成为语言交流的中介；另一方面，修辞学家开始更倾向于运用杂乱无章的文体，而一反古希腊修辞学家的严谨文风。也是在这个时期，古希腊修辞开始与犹太教、基督教发生接触。总体说来，修辞学在希腊化时期的发展有两大显著特征：“一是‘争议点理论’（stasis theory）的建立，即演讲辩论问题的界定；二是对文章中许多常见的辞格、文体形式等给出定义和例证。”（Kennedy，1994：84）希腊化时期的学术巅峰在于几大哲学派别研究体系的建立。雅典是哲学研究的中心，在雅典、帕加马（Pergamum）、罗得岛（Rhodes）等地均形成了一些颇有影响力的哲学流派，如柏拉图派（亦称学园派，Academics）、亚里士多德派（亦称逍遥学派，Peripatetics）、斯多葛学派（Stoics）、伊壁鸠鲁派（Epicureans）等。这些学派的哲学家也就修辞学展开了广泛论述，尤其是关于文体学。他们对修辞理论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如学园派开创了从柏拉图主义（Platonism）到怀疑主义（Skepticism）的转变，引发了两者的长期之争；斯多葛学派发展了语法类比理论，并最先将“记忆”的研究增添到演讲阶段中去，可以说，他们的研究是“对修辞学进行专项研究的开端，也正是在哲学流派而不是修辞学派的研究中建立了修辞学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Kennedy，1994：84）。

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继任者把古希腊的教育模式推广到一个巨大的地域环境中，希腊式的教育成为一种标准化全面教育（rounded education）模式，主要包括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等，其中的一些教学内容被欧洲人继承下来形成中世纪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三艺”（trivium，即语法、修辞和逻辑）和“四艺”（quadrivium，即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

在当时的教育体系中，修辞学已经成为希腊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教育角色的重要性也是促进修辞学发展的有利因素。一般说来，孩子在六七岁的时候入小学，主要学习发音及背诵简单的诗歌等，以训练基本的读写技能和记忆能力为主，之后便进入文法学校进一步学习语言和文学知识。文法学校的课程包括朗诵、生僻字和历史文献的解读、文体学、韵律学、字源学等。学生在结束了7年文法学校的教育之后还需进入修辞学校接受修辞教育，但这些学校通常只招收14至16岁以上的富贵人家子弟，且不招收女子。修辞学校是按照希腊苏格拉底的修辞学校模式创办起来的，其修学年限、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基本上与之相一致，以培养善于辞令、精于文学、能言善辩的演说家为目的。学校建立之初是聘请希腊人担任教师，采用希腊修辞学校的课程，后来才有罗马人在拉丁修辞学校担任教师。教师从觅材取材（invention）、布局谋篇（arrangement）、文体风格（style）、记忆（memory）和演讲技巧（delivery）等五个演讲阶段全面地进行修辞理论教育，此外还深化文法学校中有关写作的技巧。由于没有课本，学生需对课堂上老师口头讲授的东西进行记录。学校没有书面考试形式，通常是教师给出题目，学生撰写好演讲词后交由老师批改。总之，修辞学校的一切科目都是为了培养演说家，开设文法、修辞、法律等科目固不待言，即使其他科目也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如音乐是为了训练声音和帮助演说的姿势，几何是为了解决法律事件中有关土地的问题，辩证法是为了解决方法论中的错误，天文学知识是为了理解文学中的引证以便在演说中运用，等等。

在以贵族政治为主的罗马共和政体下，参议院、立法机构以及法庭中有许多当众演讲的机会，因此有无演说雄辩才能在当时是衡量一个罗马人有无教养的重要标志，这样培养演说家就成为罗马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但是，罗马寡头执政者长期以来对修辞学一直抱有一种非常复杂的矛盾心理：一方面，运用修辞学进行言语诉求可以实现公民对法律的尊重，维护法律尊严，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演讲术在普通民众中的普及会对他们的统治地位产生威胁。于是公元前161年，罗马参议院通过一项决议，将所有哲学家和修辞学家全部驱逐出罗马，公元前92年又颁布一项法令，禁止用拉丁文教授修辞学，但允许希腊修辞学家继续执教。然而两项措施都没有实施很久，公元前40年左右，许多年轻的罗马人便又开始重新学习修辞学的理论和实践。就这样，“罗马责无旁贷地继承了希腊修辞学的形式和主题，并最终在希腊化时期完成了对希腊修辞轮廓的研习”（Fuhrmann，1992：18）。


3.2　狄奥弗拉斯特与赫尔玛格拉斯

希腊化时期对修辞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位人物便是逍遥学派的首领、亚里士多德的继承人——狄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约公元前370年—公元前285年）。他出生于希腊列士波斯岛（Lesbos）的艾雷色斯（Eresus），早年曾在柏拉图的阿卡德米学园求学。公元前348年，他离开了阿卡德米学园，开始师从于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回到雅典创办了吕克昂学园，狄奥弗拉斯特成为亚里士多德的得意门生和主要助手。公元前323年，亚里士多德再次离开雅典，之后吕克昂学园便由狄奥弗拉斯特主持，直到公元前285年他在雅典去世。狄奥弗拉斯特是一位著名的植物学家，一生完成了200多部生物学著作，但大多数仅留下书名。在幸存的著作中，有《植物志》（De Historia Plantarum）9卷和《植物的本源》（De Causa Plantarum）6卷，是古希腊最完整的植物学书籍，涉及500多种野生和栽培植物，并详细记述了双子叶植物与单子叶植物的差异以及枣椰的人工授粉、种子的萌发和发育过程等，更为重要的是他率先阐明了动物和植物在结构上的基本区别。

此外，作为亚里士多德的学生，狄奥弗拉斯特还对修辞颇有见地，一共撰写了20余篇修辞学论述，如《论简略三段论》（On Enthymemes）、《论详述》（On Amplification）、《论幽默》（On Humor）等，但没有一篇流传下来。他继续发扬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思想，并对其进行了改进和系统化。亚里士多德认为散文文体最值得称道的一个特征便是明晰性（clarity），其次语言要恰如其分，既不能太单调也不能太花哨，另外还要使用纯正的希腊语再加上一些必要的修饰语（Kennedy，1994：85）。狄奥弗拉斯特对文体的理解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他重新整理了亚里士多德对文体的论述并归纳出一篇出色的散文文体所应具备的四个特征：正确性（purity或correctness）、明晰性（clarity）、修饰性（ornamentation）与合适性（propriety）。所谓“正确性”是指语言的纯正性以及语法的标准化，文章要使用纯正的希腊语或拉丁语；“明晰性”是指文章中没有模棱两可的表述，没有牵强附会的辞格，没有乱七八糟令人费解的句子结构，仅仅是运用一些普通词来清楚地表达所指即可；“修饰性”指隐喻等辞格的运用，选词与韵律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文体风格；而“合适性”则强调文体要适应演讲者、听众和演讲主题。“合适性”这个原则是逍遥学派的学者尤为重视的，因为它关系到如何同时兼顾道德和美学的问题。此外，狄奥弗拉斯特还发展了有关演讲技巧的理论，比如在《论演讲发表》（On Delivery）一文中他就讨论了演讲时如何控制音调、语音停顿与手势等以配合表达出愤怒、激昂、兴奋、悲伤的情绪。他对《亚历山大修辞学》（Rhetorica ad Alexandrum）中提到的觅材取材（invention）、布局谋篇（arrangement）、文体风格（style）和演讲技巧（delivery）等部分进行了详细讨论，也正是如此，后世学者认为狄奥弗拉斯特对修辞学所作出的贡献超过了希腊化时期的任何一位哲学家。

《论文体风格》（On Style）是古代希腊时期最后一部值得注意的著作，完成于公元前后1世纪期间，其作者到底是狄奥弗拉斯特还是他的学生德米特里厄斯（Demetrius）或者另有其人一直都存有争议。这部著作完全只论文体风格，也正是因为如此而特别引人重视。其中讨论到了四种文体，并对每一种文体及其相对应的文体形式进行了分析，比如：庄重—拘谨，典雅—做作，简朴—枯燥，刚健—讨厌。除了分析文体，作者还进一步分析了遣词造句和主题选择等的作用，讨论了语法、句法和修辞等方面的内容，并恰如其分地运用了许多古希腊作家的引语，而这些也是之后大多数修辞学家所研究的文体内容。

赫尔玛格拉斯（Hermagoras）是希腊化时期一位著名的职业修辞学教师。他大约生活在公元前2世纪，其著作全部失传，后世研究者只能从西塞罗等罗马修辞学家的论著中找到其修辞思想的细枝末节。他的第一本修辞学著作是为修辞学校的学生而撰写的一本综合修辞手册，尽管名义上是旨在传授公众演讲的技能，实际上其重点仅仅放在教授学生如何进行法庭辩论上。他认为演说家的责任在于如何用最好的口才说服人。他将论据分为两类：命题（theses）和假设（hypotheses）。命题是“一种不涉及某个特定个体和情境的辩论”，也就是说，命题是一种适应于各种辩论的通用大前提，而假设则是“将命题用于某特定案例下所产生的结果”。赫尔玛格拉斯对论据的分类和分析深刻地影响了之后罗马的修辞学论著中对论据的讨论（Vickers，1988：26—27）。

赫尔玛格拉斯对修辞学最大的贡献是他提出了“争议点理论”（stasis theory），探讨了对演讲辩论问题的界定，他将争议点分为四类：一是事实推测（conjecture），二是罪行定义（definition），三是行为定性（quality），四是判决异议（objection）。“事实推测”是对某人是否在某时间做过某件事，是否形成了既定事实的推测，它所考虑的是事实情况是否发生。比如可以进行X先生是否杀害了Y先生的事实推测；然后要将这个推测的事实纳入法律程序，对其进行法律上的定义和行为上的合理解释，比如Y先生到底是谋杀还是自杀；之后要对其行为进行特征的界定，即其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包括从动机、环境等方面申请辩护等；最后对法庭的判决可以提出异议，甚至可以提出调动到另一个法庭重新审理。显而易见，赫尔玛格拉斯的“争议点理论”主要适用于法庭演讲中的控告与辩护，而对议政演讲与宣德演讲不具有一般性。从理论上来说，赫尔玛格拉斯的“争议点理论”是关于事实与论辩辩证关系的论述，辩论固然可以对事实的认证过程进行影响和干预，但它本身却离不开事实，辩论不能漠视事实的存在，而必须积极参与其中（Kennedy，1994：99）。赫尔玛格拉斯对争议点的分类研究充分反映出劝说是由辩论的合理性和司法审判的重要性而衍生出来的一种艺术。赫尔玛格拉斯的“争议点理论”极大地影响了西塞罗、昆提利安等罗马修辞学家对觅材取材的阐述，也成为经典的觅材取材理论，并逐步扩展到议政与宣德演讲中去。他为修辞学设立了一个学术原则，著名学者Ray Nadeau评价道：“毫无保留地说，全部拉丁语系统都是赫尔玛格拉斯理论的变体。”（转引自Murphy，1995：114）赫尔玛格拉斯完成了为古希腊修辞与古罗马修辞“牵线搭桥”的任务，为古罗马修辞的两大开篇之作、两本最早的拉丁修辞学书——《论觅材取材》（On Invention）和《古罗马修辞术》（The Rhetoric for Herennius）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3　最早的拉丁语修辞学著作——《论觅材取材》与《古罗马修辞术》

最早的两本拉丁语修辞学著作出现于公元前85年左右，一本是19岁的西塞罗所完成的《论觅材取材》（On Invention），另一本是无名氏的《古罗马修辞术》（The Rhetoric for Herennius）。这两本书在罗马广为流传，长期不衰，流传至今的手抄本要比其他任何一本古典书籍都要多。《论觅材取材》和《古罗马修辞术》的内容十分相似，甚至其中还有某些完全相同的词句，比如两者都有对争议点理论的阐述，都着重讨论亚里士多德修辞传统下的法庭辩论，都反映出罗马沿袭着古希腊的修辞教育体制等。从根本上说，它们都是古代人用来学习修辞技巧的书，尽管它们的语言枯燥无味，但依然不能掩盖其历史的重要性。它们不仅为公元前1世纪的修辞学订立了一种原则，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书中的修辞思想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之前古典修辞学理论的权威，许多修辞学校以此为教育方针，许多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也都纷纷以此为研究目标。

《论觅材取材》是西塞罗刚完成学业不久创作的。那时他还没有开始他的鼓动家和政治家的事业生涯。全书分为两卷，在第一卷开篇首先讨论了修辞的哲学本质，阐述了智慧与口才的辩证关系，他认为“没有口才的智慧无益于国家利益，反之，单枪匹马的口才也仅仅只能成为一种障碍而已”（Cicero，1976：I.1）。他还指出，修辞是政治的一部分，其意义在于统治者如何运用一种言语诉求的方式说服民众。之后，西塞罗将大部分笔墨放在了对觅材取材的讨论上，因为他认为觅材取材是所有演讲部分中最重要的，广泛运用于宣德、议政、法庭等每一种演讲辩论中。他进一步深化了赫尔玛格拉斯的“争议点理论”，将争议点理论称为“constitution”并重新进行了分类定义：conjecturalis（推测性争论）指争论涉及了某一事实；definition（定义性争论）指争论与定义有关；qualitative（定性争论）指争论涉及行为的价值、类别或本质；translative（转移性争论）指诉讼需要转移到另外一个法庭或需要改变诉讼形式（Kennedy，1980：92）。可见，西塞罗的分类依然是建立在赫尔玛格拉斯理论基础上的。第二卷中，西塞罗首先在序言中陈述了他对希腊修辞学的折中观点，而后便分三部分展开了对议政、宣德、法庭演讲的论述。他对法庭演讲的论述堪称是当时所有有关法庭演讲研究中篇幅最长的，他还对与争议点理论四种类型相适用的辩论一一进行了讨论，分析了一些案例，等等。第二卷的第二、三部分是对议政演讲和宣德演讲的简短介绍，最后在对宣德演讲的赞扬与批判中结束全文。与亚里士多德相比，西塞罗一个明显的疏忽就是他在讨论劝说方式时丝毫没有涉及人品诉求（ethos）和情感诉求（pathos）在说服中的意义，但是无论如何，西塞罗的《论觅材取材》为后世修辞学研究者展现了一幅罗马共和国时期修辞理论和修辞教育的画卷，是西塞罗将古希腊哲学和修辞学与古罗马文明相融合的一次尝试。

《古罗马修辞术》是希腊化时期第一本完整的拉丁语修辞学著作，尽管本质上是一本希腊修辞论述，但确实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罗马人为罗马修辞学而作。在很长的时间内，这部书曾被认为是西塞罗所写，和《论取材觅材》一道使用。全书共分四卷，涵盖了罗马修辞学下觅材取材（invention）、布局谋篇（arrangement）、文体风格（style）、记忆（memory）和演讲技巧（delivery）五个演讲阶段，而且还是“现存保留下来的讨论演讲修辞的最古老的典籍”（Murphy，1995：116）。由于之前没有对希腊化时期修辞理论中的演讲技巧、记忆、文体进行专门研究的论著，因而《古罗马修辞术》的作者对它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前三卷首先讨论了觅材取材、布局谋篇、演讲技巧、记忆四个阶段，其内容与西塞罗在《论觅材取材》中的阐述十分相似，仅在结构上略有差别，而作者将文体风格单独放到了第四卷进行论述，篇幅之大足可见之重要性。《古罗马修辞术》对觅材取材的讨论，完全是对赫尔玛格拉斯理论的一种“追忆”，另外还记载了一些议政演讲和宣德演讲的题材。书中设计了布局谋篇的两种理论，并尝试一种通过文章布局进行取材的方法。至于记忆阶段，一般说来，有两种常用的记忆方法，一种是逐字记忆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死记硬背”，另一种就是利用背景或情境进行记忆，这种方法要先对需要记忆的内容进行情景片段联想，使其像幻灯片一样在脑海中一张一张地放映，记忆的内容也依次回忆起来。演讲技巧中还要尤为注意姿态、语音语调、韵律、面部表情等。第四卷从文体的分类和素材两方面对文体风格进行了阐述，文体分为华丽（grand）、普通而不粗俗（middle）、日常（plain）三类，而素材主要是指文体下的64种修辞手段。此外，《古罗马修辞术》的作者还将一些希腊语的修辞术语翻译成了拉丁语，为后来的拉丁修辞学家直接采用直译过来的希腊语提供了便利。

《古罗马修辞术》中清晰易懂的语言，井井有条的组织，精彩的插图，使它成为一本绝好的修辞学教材。它浓缩了希腊化时期修辞理论的精华，尽管对古罗马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但在文艺复兴时期，它激起了一些修辞学家对题材和辞格研究的热潮。此外，也由于它是对已经发展成熟的演讲五阶段进行完整讨论的第一本著作，因而在罗马修辞学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西塞罗和那位无名氏作者都表现出了对法庭演讲和哲学的兴趣，但两者却又不约而同地忽视了人品诉求和情感诉求以及逻辑论据在劝说辩论中的作用。尽管无名氏在《古罗马修辞术》中流露出了对罗马统治者的统治思想的关注，但最终他也没有很好地将希腊修辞与罗马司法程序的特点相结合。然而毋庸置疑，《论觅材取材》和《古罗马修辞术》都是罗马系统化、标准化修辞训练体系下的产物。争议点理论得到广泛重视，从而得以在一直持续到15世纪的拜占庭帝国末期的希腊传统中长期占有优势地位。同时，这两部著作也具有明显的应用价值。“事实上，这两本最早的拉丁修辞学书结果成了法律专著，它们利用了修辞学的体系，但把它调节以适应具体的法律问题，并用从法庭情景中的实例来说明它们各自的理论。”（胡曙中，1999：32）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论觅材取材》和《古罗马修辞术》又是修辞学与其他学科开始进行交叉的开端，扩大了古典修辞学研究的内涵与外延。


3.4　古罗马最伟大的演说家、修辞学家——西塞罗

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年—公元前43年），古罗马伟大的政治家、演说家、修辞学家，出生于位于罗马东南60英里的小镇阿尔皮诺（Arpinum或Arpino）。由于他的家庭是罗马骑士团（Equestrian Order）中的一员，因而在当地一直是富有而受尊敬的。在他年纪还小的时候，全家迁往罗马，部分原因就是为了让他受到良好的教育。他曾拜希腊诗人阿尔基阿斯（Archias）为师学习诗歌并表现出很高的天赋，此后他又跟随著名的法学家斯凯沃拉（Scaevola）学习法学，跟随费德鲁斯（Phaedrus）学习伊壁鸠鲁派哲学，跟随菲隆（Philon）学习学园派哲学，还在狄奥多托斯（Diodotus）门下学习斯多葛派哲学，对演说艺术表现出极为强烈的兴趣和爱好。

公元前79年到公元前77年，西塞罗前往希腊雅典、小亚细亚、罗得岛学习哲学与修辞学。两年后，西塞罗回到罗马。作为一名律师他成功地为一系列重要案件进行辩护，并于公元前75年开始在西西里担任刑事推事官。但是，西塞罗既非世家也非贵族，缺乏家族背景的他在政治上变得很激进，他意识到刑事推事官这个职位可以充分发挥他的特长提高声誉，进而得到高升的机会。公元前73年到公元前71年，维勒斯（Verres）担任西西里执政官，任职期间他滥用权力，搜刮财富，西西里人民在维勒斯卸任后控告他并委托西塞罗为他们辩护。西塞罗的成功辩护使不可一世的维勒斯还未等到宣判便自动流亡，维勒斯案也为西塞罗赢得了巨大的威望，使他成为罗马第一演说家和辩护律师，受到人们的尊敬和信任。这些都使得他顺利地竞选官职，步步升迁，最后于公元前63年成功地竞选了罗马执政官，成为第一个“新人”（novus homo），即图留斯（Tullius）家族中第一个担任罗马执政官的人，也是三十多年以来第一个通过选举担任这一职务的人，从而走到了他政治生涯的巅峰。然而西塞罗的执政时期正是罗马政治派别斗争激烈的动荡时期，他始终处于政治风暴的中心，不断地结盟，也不断地树敌。他不得不反复与之斗争的是一批试图用武力和威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罗马政治机构的贵族。有时，政治动乱非常剧烈，他不得不从公共事务中暂时退出，甚至离开罗马。

卢修斯·瑟金斯·喀提林（Lucius Sergius Catiline）就是西塞罗的敌人之一。他不满时政企图推翻罗马共和国，西塞罗为此发表了四次言辞激烈的演说，揭露了喀提林的阴谋，最终喀提林及其同谋者被处以绞刑。尽管粉碎喀提林的阴谋为西塞罗赢得了“国父”的尊号，但是他没有经过审判而宣判罗马公民死刑，成为之后政敌反对他的口实。公元前58年，公民党人立法放逐那些不经法律审判而处死罗马公民的人，虽然西塞罗享有元老院终极议决授予他的豁免权，反对西塞罗的呼声却越来越强烈。而这时，站在民众派一边的凯撒（Caesar）和庞培（Pompeius）迅速崛起，与代表骑士阶层利益的克拉苏斯（Crassus）于公元前60年结成联盟，即“前三巨头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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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分权力和利益，共同反对元老院。之后出现了针对西塞罗的放逐法案，西塞罗多方求助无效后，不得不离开罗马流亡马其顿。

西塞罗流亡后，罗马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凯撒于公元前59年出任执政官，并与庞培的矛盾日渐升级，庞培开始与元老院接近。由于庞培的支持，公元前57年通过了赦免西塞罗的法案，西塞罗也在同年9月返回罗马，受到热烈的欢迎。公元前49年，凯撒侵入意大利并控制了整个罗马帝国，成为罗马大独裁者，但好景不长，公元前44年3月15日，凯撒被以马库斯·布鲁图斯（Marcus Brutus）为首的一群元老们谋杀。之后他的骑兵统帅马库斯·安东尼（Marcus Anthony）成为执政官。西塞罗对安东尼极其不满，指责他不顾凯撒的真实愿望而随意曲解其政治主张，他们两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安东尼对西塞罗言行的反复无常感到忍无可忍，最终在刺杀凯撒的第二年派人刺杀了西塞罗，还将他的首级悬于广场示众。

作为当时最伟大的演说家和多产作家，西塞罗共撰写了800多封信件和106篇公众演讲稿，其中58篇保留了下来，另外保留下来的还有6本修辞学著作、7本哲学著作。在20岁完成了《论觅材取材》之后，他又在公元前55年出版了修辞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论演说家》（De Oratore）。9年后另外两部修辞学著作《布鲁图斯》（Brutus）和《演说家》（Orator）也相继问世。这三本书涵盖了西塞罗修辞思想的精华。此外他还撰写了一些关于修辞特定主题的文章，对演讲行文结构、谋篇布局、演说家应具备的品质等进行阐述，其中《论题篇》（Topica）一书是将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运用于罗马修辞术的典范，这是西塞罗为罗马修辞学理论所作出的最后的贡献（Ochs，1995：131）。

《论演说家》一书采用了对话体的形式，在克拉苏斯和安东尼等人之间展开关于修辞与演讲术的社会地位之争，讨论了修辞学与哲学在教育和公众事务中的重要性、修辞术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先天才能与后天努力的关系以及创造性与智慧在觅材取材中的含义等主题。“之所以《论演说家》会享有持久不断的盛名，是由于它对修辞学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而且还间接地为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教育体系设立了一个标准。”（Enos，1996：104）而在《布鲁图斯》中，西塞罗以一些罗马演说家为范例讨论了成功演说家所应具备的品质，可以说，如果没有《布鲁图斯》，后来学者对西塞罗之前的修辞学和演讲术的理解将极为狭隘。之后，西塞罗为明确阐述他关于成功演说家的观点，便以给布鲁图斯回信的形式撰写了《演说家》。西塞罗认为，演说家的作用在于教育人、取悦人、感动人，他将演说家分为两种：一种演说家运用质朴的语言达到授人以教益的目的，另一种则运用各种韵律和华丽冗长的语言去掌控听众的情绪，而他本人是偏向于后一种的。他还在文中明晰了他的文体理论，他认为文体不仅是使演说统一连贯的原则，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增添了演说的审美维度。西塞罗所推崇的华丽典雅的拉丁文体最终促进了拉丁文学的发展，进而影响了罗马以及后来整个欧洲的教育。

西塞罗对修辞学发展最主要的贡献在于他对演说五阶段的明确界定和对雄辩家品质的深入研究。古典修辞学认为演说分为五个阶段：觅材取材、布局谋篇、文体风格、记忆、演讲技巧，而西塞罗在此基础上稍加改动，将其分为觅材取材（invention）、布局谋篇（arrangement）、表达（expression）、记忆（memory）、演讲技巧（delivery）五个阶段并分别给出定义：“觅材取材是发现有根据的或者似乎有根据的论辩，以此来增加言论的合理性和可信度；布局谋篇是把发现的论辩用一种合适的顺序分布开来；表达是把恰当的语言与已经找到的材料相匹配；记忆是大脑对演讲材料和词语的牢固掌握；演讲技巧是通过控制嗓音和肢体语言来适合演讲主题和文体的一种方式。”（Herrick，2005：98）

至于一位名副其实的雄辩家的品质，西塞罗认为，首先他应当具有广博的知识，通晓政治、经济、法律、哲学、军事等多种学科，懂得欣赏诗歌等文学艺术，因为只有拥有广博的知识才能理解不同人类群体的复杂情感、洞悉人类禀性，才能在演说中激起听众兴奋、同情、怜悯、悲哀、憎恨的情绪，从而真正打动听众的心弦。其次就是要有智慧幽默的语言、优美的举止和文雅的风度，让听众感受到演讲者的亲和力，潜移默化地接受演讲者的观点，这些都是雄辩家所必不可少的素质。而对于培养雄辩家，练习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西塞罗指出，练习是使有关演讲术的各种理论知识转化为反响强烈的演说效果的最行之有效的方法。练习的方法有多种，除了背诵、复述大量经典演讲稿以外，最常用的就是模拟演说（Imitation），具体步骤就是先确定一个与在讲坛演讲相类似的论题，然后对论题作充分的、深思熟虑的准备，最后发表演说。而要达到演说结构合理、布局匀称得体又富有韵律，还要通过写作练习。写作可以锻炼人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是将思维表达能力转移到演说能力中去的有效方法，但能否持之以恒则是至关重要的。在西塞罗看来，一位令人钦慕的演说家是能够机智灵活地运用出色的口才就任何论题进行审慎得体的阐述和发挥。

西塞罗认为修辞学与演讲术不仅仅是一种言语诉求的方式或者学校开设的学习科目，“修辞学是人类智力活动的最高形式，是治国安邦所不可或缺的工具”（Atikins，1952：27）。而他理想中完美的人也是一个融哲学家、政治家和演说家三者于一身的结合体，并运用修辞的力量去塑造公众观点。“西塞罗生活的罗马时代，其教育的全部内容就是训练口才，而他就是这个时代的代言人。”（Mooney，1979：8）他复兴了古希腊时期修辞理论的精华，他的演说和修辞理论不仅成为经典范例，而且也是对罗马共和时期社会和文化氛围的最佳写照，还是中世纪修辞学的全部理论来源。阿提金斯（Atikins）精辟地总结了西塞罗的历史贡献：

“在一个如此动荡瓦解、艺术混乱的时代，他首先高举复古的大旗，通过不懈的努力，重新唤起了当代人对于修辞历史标准的重视。他的主要目标就是将古希腊时期的修辞学与古罗马的现实需求相结合，在折中主义的策略下，他最终创立了一种新的修辞体系。西塞罗使得古希腊的修辞思想在古罗马时代得以重获生机，也由此纠正了对修辞的滥用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当时人们的修辞视野。”　　　　　　　（转引自Ochs，1995：176）

总而言之，若撇开亚里士多德不谈，西塞罗对于后世修辞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是任何学者都无可比拟的。他的修辞学著作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希腊、罗马修辞学发展的史料，还为我们留下了希腊罗马修辞学的理论体系以及系统的修辞学技艺手册。“从希腊文化向罗马传播的角度来看，西塞罗的修辞学著作是对希腊修辞学的翻译和引进，而在此过程中，西塞罗结合自己的亲身实践，用一颗罗马人的心去理解希腊人的学说，创造和使用了一系列拉丁术语，添加了众多罗马人的范例，从而给修辞学这门希腊人的技艺蒙上了罗马人的外衣。”（《西塞罗全集》导言，2007：3）


3.5　古罗马最成功的修辞教育家——昆提利安

马库斯·法比尤斯·昆提利安（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约35年—约96年），公元1世纪罗马最有成就的修辞教育家，出生在西班牙的卡拉古里斯（Calagurris）即现在的卡拉奥拉（Calahorra）。当时的西班牙是罗马帝国的属地，它的首府是当时罗马帝国的文化中心和高等教育中心之一，云集着众多杰出的文学家、诗人、哲学家。在这种优越的文化氛围下，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昆提利安在卡拉古里斯接受了良好的短期教育。之后在公元50年随父亲到罗马求学，开始正式的修辞演说教育。在罗马，他先是师从于文法学家帕拉蒙（Palaemon），学习拉丁文法、文学和作文等课程，而后便在当时罗马著名政治家演说家多米提乌斯·阿弗尔（Domitus Afer）的门下学习。公元59年，多米提乌斯·阿弗尔去世，继而昆提利安回到西班牙，在接下来近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从事律师和修辞学教师的职业。公元68年，昆提利安随当时西班牙总督加尔巴（Galba）率领的军队重回罗马，同年加尔巴继承皇位成为罗马皇帝。昆提利安在罗马依旧以修辞学教师和律师为业，他常常被邀请作为辩护人。修辞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为他积累了丰富的演讲辩论经验，很快便成为当时罗马最负盛名的教师。公元78年，当时的罗马皇帝提图斯·弗拉维·韦斯巴芗（Tito Flavio Vespasian，公元69年—79年在位）任命昆提利安为罗马第一所国立修辞学校的校长，而他也成为罗马教育史上的第一位公职教师和古罗马政权所聘用的第一位修辞学教师。这一职位的影响力使昆提利安成为修辞学的最高权威。晚年的昆提利安又被罗马皇帝图密善（Domitian，公元81年—96年在位）委任充当其皇外孙的师傅。昆提利安从事修辞雄辩教育近20年，公元90年从教师岗位退休，专门从事著述。两年后，他完成了一部关于演讲者的巨作——《雄辩术原理》（Education of the Orators）。这部著作既是他自己20年教育教学经验的总结，也是古希腊、古罗马教育经验的集大成之作。公元96年，罗马皇帝图密善退位不久，昆提利安也在罗马去世。

昆提利安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是《为纳维斯·阿品努辩护》（Defense of Naevius Arpinianus），书中完整记载了他为他的当事人纳维斯·阿品努所做出的成功辩护，但是该书已经失传。后来昆提利安承认出版这本书仅仅是为了给自己赢得声誉而已。而昆提利安在《雄辩术原理》中所提到的他的早期著作《论演说术的衰落》（On the Causes of the Decay of Eloquence）和其他诉讼演说辞等也均已失散。他唯一完整保留至今的著作就是《雄辩术原理》，全书共分12卷，首卷讨论了教师的职责，第2卷着重介绍了罗马的修辞学校，接下来的9卷总结了罗马古典修辞理论，对觅材取材、布局谋篇、文体风格、记忆、演讲技巧、发音等问题逐一进行论述，最后一卷论及演说家的修养和风度。

《雄辩术原理》融合了昆提利安的修辞理论和修辞教学的实践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时罗马帝国教育状况的映照。在撰写过程中，昆提利安力求有所创新，使自己的理论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能够尽量给人以更多的新的东西。在书中他首先一一讨论前人和当时一般修辞学家的理论与观点，继而再提出自己的新见解，这样《雄辩术原理》便成为罗马修辞和教育的缩影，也是西方历史上第一部以修辞为核心的教学法专著。《雄辩术原理》不仅为后人完整地展示了一幅古典修辞的画卷，而且也详细描述了曾经一度在欧洲教育体系中占据两千多年主导地位的罗马教育系统。然而《雄辩术原理》对后世的真正意义则在于昆提利安在书中强调崇高道德在论辩修辞中的重要价值，因而在序言中他明确指出：“我是以培养出色的演说家为最终教育目的。作为一名成功演说家的首要前提就是他必须是一个好人，这不仅是指他对演讲有天赋才能，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要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转引自Meador，1995：180）这样，昆提利安就延续了西塞罗关于修辞学就是研究高尚道德的论断，但是，与西塞罗的着眼点只放在演讲者的论辩能力而不关心他们的道德品质不同，昆提利安提出了对修辞学的一个崭新的界定：“‘修辞学是好人讲好话’（good man speaking well）。所谓艺术家，就是掌握修辞艺术的人；其工作成就就是‘好的演讲’（good speaking）。”（转引自从莱庭、徐鲁亚，2007：35）也就是说，演说家应当具有崇高的道德品格、对自由艺术的把握以及善于用语言表达思维的能力。昆提利安渴望能够复兴古希腊演讲术的辉煌，面对论辩修辞的衰落之势，他首先试图在修辞理论中加入道德的元素来为其注入新鲜空气，其次在教育实践中他也尽其所能地为学生之后走上仕途之路提供必要的准备，他认为，“当美德与口才合二为一的时候，也正是演说家真正成为一名政治家的时刻”（Meador，1995：201），因而对口才和论辩技巧的训练都是培养一位成功政治家的必备课程。总而言之，昆提利安的修辞理论和教育实践都以培养雄辩家为宗旨，一个好的演说家首先必须是一个好人，演讲者必须要有高尚的道德和宽广的知识面。演讲者的道德魅力（auctoritas）很重要，因而修辞的技巧也必须是合乎道德的，而对高尚品德与正直人格的强调更加凸显了昆提利安在古典修辞学中的历史贡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昆提利安修辞教育中对道德的重视是与他所生活的时代息息相关的。当时的罗马帝国已经开始走向衰落，昆提利安痛切地感受到整个社会尤其是上层人士道德的沦丧和风气的败坏，因此，他一再强调要将良好道德的培养放在修辞教育的首位。他所要培养的雄辩家，品德的完美是第一位的，论辩术的完美是第二位的，在他的眼中，真正的雄辩家是高尚的，值得尊敬的，并且在道德上是无可指责的，而一个品德邪恶的人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完美的演说家。

至于如何培养演说家，昆提利安认为要从小做起，第一个阶段就是家庭教育。昆提利安非常重视幼儿教育，他认为幼儿从咿呀学语开始就要注意培养他们对语言的习得，因为幼儿教育可以在德行和知识方面为雄辩家的培养打下初步的基础。因此父母甚至幼儿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是一个具有良好的品德和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这样幼儿随时随地都能接触到较为标准的语言。第二阶段是初级学校教育阶段。昆提利安坚决主张儿童成长到一定的年龄，必须进入学校学习，而不是聘请家庭教师教育孩子。在初级学校中，儿童主要进行听说、阅读、书写以及模仿等基本技能的训练，同时还进行必要的道德教育。第三个阶段就是文法学校中语法与基本修辞技能的培训，文法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为雄辩术教育作直接的准备。因此，文法学校开设的课程大多与雄辩术直接相关，如文法、音乐、几何、天文、哲学以及希腊语、拉丁语等，其中文法是最主要的课程。最后一个阶段便是在修辞学校中接受全面系统的修辞论辩教育。只有经过这四个环环相扣阶段的修辞教育，才能最终达到辩论术的顶峰，从而造就出成功的演说家。至于教学方法，昆提利安倡导因材施教，主张根据学生的能力和个性的不同来制订不同的课程内容。此外他还坚决反对体罚，他认为体罚非但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反而会适得其反容易使学生产生厌学的情绪。

昆提利安的《雄辩术原理》是对古典修辞理论和罗马修辞教育的一次百科全书式的全面论述，但是不幸的是后来因战乱等原因，这本巨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失传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颗失落的珍珠在文艺复兴时期失而复得，被意大利古籍收藏家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在瑞士圣加尔（St.Gall）修道院的藏书楼中发现并找了回来，从此这部失传已久的著作又重新大放光彩，也激发起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对古典修辞学家的研究兴趣。昆提利安的修辞教育思想也得到人文主义者的高度评价，特别是对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John Amos Comenius）的教育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

昆提利安对修辞学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将语言结构、心理学、情感等修辞主要元素的分析与伦理学、逻辑学与文学规范联系起来，这样不仅为修辞教师设立了一系列教学原则，还在更广阔的维度上为知性思考和道德价值起到了导向作用”（Connolly，2005：321），“……而他的修辞理论和教育思想则对早期现代英语在政治和公众语言中的发展演变起到了核心作用”（同上：329）。昆提利安向后世学者展示了当时罗马社会修辞教育的浓重氛围，他所创立的以修辞为核心的教育体系在之后的整整五个世纪中一直占有主导地位，甚至还对西方文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至今依然受到修辞学界和教育界学者的广泛研究。

【注释】




[1]
 凯撒被刺后，马克·安东尼与屋大维和雷必达一起组成了“后三巨头同盟”。


第4章　中世纪的西方修辞学


4.1　欧洲的动荡与大学的兴起

在欧洲历史上，中世纪指的是从罗马帝国灭亡到文艺复兴这近一千年的历史。由于罗马帝国分崩离析，同时日耳曼部落不断从北部南侵，曾经盛极一时的希腊—罗马文化和政治传统开始崩溃。欧洲的中世纪是一个延续和重建的时代。说它是延续，是因为它在种族、语言、行政机构、法律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都保留了古罗马的传统。同时，它也吸收了那些来自罗马以外的民族的文化：法兰克人，撒克逊人，希腊人，还有阿拉伯人。西欧的新文明就是在这些旧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时期，从古希腊延续下来的修辞学传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社会动荡带来的冲击，修辞学在范围、方式、主题、对象、受众等各方面都发生了一定的改变。


4.1.1　社会动荡的中世纪

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早期（500—1000）、中期（1000—1300）、晚期（1300—1500）三阶段。第一阶段经历了罗马帝国后期的变动、欧洲中世纪文明的诞生以及西方基督教文明与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的兴起。第二阶段是中世纪的兴盛时期，经历了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领土的日益扩张，宗教生活的深根与广布，教皇与帝国之间的抗争，英法两国政体的演变以及文学、艺术、思想和法律的发展。第三阶段经历了过渡到近古时期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如宗教价值信念的衰退、异端的涌现、边缘阶级社会地位的每况愈下、经济的不景气、连年的战争与叛乱以及社会的动荡不安等。

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希腊罗马的文化和政治显赫地位日渐衰落，地中海文明也日益分裂为讲拉丁语的西部和讲希腊语的东部。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宣布基督教的合法化，392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这意味着西方进入了“政教合一”神权体制的思想黑暗年代，人民遭受着宗教和国家权威的双重奴役。公元4世纪，基督教赢得了对整个欧洲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的支配地位，修辞学的生存环境面临着重大的历史变革。

公元800年，查理曼（Charlemagne）接受罗马教皇加冕，号称“罗马人的皇帝”，称查理曼帝国。查理曼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他不仅文治武功显赫，而且也注意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查理曼的文化教育政策对于恢复古典文明和提高日耳曼人的文化水准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在位这一时期的文化成就被后世誉为“加洛林文艺复兴”（Carolingian Renaissance）。查理曼的统治为欧洲新兴的封建制度的创立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对后来的西欧封建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公元814年查理曼死后，帝国分裂，同时异教徒的入侵席卷整个欧洲大陆。政治上的动荡导致了庄稼歉收和饥荒，随着千年的临近，人们担心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于是一些外来入侵者逐渐开始皈依基督教。

从11世纪末到13世纪，随着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和商业的逐渐活跃，开始重新出现手工业和商业中心的城市。随着城市的发展，西欧与其他地区的来往开始多了起来，人们的思想眼界也比以前开阔了。政治上的稳定使人民生活质量有了提高，人口骤增。大大小小的城市和城镇突然像蘑菇般地冒了出来，发展成为商业的中心。手工业行会初具雏形，手工业制品的质量有了提高，流通速度加快。到14世纪，城市工商业中心在意大利北部和法兰西北部发展起来。


4.1.2　大学的兴起与发展

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希腊、罗马灿烂的古典文化迅速衰落。罗马时代的城市几乎完全没落，有的成为设防据点，有的成为封建诸侯或主教的驻地，古代的各种文化教育机构也几乎荡然无存。统治西欧各地区的各个蛮族王国由于刚刚脱离原始部落状态，在文化教育方面还是一片空白，这时，罗马基督教会就成了古代文化的承担者和传播者。在教会的努力下，陆续出现了一些修道院学校、大主教区学校和教区学校。

当时的学校都设有三艺（trivium）和四艺（quadrivium），前者指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后者包括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两者合在一块即所谓的“七艺”（septem artes liberales）。但是，在整个中世纪的初期，文化教育基本上局限于为教会和宫廷服务，教育水平也停留于基本知识的传授。

13、14世纪，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的思想眼界也比以前更加开阔了，教会学校已无法满足世俗社会的需要，于是，逐渐出现了城市的大学。“大学”一词源自拉丁语（universitas），本义是指会社、社团、协会或行会。至14世纪中叶以后，该词才成为特指高等学府即大学的专有名词。中世纪大学是市民社会的直接产物，它的组织形式来自城市和行会的组织形式。当时西欧城市各种行会组织的形成、发展为大学的组织奠定了基础。最初的大学机构，也就是学生行会与教师行会。最早兴起的大学是12世纪意大利的波洛尼亚大学和萨莱尔诺大学，随后巴黎、牛津大学相继产生，到15世纪，整个西欧建立了近80所大学。中世纪大学统一用拉丁语作为教学语言，这就使得欧洲各地的学生可以聚集一起共同学习。不同的学科虽然在教学内容上有很大的差异，但在教学方法上却大致相同。中世纪大学的内部管理方式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分别以波伦亚大学和巴黎大学为代表。在波伦亚大学，学校的管理工作以学生为主体。南方各国如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均以波伦亚大学为范例。巴黎大学则刚好相反，它的教学及行政管理工作以教师为主体。北方各国如英国、德国、丹麦和瑞典等都以巴黎大学为管理模式。当时的大学一般有四个学院，即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文学院。条件比较简陋，在入学年龄、入学时间和学习期限上没有十分严格的规定。

城市大学的诞生标志着西欧文化历史的一个新时期的开始，而它的出现又是与当时的历史文化条件分不开的。十字军东征和东西文化交流为大学的兴起铺平了道路。通过十字军东征，欧洲人接触到了高水平的拜占庭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带回了许多学术典籍。许多学者将古典文献和阿拉伯文献由希腊文和阿拉伯文译为拉丁文。由此，中世纪的欧洲开始了解到古典文化的面貌。另外，一些伊斯兰文化的杰出成就也都传入欧洲。这对于当时西欧的学术界和文化界是一场重大的革新。除了原来的文艺学科有了很大的改革和发展外，新的三个高等学科即神学、法学和医学也开始确立，从而为大学各学科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中世纪的大学产生以后，迅速成为欧洲文化复兴和传播的中心，也是随后进行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近代启蒙运动的重要阵地。西欧中世纪形成的大学所提供的办学理念、组织原则、教学体系、学业考核制度、法律地位等，却是近现代世界高等教育制度的直接先驱。中世纪的大学是欧洲重新获得和了解古代希腊罗马的哲学和科学知识的重要媒介。教育机构在欧洲思想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学是中世纪欧洲留给人类的最为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


4.2　修辞学的式微与转向

修辞学作为人文学科的女王在希腊罗马世界闪耀了千年，但这种辉煌在中世纪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最终仍不免归于沉寂。历史的转折点出现在公元410年，伴随着蛮族入侵，东罗马帝国覆灭，修辞学得以辉煌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中世纪，在封建政治、神学、经院哲学的背景下，修辞学对于公共事务的影响大大地衰退。正如墨菲（James J.Murphy）所说，“在世俗演说方面，中世纪并没有创造出重大的具有创新性的著作”，因为“当时的欧洲并不具备古希腊和罗马时代造就修辞的政治环境”（转引自Herrick，2005：132）。政治上的压迫日益将修辞学局限于对文体风格的研究。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修辞学的古典传统完全湮没。修辞史学家肯尼迪（George A.Kennedy）指出：“古典修辞学并没有消亡，在意大利和高卢的城市中总可以看到为数不多的教授语法和修辞的私人教师。”（转引自Herrick，2005：122）不可否认的是，修辞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当意大利的那些城市开始恢复正常的市民生活后，修辞重新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在威尼斯和博洛尼亚（Bologna），“修辞学像从前一样成为立法和司法的核心，同时这门古老的艺术也在教会这一新的权力中心获得了一席之地，并且在日益扩大其影响”（同上）。

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大规模的教育日渐式微，能够读写的人寥寥无几。教会机构和封建体制的政权代替了治理国家和诉讼程序的传统功能。公众演说不能发挥其在关乎社会和政治问题方面的作用。演说术成为在逻辑和神学方面训练有素的教会权威机构的专属领域。只有少数精通话语的神职人员才会书写。教会和政权中日益复杂的事务使有效的沟通成为必须。中世纪的修辞学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中世纪的修辞学已经完全没有了希腊时期自由发展的人文主义气息，而是和政治统治者所扶持的宗教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康士坦丁大帝以前，基督教不时受到迫害，而且在与异教徒竞争时，经常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在其被立为国教之后，基督教的势力急剧膨胀，这就为修辞学和基督教的结合创造了条件。虽然从修辞学的劝说目的上看，它对基督教的传播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但就传统的修辞学本质而言，它与基督教教义的冲突也是显而易见的。根据修辞学的观点，真理不是永恒的，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取决于一个社团确定其信奉的标准（胡曙中，1999：100）。当时许多神父还认为，“修辞学属于为他们所憎恨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浸透了非基督教世界无可救药的道德腐败”（胡曙中，1993：15）。在他们的眼里，修辞学是世俗的东西，基督教的知识则来自神的启示。但是，最终他们也没有能抵抗住世俗的诱惑。在历史的车轮驶入公元5世纪的时候，奥古斯丁（Augustine）做出了一个具有巨大实用价值的决定，那就是拥护修辞学，关注其说服功能，因为基督教的传播离不开修辞这一强大的工具来捍卫和阐明自己的主张和信仰。“从奥古斯丁往后，修辞学转而服务于基督教的布道活动，这样，这门由于政治压制而奄奄一息的艺术又获得了意义深远的内容。”（Bizzell ＆ Herzberg，1990：36）

中世纪的修辞学是对古典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和希腊罗马时期的修辞学相比，中世纪的修辞学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中世纪的修辞学远不是一知半解的人们传达了僵化的传统那样简单。中世纪通常被描绘成是沉闷而又落后的，好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对之不屑一顾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显然就中世纪修辞学的知识复杂性而言，这样的描述是非常不公正的。”（Conley，1990：73）中世纪的修辞学可以从多个方面加以研究，诸如修辞实践的历史、古典文化的保存、一门理论学科、社会教育史及始终存在的阐释学和文艺理论等。从修辞学的发展看，代表古典修辞学的三种不同修辞传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即西塞罗传统、语法传统和基督教神学传统。同时随着中世纪对古典修辞传统的传播、接受和研究，修辞在文学和机构中的运用有了新的发展，不同类型的修辞实践开始形成，各自有着不同的文本形式和传统。


4.2.1　中世纪的三种修辞传统

亚里士多德采用的是以逻辑为基础的哲学方法。他的著作理论在13世纪被介绍到西方，在当时的经院哲学大环境下，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兴趣不断高涨。但是他的修辞理论并没有同时占据主导地位，他的《修辞学》一书到大约1270年才由威廉·莫额贝克（William Moerbeke）首次从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当时包括波爱修斯（Beothius）在内的许多学者普遍认为，西塞罗修辞学才是当时修辞研究的典范，甚至连中世纪的百科全书也忽视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理论。直到15世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还几乎无人知晓。他的《论题篇》（Topica）和《辩谬篇》（De Sophisticis Elenchis）对12至15世纪大学中的伦理和政治学研究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其对修辞学发展的影响。因而，虽然他的《修辞学》在中世纪时有将近一百种手稿，但其对修辞学的影响却没有得到明确的认定。

当时对修辞学影响最大的当属西塞罗传统。从中世纪早期开始，在北欧和南欧的修道院中，西塞罗的修辞理论就已经成为常规性的主要课程。传统基督教学者保留了一些幸存的古典文本——尤其是西塞罗的著作，并对这些作品进行了研究。对中世纪修辞学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西塞罗早期写作但未完成的《论取材觅材》，而不是他比较成熟的综合性著作，甚至也不是昆提利安的鸿篇巨制《雄辩术原理》。和《古罗马修辞术》一样，西塞罗的《论取材觅材》传达关于修辞成分、论题发掘、争议点理论、人及行为的属性、演说的构成、修辞的类别以及文体修饰等信息。在这些著作的影响下，新的修辞形式得以创立，从而与正在发展的欧洲文化相适应。从源流上看，中世纪修辞学主要还是继承了古典修辞学传统，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是以伊索克拉底开创并由西塞罗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更具有实用性的西塞罗传统。西塞罗被中世纪的人们看做是雄辩大师。他的著作广为流传，在所用对修辞的讨论中几乎都可以看到他的名字，从阿奎那（Aquinas）到薄迦丘（Boccaccio）的中世纪大多数作家都曾提到过西塞罗。西塞罗的名字不仅出现在所有早期的百科全书中，而且出现在但丁的《神曲》（Divine Comedy）中，但丁让他们居住在善良的非基督徒或未受洗礼者的灵魂归宿处（limbo）。15世纪以前，西塞罗的《论取材觅材》和《古罗马修辞术》被频繁运用到修辞学著作中。正如墨菲在《中世纪的修辞学》一书中所指出的：“中世纪修辞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对西塞罗修辞学的继承，使其适合于时代的特殊需求，将修辞学运用到书信写作、散文写作以及布道上。”（转引自Horner，1990：49）西塞罗修辞学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了教育、市政管理、私人生活以及教会事务的处理。

第二个是语法教学传统，侧重于作文、风格及篇章布局等，其中主要的读本为语法学家多那图斯（Aelius Donatus）和普里西安（Priscian）的著作以及贺拉斯（Horace）的《诗艺》（Ars Poetica）。多纳图斯写的两本简明语法著作——《小艺》（Ars Minor）和《大艺》（Ars Maior）成为中世纪最为流行的初级课本。普里西安的简写版著作《语法基础》（Institutionum grammaticae）成为标准的高级语法课本。同时，这一传统还包括贺拉斯的由476首韵文组成的《诗艺》，这是作者对自己一生创作体会的总结，并被作为中世纪语法教学的内容，从而使这一重要的诗学著作得以保留下来，成为后世诗人和批评家的宝贵的财富。

第三个传统是把符号学和经文阐释学与福音布道相结合的基督教神学传统。奥古斯丁所著的《论基督教教义》（DeDoctrina Christiana）一书就是这种传统的典型代表。这部系统化的著作没有简单地复制西塞罗传统中的取材觅材、布局谋篇、风格、记忆和演说，而是把如何解读经文的意义（第1到第3卷）与如何发表传达经文意义的有效的公共演讲（第4卷）很好地结合了起来。这样，基督教神学传统在确立西塞罗修辞学权威地位的同时，提倡将模仿作为学习雄辩的方法之一，从而保存并传播了古典传统的精华，使希腊时期的公共演讲修辞转到了宗教布道的轨道上，成为中世纪修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世纪随着对古典修辞传统的传播、接受和研究，修辞的文学和机构应用也逐渐发展，修辞实践开始呈现出形态各异的类型，具备各自的文本形式和传统。”（Copeland，2006：491）与上诉三个传统具有一定联系但并非一一对应的是修辞语篇的三种类型：布道修辞、书信修辞和诗学修辞，这样的表述实际上是对语篇类型非常粗略的划分。


4.2.2　布道修辞

在中世纪，修辞作为打动人心的规劝术，已经从现世关怀走向了宗教关怀，从古希腊公民大会和古罗马长老院的辩论走向了宗教布道的艺术。中世纪机构庞大、等级森严的教会需要发展自己所特有的组织形式、言说形式、教育和艺术，而修辞学的发展也正迎合了教会的这些需要，便自然而然地与教会的这一目的联系起来，发展出了布道修辞。从11世纪晚期到15世纪的欧洲，布道修辞成为一门颇受欢迎并且非常重要的艺术。

随着罗马的衰落，公众讲坛已经消失，修辞学被神学家用于布道，他们的演说风格有些像罗马的雄辩家，不过其所讲内容全是由教会的教义所规定的。中世纪修辞学制定了一整套布道艺术的规则，并规定了如何书写法庭信件，通过法庭信件来管理势力庞大的教会和世俗政府。12世纪涌现了大量的布道和书信写作手册，同时对风格的研究一直贯穿整个中世纪，不过这一时期对风格的关注通常与其他的修辞要素相脱离，而仅与散文的写作联系在一起。在各种不同的政治交往场合，如在宫廷的聚会上，都可以看到修辞在被人们所运用。

奥古斯丁的《论基督教教义》一书是中世纪时期最重要的资料。该书体现了它与罗马修辞规则的联系，不过却没有提出一套创作布道辞的系统方法。奥古斯丁之后，12世纪之前，教皇格列高里一世（Pope Gregory the Great）的《司牧训话》（Cura Pastoralis）是布道修辞方面的一本重要著作。书中详述了主教的职责：为了增强布道辞的影响力，主教必须一生都做善事，为人所爱戴。他还必须变换布道的内容（显然而不是风格）来迎合听众。格列高里一世列举了36对不同的性格，分别用了对立定义并附加了适合每种性格的布道内容。但是，墨菲（James J.Murphy）和肯尼迪（George A.Kennedy）都认为，格列高里一世的方法根本没有显示出他在罗马学校中获得的修辞学素养（Bizzell ＆ Herzberg，2001：445），而且格列高里一世本人对修辞学并没有多少兴趣，甚至曾在很多场合下抨击修辞学。

由于主要的修辞学文献的缺失或残损，修辞学在神学统治的中世纪经历了一系列的转变。尽管人们保存了修辞学中法律论证的分析和组织原则，但却把它们用在了与世俗生活无关的地方。在圣·奥古斯丁看来，修辞学对于布道极具价值，在神学争论中也能发挥影响。中世纪的布道辞创作手册，很多都是百科全书式的。附录中列举的都是历史的、传记的和科学的轶事，这些材料都可以有效地运用到布道辞中。

布道辞可以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以直接、简明的经文来说明；第二类是学究气的主题布道；第三类则通过逸闻趣事、寓言、圣人的传奇故事、奇迹故事以及道德示范来布道。布道的形式指南绝大多数为第二类的主题布道，这种布道最初是在巴黎大学创立的，所以又称大学布道。

从13世纪早期到16世纪的宗教改革期间涌现了300多种布道手册。这些规诫性的文献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对演说组成部分、修辞点缀和说服的方式、布道者的性格特点以及听众所受影响等一系列问题的关注，是对西塞罗修辞学的传承；但是从将主题分工作为分析的工具来看，布道艺术也受大学艺术和神学院系的经院主义方法的影响。这些布道指南的作者很多都是大学组织的牧师，而大学中的布道辞也成为标准的形式。作为一种形式上的说教性体裁，中世纪的布道艺术在古典修辞中是没有先例的。事实上，13世纪前25年，布道活动的蓬勃发展为修辞学提供了又一片适宜生存的土壤，与之相关的修辞理论便应运而生，以适应其发展并为之服务。

布道与基督教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要使基督教教义得到广泛的传播，教会便需要运用各种有效的手段。布道作为一种特殊的口头训练（区别于韵文写作和书信写作），在本质上与古代的演说术非常接近。随着牧师队伍不断壮大，他们需要布道理论上的指导。1215年第4届拉特郎大公会议（the Fourth Lateran Council）明确所有的基督徒每年必须要进行忏悔。这一教令的颁布得到了纷纷响应，其中一个就是促成了撰写忏悔书和忏悔教义这一新行业的诞生。教会相继出现了两个重要的道明会，如佛兰西斯教派（Franciscans）和多米尼克教派（Dominicans），让一支流动的获得牧师资格的人员加入到原先的主教、牧师和僧侣的阶层中来。

在12世纪对古典修辞学的兴趣消退之后，13世纪布道方法开始有所变化。阿兰·德里尔（Alain de Lille）写出了《布道艺术》（De Arte Praedicatoria）一书。该书融合了布道者的人格、其情感诉诸和觅材取材、布局谋篇、文体等内容。全书共分为48节，只有前言部分和第一部分涉及布道的条条框框，其余部分举例说明布道的内容，通过一套程序，即解经、对内容进行逻辑上的划分以及诉诸权威对经文进行说明。像格列高里一世一样，阿兰在写作时很少诉诸古典修辞理论，但是却引用奥古斯丁的形象来强调布道的功能在于“治愈”罪恶的“疾病”。不过阿兰的方法与格列高里一世的方法相比，修辞色彩更突出。他提倡诉诸权威，以此诉诸理性劝说听众，并将布道辞划分为三部分。这种组织模式在之后的一个世纪中一直是布道的主导模式。他认为这些布道方法可以引领人们通向世俗事务的善。阿兰的著作可以看作是对奥古斯丁《基督教教义》中观点的重大发展和运用。

13世纪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布道形式，这种布道形式强调阿兰所运用的理性劝说。1231年，最早的大学布道集在巴黎发表。这种布道形式也叫做主题布道，受到广泛的欢迎而且极具影响力。它多采用一段经文做主题，然后详加说明。经文被分成一句一句，有时分成一段一段；整个布道辞由一系列小布道辞构成，每一小段布道辞从一个词或一句话中引出一项道德说教，并进一步引用圣经或其他权威著作来加以说明。在主题布道创立之后的几年中，北欧出现了几本专门研究布道的指南。这些指南的作者大概有三百多名，直到16世纪还在撰写这类布道手册，其中尤数英国作家的贡献最为突出。

中世纪后期最典型的布道手册是罗伯特·贝斯沃恩（Robert Basevorn）的《布道的形式》（The Form of Preaching）一书，由六部分组成的布道辞与西塞罗对演讲内容的划分很相似，体现了典型的布道创作艺术。这本书不同于传统的布道艺术，强调分工和扩展，具有鲜明的特点。其组织结构如下所示：

（1）主题（theme）：按情况选定经文，即从《圣经》中选一句话或一段文字作为题目。

（2）序言（protheme）：介绍主题本身，通常后面有一段祷告。

（3）介绍主题（introduction of the theme）：简要说明这次布道的目的，使听众的注意力集中。

（4）主题的划分（division of the theme）：通常为三个部分，援引权威来证明每部分的观点。

（5）对主题的进一步划分（subdivision of the theme）。

（6）对各个部分的详述（amplification）。

在该书中，罗伯特首先提出谁应该布道这一问题，在简要讲述了布道的历史之后，他转而提出了布道的规则，将布道的6个部分分为15个装饰（ornaments），又运用了大量的例子分别细化并分析。最后一部分涉及诸如嗓音、手势和适时的幽默等实用性的建议，提出说教性艺术和由演说者、听众、演讲构成的外部环境之间的汇合点。

在该著作中，罗伯特认为对布道辞结构的理解对于教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而之前这方面的知识却是个空缺。正如亚里士多德为听众提供了修辞的艺术，罗伯特想通过此书向读者展示布道的艺术。他写道：“布道是在特定的时间内说服听众去做值得称赞的行为。”（转引自Murphy，1971：120）布道并不是像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是对神学的探索，而是从道义上说服。像西塞罗一样，罗伯特认为牧师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同时还要集智慧与雄辩于一身。牧师必须具有足够的知识，也就是说一位做了充分准备工作的牧师至少必须对教规、十诫和罪恶与非罪恶的区别等一清二楚。

在摸索布道的方法过程中，罗伯特求助于耶稣本人。“要理解耶稣布道时所用的所有方法并不十分容易。他，在我看来，在自己的布道过程中运用了所有值得称赞的方法作为善的源泉。”（转引自Herrick，2005：133）他罗列出的布道方法很有趣，甚至包括诺言、威胁、示例和说理。在选择布道方法时，还要把听众因素考虑在内。比如，善良容易亲近的听众易被甜美的诺言所打动，而对倔强的听众则要诉诸威胁。示例可以是故事或寓言，耶稣也大量运用了这两种示例。他还讨论了如何通过推进主题来布道的方法，主题应该“不少于3个陈述或至少可转化为3个陈述”（Murphy，1971：138）。在该书的第4章中，他用整章的篇幅来论述这一主张。“不论你给出多少陈述，只要能将它们概括成3句话，你的主张就足够充分。”（同上）直到今天，布道辞应该可以分成三步这一观念依然深入人心。

罗伯特非常重视听众的因素。他认为主题要能够“立刻激起观众的虔诚之心，不论使用的成语是什么”。在古希腊法庭上诉讼词的撰写和立法草案的撰写都离不开听众这一重要因素，“修辞作为旨在赢得听众的劝说型话语”这一古典观念也在布道修辞中得到了贯彻。虽然中世纪的另外两门修辞艺术对听众和劝说还不够重视，但对罗伯特来说，听众对布道辞的创作和风格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他还提倡用简洁的表达来吸引听众的注意力，运用修辞手段使布道辞更容易让人接受。他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论述如何赢得听众，并提出实用的建议，如开头部分的内容要细微有趣。如果这还不足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的话，牧师可以用“讲述恐怖的故事或例子来惊吓听众”。这可以帮助说明正讨论内容的意义，启发听众的理解，促使他们做善事。

布道修辞学的诞生得益于基督教的发展，而基督教的发展则是政治势力大力扶持的结果。由于教会垄断了教育，推行愚民政策，凡一切背离教会的学教，不合乎罗马教廷正统教义的思想，都被教会斥为“异端”。“……基督教会成为欧洲强大的封建势力。它和封建国家勾结起来，共同维护封建制度。”（李纯武、寿纪瑜等，1981：186）


4.2.3　书信修辞

书信写作在今天看来似乎并没有重要到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但由于5、6世纪教育的空白，中世纪能够阅读或书写的人寥寥无几，官方的信件常常是当时法律事务或商业交易的仅有记录。此外，教会和国家日益增长的事务的复杂性使得交流成为必须。最初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起草成套的程式或范例以供复制并应用到不同的场合。中世纪的程式，就像今天的商业形式一样，通常提供可以插入诸如名字等信息的空白处。然而即使数以百计的范例也不能包含信息传递和记录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因此，作为一种新的解决办法，书信修辞也就应运而生。

对书信修辞贡献最大的当属意大利的修辞学家。在11世纪到13世纪之间，他们将书信写作发展成为超乎寻常的艺术。第一个将修辞与书信写作联系起来的是蒙特卡西诺修道院（Monte Cassino）的僧侣艾伯里克（Alberic）。他吸收了西塞罗的布局谋篇，同时鼓励运用修辞格和拉丁韵文，后来逐渐发展成了一种在信件中使用的拉丁散文形式。他认为修辞学原理既可以被运用到演说中也可以运用到写作中去，这与古典传统是一致的。但是当他鼓励学生将西塞罗对演讲部分的划分运用到书信写作中去时，却又背离了这一传统。在艾伯里克之后的两个世纪中，成千上万的关于书信写作的著作应运而生。这些书将重点放在如何在等级森严的中世纪社会中记录和传送法律文书。尼科拉·曼（Nicholas Mann）曾写道：“12世纪，古典时期所研究的公众演讲艺术演变成书信写作艺术，而那些实践这一艺术的人，将其知识服务于他们的保护人和其所从事的法律行业。”（转引自Herrick，2005：134）在书信艺术发展过程中，修辞重又显示了其灵活性和实用性，成为在法律协定、商业合同和个人书信等中提出请求的重要方法。然而，当书信艺术发展成一种用来写信的技术性方法时，这一修辞艺术也就逐渐丧失了同其古典源头——希腊和罗马广博的修辞传统之间的重要联系，并逐渐和古典传统游离开来，演变成当前英美大学中英文写作的方法。

意大利的城市博洛尼亚（Bologna）成为当时书信写作研究的中心，很多关于书信的论著在这里发表，数不胜数的书信写作手册提供了各种形式的书信，以供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在宗教、法律、私人和商业方面彼此交流。正如这类书信的结构所表明的，其目的常常是提出请求。这一时期重要的理论家包括阿达波图·萨马利坦努（Adalbertus Samaritanus）、博洛尼亚的休（Hugh of Bologna）和罗马涅区的伯纳德（Bernard of Romagna）等。一个匿名的作者在《书信写作原理》（Rationes dictandi）中率先提出了中世纪标准信件的五个部分。该书采用实用主义的口吻，将被认可的书信格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并假定读者已接受这一书信写作的基本教条。“事实上，一封书信有五个部分组成：称呼、表达友善、叙述、请求和结论。”（Murphy，1971：7）在这几部分内容中，称呼受到了明显的重视，或许是因为在写信人和收信人之间建立恰当的关系对能否批准信中请求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虽然称呼不涉及任何内容，只不过是客套，但这样做使修辞更加远离其解决公众关注的重大问题这一功能。作者写道，一封信的称呼“表达了一种友善的问候，并不与所涉及人的社会地位相一致”（转引自Herrick，2005：136）。布莱恩·维克斯（Brian Vickers）曾就中世纪称呼做了细致深入的研究，提出中世纪的书信写作手册包含了“人类历史上最详细的词语运用技巧”（同上：235）。在表达友善这一部分时，作者提出“写信的人只有谦卑地提到自己的成就、职责或动机时才有可能赢得友善”（同上）。同时作者还谈到如何缩短或扩展信的内容。全书由十三部分组成，着重强调了称呼部分以及要求写信人对收信人的社会地位格外谨慎。作者为我们呈现了各种恰当的称呼。此外，这本在当时十分畅销的手册也为我们提供了了解中世纪社会不同阶层有趣的图景。

在1200年之前，很多畅销手册都是用意大利文撰写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将书信写作和西塞罗对演讲组成部分的划分相类比。此外，在中世纪的欧洲，还有一些流传的信件格式文集，不过13世纪早期之后，创新就很少见了，相反，那些经典的著作仍然是弥久不衰。

在16世纪，由于受法国修辞家拉米斯（Petrus Ramus）影响，修辞学缩小到主要只涉及风格语体问题，成为一种借喻或辞格之总汇，如隐喻、明喻、拟人法等。这时修辞学得到“华而不实”的名声，因而被沦为主要在各语法学校教授的科目。这种情况持续了三个世纪而无根本改变。中世纪教育依然以语言为中心，修辞、语法和逻辑构成三大学科，这是七门课程中首先必备的，然后是四门高级学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对于逻辑学和修辞学之间的关系，西方学者的争论几乎从未休止过。思想家遵循亚里士多德的传统，把修辞学从属于逻辑学，而有些人则把修辞学比作伦理学和政治学，西塞罗就是其中之一。

书信写作的出现反映了欧洲文化“朝以书面文本占主导的方向发展”的趋势。从口头修辞到书面修辞发展产生的部分原因在于“中世纪时代，市民生活没有提供公开演讲的机会”（Herrick，2005：135）。15世纪中期古登堡印刷机的发明进一步加快了文化的书面语篇转向。修辞学作为对有效表达的研究，转向了书面表达。修辞的重心从对论辩的研究转向了对布局谋篇和风格的研究。此外，13世纪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著作在欧洲的引介虽然引发了对口头论辩的兴趣，但是论辩却被作为逻辑的分支而不属于修辞学，修辞学常常只同书面文体的部分有关。


4.2.4　诗学修辞

中世纪发展的最后一种话语艺术是诗学。诗学最初被作为语法的一个分支来研究。散文写作是语法的三个分支之一，常常与书信艺术联系在一起。语法的另外两个分支分别是书信或颂歌的韵律创作和诗学。12世纪对书面文体的兴趣占主导地位，这一兴趣促使了诗歌写作领域新方法的形成，这些方法大都是规定性的。诗学作品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许多简要、常常是匿名作者的著作，以描述辞格、风格、比喻等或其他修饰性语言见长。这类著作遍及当时的欧洲，通常引用《古罗马修辞术》中的例子作为当时小学语法教学的一部分。第二类是许多规定性的作品，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马修（Matthew of Vendome）的《诗歌写作艺术》（Araversificatoria，1175）、杰奥弗雷（Geoffrey de Vinsauf）的《新诗学》（Poetria Nova，1208—1210）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十分关注修辞著作中一直所强调的辞格的美学功能。

中世纪对文体的讨论常常是肤浅的，缺乏深层的逻辑支撑。布莱恩·维克斯解释说，诗歌指南中之所以存在这些不足是因为它们“基本上是供学写拉丁散文的学生使用的练习册”（转引自Herrick，2005：239）。中世纪诗歌艺术似乎主要关注如何使词语的排列获得令人愉悦的效果。同数量惊人的书信写作手册相比，诗歌指南的数量却屈指可数。

最著名的是杰奥弗雷的《新诗学》，据说该书曾对乔叟（Geoffrey Chaucer）产生了很大影响。《新诗学》是中世纪诗歌指南中流传最广的著作，光是流传的手稿就有两百多种，在“13世纪拉丁散文写作方面最具影响力，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15世纪晚期，尤其是在法国和英国”（同上：139）。它由2000多首拉丁文六步格诗组成，专门为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而作，被誉为中世纪诗学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这本书由七个部分组成——前言、概论、说明、详论和简化、文体修饰、记忆和诵读、尾声，包括很多在《古罗马修辞术》中提到的辞格。作者试图用新的诗歌写作方法来代替公元前5世纪著名的罗马诗人贺拉斯的旧诗学。

尽管从名称看，该书是关于韵律学的，而事实上其重点放在规定诗歌叙事的风格和结构上，强调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有必要做到心中有数，就像罗伯特·贝斯沃恩（Robert Basevorn）强调形式对布道的指导作用一样。他用生动的建筑比喻提出动手写诗之前头脑中必须要形成一个大致的轮廓。该书为读者提供了各种方法创作生动的比喻，诗歌被拟人化成一位思想被华丽的词语包装的女性。书中对文体风格的建议并没有偏离当时通行的标准，但是作者特别强调叙事材料表述的清晰性，这一点对英国文学巨匠乔叟颇有启发。通过这部著作，杰奥弗雷通过新诗歌含蓄地表达了他要挑战贺拉斯诗歌理论的愿望。

西塞罗修辞学和贺拉斯诗学的语法体系在中世纪的《诗歌艺术》中合流，《诗歌艺术》是用拉丁文编纂的一系列课本，其受众是以拉丁语为授课语言的学校。它们是语法教学的成果，但其目的却是修辞性的。这些课本大都编写于1175年到1280年间的法国北部、英国和德国。


4.3　中世纪主要修辞学家


4.3.1　奥古斯丁

公元354年奥古斯丁（Augustine，350—430）出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城（Thagaste，现阿尔及利亚的苏格艾赫拉斯）。当时非洲北部已归并为罗马帝国统辖，罗马文化在这里处于支配地位，因而奥古斯丁自幼便受到罗马文化的熏陶。他的父亲是很有地位的异教徒，直到临终的时候才信主受洗。母亲莫尼加（Monica）出身于贵族家庭，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她的信仰对奥古斯丁有一定的影响。他的父母都希望奥古斯丁在学业上有所成就。虽然家中并不富有，奥古斯丁的父母还是克服了巨大的困难支持儿子求学，奥古斯丁先后来到马都拉（Madauros）和迦太基（Carthage）攻读文法和雄辩术。

他是一位敏捷而热切的学生，对柏拉图极为敬仰，后来还把很多柏拉图思想融入了基督教教义。最初，由于他在哲学方面探索恶的来源问题而信仰摩尼教（Macichaeism），成为该教的一名慕道者（未入教的信徒）。摩尼教是一种严酷的禁欲宗教，其核心是宣扬善恶二元论，相信在人世间和人的灵魂内部有着相互冲突的善与恶的本原，世界上存在着光明王国和黑暗王国的对立，光明王国必将战胜黑暗王国等。这些思想对奥古斯丁神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此后的十年间直到他28岁时，奥古斯丁一直崇奉摩尼教。后来在担任迦太基的雄辩术教授期间，他开始怀疑并否定摩尼教关于善恶两个本原的学说，同时由于不满迦太基混乱的学习秩序，又为罗马的良好学风所吸引，奥古斯丁30岁时渡海来到了罗马，任米兰城雄辩术教授。在此期间，他开始研究新柏拉图主义著作，后来他把这一时期归结为获取至关重要的基督教的奠基之石的时期，因为他的基督教教义汲取了新柏拉图主义的大量精华，同时剔除希腊理性主义的成分。在米兰讲学期间，奥古斯丁结识了基督教的领袖安布罗斯（Ambrose）。安布罗斯积极鼓吹宗教狂热，主张教权、俗权分立。这些思想也给予奥古斯丁以很大的影响，在安布罗斯大主教和笃信基督教的母亲的影响下，奥古斯丁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终于在32岁皈依了基督教，辞去教职，返回非洲，献身教会。公元391年他被推举为希坡（Hippo）教会的神甫。由于积极迫害异教徒，他受到教会的赏识。公元395年被提升为希坡主教，在此后的35年中，他积极参与宗教议论和辩驳，与异端作斗争，而且还写了卷帙浩繁的信件、布道辞和大量的著作，很快就成为罗马帝国基督教神学界的中心人物。430年，汪达尔人入侵希坡，三个月后奥古斯丁在此病逝，他生命的结束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终结。

奥古斯丁的传世著作都是在皈依基督教之后写成的，论著多达93种共232卷，还有书信276封。其中，《忏悔录》（Confessions）是其文学代表作，《论基督教教义》（On Christian Doctrine）是其教理代表作，《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是其历史哲学代表作，《论意志自由》（The Free Choice of the Will）是其伦理学代表作。《上帝之城》是他耗时最长，论述其神学思想最成熟、最系统的一部著作。《论基督教教义》是在他出任希波主教期间初期所写，是模仿西塞罗的《论演说家》所写的喻意解经法的最有代表性的论著，目的在于为解释《圣经》而建立起方法论证，为宣讲《圣经》的人提供实际的指导，是一切以《圣经》为基础的宗教教义的首要指导文献，也是喻意解经法的重要文献，在中世纪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的《忏悔录》记录了他本人从信奉摩尼教转而改信基督教的思想转变过程，成了后来西方作家们效仿的对象，被誉为西方文学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413年至426年，奥古斯丁写作并发表了他的《上帝之城》，提出教会将作为一种新的秩序代替旧的罗马帝国，第一次为神权政治思想提供了系统的理论论证，并成为封建社会中教、俗两个集团相互斗争的思想工具。

奥古斯丁以其丰富的思想和聪颖的思辨能力为基督教建立了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完整体系，对西欧中世纪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是黑暗时代之前的最后一位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从所有的主流方面来看，他的著作使基督教学说在整个中世纪基本上具有它所要保持的形式。他的有关拯救、性、原罪以及许多其他观点都产生过相应的影响，在牧师中拥有广泛的读者。许多后来的天主教神学家如圣·托马斯·阿奎那（St.Thomas Aquinas）以及新教徒领袖如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加尔文（Calvin）都深受他的影响。

奥古斯丁早期所接受的教育是建立在古典的罗马模式基础之上的，即修辞学作为课程设置的核心。年轻的奥古斯丁擅长修辞，认为修辞可以引领人获得财富和荣誉。奥古斯丁有着深厚的修辞学素养，在米兰和地中海其他地区的大学教授修辞学，就像公元前5世纪在雅典教授修辞学的诡辩派修辞学家一样。在他的精神自传体著作《忏悔录》中，奥古斯丁讲述了他一开始是如何厌恶基督教的，因为《圣经》的文学风格让熟知西塞罗铿锵有力风格的人感到别扭。同时奥古斯丁也证实说，他对西塞罗哲学的热爱促使他重新审视基督教，因为他的母亲认为基督教也是充满哲学思考的，直到最后他为基督教所吸引。虽然在《忏悔录》一书中他曾攻击修辞学，不过他所诟病的是新诡辩派对修辞的滥用。奥古斯丁认识到了古典知识对基督教来说是不可估量的财富，同时他也试图调和两者的关系。在任职主教期间，奥古斯丁一方面利用圣经阐释学，另一方面也诉诸说服术，大量运用古典修辞理论来教育基督牧师们。奥古斯丁认为如果基督徒忽视修辞学这一强大的说教工具，那将是很愚蠢的。他认为，布道应该利用修辞手段进行劝说。

奥古斯丁在基督教上的权威使得操拉丁语的基督徒学习古典修辞学合法化。同时他还建议写出古典修辞传统的概要，方便基督教研究人员查找。这些开创性举措确保了古典修辞传统未遭到完全流失。在布道上，他的《论基督教教义》是最好的著作。奥古斯丁在该书的开头部分写道：“对于《圣经》来说最关键的有两点，一是要能够发现需要理解的内容，二是要有传授我们所获得知识的方法。”（Augustine，1958：I.i）《论基督教教义》共分四卷：前两卷涉及从“符号”角度考察圣经语言从而理解其内容；第三卷从实意性和比喻性语言两方面明确了含糊不清之处；第四卷享有“第一个基督教的修辞手册”的美誉，提倡将异教的修辞形式与基督教的内容结合起来，并将“模仿”作为学习雄辩术的一种方法。其中列出的杰出的布道辞，是他对修辞学的重大贡献。他认识到了修辞学的教诲作用，为布道修辞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奥古斯丁还讨论了宗教界的部分人士对修辞学，特别是希腊修辞学的态度。受过希腊文化熏陶的奥古斯丁深深懂得希腊文化对人类文明的巨大价值，他认为有必要尽可能地保存人类的这一重要文化遗产，但另一方面，作为基督教的神职人员，他又不能违反教廷的教令。他的《论基督教义》一书就是以一种新的理论，以一种能为教会所接受的形式，说服同时代的人接受希腊文化。

作为一位牧师，奥古斯丁充分展示了自己修辞实践大师的一面，他撰写的宣扬基督教的著作恰恰证明了他对修辞学理论艺术的精通。虽然奥古斯丁对修辞学表示怀疑，认为它有悖基督教的原则，但他始终努力将罗马修辞学纳入到基督教福音书的宣讲中来。正是这些原因使奥古斯丁总让我们联系起柏拉图——这位对修辞有微词，同时又对修辞这门艺术有着深刻洞察力并对修辞驾轻就熟的伟大的批评家。

奥古斯丁对修辞的矛盾态度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因为他成功地调和了西方正在发展中的基督教大气候与修辞学传统中所体现的希腊和罗马异教徒文学传统。他向教会表明如何雇佣异教徒作家而不使基督教异化，建立了一个让后世的牧师和教师纷纷效仿的模式。修辞成为发现、表达和捍卫经文真理的一个极有价值的工具。对奥古斯丁来说，修辞知识，如论题和辞格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其可以使人雄辩，而更是由于修辞所造就的雄辩是与对经文的充分了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了奥古斯丁对西塞罗式的理想的人——智慧与雄辩的结合——的理解。不过奥古斯丁所说的智慧并不是世俗的而是天国的，不是政治的而是神圣的。

奥斯古丁生活在罗马帝国走向衰落的年代，是当时最伟大的神学家，最伟大的早期教父之一。他的著作在整个中世纪对基督教学说和观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事实上他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奥古斯丁不仅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理论的奠基人，也是第一个将古典修辞学翻译成教会语言的修辞学家。


4.3.2　马蒂纳斯·卡佩拉

马蒂纳斯·卡佩拉（Martianus Capella，4世纪末—5世纪末）是古罗马晚期的哲学家、法学家和修辞学家。他居住在北非的迦太基，是北非操罗马语地区最好的修辞学校所在地。身为律师的卡佩拉轻视基督教，却对神秘主义很感兴趣，这使他成为公元5、6世纪造成修辞传统与基督教互不相容印象的修辞学家之一。其著作《墨丘利与语文学的联姻》（The Marriage of Mercury and Philology）是第一本明确阐述“七艺”的专著。曾有学者称该书是“当时最成功的一部教科书，也是中世纪广泛使用的书本之一”（Herrick，2005：130）。卡佩拉采用比喻的手法，让语文学的侍从——文法、修辞、辩证法、代数、几何、天文、音乐——在婚宴上各自叙述自己的祖辈、血统、身份，全面地有机地叙述了当时的主要学术内容，又将七艺进一步划分为三学（三艺）四科（四艺），基础的三学包括语法、修辞和逻辑，较高层次的四科包括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当时的语法、修辞和逻辑对于任何一个想要在教会任职的人都是必修科目。语法涉及对重要文学源头的研究，同时还包括作文、写作风格和正确的句法，与在现代课程中的作文和文学批评很接近。逻辑说明进行推论的规则，而修辞学在卡佩拉写作的时代却是学校课程的核心，对修辞的研究也基本上是传承西塞罗的传统，根据西塞罗在《论觅材取材》中的五分法，即觅材取材、布局谋篇、文体风格、记忆和演讲技巧进行研究。


4.3.3　波爱修斯

波爱修斯（Boethius，480—524）出身于古罗马贵族世家，但他的童年却相当不幸。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他而去，他的父亲起初是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地方政府的一名行政官员，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他供职于奥多亚克（Odoacer）王朝，成为奥多亚克的重臣，并于487年出任罗马执政官，然而他在担任这一要职后不久就去世了。童年的波爱修斯被托付给元老院议员西马库斯（Quintus Aurelius Memmius Symmachus，约440—525）抚养，成年后他与西马库斯的女儿卢斯蒂希娅娜（Rusticiana）结了婚。西马库斯对波爱修斯的一生影响很大，波爱修斯把许多著作都献给了他的岳父，据他后来回忆说，西马库斯几乎在每一方面都是自己的老师。西马库斯让天资聪颖的波爱修斯学习希腊语，并送他去雅典和亚历山大里亚接受系统的教育。波爱修斯在普罗克洛（Proclus，410—485）及其门徒主持的雅典学园一呆就是18年。这一时期的学习为波爱修斯成为一位学识渊博的思想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波爱修斯的超凡才华和高尚品质得到了东哥特王国国王狄奥多里库斯赏识。510年，波爱修斯终于被提拔为执政官。此后，他一直是国王的亲信，还被任命为王国议会和政府的行政长官，这无疑是他政治生涯的最辉煌时刻。然而，波爱修斯政治上的辉煌只持续了很短时间。东方的皇帝查士丁（Justin）试图煽动意大利天主教徒对信奉阿里乌主义的狄奥多里库斯发起叛乱，波爱修斯因受疑与此有关，被拘捕入狱。公元523年8月，波爱修斯被控以阴谋叛国罪，没收一切财产，囚禁在距罗马五百英里之外的帕维亚（Pavia）监狱。524年10月23日，当局以极其残忍的方式将他处死。关于波爱修斯的死因，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从他在《哲学的安慰》中所作的辩白可知，他确实没有参加过企图颠覆东哥特王国的活动，指控他犯有阴谋叛国罪实为诬陷。其实，这只是处死波爱修斯的一个借口，他的死实质上是政治阴谋所致，根本原因则是民族矛盾和宗教纷争。

波爱修斯兴趣广泛，涉及数学、哲学、音乐、论辩术和修辞等领域。他年轻时就曾宣称，毕生的事业在于知识和理性领域。波爱修斯把哲学看成是知识的总汇，分为实践的哲学和思辨（或神学）的哲学。前者包括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后者包括自然哲学（或生理学）、数学和神学。他毕生都致力于向罗马和拉丁世界传播古代文化和知识，对希腊哲学拉丁化所作的贡献仅次于西塞罗。他最早将亚里士多德《工具论》（Organon）中的《范畴篇》（Categories）和《解释篇》（De interpretatione）等著作译为拉丁文传到西欧，还对其中一些著作做了注释，并声称要翻译并注释所有能找到的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著作。但这一宏愿并未实现，他最终只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工具论》。

他一生著述甚丰，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学习哲学所必备的知识，包括逻辑和其他人文学科（liberal arts）著作；另一类是哲学著作，主要是五篇论述“三位一体”等重要神学问题的论文和《哲学的安慰》（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波爱修斯的逻辑学著作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全篇和波菲利的《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导论》的翻译，一部分是对这些著作的注释，一部分是他继承和发展古代逻辑学而独立撰写的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讲，波爱修斯是唯一一位既精通逻辑，又将逻辑充分运用于哲学思辨的古代拉丁教父。中世纪的人文学科中的“四艺”被波爱修斯定义为“通向智慧的四条道路”，这一概念也是首先由他提出来的，以区别于“三艺”。他认为，只有掌握了“四艺”，才可以达到对哲学的完全理解。波爱修斯对四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写出了《论算术原理》（De institutione arithmetica）、《论音乐原理》（De institutione musica）、《论几何学》（De geometria）以及《论天文学》（De astronomia）。

作为最后一个罗马哲人，波爱修斯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拥有古典哲学的精神。他一方面不同意死守教条，反对宣扬蒙昧主义，主张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但也推崇人格化的唯一的上帝。他论述了上帝与世界的关系，认为无理性的世界是因果律起作用，但理性世界则是人们应该追求的永恒形式。波爱修斯是欧洲中世纪的一位罕见的、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也是这一时期少数几位能称得上是逻辑学家的人。5世纪末、6世纪初蛮族入侵西罗马帝国时，波爱修斯是上层社会中努力将古代文献传诸后世的少数之一。在长达千年的历史上，他的众多著作为传播希腊罗马文化，为普及百科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像很多中世纪晚期的知识分子一样，波爱修斯并不对修辞特别感兴趣，不过我们却不能否认他对修辞学的贡献。他是最后一位懂希腊语的伟大的罗马哲学家，这也使他成为沟通希腊和罗马文化之间的桥梁。同时他也是欧洲从罗马时代向基督教文化时代过渡的转折性人物。他所采用的“折中主义容纳了古典时期所有伟大的作家，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再到西塞罗”（Herrick，2005：131）。波爱修斯一生致力于保留和继承希腊—罗马文化，这使他成为中世纪学者寻求古典传统的源头。他为拉丁世界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并诠释了这位伟大哲学家的基本思想。从波爱修斯所处时代一直到12世纪晚期，其逻辑学著作都是人们了解亚里士多德的唯一可获得的材料。而他的著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著述的时代是在古典时代末期，这时纯学术尚未被野蛮精神所推翻”（威廉·涅尔，1985：255）。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罗马人仍然如饥似渴地探求着他们祖先的思想，因此，学术研究并没有随蛮族的入侵而停止。但古代著作在战争中已所剩无几，对于并不熟悉希腊文的西方人来说，希腊文化确已日渐遥远，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波爱修斯的著作就越发显得重要，它甚至成为拯救古代文明的丰碑。13世纪以前，西欧人所读到的希腊著作几乎都是波爱修斯翻译过来的。虽然他试图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所有著作翻译成拉丁文，但这一宏愿并未实现。他对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评注，被广泛阅读。

波爱修斯最重要的修辞学著作是《论题的差别》（De topicis differentiis）。该书对罗马的论题体系进行了修正，在中世纪广为阅读。一位中世纪的学者曾指出，该书“是中世纪唯一一本在流通量上接近《古罗马修辞术》和《论觅材取材》的作品，尽管其发行量还没达到这两部修辞学巨著”（Herrick，2005：131）。他的修辞学著作无疑深受西塞罗《论觅材取材》和《论题篇》的影响，因为西塞罗在这两部修辞学著作里俨然一副“满口规则和章法的教师”，和《论演说家》里所显现出的一个善于思考的修辞大师截然不同。波爱修斯的《论题的差别》为希腊和罗马传统的论题发明体系画上了句号。随着中世纪法庭论辩的日渐式微，催生古典时期对修辞觅材取材极大兴趣的大环境不存在了，因此迈克尔·勒夫（Michael Leff）指出：“波爱修斯将更多的精力花在了建立一个理论上清晰的修辞论题艺术，而不是将论题运用到公共演说中去。”（1983：41）

在从总体上看，波爱修斯对术语的使用，对概念的处理无不反映了该书对修辞觅材取材的强调（全书四章中有两章半涉及修辞觅材取材），但是有助于让读者理解修辞是如何被运用来影响听众的修辞学概念如风格、记忆、演说技巧等在书中却鲜有提到。波爱修斯重点讨论了论题逻辑，即一种运用修辞论题来产生思想的逻辑。前三章分析并比较了各种各样的古典论题觅材取材体系，包括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论题觅材取材体系。在最后一章中，波爱修斯转而论述将修辞论题引入到哲学探究所涉及的理论问题，即哲学和修辞学的明确分界。波爱修斯认为哲学辩论或对立面论辩涉及的是一般性的问题，而修辞论辩涉及的是具体的问题。对立面论辩运用完整的三段论，在同对手的对话中可以检验；而修辞运用的是省略三段论，仅仅为了说服听众而已。最后一章中波爱修斯对修辞学进行了概述，该章常常单独被用作修辞学的教课书。

波爱修斯提到的这些差别将修辞从属于逻辑，修辞成为一个将对立面论辩确立的论辩普遍原理运用到特殊情形的工具。修辞论辩自身并不具备认识世界的力量。修辞学理论家迈克尔·勒夫（Michael Leff）认为对修辞的这一看法使波爱修斯不折不扣地纳入亚里士多德传统中，而考虑到波爱修斯对亚氏的兴趣，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波爱修斯否认修辞具有的独特的产生知识的地位，认为修辞只是对立面论辩的附属，这使他比亚里士多德走得更远。波爱修斯对修辞的看法显然是与古典修辞的西塞罗传统背道而驰的，因为这一传统采取的是更人文化的方法来研究语言和知识的密切联系并赋予修辞与哲学同等重要的地位。”（Bizzell ＆ Herzberg，1990：424）

波爱修斯的亚氏方法对中世纪后期的大学所热衷，因为在当时的大学神学和法学的辩证研究占主导地位。正如他所倡导的，在中世纪的大学课程设置上，修辞的地位是从属性的。尽管有人批评其著作规定性太强，太机械，不实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论题的差别》是中世纪修辞学著作中最受欢迎的著作。“波爱修斯笔下所呈现的对修辞学枯燥的系统论述可能恰恰反映了该书写作之时令人倍感压抑的政治环境。”（Herrick，2005：131）


4.4　小结

中世纪对古典修辞学的运用不仅仅是对古典体系的模仿，而是将现有的古典理论和实践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从而适应迫切的文化骤变。在中世纪，修辞学的发展更好地适应了社会和教育发展的需要。奥古斯丁将希腊—罗马时期的古典文献与基督教在欧洲统治地位的确立两方面联系起来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一方面运用修辞学来捍卫基督教，另一方面也提出基督徒应接受修辞艺术教育从而更有效地宣扬基督教真理。与奥古斯丁不同，波爱修斯对修辞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吸收古典修辞学从而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发展了论题体系。

中世纪，“随着中世纪西方两大政治实体的社会文化结构日益复杂化，新的修辞应用和研究领域得到开拓，并因此突破了传统格局，形成了布道、书信等具有独立形式的新主导体裁”（刘亚猛，2008：166）。中世纪发展的三种修辞艺术——布道、书信写作和诗歌写作，是使希腊—罗马时期的修辞学适应欧洲社会发展需要的题中之意。书信写作艺术的诞生是与保存记录和维护社会等级制度的社会需要紧密相关的，布道修辞的产生则主要是因为当时大多数基督徒不能读写。对书面语言美学功能的兴趣促进了将古典修辞学成分在诗歌写作中的运用，修辞思想对文艺理论的影响也在相应扩大。


第5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修辞学


5.1　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

14世纪到17世纪，欧洲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智力和社会变革，数百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会的世界观从根本上面临着挑战。这场起源于意大利，继而发展到西欧各国的思想文化运动，由于其搜集整理古希腊文献的杰出工作，通常被称之为“文艺复兴”（renaissance，原意为“再生”）。这一运动不仅推动了西方从中世纪封建制度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转型，而且为西方近代文化、科学的产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艺复兴的历史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恩格斯就指出，文艺复兴驱散了“中世纪的幽灵”，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西方学者在论及文艺复兴的意义时，普遍将它作为西方社会近代化的开端。

在文艺复兴以前的中古西欧，建立在封闭狭小的庄园农奴制经济之上的封建等级制度，将人们禁锢在严密的人身依附网络之中，并没有多少个人的自主、平等权利可言。与此相应，基督教神学竭力为封建制度蒙上神圣的灵光，其蒙昧、禁欲的说教支配着人们的观念，将思想文化变成神学的奴仆。自14世纪开始，随着城市的兴起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首先在意大利北部佛罗伦萨、威尼斯，接着又在法国、英国、尼德兰、德意志等国家、地区显现。这一新的经济因素的日益拓展，促使西欧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发生日益深刻的变化。千千万万的农奴、工匠与商人在长期的商品经济的自主生产与“等价交换”过程中，逐渐走出中世纪小生产的狭小田地，突破了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的网络，必然要摆脱封建等级观念与神学“出世”思想的束缚，萌发出个人自主平等的意识与追求世俗生活的渴望。在这一社会变革过程中，新兴资产阶级与新贵族逐渐崛起，他们反对封建贵族的世袭特权，要求参与国家政务的权利；反对封建分裂割据，主张国家的政治统一，由此而成为推动社会变革与观念更新的先导力量。与此相应，不少地区和国家的统治者为巩固政权，树立良好形象，也采取诸多适应时代需要的政策。例如在15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建立独裁统治，对文化教育给予了大力资助。自15世纪末期开始，英、法等国国王逐渐建立起比较集权的新君主制（New Monarchy），大力吸收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参政议政，推行重商主义与奖掖文化学术的政策。所有这些，都为文艺复兴的酝酿铺垫了深厚的社会土壤。此外，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大批受到东方文化影响、还保留古罗马帝国精神的人才逃往意大利，带回许多新鲜思想和艺术，在罗马开办教授希腊语的学校，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形成。

文艺复兴是一个人类智慧喷涌、艺术创造力量勃发的非同寻常的时期，虽然这一时期同样也是一个骚动不宁的时期，社会动荡，政治混乱不堪，宗教冲突剧烈。文艺复兴对个人价值、尊严和自由意志的强调取代了中世纪对彼岸世界永恒救赎的关注。“人们是如此悉心关注自己栖身于其间的世界，孜孜不倦地探索他们的世界中被黑暗笼罩的领域。尽管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与中世纪的前辈一样，假装虔诚，但他们更重视物质生活，也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更具有怀疑精神。”（罗伯特·拉姆，2005：4）他们怀着极大的热情探索复兴古典传统，因为新兴资产阶级认为中世纪文化是一种倒退，而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则是光明发达的典范，他们力图复兴古典文化——而所谓的“复兴”其实是一次对知识和精神的空前解放与创造。


5.2　文艺复兴修辞学概览

文艺复兴时期是欧洲古代文化复兴和发展的时期，也是西方修辞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文艺复兴时期修辞学的特点是复兴和变革，也就是说去恢复修辞的原貌，并运用所获得的知识来发展修辞学从而使其服务于变化中的现代早期的欧洲社会。赫利克（James Herrick）指出：“文艺复兴时期修辞学的繁荣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修辞作为教授写作和劝说的一种方法；修辞作为提升个人表达的手段；修辞作为管理市民和商业利益复杂事务的途径以及修辞作为研究各种文学文本的重要工具。”（2005：147）文艺复兴时期的修辞学并不局限于某一领域，而是涉及一个广阔范围内的许多理论和实践活动。它不仅对学者和哲学家的思辨生活产生影响，也对政界和宗教界的事物产生影响。在学术、政治、教育、文化、科学和文学等领域，修辞发挥的作用尤其重大。

西方修辞历史学家布莱恩·维克斯（Brian Vickers）曾写道，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修辞学无论是就其影响范围还是重要性而言，都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辉煌”（转引自Herrick，2005：148）。修辞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息息相关。修辞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的最基本的要素。作家、学校校长、神职人员、律师都积极投身修辞实践，并为这一时期修辞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出版界修辞学的书籍百花争鸣，同时这些修辞学著作对同时期的许多著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修辞成为人文主义文化意识创作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其核心是西塞罗式的信念，即雄辩可以产生智慧。这一信念引发通过具有说服力的词语来探索文化起源的理论的形成。古代的文化英雄们，如用非凡的口才驯服野蛮的高卢人，并将他们从原始人变成有教养的人的赫拉克勒斯（Hercules Gallicus），或集演说家、诗人和音乐家于一身，将野蛮的野兽驯服，用神话的方式使宇宙摆脱原始的混沌状态的俄耳甫斯（Orpheus）
[1]

 ，常常被作为权威而援引。因此，统治者们希望他们被赞颂为赫拉克勒斯或俄耳甫斯，因为两者都象征国家和平和谐的守卫者。当现实生活中的事件违背这一思想意识、人文主义文化衰落时，修辞又以一种新的方式，确立了自身的地位。西塞罗式的公开行使国家权力的公众人物逐步被置身于幕后的侍臣所取代。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卡斯蒂利奥内（Baldassare Castilione）的名著《侍臣论》（The Courtier）中最先提出了展示艺术（包括说服艺术）不再适宜，认为艺术应该被掩盖，提倡非造作的自然结果。它被看做是艺术的最高境界，被称做“艺术的特性”——艺术被巧妙地隐藏使其不再被看做艺术，而看起来好像不被艺术所染指。

不过，我们必须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修辞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研究对象，这时期有许许多多不同的修辞学。在文艺复兴早期的意大利，城市的政治结构为修辞学的发展创造了环境，使修辞学重又获得了希腊时期的光辉。修辞在公共生活领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已成为集体社会行为，甚或可以说是所有人类知识的源泉。同时，修辞在宗教演说中得到运用，虽然在奥古斯丁时代就被合法化并在中世纪宗教修辞中得到发展，但在文艺复兴时期它重新受到了关注。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在欧洲大规模君主制逐渐成为主导形式，修辞学的政治地位受到威胁，其认知功能逐渐淡出研究视野。相比之下，修辞作为一种可以生成知识的方法，在同辩证、逻辑和后来出现的科学的竞争中，逐渐受到冷落。修辞，作为一种可以达成社会共识的方法，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宗教领域，就其运用外在于思想传达的修饰性语言来控制、甚至欺骗而言，开始受到质疑。到文艺复兴时期末期，那些曾经对语言的力量最感兴趣的人迫切要求摆脱修辞的染指。

文艺复兴时期的修辞学几乎无法按照年代顺序来勾勒。学术界常常将这一时期修辞学的开端与14世纪意大利诗人和学者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联系在一起，因为他复兴了像柏拉图、西塞罗这样造诣非凡的修辞学家所提出的古典观念，同时还将广博的学识、哲学的智慧和雄辩联系在一起。一些历史学家将文艺复兴修辞学的开端追溯到12世纪，因为那时彼得·阿伯拉德（Peter Abelard）和约翰（Johnof Salisbury）开始试图扩大修辞学的范围，将中世纪被缩减为辞格的修辞与哲学联系在一起。1660年伦敦皇家协会的成立标志着文艺复兴修辞学的结束。这些科学家和学者们谴责在哲学和科学这样严肃的学科中运用修辞。

比泽尔和赫兹伯格（Bizzell ＆ Herzberg）认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定义文艺复兴的修辞学同样是有问题的”（1990：556）。通常的做法是依照文艺复兴从意大利到北欧再到英国这一发展路径来讨论修辞学的，可是各个地区的发展步调有所不同，同时修辞学的发展也受到这一时期政治、社会、宗教变革的制约。鉴于此，在本章中，我们将从同文艺复兴修辞学发展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意大利人文主义着手，探索古典修辞学的重新发现、修辞学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本土修辞学的蓬勃发展、文艺复兴时期的三大修辞学流派、妇女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修辞学等五个方面，以期勾勒一个文艺复兴修辞学的较为清晰的轮廓。


5.2.1　修辞学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

修辞学，这门在希腊罗马时期形成的重要学科在中世纪教学组成方式中只是一个很不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地位远不如逻辑学那样受到教会神学的青睐。但在意大利文化发达的城市中，修辞学却大有用武之地，成为服务于新政治经济的一个很受欢迎的文化信息工具。在文艺复兴的发源地，非常自然地，教育改革首先是一反中世纪的惯例而开始特别重视修辞学。修辞学在当时城市经济生活中的妙用，不异于现代商业广告和企业文牍。由于修辞学主要是以希腊罗马古典文献为范本，修辞学的兴起遂成为研究古典文化的人文学的滥觞，形成了修辞学—古典艺术—人文学的发展路线，与中世纪的教会神学和经院哲学形成尖锐对立。

欧洲对希腊语日渐增长的兴趣也推进了文艺复兴时期教育对修辞学的重视。随着对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研究兴趣的高涨，古典主义日渐盛行。16世纪以本土语言，尤其是以英语写作的修辞学著作的倾向也促进了古典主义的深入研究。此时，修辞教育就不仅仅是学者的专利了，而向每个能够识字的人开放。在文艺复兴时期，同在西塞罗生活的罗马时代一样，掌握修辞技巧成为受教育人士的共同特点。正如唐纳德·凯利（Donald R.Kelley）所说，“在很多方面，修辞大师们实现了在道德、政治、文学和哲学等方面培养通识人才的教育理念。换句话说，善于演讲的人成为典型的文艺复兴时代的人”（1991：82）。正如这句话所暗示的，很多文艺复兴时代的修辞学家认为，智慧与雄辩密切相关，在法学、神学甚至医学研究中，智慧都是与雄辩紧密相连的。

文艺复兴时期，修辞最突出的影响力表现在教育领域。作为一门学科，修辞学享有很高的威望，同时整个学校的课程也以修辞学为中心。这一时期出版的修辞学课本数量繁多。从14世纪后期到18世纪，有2500多种不同的修辞学课本在欧洲出版。仅在16世纪，伊拉斯谟（Erasmus）的修辞著作《取之不尽：丰富的文体基础》（On Copia）就有15个不同的版本，这在任何一个世纪都是一个惊人的记录。学者们花了巨大的精力将修辞知识系统化并为教育所用。1559年出版的《修辞学词库》（Thesaurus Rhetoricae）中编者为5000多个修辞学术语作了定义。在教学中，老师要求学生不断练习并背诵大量辞格以方便他们在书面或口头交际中使用。

文艺复兴时期的修辞学家像瓦拉和伊拉斯谟等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强调在修辞教育中从正反两面来构建论点，为学生提供大量的不同表达方式供学生记忆。他们为年龄较小的学生提供书信写作指南、结构辞格和比喻辞格的手册、谚语词典等进行修辞训练。严格的重复训练对学生来说具有实用价值的，起码培养了学生对辞格的敏感性，但是也可能造成他们使用过度。

文艺复兴时期修辞学的影响非常之大。唐·阿博特（Don Abbott）称修辞学为“文艺复兴的主题”。他还补充说道，“文艺复兴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这一时期的课程受修辞学支配的程度是惊人的”（1990：95）。很多当时的人文主义者努力面向广大的公众传播自己的知识成果。在伊拉斯谟和维夫斯（Juan Luis Vives）等人的积极努力下，修辞学在学校课程中确立了稳固的地位，从而使每位受教育的公民都能运用修辞学知识。


5.2.2　本土修辞学的蓬勃发展

文艺复兴时期，研究辞格运用方法不仅局限于拉丁语中，在本土语言中的研究也得到了推广。文艺复兴初期的知识解放运动同拉丁语密切相关，然而对交际的关注很快超越了拉丁语，开始与民族语言的发展相适应。实际上，早在中世纪后期就开始了将修辞文本翻译到本土语言中的现象，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文艺复兴时期并获得更突出的发展。

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本土著作已经不再仅仅是直接的翻译，但还都是希腊和拉丁文本的派生。这些翻译、解释、节录等从某种程度上满足了那些不懂拉丁语的人们想要了解古典修辞传统的要求。因此不具有什么创新性的翻译文本满足了这一要求。其后，本土的学者已经不再局限于翻译，而是开始积极参与到修辞学知识的构建中去。考克斯（Leonard Cox）的《修辞学原理》（The Art or Craft of Rhetoryke）一书是第一本明确论述修辞学的英文著作。虽然该书覆盖面较窄、创新性不足，但它延续了西塞罗的修辞学传统，集中讨论了觅材取材。然而，在用英语写作的修辞学著作方面，它却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考克斯之后，理查德·谢里（Richard Sherry）的《论比喻辞格和结构辞格》（A Treatise of Schemes and Tropes）只讨论了文体风格。直到1553年，第一本完整的西塞罗式的修辞学著作得以出版——《论修辞艺术》（The Arte of Rhetorique），该书的作者托马斯·威尔逊（Thomas Wilson）虽然深受古典和欧洲大陆权威的影响，却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自己不同于传统的独特之处。在英国都铎王朝（Tudor Dynasty，1485—1603），尽管该书最初是给自学修辞的人用的，但却被作为课本广泛使用。正如乔治·肯尼迪（George A.Kennedy）所说，“这类作品的创作表明一些英国校长首次认识到训练学生的英语写作和赏析能力的必要性”（1999：237）。在西塞罗修辞学的框架下，威尔逊巧妙地将修辞学英语化，同时又确保了古典修辞传统将会持续对英语语言的发展产生影响。

15、16世纪，尽管在欧洲大陆，修辞遭到阿格里科拉和拉米斯的批评，同一时期的英格兰却为修辞兴趣的增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修辞学在英国大受欢迎，涌现了大量沿用西塞罗修辞学并将修辞艺术看做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作品，如理查德·赖诺尔德（Richard Reinolde）的《修辞学基础》（A Booke Called the Foundation of Rhetoric）和罗杰·阿斯坎（Roger Ascham）的《学校校长》（The Scholemaster）。16世纪后期，又诞生了两部修辞学著作，加布里埃尔·哈维（Gabriel Harvey）的《修辞者》（Rhetor）和亨利·皮查姆（Henry Peacham）的《雄辩之园》（The Garden of Eloquence）。前者受拉米斯的影响，而后者则是关于英国散文风格的发展。


5.2.3　妇女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修辞学

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学、数学、哲学、历史、修辞学等各学科都得到长足的发展，许多大师都是以博学多才而著称。但是，这些领域都排斥女性的参与。虽然人文主义也提倡城市市民和贵族的女儿应具有良好的教育，但是，女性却不能进入公立学校学习，只能接受家庭教师的指导或是进入修道院学习。她们学习的内容以基督教美德和道德伦理为主以便为以后的婚姻作准备或者献身教会服务。公立学校中所教的阅读、写作、算术和数学都与女性无缘。人文主义者认为数学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最好礼物，也是智慧的根源。如此重要的知识却排除了女性的学习，使女性从文艺复兴的主流中隐退。

不过文艺复兴时期妇女所享有的受教育机会要大大超出此前西方历史上任何时候。一些有机会学习修辞学的妇女积极提倡妇女接受教育。一些男作家，如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维夫斯（Juan Luis Vives）也提倡妇女受教育。在15世纪的意大利，接受人文主义教育的妇女不仅在希腊和拉丁文学方面造诣非凡，而且精通当时的科学知识。伊索塔·诺加罗拉（Isotta Nogarola）、基尼弗拉·诺加罗拉（Ginevra Nogarola）、卡桑德拉·费德尔（Cassandra Fedele）、劳拉·瑟瑞特（LauraCerete）就是其中的四位。她们的生活经历非常相似：年轻的时候都在家庭教师的指导下接受人文主义教育，都与名声显赫的男性人文主义学者保持交流，时常收到对方充满赞扬之词的回信，这在当时被认为是进入知识界的常用方法，她们的名气因而大增并受到了人们的尊重。不过当这些女性结婚之后，她们的公共学术生活通常就此中断了。少数人像费德尔一样，只有在丈夫去世之后，才可能继续其学术生活。事实上基尼弗拉·诺加罗拉婚后就停止了一切学术活动。伊索塔·诺加罗拉想要摆脱命运的安排，由于婚姻将会大大限制其学习世俗文学的自由，她拒绝结婚，像隐士一样把自己封闭在家里。由此我们看到女性的教育也朝着有意将女性限制在家庭和私人空间的方向发展。男性学者对她们的反应也表明了妇女只有在年轻的时候，才得到重视，因为那时她们还不足以对成熟男性造成威胁，而一旦她们日渐成熟，年龄和社会环境似乎都要求她们取得与男学者同等的地位，各种各样的挫折就接踵而来了。

女性人文主义者对修辞的运用常常与莫德斯塔·坡柔（Modesta Pozzo）的《女性的价值》（The Worth of Women）一书中描写的很相似。该书批判了男性撰写的厌恶女性的著作，维护了女性的尊严。她参与克里斯丁·皮桑（Christine de Pizan）所发起的传统女性问题的辩论（querelle des femmes）。费德尔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对男性批评和不贞洁的攻击进行反击。她在帕多瓦大学（Padua University）向师生发表关于人文知识价值的演说。在另一个演说中，她认为人文研究对女性没有任何实用功能，对女性来说人文研究不过让她们私下里获得愉悦。

劳拉·切蕾塔（Laura Cereta，1469—1499）来自并非贵族却非常出名的布雷西亚家族，父亲给她提供了良好的人文主义教育，直到她15岁结婚时才中断学习。她当时给意大利的包括费德尔在内的人文主义者写信，与她所居住地区的人文主义学者建立了学术友谊。1488年，在丈夫去世的两年后，她试图传播其拉丁文书信稿来扩大自己的知名度。在信中，她提倡女性接受正统的教育，警告女性不要为外在的美貌和男人的奉承所迷惑。她发表大量的演说，也撰写了大量的书信，以此来证实自己的能力。她的举动不但招致了男性激烈的批评，而且更多的批评来自同性。作为回应，切蕾塔坚持为女性获取知识的能力辩护，并宣扬书本学习对女性的好处。后来她投身于宗教研究，直到她30岁时去世。

克里斯丁·皮桑（Christine de Pizan，1364—1430）是15世纪早期欧洲一位具有非凡修辞才能的女性，她被称做“欧洲第一位职业女作家”（Herrick，2005：154）。皮桑的一生和她同时代的妇女相比是截然不同的。她的父亲托马斯·皮桑是法国国王查理五世的占星家，因此使她有机会阅读各种书籍和结交有才华的人士。在广泛的阅读过程中，她不但接触到古典修辞学知识，同时也自学了很多语言，包括法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她勤奋多产，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创作了41部为后世所传诵的作品，作品多数和政治、道德、宗教以及女权主义有关。她尤其为女性的不平等地位呐喊抗争，被视为西方第一位女权主义者。她利用自己的名气来改变人们对女性普遍流行的看法，这在那个时代是少有的。她第一个勇敢地站出来反对那些厌恶、轻视女性的人，在一直是男性争吵不休的文学领域里发出了女性的声音。她将语言看做是女性提升自己的关键所在，号召女性“去发现人生的意义，实现自身的价值”。她的著作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是她用本土语言法语而不是拉丁语来写作。《妇女之城》（The Book of the City of Ladies）是她最畅销的著作，被后人称做是研究女性主义的奠基之作。该书出版于1405年，先后18次再版，还被翻译成荷兰语和葡萄牙语等。她直言不讳地为妇女辩护，反对女性“天然”低劣的观点，而且专门讨论了历史和神话中所记载的杰出女性的“天然”优越性。

玛格莉特·卡文迪什（Magaret Cavendish）生于1623年，是文艺复兴后期最有魅力也最具争议的女性人文主义者。她最初对写作很感兴趣，少女时代就开始著书立说。17世纪40年代和其他几位保皇党人被流放到法国。50年代她回到英国，继续她的写作。身为女性，她早期的著作被认为不成熟而遭到摒弃。事实上，她是第一个为了出版自己著作而写作的英国女作家。她很清楚地意识到女性在为公众写作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障碍，尤其当她们的写作具有明显的修辞性时。她的大部分著作探讨当时重要的哲学问题。她还写了最早的科幻小说《燃烧的世界》（The Blazing World），构造出一个只有女性生存的星球。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仅有12位女性可以被完全地确认为人文主义者。然而，意大利女性人文主义者明确而公开地表达了自己的论点：女性同样具有书本学习以及整体参与到人类生存状态中的能力。她们的观念通过各种媒介物传播，并且在女权主义的潮流中继续发挥着作用。尽管文艺复兴时期不断有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正如修辞史学家乔治·肯尼迪所说的，在这一时期“没有出现任何女性所写的修辞学著作”（Kennedy，1980：230）。由于是修辞理论而不是修辞实践决定一个社会是如何理解修辞的，而妇女被排斥于修辞理论领域之外，这就使得她们无法参与到修辞学科的构建中来。尽管如此，由于女性的声音开始在知识界响起，打破了长期由男性主导的世界，因而无论是对文艺复兴运动本身的意义来说，还是在推动修辞实践朝更具对话性方面发展来说，这些女性所起的作用都是不可低估的。


5.3　修辞学与意大利人文主义


5.3.1　人文主义的兴起

从11世纪末到13世纪，随着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和商业的逐渐活跃，开始重新出现手工业和商业中心的城市。随着城市的发展，西欧与其他地区的来往开始增多，人们的思想眼界也比以前开阔了。政治上的稳定使人民的生活质量有了提高，人口骤增。大大小小的城市和城镇突然像蘑菇般的冒了出来，发展成为商业的中心。手工业行会初具雏形，手工业制品的质量有了提高，流通速度加快。到14世纪，城市工商业中心在意大利北部和法兰西北部发展起来。

人文主义发端于14世纪意大利北部，这里相比其他地方来说较为安定。意大利北部的城镇，远离中世纪后期的战乱，自从罗马时代以来就一直保持着繁荣的景象，人口也不断增长，在中世纪它们成为贸易和学术的中心，帕多瓦（Padua）以医学闻名，博洛尼亚（Bologna）以法学闻名。名义上它们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13世纪后期这种状况被中断。罗马教会内部的纷争不断，权力逐渐分散。虽然意大利城市也都遭到了黑死病的侵袭，不过它们却抓住了这一政治机会发展成为更独立、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城市，成为培养律师、公证人等修辞人才的基地，延续了其深厚的公众演说的修辞学传统。

文艺复兴的实质是人文主义运动。对许多当代的学者来说，人文主义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发展定下了基调。在中世纪期间，上帝是一切事物的出发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则以人为出发点。文艺复兴带来了一种根本不同的对世界的新理解。“人文主义”（humanism）一词起源于拉丁语的“人文学”（studia humanitatis），指与神学相区别的那些人文学科，包括文法、修辞学、历史学、诗艺、道德哲学等。到了19世纪，人们开始使用“人文主义”一词来概括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者对古代文化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以及他们以人为中心的新世界观。人文主义者将原来对神性和对造物主创造力的崇拜和敬畏转移到对人性和人类自身创造力的肯定和赞美。人文主义反对中世纪抬高神、贬低人的观点，肯定人的价值、尊严和高贵；反对中世纪神学主张的禁欲主义和来世观念，要求人生的享乐和个性的解放，肯定现世生活的意义；反对封建等级观念，主张人的自然平等。人文主义思潮极大地推动了西欧各国文化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

与中世纪神学家不同，人文主义者这一新型的知识群体虽然仍对基督教保持着虔诚的宗教信仰，但他们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具有强烈的积极入世精神。他们或积极服务于王公、君主、教皇或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政权，或致力于文化、学术活动，不少人集此两种活动于一身。正是在广泛多向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他们逐渐培植起独立自主的个性与开拓进取的精神，体悟到了其应担当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他们在欢呼“黑暗时代”或“野蛮时代”退隐的同时，积极行动起来，为即将到来的“新时代”而奔走呼号，鸣锣开道。在创造新文化的活动中，人文主义者十分注重对传统思想资源的发掘与利用。当时的欧洲存在着两种思想资源：一是在中世纪一度被湮没的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传统，再就是希伯来—基督教的神学文化传统。人文主义者对这两种传统不是简单的模仿与因袭，而是根据现实的需要对之作以解析、选择与过滤，批判地借鉴或吸纳其中有利于观念更新、思想启蒙的内涵。一方面，他们鼓吹“复古求解放”，热衷于搜集与研习古典文化名人的书籍、手稿与艺术作品，吸取希腊文化中的某些人文意识、民主观念与科学精神来批判封建等级制度与特权观念，抵制教会的蒙昧、禁欲说教与经院哲学的僵化空疏的学风，阐扬罗马法中的财产与契约观念来否定教、俗封建主的掠夺与剥削，褒扬罗马帝国的统一与辉煌来针砭国家的分裂割据与政治动荡，援引罗马的修辞学风格来强化其作品的感染力。另一方面，人文主义者也积极地从基督教神学传统中吸收营养。他们借助造物主上帝的神圣权威来对抗中世纪教廷的神权，发掘原始基督教的“纯洁伦理”与平等精神来抨击教会的腐败堕落，鞭挞森严的教阶制度的烦琐的宗教仪式，重新翻译、考订《圣经》来否定教廷钦定经典版本的权威，进而否定教会对经典解释权的垄断。正是在对这两种文化传统的批判借鉴中，人文主义者推翻了中世纪神权与封建制度的权威，并将新文化的创造聚焦与落实到对人的伟大与尊严、人的价值与力量、人的自由、平等权利与世俗欲求的大力阐扬上，由此而酝酿出“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思潮。人文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将欧洲从一个思想观念僵化教条，文化艺术领域日渐单调灰暗，社会生活严重丧失生机的宗教秩序中解脱出来，催生了多姿多彩的现代西方文明”（刘亚猛，2008：192）。


5.3.2　人文主义者与修辞学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把修辞研究看做是理解文明的起源和繁荣的基础，将修辞看做是自我提升和社会进步的途径。对许多当代的学者来说，人文主义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发展定下了基调，由于人们重新认识到古希腊文化的人文价值，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修辞学也获得了新生。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这一时期的修辞学一样，其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彼得拉克（Petrarch）这位当时名声显赫的人物。整整一个时代的意大利知识分子从彼得拉克那里获得了西塞罗式的将雄辩、智慧、修辞和哲学完美结合的公众形象。人文主义者古典知识的日益增加使他们更好地适应了城市对扩大修辞职责的要求，即通过劝说来获得公众的认同和营造和谐氛围。人文主义者不仅酷爱古典修辞学，他们同时也注重实用性，大多从事律师、书写员、秘书等与公共事务密切相关的职业。在意大利，卡卢西奥·撒卢塔尼（Coluccio Salutati）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司法官；在英格兰，托马斯·威尔逊（Thomas Wilson）被指派为国务秘书；在法国，尼古拉斯·考西努斯（Nicolaus Caussinus）被委任的职位相当于国王顾问和忏悔神父。

早期的人文主义者要推撒卢塔尼，他曾在1375—1406年间担任佛罗伦萨共和国大臣。他的身边聚集了一群年轻的学者，包括列奥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波基奥·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和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这些人都是佛罗伦萨职业修辞家，为罗马教皇的行政管理机构服务，他们无疑都接受了先进的人文主义知识，偶尔执教于意大利的大学。波基奥重新发现了很多古典文本，包括他于1416年在圣·高尔修道院（Abbey of St.Gall）发现的从古典时期以来所知的昆提利安完整的著作副本。他认为，西塞罗风格的拉丁语是最完美的表达现实的语言工具，所以，他以古典修辞方法来对他所利用的资料进行改造和修饰。而且，他遵照西塞罗的原则，对个人心理给予了特别关注，常常用古代演讲和对话的方式来对动机和政策进行解释。

继撒卢塔尼之后布鲁尼担任佛罗伦萨司法官，他以历史研究，如他撰写的佛罗伦萨历史和文本研究闻名。作为通晓希腊文的早期人文主义者，他将亚里士多德的一些著作翻译成拉丁文，按照他所宣称的，这位哲学家的雄辩以及他对修辞学的热爱在翻译版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另一位献身于保存古代传统文化事业的学者是罗伦佐·瓦拉。他曾将很多希腊文的古典文本翻译成拉丁文，并通过比较拉丁文版和希腊文版圣经，发起了对《新约》的研究，他还将柏拉图的对话翻译成拉丁文。瓦拉对修辞学的极大兴趣促使他对古典源头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人文主义者强调个人在智力和政治活动中的表现，他们认为历史是个体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在发挥自己才能中创造出来的。个人作为表现这一观念使得人文主义学术界增添了美学色彩，大大吸引了贵族的利益。15世纪少数大家族掌控城邦的权力，如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这一观念对进行公共服务的人文主义者来说变得日益重要起来。曾经在城邦中享有一些政治权力的西塞罗式的公众人物，在这种情况下被宫廷侍臣所代替。在公开场合他们不得不听从统治者，并在幕后施加政治影响，“他们在公开场合对统治者毕恭毕敬，而在幕后施加政治影响”，结果“这种秘密的权力施加方式使修辞学具有了掩饰而不是表现的特点”（Bizzell ＆ Herzberg，1990：468）。这种权力实施的隐蔽性助长了对修辞的掩饰，就像卡斯蒂利奥内颇具影响的礼仪著作《侍臣论》中所描述的一样。后来由于政治条件的改变以及大规模的君主体制在欧洲盛极一时，修辞学在政治上逐渐失去了其重要性，其认识功能也渐渐消失，“本是产生社会舆论的手段的修辞学渐渐沦为语体文体学，用极为肤浅的华丽装饰对人们进行迷惑甚至欺骗”（同上：464）。


5.3.3　古典修辞学的重新发现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认为，中世纪的修辞观念被扭曲了，因为中世纪的修辞学家对古典时期大量的修辞学文献并不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猎书者们”系统地寻找自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流失的或并不完整的修辞文稿。同时，对言语的兴趣，尤其是公众演讲的兴趣推动了对古典修辞学的深入研究，也引发人们进一步思考劝说性演讲在人类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在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这一时期，古典修辞传统在欧洲教育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意大利北部和其他人文主义研究中心智力活动的主流是对希腊和罗马作家的研究。文艺复兴的很多修辞学家穿越中世纪的历史，将目光聚集到雅典，尤其是罗马，希望能够重新发现完整的古典修辞传统。

古典修辞传统的重新发现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发现古典修辞学的手稿，从14世纪后期开始，一系列的发现逐渐展示了古典修辞学的原貌，如彼得拉克整理西塞罗和他同阿提库斯（Atticus）之间的书信，1421年吉拉都·兰德里阿尼（Gerardo Landdriani）整理了西塞罗的著作《论演说家》，1416年坡吉欧·布拉修利尼（Poggio Bracciolini）发现了昆提利安的《演说大全》；第二阶段是在印刷机发明之后拉丁文和希腊文手稿得以在欧洲传播，如西塞罗的《论演说家》就曾先后在苏比亚克（Subiaco）（1465）、罗马（1468）、威尼斯（1470）、那不勒斯（Naples）（1475）、米兰（1477）等地出版；第三个阶段是典籍被翻译成本土语言，从而使不懂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读者也能够使用，如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就先后被翻译成拉丁语、意大利语等；第四个阶段是通过注解和评论对典籍进行解释，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西塞罗修辞著作的评注，而这些评注也越来越复杂和博学（Miller，2006：697）。

文艺复兴时的修辞学家最初都是人文主义学者，他们的首要任务是重新发现流失已久的文本。但是除了进行文本考古之外，他们认为搞清楚这一重新发现的宝库的来历并对其正确理解是同等重要的。因而出现了针对亚里士多德、西塞罗、赫尔玛格斯和昆提利安典范的评论性版本，常常附有学术性的解释和评论。当这些学者开始书写他们自己的修辞学著作时，常常竭力仿效古人的做法，通过大量提及典籍并选用同时代的权威以显示自己的博学。昆提利安的《演说大全》和西塞罗的《论演说家》这两本著作的重新发现，大大拓宽了对古典修辞学的理解。西塞罗在中世纪就颇有影响力，当时他的声望主要是通过《论觅材取材》和《古罗马修辞术》建立起来的，不过在文艺复兴时期西塞罗的形象完全改变了，他不但是修辞学理论作品的创作者而且是作为律师和政治家的修辞实践家，集思想与实践为一体。当罗马演说家成为理论和实践的仲裁者，西塞罗的权威地位进一步提高。西塞罗认为修辞是一种力量，一种具有创造并维持人类在政治共同体中生活的或然性力量。他认为，已被认可的智慧需要不断被质疑，只有这样修辞学才有可能会进一步发展。他的这一信念受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热烈拥护。在文艺复兴时期，古罗马的言说艺术被推崇为修辞的典范和发展高峰，西赛罗成为最受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推崇的榜样。

伴随着罗马修辞学的重现，修辞学希腊传统的复兴始于拜占庭时代。罗马帝国一分为二，拉丁语的地位日趋上升，这些都表明希腊文稿还不为中世纪的修辞学家所知晓。14世纪，意大利人向希腊学习的意愿使得罗马天主教和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的沟通重新恢复，君士坦丁堡也以保存古希腊文化而闻名于西方。1397年，希腊学者曼纽尔·克里索洛拉（Manuel Chrysoloras）应邀至佛罗伦萨演讲，就是从这个时间点起，古典希腊文化在西方开始得到认真且广泛的研究。在希腊思想被介绍到西方修辞学的过程当中，贡献最大的当属乔治·特拉布宗（George of Trebizond）。

特拉布宗是来自拜占庭的移民，他于1416年来到威尼斯，在人文主义贵族弗兰西斯科·芭芭罗（Francesco Barbaro）的图书馆工作。1426年，他的《论演讲的美妙》（On the Sweetness of Speaking）一书让西方了解了后诡辩派繁荣时期的希腊修辞学家赫尔玛格斯（Hermogenes）的文体学思想。他还将先前西方知之甚少的很多古典作品和基督教作品，包括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从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1440年，特拉布宗写了《辩证法入门》（Introduction to Dialectic）一书，这是第一本将逻辑从属于修辞学的人文主义逻辑学作品。在特拉布宗时代，意大利人的希腊语水平已经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如柏拉图的作品被马尔西利奥·菲齐诺（Marsilio Ficino）完整地翻译成拉丁文。

特拉布宗对后世的修辞学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的著作为文艺复兴后期修辞学著作开了先河，因为此后的修辞学著作中希腊修辞学的比重超过了罗马修辞理论。到15世纪末，人文主义者确立了更为复杂的修辞学的观点，与古典理论的联系也大大加强，这无疑使他们超越了中世纪的先驱们。


5.4　文艺复兴时期的三大修辞学流派

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修辞学大体可以分为三大流派，即传统派、拉米斯派和辞格手段派，但这三个学派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之间也互有重叠，如各个学派都或多或少地继承了古典修辞学传统。


5.4.1　传统派

传统派又称西塞罗派，因为该派继承了古典修辞学传统，将“五艺说”（觅材取材、布局谋篇、文体风格、演讲、记忆）作为其研究内容。这类修辞学手册常以西塞罗的修辞学著作和昆提利安的《演说大全》为范本，旨在展现修辞学的全貌，因而常常是卷帙浩繁，包含很多注解、评论、详细的目录、名称和主题索引。

特拉布宗是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个创作这样大部头修辞学著作的学者。1433年他写的《修辞学五书》，是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个沿用古典五分法的修辞学著作，很快就成为与西塞罗和昆提利安齐名的古典类作品。在这本书中，他向读者呈现了修辞学的概要，将修辞学中的希腊和罗马传统融合起来。

英格兰人伦纳德·考克斯（Leonard Cox）是雷丁一所学校的校长，他用英文编写了《修辞技艺》（The Art or Craft of Rhetoryke），该书集中讨论了如何进行修辞发明，因为考克斯认为这是修辞五艺之首，也是最难以掌握的部分。他在书中声明该书的出版目的是向那些从事法律、外交、布道等行业的读者传授“正确、悦耳、富有说服力的修辞艺术”，使他们明白怎样才能“以受众听起来最在理、最容易接受的方式”交谈。至于修辞在法律、治国和教会仪式以及很多其他场合的应用则可以在托马斯·威尔逊（Thomas Wilson）的《修辞学艺术》（The Arte of Rhetorique）中找到详细的论述。该本被认为是“伊丽莎白时代最畅销的书”一共有八个不同的版本。书中探讨了如何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下运用修辞，并列举实例来阐述古典修辞确立的各种原则和原理。托马斯·发纳比（Thomas Farnaby）的《修辞学索引》（A Rhetorical Index，Apt for Schools and the Instruction of Those of Tender Age）正如其名称所显示的，是一本适用于学校的教科书。它将内容按照系统的分类编排，方便记忆。此外，作者添加的无数旁注更加显示了其渊博的知识。


5.4.2　拉米斯派

对修辞学古典概念的全面理解为文艺复兴时期修辞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使得修辞学不仅更忠于其过去也为现时社会所用。最早同时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修辞改革家可能要数改革修辞学和辩证法关系的阿格里科拉（Rudolphus Agricola）。人文主义者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波提伊乌逻辑深恶痛绝，因为两者将修辞学从属于逻辑，而阿格里科拉和他的追随者们试图要重新安排两者的关系。在他的《论辩证发明》（De inventione dialectica，1515）一书中，阿格里科拉提出了一个明显是修辞性的逻辑观。其对辩证法的革新主要是抬高了论题的地位，将它置于范畴之上。论题历来是修辞学和辩证法所讨论的内容，但自阿格里科拉之后，论题越来越多地被局限于后者。

阿格里科拉的弟子拉米斯（Petrus Ramus）是16世纪最知名的改革家。觅材取材和布局谋篇长期以来被看做是辩证法和修辞学的要素，拉米斯认为这样的划分容易引起重复和混淆。他提倡用来解决这一混乱状况的办法看起来很简单，他将觅材取材和布局谋篇划分到辩证法中，而将文体风格和演讲作为修辞学的研究内容保留下来。记忆被完全排除在外。这样，辩证法和修辞学这两种话语艺术，几乎被割裂开来，而这种做法也是与拉米斯对分类的偏爱不无关系的。他将辩证法和修辞继续分成主要的组成部分：文体风格继续划分为比喻辞格和形式辞格，演讲被分为声音和姿态。不过拉米斯的方法并不像它看起来那样均衡，因为拉米斯和他的追随者们对文体风格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演讲的重视，后者常常被忽略。这种划分的必然结果是使文体风格成为拉米斯派修辞学家主要的关注点。拉米斯之后的修辞学论著普遍倾向于探讨文体风格和修饰。拉米斯派的研究集中在文体风格方面，而文体风格又主要体现在修辞格的使用，因此，他们对辞格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拉米斯认为，辞格不是对听众情感的激发，而是作者心理的展现。对风格的强调使拉米斯派更乐于同诗歌联姻，而不愿意关注国家治理能力的培养。修辞作为一门关注辩论、促进重大事务解决的实用话语艺术，基本上在这类著作中鲜有提到。修辞的地位逐渐从支配其他学科的主导学科沦为一门边缘研究，其实际应用范围大大缩小，其传统也受到质疑。


5.4.3　辞格手段派

文艺复兴时期修辞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将修辞学和各种各样的文学形式联系起来。事实上，修辞学和文学在文艺复兴时期不可分离。修辞学为文学提供了充分发展的理论，因而可以被应用到各种文学形式当中。诗歌和散文、戏剧和宣传从根本上都被看作是修辞的。在这样的文学观的影响下，口头演说的传统为何一直保持着它作为主要的文学形式这一点就不足为奇了。

文学和修辞的统一进一步强调了文艺复兴时期修辞学家对文体风格的关注。伊拉斯谟、维夫斯、拉米斯等都曾以不同的形式论证了文体风格是修辞的首要考虑。如果将培养人的雄辩能力作为目标，那么在古典修辞学的五个部分中风格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青睐。文艺复兴时期的修辞学家花了大量的精力确认、命名不同的为演说者和写作者所使用的语言资源。他们沿用了古典传统中的术语，尤其运用修辞格来认识文体风格。辞格自古典时期以来就被看做是可以被识别并分类的对日常语言的艺术性偏离。昆提利安的《演说大全》和《古罗马修辞术》就将辞格包含在内。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追随古典权威，向我们呈现出这些语言运用的详细目录。例如，理查德·谢里（Richard Sherry）的《论结构辞格和比喻辞格》（A Treatise of Schemes and Tropes）、亨利·皮查姆（Henry Peacham）的《雄辩之园》（The Garden of Eloquence）、安杰尔·戴（Angel Day）的《英语秘书学》（The English Secretorie）、乔治·帕特纳姆（George Puttenham）的《英语诗歌艺术》（Arte of English Poesie）等。

辞格手段派这些著作的一个典型特点是列出一长串辞格，并将它们再进行分类。虽然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名称，这些辞格大都分为两类：一类是比喻辞格，一类是形式辞格。在他们看来，比喻辞格常常涉及词语意义的偏离，而形式辞格则是对词语排列顺序的偏离。谢里在他的《论结构辞格和比喻辞格》中，列出了大约180种辞格，对它们意义命名、定义并用例子来说明。不过虽然谢里用英语行文，他所用的术语还都是拉丁语和希腊语中这些辞格的名称。辞格的名称还未成功地翻译到各种本土方言中，古典时期的名称还在继续沿用。

谢里、皮查姆和其他一些人对辞格的偏爱，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敏锐的美学感受力，或是出自他们想要分类的冲动。文艺复兴时期修辞学家之所以强调辞格是因为他们相信辞格的功用。皮查姆曾明确地指出，辞格可以让情感卷入，而劝说本质上就是一个涉及情感的过程。没有了辞格，修辞的效力将会大打折扣。


5.5　文艺复兴时期的修辞学家


5.5.1　弗兰西斯科·彼得拉克

弗兰西斯科·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是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诗人和学者，人文主义的奠基者，早期资产阶级的艺术和道德观的建立与他是分不开的。1304年7月20日，彼得拉克在阿雷佐（Arezzo）出生，他的父亲原是佛罗伦萨的一个律师。1312年举家迁到法国南部当时教廷所在地阿维农（Avignon），因而彼得拉克与教皇等上层分子都有密切联系。早年的这些经历对他的成长至关重要，为他以后的人文主义活动奠定了基础。

和同时代的其他意大利著名学者一样，彼得拉克学习拉丁语法、逻辑入门、修辞和算术。少年时他就喜爱文学、修辞，对古典作品尤其感兴趣，古罗马维吉尔的诗歌、西塞罗的讲演都强烈地吸引着他。作为律师的父亲曾受过良好的修辞学教育，在父亲的影响下，彼得拉克到博洛尼亚学习法律。1320年父亲去世后彼得拉克中断了法律研究，认为那是“出卖正义的艺术”。1330—1347年，他一面参与教廷的一些政治、外交活动，一面不倦地学习文学、创作诗歌，很快就成为家喻户晓的诗人。1341年4月8日，他获得“桂冠诗人”的称号，成为世界上第一位桂冠诗人。1374年7月19日，彼得拉克在一个叫阿克瓦的小村里去世。当人们发现他的遗体时，他的头还埋在维吉尔的手稿中。

年轻的彼得拉克尤其对西塞罗的著作感兴趣，他在晚年写道：“我将全身心投入到对西塞罗的研究中，不论是出于自然的同情还是在对西塞罗崇敬之至的父亲的建议下。”（1963：21）在学习法律期间，他仍然继续阅读西塞罗，学习维吉尔的诗歌。虽然钟情于诗歌写作，但是彼得拉克的影响却主要是通过其书信确立的。他提倡用西塞罗的“好人”（humanitas）观念来代替经院哲学的智力模式，从而使其成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西塞罗认为有成就的人应当在其写作和演讲中将人文艺术、道德哲学和市民职责统一起来。彼得拉克对西塞罗的敬仰正是因为西塞罗是这一理想的体现。1345年彼得拉克发现了大量西塞罗个人书信，他对西塞罗更加崇拜了。对彼得拉克来说，这些信件表明了如何使西塞罗演讲的宏大风格适应私人目的，彼地拉克也相应改变了自己的拉丁文写作风格。相反，从中世纪以来被主要作为法律和公共性体裁的书信，现在可以被用来展示个人的才能，书信体裁不但受到了西塞罗的影响，具备更丰富的表现力而且保留了其政治意义。15世纪，意大利学者们纷纷仿效彼得拉克，一反中世纪书信写作的惯例转而鼓励更为个人化的、更具文学性质的风格。他为“文艺复兴时期书信发展成为最受青睐的最丰富多彩的文学体裁”奠定了基础（Herrick，2005：160）。

通过写作，彼得拉克为复兴古典修辞学特别是西塞罗修辞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像西塞罗一样，彼得拉克关注的是修辞的“说服力”而不是增加“语言的和谐和美感”。彼得拉克和其他早期的人文主义者一样，担心极具劝诱性的修辞“如果不植根于真正的基督教智慧，将会被滥用”。他写道：“只有高贵的灵魂才能发表高贵的演说。”这一论断不由让我们想起了西塞罗将智慧与雄辩结合起来的观点、昆提利安所说的“演讲者必须是谙于演讲的好人”以及奥古斯丁使修辞学服务于上帝的愿望。

彼得拉克不仅乐于接纳罗马修辞典范，而且他将在意大利这个重要的商业城市重建罗马市民生活的辉煌看作是一个指导目标。彼得拉克认为西塞罗的修辞理论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崛起和辉煌的关键所在，他将自己对罗马的怀念转变为教育议程，认为“只有当意大利年轻人受到智慧和雄辩的熏陶才有可能恢复罗马的辉煌”。这种教育方面的修辞转向使得逻辑和科学失去其在大学中的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在罗马古典教育中对道德和修辞的重视。在当时笃信基督教的社会，他试图寻求一种思考、写作和行事的方式来促进个人才能的发挥。

通过对西塞罗重要性的重新认识，彼得拉克努力弘扬古典传统。彼得拉克的贡献在于他使当代作家意识到了自己同古典范式的联系。彼得拉克不是将古典修辞学理论仅仅看做是可以不断被开发演讲技术要领的资源，而是一种突出的势不可挡的艺术和智力成就，让所有试图有所创新的当代作家的努力都显得暗淡。面对这一巨大的挑战，文艺复兴提出确认个体的独立创造能力，同时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分子努力以新方法来理解过去，不仅使其认识论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且他们自己的作品也恰恰反映了这一影响。


5.5.2　罗伦佐·瓦拉

罗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1407—1457）出生于罗马，曾在那不勒斯宮廷任职，当过教廷秘书、修辞学教授。他著有许多语言学、历史学、伦理学著作，强调人享有不容侵犯的尊严，具有伟大的力量。在1440年发表的一部学术性著作中，瓦拉列举大量的事实，揭穿所谓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在4世纪把帝国政权赠送给教会的文件是教会在8世纪伪造的。他进而指出教皇对世俗政权的统治权是完全非法的。在世俗和教会势力之间周期性的对抗中，他偏向王侯而非教皇，他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Donation of Constantine）。该份捏造于公元750年和850年之间的文件，声称君士坦丁大帝改变信仰，将诸多封邑转移给当时的教皇西尔维斯特一世（SylvesterⅠ，314—335）及教皇的继承者，这使得西尔维斯特一世成为基督教会的总主教，有世俗的统治权能管理罗马。他把这项发现写成《论受人误信的伪造〈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Defalso credita et ementita Constantini Donatione declamatio，1440）。瓦拉早先便因批评大学的教会学者，特别是修士的辩证教学方法而受教会当局处罚。但他仍揭露这份伪造文书，持续正面挑战教廷的世俗权力，坚称教廷应该只是宗教机构。为此1444年他被传唤至宗教裁判所，后来因阿尔方索国王的介入才得到解救。在早期的论著《论享乐》中，瓦拉为了抵制各种哲学派别——不论是古代派还是经院派——所宣称的用道德准则代替社会规约而捍卫了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他认为寻求超验体系不仅是对基督教信仰的公然对抗而且也是自身市民义务的逃避。瓦拉将演讲者对合适的时机（kairos），即社会所确定的修辞形势的关注与基督教相统一，并将哲学从属于修辞学。

和许多人文主义者一样，瓦拉认为“说话和演讲是上帝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馈赠”。1479年，他完成了他的大作《论逻辑论证发明》。在这本书中，演说辞的论辩用途而非修辞学家所关注的修饰用法引起了瓦拉的重视。他认为作为一种研究和实践，逻辑论证要比修辞重要，明晰的推理和有效的教授应当成为逻辑论辩的目标。在书中他探讨了各种不同形式的论辩，似乎对文体一点都不感兴趣。他将一直受到推崇的西塞罗的智慧和雄辩的统一一分为二，将雄辩缩减为修饰，并将其随随便便地移交给了修辞学。逻辑论证以明显的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对演讲的内容置之不理。他的修辞理论强调对论据的发明和评估，他对复兴论题的研究很感兴趣，同时对情感诉诸的讨论比标准修辞课本更为详尽。

瓦拉曾将很多希腊文的古典文本翻译成拉丁文，并通过比较拉丁文版和希腊文版圣经，发起了对《新约》的研究，他还将柏拉图的对话翻译成拉丁文。瓦拉对修辞学的极大兴趣促使他对古典源头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修辞学在他看来是演说术、雄辩术，是他虔诚的基督教信仰。他曾写信给教皇尤金四世（Eugene Ⅳ）说他的人生目标是“取悦于上帝，并通过对演说术的研究来帮助上帝的子民们”（Herrick，2005：152）。瓦拉大力提倡演说术，因为他认为演说术是哲学的统领。哲学家关注的是学术问题，在他们的大学里永无休止地争论着这些问题；而相反演说家运用修辞的目的是积极投身到市民生活中去，推动社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瓦拉把哲学从属于修辞学，这样哲学家关于道德的争论就被普通人的是非观取代。

瓦拉被看做是“人文主义学者当中最具影响力并且影响范围最广的一位”（同上：151）。他的著作《对立论辩》（Dialectical Disputations）和《论拉丁语的优雅》（Elegancies of the Latin Language）批判了经院哲学，提出了基于修辞的人类理解的新方法。在《论拉丁语的优雅》一书中，他试图重新恢复拉丁文的古典辉煌。这本书在15、16世纪被广泛阅读，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被称做“晚期人文主义者的圣经”。瓦拉的著作对他生活时代的教育实践影响巨大，其核心内容是将修辞学看做是教育的真正基础。


5.5.3　鲁道尔菲斯·阿格里科拉

鲁道尔菲斯·阿格里科拉（Rudolphus Agricola，1443—1285）是荷兰学者，不过其拉丁名字更为历史学家所熟知。他最初接受经院哲学家的培训，在意大利学习法律长达十年之久。在这十年中，他开始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意大利人文主义传统对阿格里科拉的影响很大，而他的思想后来也影响了成功改革经院教育最重要科目辩证法的人文主义作家。他十分崇拜彼得拉克，甚至为这位人文主义的奠基人写了自传。在人文主义者的影响下，阿格里科拉的兴趣转向了经典著作，尤其是修辞学和辩证法。

他将希腊雄辩家阿夫索尼乌斯（Aphthonius）的《修辞初阶》翻译成拉丁语。该书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最普遍使用的修辞课本。1479年，阿格里科拉完成了他最具影响力的著作《论辩证发明》（On Dialectical Invention）。虽然该书直到1515年也就是他过世45年之后出版，但却被认为是“自其出版之日起一直到16世纪中期以来逻辑学方面最重要的著作”（Herrick，2005：165）。

阿格里科拉将逻辑与修辞割裂开来，从而给予作为发明的逻辑论证以高度重视。这显然不同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将逻辑附属于修辞作为修辞发明一部分的做法。他认为辩证法的地位要高于作为理论研究和实践的修辞学，清晰的论证和有效的传授才应当是辩证法的终极目标。他痛斥经院学派所崇尚的亚里士多德逻辑理论的同时，提倡将辩证法——而不是修辞学——树立为话语理论领域的权威学科。在《论辩证发明》这本书中，阿格里科拉所呈现的辩证法深受修辞学的影响。虽然他讨论了很多类型的论辩，但他所感兴趣的并不是从属于修辞学的文体要素。辩证法才是更重要的领域，因为阿格里科拉认为它可以帮助形成在任何问题上能令人信服的演讲。他的辩证法涉及或然性的论据，吸收了修辞发明和布局谋篇的很多内容。阿格里科拉不重视文体修辞，不过却将其与使受众愉悦或在情绪上激发受众联系起来，这些功能显然从属于教育受众和促使他们正确行事的功能。显然，阿格里科拉的做法割裂了倍受尊崇的古典大师西塞罗所说的智慧和雄辩的结合，因为他将雄辩缩减为对语言的装饰。

阿格里科拉著作通篇的语气表明其目标读者群是教师，而不是律师或政客。他的修辞理论强调觅材取材和论据的确定，他对重新恢复论题的研究尤其感兴趣。当代学者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同时在北欧，他的影响也是广泛而深远的。他影响了很多杰出的学者，如伊拉斯谟、维夫斯和拉米斯等。这些都与他将修辞学与教学方法联系起来不无关系。他的读者可以运用他的发明方法和布局谋篇来生产与场合相适宜的论据。


5.5.4　朱安·路易斯·维夫斯

朱安·路易斯·维夫斯（Juan Luis Vives，1492—1540）是16世纪最重要的人文主义者之一，和伊拉斯谟以及法国的布迪并称欧洲人文主义的三杰。他出生于西班牙港口城市瓦伦西亚（Valencia）的一个贵族家庭。童年和少年时期在母亲的指导下受严格的传统家庭教育，后来在本地大学受经院主义教育，成为经院哲学的狂热信徒。17岁时，出于对宗教法庭的恐惧，他毅然离开自己的故乡来到巴黎。在巴黎大学学习的三年期间，维夫斯对经院哲学深表厌恶，同时由于阅读伊拉斯谟的著作他改信人文主义。1512年因不满经院主义的教育，维夫斯迁居比利时的布鲁日（Bruges）。后来又到当时法国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潮的中心弗朗德，在卢万大学学习和讲学。在卢万他认识了伊拉斯谟，两人一见如故，最终成为伊拉斯谟的朋友和弟子，从他那里大量吸收人文主义精神，为其日后形成的“宏大的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Herrick，2005：163）。维夫斯在编辑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时结识了英王亨利八世。1523年应亨利八世之邀，赴英任玛丽公主（Princess Mary）的导师，并在牛津大学任希腊文和拉丁文教授，还讲授哲学。在英国期间，他与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结为挚友。他为他的学生写了《论女孩教育的正确方法》（On the Right Method of Instruction for Girls）和《论基督教妇女教育》（On the Education of a Christian Woman）。这是16世纪最早的、最著名的教育著作。1524年他写了《智慧入门》，这是一本道德箴言集，曾经一直是英国学校的教科书。1526年写了《救济贫困》，这篇论文对西欧公民慈善团体在对待贫困问题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1528年，维夫斯因反对英国国王对西班牙阿拉贡（Aragon）地区的政策、赞同加德琳的离婚诉讼而被解除宫廷职务，被迫离开英国。之后，他到了布鲁日，成为当时西班牙殖民地学术团体的领袖，他猛烈地抨击了经院主义及其对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崇拜。布鲁日仿佛成了维夫斯灵感的源泉，他于此时结了婚，撰写了大量的教育和心理方面的著作。他1531年写的《论教育》（De Disciplinis）是一部自成体系的基督教教育学巨著。1540年5月6日，维夫斯卒于布鲁日，终年48岁。

像公元1世纪罗马的昆提利安一样，维夫斯对修辞教育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他还将很多其他学科纳入课程设置中。他的一生致力于将修辞确立为学校的课程之一，以便使它成为所有受教育公民的一种基本素养。他的两部著作《论教育》（De Disciplinis）和《修辞学》（Rhetoricae）旨在为学生提供从母亲最初的教育一直到高级阶段的修辞教育。虽然他声称要摆脱古典传统，发现符合时代需求的修辞学，但他显然深受西塞罗和伊索克拉底的影响。不过，维夫斯将修辞与论辩区分开来，认为修辞主要是文体风格的范畴。维夫斯是第一个坚持阿格里科拉的辩证法改革、提出要恢复修辞学地位的学者。他深刻地揭露了经院哲学的弊端，提倡新的哲学方法。在他看来，经院哲学的学科及其理论依据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根本缺陷，在于以无根基的一般概念为先决条件，然后进行枯燥的推理。他认为枯燥的推理是没有用的，知识的价值在于能“有助于良好的公共生活”。经院哲学的方法是导致学术腐化的根本原因。在他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论教育》中，维夫斯严厉抨击经院哲学，认为其内容贫乏，腐蚀了所有学科。尽管他崇拜西塞罗，但他拒绝接受古典修辞学概念，认为它太累赘，不相关。他认为只有文体风格才是修辞学所独有的。西塞罗体系的其他部分在各种艺术形式中都很有用，而不能作为修辞学的独特性质。发明存在于很多艺术中，但是在辩证法中对发明的研究是最充分的。维夫斯所提出的不同于西塞罗的五分法体系修辞强调对问题进行系统而细致的调查。


5.5.5　彼得·拉米斯

拉米斯（Petrus Ramus，1515—1572）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八岁开始学习拉丁语，父母对他寄予厚望。12岁时，他到巴黎大学学习，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学业。1536年拉米斯获得了硕士学位。在他还是学生的时候，他曾听过德国学者约翰·斯特（Johanne Stur）关于阿格里科拉《论辩证发明》一书的讲座。获得学位之后，拉米斯开始在大学的各个学院里教授辩证法和修辞学。1534年他发表了两本在当时反响很大且引发很多争议的著作——《亚里士多德指摘》（Aristotelicae ammadversiones）和《辩证结构》（Dialecticae Partitiones）。这两本书不仅声讨了从12世纪起开始在巴黎大学运用的论辩方法，而且提出取而代之以拉米斯的方法。巴黎大学三位教授向查尔斯一世上书，要求禁止拉米斯继续教授这两本书，并获得了国王的批准。可是在谴责声中拉米斯却更加坚定了推广自己观点的决心。在与其他教授的几次公开冲突中，拉米斯努力为自己申辩。从1543年到1549年，拉米斯和他的合作者先后出版8部著作，逐渐使自己的观点被人们所接受。

1547年亨利二世当上国王，在拉米斯先前大学同学的调解下，拉米斯著作的禁令被解除。从此以后，拉米斯的事业蒸蒸日上。1551年他被委任为巴黎大学的钦定教授，继续大量出版著作，其中包括早期具有争议性的著作的几次修改版本，这些书的法语翻译版，拉丁语、希腊语和法语语法书以及关于西塞罗演说的研究，等等。他继续与其他教授作斗争。1565年，拉米斯被任命为钦定教授的系主任，这些教授后来组建了法兰西学院。1561年，拉米斯成为清教徒。当时法国的宗教暴力事件日益增多，不过有段时间拉米斯被几位高官朋友庇护。美第奇家族的罗马天主教徒凯瑟琳摄政后，这种保护就很微弱了。1572年凯瑟琳下令对清教徒进行大屠杀，史称圣巴多罗买大屠杀（Sain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而拉米斯就是受害人之一。

拉米斯是一位充满文艺复兴时期批判精神的人文主义者，16世纪最著名的修辞学改革家。他长期讲授修辞学，但与其他那些谴责经院哲学家的人文学者不同的是，拉米斯也著书立说攻击西塞罗和昆提利安的传统修辞思想。和维夫斯一样，拉米斯竭力反对经院哲学逻辑和古典修辞学观念。拉米斯在16世纪中叶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西方话语和修辞传统的三大权威：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昆提利安，指责他们混淆了辩证法和修辞学。在他的《逻辑论证的基本原理》（Dialecticae Institutions）和后来与奥玛·塔隆（Omer Talon）合作出版的著作中，他开始大刀阔斧地纠正这一错误的认识。拉米斯认为思维和言辞是人类截然不同的两种禀赋，修辞与思想的生成和意义的构筑无涉，其作用仅局限于通过对非修辞途径产生的观念加以修饰，以便更准确、生动、有力地表达它们。他提倡严格区分思维的艺术和言说的艺术，认为文体和表达才是修辞正当的研究对象。尽管他的书在巴黎引起了激烈的争议，有时甚至受到政治制裁，但他的著作不断再版，他的修辞观，即将修辞仅看作是文体的观点越来越盛行并且一直延续到18世纪。

拉米斯的思想是对这一时期诞生的经院哲学最有力的抨击。在欧洲经院哲学重镇巴黎大学，拉米斯发起的攻击也就更富有戏剧性。他认为经院哲学的说理方式过于烦琐，倡导运用他自己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不仅明晰而且在完成经院哲学的目标——表述现实方面更加有效。早期的人文主义学者谨慎地将中世纪知识界与他们所宣称的中世纪曲解的古典作者割裂开来，而拉米斯希望能够摆脱一切权威的束缚，无论是古典时期的还是中世纪的。拉米斯是第一个既用拉丁语又用本土语言——法语出版著作的学者。他对古典思想和语言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以至于使人对他究竟该不该被称作人文主义者表示质疑。

拉米斯积极推动哲学与雄辩的联合，但不同于西塞罗式的理想。在《逻辑论证的基本原理》一书中，他把修辞领域的取材觅材和布局谋篇纳入到辩证法中。对他来说，修辞学应该仅仅局限于文体修饰，一种无害的消遣，而平白的文体最适合于严肃的事务。

在当时北欧经院学派大学遵循亚里士多德教育传统下，拉米斯却极力推崇其他方法，反对引用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等权威人物。同时他也怀疑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修辞论述的价值。尽管他曾深受昆提利安的影响，但这位伟大的罗马教师也成了拉米斯的攻击对象。他对昆提利安的“杰出的演说家必须是谙于演讲的好人”的观点发难。因为在拉米斯看来，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雄辩的人也可能是坏人这一赤裸的事实，因而它“无用且愚蠢”（Herrick，2005：166）。

拉米斯一直对以修辞学为中心的意大利人文主义保持高度戒备。1514年，也就是拉米斯出生的前一年，荷兰人文主义者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发表《愚蠢颂》（In Praise of Folly）。这本书中作者写道：“语法和修辞成为学术的基础，取代了逻辑论证的位置。”在他之后的拉米斯，在与意大利人文主义代表的古典传统的对抗中，反其道而行之。对拉米斯来说，修辞仅仅是一种词语的修饰，因而丝毫都不重要。正是由于拉米斯巨大的影响和其对修辞学的批评，修辞研究的显赫地位明显下降。但是拉米斯贬低修辞学地位的同时却对西方教育的影响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影响，因为他破坏了理性和语言的关系。理查德·拉娜姆（Richard Lanham）曾写到，拉米斯推进了一种理性可以脱离言语的教育模式从而“将思维与语言割裂开来”（1993：157）。语言成为一种中性的工具，可以用来表达其他学科的发现，而不再被看做是一门出于对其本身的兴趣，任何受教育的人必须掌握的艺术。

拉米斯的改革很快在欧洲传播开来，引起了很大凡响。拉米斯的思想尤其吸引资产阶级清教徒。在清教徒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如德国、斯堪的纳维亚、荷兰、英国等达到全盛。拉米斯思想的魅力，一方面主要归功于他本人作为清教殉道者的威望，另一方面是与他所开创的、按照分类将内容大大简化的逻辑论证方法能有效用于教学中是分不开的。


5.5.6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

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umus，1469—1536）是16世纪初欧洲人文主义运动主要代表人物。1466年10月伊拉斯谟出生于鹿特丹一个神甫家庭。青年时代入修道院，1492年成为神甫。1495年在巴黎深造时开始接触一些人文主义者。1499年伊拉斯谟在英国结识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之后他开始攻读希腊语和研究宗教改革问题。1506年赴意大利，因对教会不满于1509年返回英国后发表《愚人颂》（The Praise of Folly），强烈指责教会和贵族的腐败，嘲笑经院哲学家和僧侣们愚昧无知的空谈。该书从古希腊哲辩师那儿吸取了大量思想观念，对经院哲学的文风进行了辛辣的讽刺。1511—1514年伊拉斯谟在剑桥大学任教。1514年，修道院要求伊拉斯谟回院，经教皇同意，伊拉斯谟保持了对修道院的独立性。1516年发表《希腊语圣经新约批注》（The Annotated New Testament），对当时的宗教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同年回荷兰后，任查理五世顾问，编写教育亲王的教材，还著书指责战争。1521年前往巴塞尔，继续发表著作。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爆发后，伊拉斯谟觉得关于“文学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的美梦破灭了。1524年写了《论自由意志》（De libero arbitrio diatribe sive collatio）并同路德通信，批评路德。1529年宗教改革浪潮席卷巴塞尔时，他来到弗赖堡。1536年回到巴塞尔，同年7月12日逝世。

在丹文特一所与共同兄弟会（Brothers of Common Life）有联系的学校，伊拉斯谟接受人文主义教育，在此期间他与阿格里科拉相识。阿格里科拉曾宣称他的方法有助于培养对宗教的虔诚。伊拉斯谟开始和共同兄弟会的虔敬生活联系起来。伊拉斯谟认为这种宗教生活要优于他所抨击的罗马天主教会的种种弊端，但面对马丁·路德清教徒思想，他是站在教会一边的。

虽然伊拉斯谟是一名僧侣，但他却到过许多地方并且是知名的学者。他对人文主义语言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格言集》（Adagia，1958）被喻为文艺复兴时期“仪范修辞”的代表作。从古典著作中精选3000多条格言，加上他自己的理解、评注与发挥，体现了他的人文主义精神。他最有影响的修辞作品是发表于1511年的《取之不尽：丰富的文体基础》（Copia：Foundations of the Abundant Style）。这本书是伊拉斯谟为按照人文主义教育理念开办的新学校所撰写的一部拉丁文教科书，全书分上下两册，分别讨论了如何在言辞和思想层面实现丰富多变。伊拉斯谟进一步发展了将同一个思想用尽可能多的方法表达出来的修辞学议题，即“在言辞层面修辞者可以通过同义、故意离题，词形变化，隐喻等手段实现丰裕效果；在思想层面则可以通过论点、事例、相关事物，相似事物、对照事物等的叠加、扩张和铺展实现同一目标”（刘亚猛，2008：215）。他还创作了这一时期最完整的关于宗教演说的修辞学课本《布道方法》（Ecclesiastes，1535）。这本书从传播基督教教义这一根本目的出发系统地探讨了整个修辞艺术。虽然该书还受中世纪布道辞写作的纲要式方法影响，但却大大拓宽了宗教修辞的范围。伊拉斯谟遵循奥古斯丁的做法，认为牧师必须试图探索通过文体手段来教授并且打动受众。在该书中伊拉斯谟尽可能地使基督教文风显得气势磅礴并且大范围地将修辞资源用于宗教说教中。然而，文艺复兴时期其他讨论布道的作家，对修辞艺术是否可以被合法地运用到演说中是持有争议的，因为他们认为演说必须通过真诚的感情和牧师正直的人格来打动受众。

伊拉斯谟鼓励基督教牧师来唤醒听众的虔诚之心，这就使其智力立场与瓦拉很相似，因为伊拉斯谟对理性表示怀疑，为信仰的效力留下空间。瓦拉深信人文主义学者有能力将修辞和哲学整合为一套有效的原则为管理事物的人所用，不过伊拉伊斯谟就不那么乐观了。《愚人颂》是对学术和宗教主张针砭时弊的评论，其中包括对普遍方法的探索。它虽然是伊拉斯谟在七天之内一气呵成的，但却最为生动地表现了他的思想，并且充分体现了他的性格、文采和精湛娴熟的创作技艺。他的另一部修辞学著作是《论书信写作》（On the Writing of Letters），完成于1428年，发表于1522年，主要指导书信写作，不过该书背离了中世纪的形式汇编，提出书信可以包括古典修辞学的三种形式——议政演说、法庭演说和宣德演说——而且可以涉及任何话题。

伊拉斯谟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运动的突出代表，他不仅著作等身，而且在教育领域颇有建树。他通晓希腊语和拉丁语，终身用拉丁文写作，翻译和校订了大量古代典籍和《圣经》，创作了大量的人文著作，把人文主义思想传遍欧洲，对当代和后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5.5.7　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利奥内

卡斯蒂利奥内（Baldassarre Castiglione，1478—1529）是意大利作家，出生在曼图亚的贵族家庭。父母不仅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拉丁文和希腊文人文主义教育，而且让他接受了侍臣训练，为他日后在宫廷里任职奠定了基础。他曾担任意大利菲拉拉、乌尔宾诺、曼图拉三个城邦的外交官兼宫廷侍臣，也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人文主义学者，曾多次出使伦敦、马德里。1520年出家当僧侣。

卡斯蒂利奥内时代的意大利由小公国组成，军事实力很薄弱，随时都有可能被周边的强国侵略，尤其是西班牙和法国。1503年在出访罗马时，他认识了乌尔比诺的公爵和侯爵的姐夫，开始为其效忠。1508年公爵死后，卡斯蒂利奥内又服务于公爵的继承人，跟随其参加各种军事行动和外交出访。行使外交任务是卡斯蒂利奥内的强项，虽然他曾受过兵器和马术方面的训练，但他认为在外交活动中它们很少有用武之地。1513年，公爵派卡斯蒂利奥内到罗马担任其代表，并封他为诺维拉腊（Novilara）的伯爵。在罗马居住的这段时间，卡斯蒂利奥内积极参与各种文化生活，并与伟大的艺术家拉斐尔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516年拉斐尔为他画了著名的肖像画《巴尔达萨雷伯爵像》，同时拉斐尔还为米开朗基罗和其他几位宫廷官员作了肖像画。卡斯蒂利奥内认识了他们当中的几个，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开始撰写《侍臣论》，这些人后来也都在《侍臣论》中出现。

1521年他的妻子死于生产，卡斯蒂利奥内加入了牧师行列，大大便利了他以教皇的名义开展外交活动，同时为他在教会中的高升开辟了途径。1523年，他被教皇指定为查尔斯五世驻西班牙宫廷的大使。在西班牙的时候，他最终完成了《侍臣论》。学者们一致认为他在1526年写完该书的第4章。该书终于在1527年在威尼斯交付印刷。1529年卡斯蒂利奥内逝世，查尔斯国王亲自为他举行了国葬，并颂扬他为“世界上最高贵的绅士和骑士”。

卡斯蒂利奥内的代表作《侍臣论》在文艺复兴时期广为阅读，到1619年先后以几种不同的语言出版，共有80多个版本。该书最初是用意大利语写的，被认为是完美文体的典范，让本土语言在文学上获得了古典语言所开创的辉煌。据说查尔斯五世将该书和《圣经》以及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一起放在床头的书桌上以供经常翻阅。《侍臣论》的英文翻译在1561年出版，它在英国文艺复兴文学中影响力很大，被广为阅读。该书也因其所提出的享乐主义和一些反教会言论引发了一些争论。后来发行的大都是删减版的。1590年罗马天主教会将这本书列为禁书。

对话体的《侍臣论》共分4卷，卡斯蒂利奥内虚构了在乌尔比诺宫廷举行的一场怎样成为理想的侍臣的争论，用传统的对话体裁详加描述。书中一些章节论述艺术与自然的关系、艺术的美等问题，表达了他在语言学、文艺创作、美学等方面的见解。这部作品文字精练、优雅，是意大利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散文作品，对当时封建贵族等级模式产生了巨大冲击。《侍臣论》继承了古典理论中有关“修辞只有在其手段不被觉察的时候才具有完全说服力”的认识，尤其是朗吉驽斯在讨论辞格应用时总结出来的“避免显露”的原则。“他丰富并发展了这一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将‘自我掩饰’原则推而广之，提出包括人际交往、宫廷应对在内的一切人生艺术要想获得成功都不应该自我显露，强调将艺术的本质属性——也就是它必然蕴含的匠心、盘算、设计和技巧——不露痕迹得掩盖起来才是从事所有艺术的正道。”（刘亚猛，2008：204）卡斯蒂利奥内认为，“完美的侍臣”形象应该是一种“勇敢、精明、热爱真理、多才多艺而且是有文化教养的人”。为此，他成了16世纪研究贵族礼仪问题的权威并对欧洲贵族的自我教养和行为的“文明化”产生很大影响。

他本人认为西塞罗的《论演说家》对其作品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一点也为当代学者所认同。《侍臣论》中的一些段落事实上是对西塞罗的解释和翻译，而他心目中理想的侍臣与西塞罗理想的演说家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广博的人文主义教育等。不过，研究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学者丹尼尔·贾维奇（Daniel Javitch）指出，卡斯蒂利奥内的理想侍臣和西塞罗的演说家之间是有区别的。西塞罗的演说家擅长舌战，面对的是人数众多、各个阶层的受众，其中男性居多，演说家旨在说服受众接受就市民问题所发表的观点并按照演说家的建议行事。相反侍臣必须用语言进行和解，因为他通常要面对的是人数较少的私人受众，常常是社会地位比自己高的人，也包括妇女在内。侍臣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而必须掩饰自己的观点，并试图以间接的方式来打动受众。多数情况下，他不是运用自己的语言能力来实现其有限的政治行为，而仅仅是为了提供娱乐。正如贾维奇所说的，“《论演说家》和《侍臣论》都是写于民主自由势微、暴君当道的时代，但是西塞罗选择了在变革即将到来的时候赞美行将没落的理想，而卡斯蒂利奥内所做的是在新的秩序下创造一种更有效的理想模式”（转引自Bizzell ＆ Herzberg，1990：653）。


5.5.8　托马斯·威尔逊

威尔逊（Thomas Wilson，1523—1581）出生在英格兰的林肯郡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贵族朋友的帮助下，威尔逊的父母将他送到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在那里他接受了受拉米斯影响的人文主义课程教育。年轻时的威尔逊为几个贵族家庭做教师。他还用英语发表了自己的第一本逻辑学手册《理性的规则》（The Rule of Reason，1551）以及第一部用英文撰写的涉及修辞学五个组成部分——觅材取材、构思布局、文体风格、记忆和演说技巧——的著作《修辞学艺术》（The Arte of Rhetorique，1553）。

1553年之后，威尔逊离开英国，来到意大利帕多瓦学习法律。后来，威尔逊说到，他之所以被迫离开英国是害怕爱德华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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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后天主教势力有所复兴。在其逻辑学和修辞学著作中，他公开表达了自己对清教徒的同情，为此，他被宗教法庭拘留并拷打。1560年前后，威尔逊从监狱逃跑，回到了英国，那时信仰新教的伊丽莎白女王刚刚继位。1570年，他翻译迪莫辛尼斯（Demosthenes）的三个演说并发表。1572年，他发表了反对资本主义的著作《论高利贷剥削》（Discourse on Usury）。伊丽莎白时代是威尔逊的全盛时期，他曾先后担任教师、国会议员、驻葡萄牙和荷兰的大使。1577年他晋升为国务秘书，此后一直担任此职直到他去世。

《理性的规则》讨论一种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逻辑论证很相似的论辩形式。威尔逊有时好像又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不同，认为逻辑论证可以获得确定的知识而不仅仅是或然性知识。这样看来，威尔逊似乎笃信中世纪流行的通过理性人们可以改善堕落的国家的信仰。他将逻辑比做握紧的拳头，将修辞比做张开的手，这种比喻在文艺复兴时期广为流传。似乎威尔逊认为修辞仅仅修饰逻辑所确立的内容。

《修辞学艺术》除了献词和前言，共分为三卷。卷一对修辞艺术进行了概述，并根据修辞的三个主要类型分别讨论了修辞发明的方法。卷二在古典修辞称之为“谋篇”的部分大做文章，深入探讨了修辞文本的基本结构成分。卷三主要讨论文体风格。威尔逊认为，修辞人能够熟练地运用觅材取材、布局谋篇、文体风格、记忆和演说技巧的各种策略，对当时紧急情况做出有效的反应。显然修辞的五艺分法源于古典修辞学，但是相比同时代的其他修辞学著作对古典修辞学的翻译和解释，威尔逊的著作又迈出了一大步，他的著作是在古典修辞体系基础上的推陈出新。他用自己的话来重新塑造了古典文献，使其与当时的社会需求相适应。

威尔逊强调运用情感诉诸吸引读者注意力。他对修辞的五艺划分突出了修辞对公众演说的用途，这是与拉米斯倡导的将修辞学缩减为文体风格并将其主要用于书面文字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尽管威尔逊忠于莫尔和伊拉斯谟的人文主义思想，赋予修辞学以强大的公共职责，但在时代的重重压力之下，他也并不完全反对将修辞学局限于书面语的做法。

威尔逊的修辞学著作曾八次再版，而且是16世纪英国最畅销的修辞学课本。其《修辞学艺术》一书精雕细刻的篇章结构和格局代表了古典时期和中世纪文章结构的典范。该书共分三卷。卷一论述了五艺说、演说的七个部分和演说的三种形式。卷二论述了布局和夸张的修辞手法。卷三论述了文体风格，兼之论述了记忆和演讲技巧。此书主要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威尔逊广征博引了经典学说，其中穿插着自己的评论、阐述和例证，而且行文的风格也引人入胜。威尔逊的《修辞艺术》由于同时兼有突出的系统性和强烈的地域感及时代感而被修辞历史学家所称道，被认为是将欧洲大陆流行的人文主义修辞学加以英国化的最完备而且也最成功的作品。


5.6　小结

文艺复兴标志着西方修辞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顶峰。在文艺复兴时期，修辞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殊荣。无论是从研究修辞学的书籍的数量、从事这一研究的人数还是修辞对教育的影响程度都足以让人惊叹。修辞成为这一智力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修辞学并不是作为一种急剧文化转向贸然出现的，而是在对古典传统的重新发现和改革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修辞学一方面保持了同其源头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也适应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宗教、智力和语言变革的大气候。修辞作为说服和雄辩的艺术，常常在这些变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西方修辞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文艺复兴修辞学，虽不能说百花齐放、学派林立，起码也是多学派林立”（从莱庭、徐鲁亚，2007：41）。

在文艺复兴时期，伴随着昆提利安、西塞罗及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古典修辞学著作的重现，修辞学被重新引入广阔而富有创造性的世俗生活中。尽管在英国，有以弗朗西斯·培根为代表的学者将修辞学与法学研究及实践联系起来，但就整个文艺复兴时期而言，受修辞学影响更多的是文学。虽然这一时期，我们看到代表亚里士多德修辞理论传统的修辞著作问世，但是占主导地位的修辞学著作把修辞学看作是对文体风格和讲演技巧的研究，使修辞学成为文学学科或英语研究的一部分。遗憾的是，它不再被视为对推理的研究。更为不幸的是，后来的评论家并不关注修辞学的说服力，而只关注它的手法是如何被滥用的，进而批评修辞学是琐碎、乏味而又机械的。这种误解连同其他的批评，造成了现在修辞学与虚华的语言夸张联系在一起。文艺复兴的修辞学家注重通过修辞的手法使演说内容变得更丰富、更华丽，在拉米斯之后，人们把修辞学和逻辑学完全分开。人们对科学的兴趣更促使说话的风格变得简单扼要，不事辞藻华丽。同时，西方修辞学在这一时期呈现了本土化的倾向，涌现了大量用英文撰写的修辞学著作。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用修辞发出自己的声音，捍卫自己阅读、写作和演说的权力。毋庸置疑，要理解文艺复兴的重要意义必须对修辞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进行详细的考察。

【注释】




[1]
 太阳神阿波罗之子，善弹竖琴，其琴声能感动草木、禽兽和顽石。


[2]
 亨利八世的儿子和继承人。


第6章　启蒙时期的修辞学


6.1　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与修辞学

到16世纪末，随着印刷出版业的出现与发展，随着大量的政治与商业事务越来越多地通过信件交流信息，修辞学的重心无论是在教学实践中还是在课本中，都逐渐从口头表达转向书面表达。各种社会变革以及基督教和人文精神的影响也对一些古典理论不断渗透和浸润。但这些变化从根本上讲仍限于程度上的而非实质上的。修辞学依然不失为一种保持完整的古老珍贵的理论体系，苏格拉底、柏拉图、西塞罗、昆提利安等大师的经典著作仍是修辞教育中不可或缺的读本，一些当时的修辞学家仍深受他们的影响。如托马斯·威尔逊（Thomas Wilson）在1553年出版的第一部英语修辞学著作《修辞的艺术》（Arte of Rhetorique），从根本上说无异于西塞罗、昆提利安等古人的著作的英语版。


6.1.1　启蒙思想与沉闷的修辞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由于自然科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的发展，修辞学理论也随之产生变化和发展。在欧洲的历史上，从17至19世纪，科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革命性发展，特别是17至18世纪盛行的启蒙思想，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对世界、知识、真理、人类自身以及人类社会等的认识。人们不再是通过省悟的方法，而是通过实验来发现知识和真理，探索世界的奥秘。在弗兰西斯·培根的影响下，哲学家们开始重新思考知识的来源，对认知、思索、交际等的心理过程给予非同以往的重视以试图揭示人们是如何发现真理的。在发现人类认识真理的同质性过程的情况下，他们进而思考人类的平等问题，提出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有悖于自然和理性。于是民主思想便顺势而生。在社会和知识的巨大变革中，人们对语言、交际和修辞学的理解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修辞学理论再也不能偏安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修辞理论，而是不断被更新、再植和重组。“在不同的时期，诚然，这一体系经历了删减、扩充、重点的变换、复兴、创新以及术语的变化，有时要适应某位教师或某个团体的心血来潮，还要与时代的气氛需要较为关联。”（Golden et al，1968：5）这些思想都无可避免地影响到人们对修辞学的认识。

在17世纪初期，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修辞学就开始逐渐遇到挑战，拉米斯的学说也被科学新方法的归纳大趋势所淹没，三段论（syllogism）被认为并不能发现任何新的东西。培根认为，必须在科学和修辞学之间做出分割，前者的任务是探究（inquiry），而后者的任务是还原（recovery）。在科学、哲学、心理学等领域发生的翻天覆地的革命的影响下，修辞学与知识的来源更加疏远了。人们不再认为修辞学可以发现知识，一些人甚至认为，在对待知识这个问题上，修辞学根本就是靠不住的工具，甚至语言也是靠不住的，人类的知识仅仅是客观真理的版本之一，而这一版本是被偏见、成见及粗疏的语言已经歪曲过的。要克服这些认识论上的局限性，展示事物的本质需依赖于仔细的观察和基于怀疑的归纳。语言和修辞可以在传播真理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传播的过程中，语言绝不是中性的，而是带有偏见的。由此可以看出，修辞学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节拍。“修辞学在取材觅材上必须降低它对话题的依赖程度，因为这些话题是基于已被接受的智慧而不是观察到的事实。”（Bizzell ＆ Herzberg，1990：11）


6.1.2　哲学家的修辞学思想

启蒙时期科学和哲学界中对修辞学产生影响较大的几位人物是培根、笛卡尔（René Descartes）、洛克（John Locke）、霍布斯（Thomas Hobbes）、维科（Giambattista Vico）等。培根首先对知识准则进行重新建构和对认知过程进行审视。他把人类的智力分解为五种职能——记忆、想象、理性、意志和食欲。他认为“哲学和理性相关，诗歌和想象相关，历史和记忆相关，而修辞学和意愿相关”（Miller，2006：240）。根据培根的观点，修辞学是把理性用之于想象促使意志变化。理性本身不足以产生说服。要使人们采取行动必须使劝说发生作用，必须调动人类大脑的所有职能。

笛卡尔对修辞学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排斥修辞学，发现修辞学具有灾难性的欺骗的潜力，所以要把修辞学从哲学中驱逐出去。他认为，作为一种学术调查手段，实验要比争论好得多。逻辑应该当作一种调查手段而不是证据，因为三段论依赖于业已建立的前提，它只能传递知识而不能生成知识。笛卡尔把三段论和常识归类到修辞学领域，认为常识是建立在或然性之上的，而不是无可辩驳的真理。这样，真理便与或然性或者劝说无缘了。他的哲学方法可以粗略地归纳为四条规则：一是要怀疑一切，除非它是明白无误的或是不证自明的；二是把所有的问题简化为最简单的成分；三是遵循严格的演绎，从简单到复杂，推理像几何那样精确；最后，回顾整个过程并加以总结。另一方面，他发现自己要把思想向各种听众解释清楚又不得不借助于修辞。在他的观点受到攻击而要为自己辩护时，他就愈发离不开修辞学了。

和培根相似，洛克把心智划分为两大功能——理解和意愿。理解通过感知的反映产生思想。洛克认为，普通术语并不代表事物，而是代表概念，因为这些术语所指的范畴缺乏具体的外部存在。词语指示的是意，不是物。由此不难发现，奥格登（C.K.Ogden）被广为引用的语义三角显然是受洛克思想的启发才得以建立起来的。由于洛克认为概念是同一的，而词语是模糊的，他攻击修辞学增加了模糊性，扰乱了和干扰了人类的理解，在普通话语中修辞或许可以接受，但用于教诲或传递信息则是不合适的（Bizzell ＆ Herzberg，1990：645）。

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哲学家是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维科（Giambattista Vico），尽管他的新古典主义思想在当时不如其他学者那样影响巨大，但他的思想对后来20世纪，特别是格拉斯（Erbesto Grassi）产生了很大影响。在那不勒斯大学任教期间，针对笛卡尔蔑视或然性的观点，他发表了一些作品进行回应。在《新科学》（Scienza nuova，1725）一书中，他拒绝把新逻辑当做自然的方法而是重申了逻各斯（logos）的经典意义在语言中的地位，认为只有通过研究语言、文化和民事机构的历史，人们才能够理解人类本质，才能理解上帝的本质。如果纯粹的或然性被否定的话，法律、伦理、政治、历史甚至医学会怎么样呢？笛卡尔方法的线性因果关系对自然科学或许是合适的，但对于多种情况和相对因果关系的人类世界，必须由修辞学来料理。在当时那个时代，维科的观点被人不屑一顾，被认为是对知识进步的反动，另外，由于他文风散乱且缺乏系统性，让当时的人们觉得他的观点不合时宜。


6.1.3　哲学思想促动下的修辞学的继承与发展

17世纪科学界的革命对修辞学的巨大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拉米斯学派的失势。这个变化是间接引起的，和逻辑概念的变化有关。逻辑学是和修辞学密切相关的知识分支。在16世纪到17世纪初，曾经主导修辞学的拉米斯学派肢解了长期流传的西方修辞学传统，把修辞学缩小到仅仅剩下文体风格（style）和演讲技巧（delivery）两项内容，而把觅材取材（invention）和布局谋篇（arrangement）归入了逻辑学的范畴，因为他们认为逻辑学是求真的学科。而17世纪培根倡导的实验科学和归纳推理取代了演绎逻辑，他认为理性本身不足以产生说服。要使人们采取行动必须使劝说发生作用，必须调动人类大脑的所有职能。这样，培根就推翻了拉米斯肢解修辞学的界定，把觅材取材又从逻辑学中划拨到了修辞学中。这样，拉米斯学派已经没有了招架之力。第二个方面是修辞学与文学批评的联姻。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17世纪被称为“美文学”（belles lettres）的历史学、诗学和文学批评开始和传统的修辞学相结合。美文学家（belletrist）对源自古希腊的修辞理论，对古代的修辞学家和演说家非常赞同和钦佩。他们认为，和演讲一样，文学也具有非常明显的目的性，那就是试图取悦或教化读者。同时，当时心理学的理论似乎也证实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推理和想象是人类的两项非常关键的心智能力。这样更加密切了文学批评和修辞学的联系，这种联系时强时弱，但是持续到19、20世纪（布斯小说修辞学等）。第三个方面是心理和认知修辞学的兴起。这主要是由于培根的心理学理论导致的直接结果。培根把心理活动分为记忆、想象、理性、食欲和意志等。他认为修辞活动的任务就是使理性作用于想象以驱动意志。心理和认知修辞学的诞生过程是漫长的。直到18世纪中期，着眼于调动心理能力的手段以实现劝说效果的心理认知修辞学才初露端倪。但是一经诞生，其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就令人刮目相看，20世纪修辞学和哲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的交融无不显露出这种方法的影子。

这一阶段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哲学与修辞学的关系更加复杂化了。自从拉米斯肢解了修辞学，把觅材取材和布局谋篇划归到逻辑学中去，修辞学已经失去了其传统的丰富内涵，仅仅剩下形式上的躯壳——文体风格。根据培根、洛克、霍布斯等人的重新界定，推翻了拉米斯学派的观点，又基本复原了传统修辞学的观点，但是，基于他们对人类知识和认知过程的理论，修辞学与认知过程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在《18世纪英国的逻辑与修辞学》（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Logic and Rhetoric）一书中，豪威尔（W.S.Howell）注意到当时修辞学与逻辑的重新定义，并根据是否超越了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和西塞罗修辞学对当时的观点进行了归类。17世纪的亚里士多德派把逻辑论辩中的演绎逻辑看作是调查研究和话语交际的范式（paradigm），认为根据定义、归类、比较等普通议题中进行推理是检验所争论的断言是否成立、是否正确的最好途径。而在培根等的影响下产生的新逻辑观点则区分了观察与交际。从实验中归纳概括成为从观察到的事实中获取普遍真理的科学研究的模式。与此平行共存的是新古典主义修辞学，仍然恪守着古典修辞学的传统，把法庭演说、议政演说和宣德演说作为研究的重点。所不同的是，它把修辞学的范围扩大了，突破了劝说的局限，把信息性语篇和文学语篇也包含了进去。

在传统与创新的相互撞击中，修辞学的发展中产生了四种修辞学流派，分别是新古典主义修辞学（neoclassical rhetoric）、美文学修辞学（belletristic rhetoric）、朗诵修辞学（elocutionary rhetoric）和认知修辞学（epistemological rhetoric）。其中，新古典主义和美文学最清晰地反映出古典作家主要学说的影响力，认知论所关注的是社会和行为科学，而演说派则关心如何发表成功的演讲，因此有别于其他流派。研究这些发展趋势的最佳方法，或许应该是沿着历时顺序寻古探今，同时探究每个学派内部的思想变化。我们可以在分析中发现这些修辞学派的差异与相似之处。


6.2　19世纪的修辞学

19世纪是西方修辞学发展的最低谷。有人曾声称这一时期几乎没有多少值得研究的修辞理论（Ferreira-Buckley，1996：468）。事实上，诞生于18世纪的3位英国修辞学家的著作仍然统辖着这一时期欧洲和北美的修辞理论研究。布莱尔的《修辞学和美文学讲稿》、坎贝尔的《修辞哲学》和惠特利的《修辞学原理》代表了这一阶段修辞研究的心理—认知（psychological-epistemological）取向，再加上文学领域的浪漫主义和以古希腊、罗马修辞理论为代表的古典主义，它们一起被认为是19世纪修辞研究的三大趋势。而这三大趋势和西方修辞学的“衰落”密切相连。

坎贝尔借鉴了功能心理学的成果，认为修辞学的作用是启迪理解、满足想象、触动情感和影响意志。这种从心智的角度来研究话语构成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修辞学中觅材取材的重要性，修辞不在于发现未知的真理而是成了激发感官联动的语言手段。惠特利把修辞学重新界定为逻辑的分支，认为“修辞的任务就是以论辩为手段，通过话语构筑，使受众接受经由科学研究或上帝启示而发现或显露的真理”。显然，在这样的界定中觅材取材被排除在了修辞实践之外。此外，美文学影响下的修辞学注重培养人的鉴赏能力，布莱尔就认为鉴赏力“源于人类与生俱来的某种‘内在美感’，是人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刘亚猛，2008：268，271）。这样，对天赋的强调也在一定程度上减损了觅材取材的重要性。在这一趋势下，传统的布局谋篇逐渐远离了现代修辞学研究的领域。这一势头在稍后出版的多部模仿有余但创新不足的教科书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比如，在19世纪曾再版过60次之多的贾米森（Alexander Jamieson）的《修辞语法和纯文学》（Grammar of Rhetoric and Polite Literature，1820）就是一本借鉴前人修辞思想的探讨语言美学维度的作品，对觅材取材几乎没有涉及。

文学作品寓教于乐的特点与修辞学以言说人的宗旨是有着天然的相关性的。18世纪，在美文学运动的推动下修辞学和文学的联系更加紧密，古典修辞的很多原理被广泛地运用于文学批评。到了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开创了新的文学思潮。这一时期大多数文学作品都注重丰富的想象、生动的描写、情感的表达和感官的体会。“诗歌被看做是一种独白而不是论辩，它的目的在于自我反思而不是赢得受众的服膺进而以言行事，理想的体裁不是演说和散文而是抒情诗。”（Bizzell ＆ Herzberg，1990：665）这样，对自我表达的过度关注与修辞学以言说人的社会关怀不相为谋。于是，在文学宰制下的修辞学被压抑和限制了，只能同文体风格交好，修辞研究的传统阵地再次萎缩。尽管如此，这一阶段文学等强势学科仍然孜孜不倦地从古典修辞中汲取着养料。

惠特利的《修辞学原理》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对修辞传统的重述。在惠特利的影响下，古典研究的传统在欧洲延续下来。与此同时，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大学的修辞学是一门关于演讲的古典艺术……它即便不在教学内容中占有中心的位置，也是离中心位置非常之近”（转引自胡曙中，1999：495）。然而，在古典修辞研究正欣欣向荣之际，修辞研究的整体走向却呈急转直下之势。人们错愕地发现修辞已经从强调过程到注重效果，从劝说论辩转向文章写作，从一门艺术沦为实践技巧。究其原因，至少有三点值得一提：首先，对古典修辞教义不亦乐乎的再研读使人们重新发现了其理论的核心价值。这一时期大部分著作都未能跨越古典修辞理论的藩篱，发展乏力，使修辞学研究渐失活力。即便在世纪末出现了像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那样颇有见地的天才人物，但由于其修辞理论的极具超前性，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因而未能挽救修辞学进一步的式微。其次，19世纪工业革命的发展和民主意识的觉醒使得高等教育的任务不再局限于培养社会精英，而是更倾向于为个人的职业发展提供服务。于是，大学教育开始走向专业化。修辞作为一门在不同领域发现并且传递知识的综合性艺术，很难有明确的标准对其进行不伤原貌的取舍剪裁。于是，修辞学被肢解了，其理论精髓被分散到如文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等诸多领域内，其学科地位不复存在。最后，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成倍增长，对学生进行口头考试的形式显得捉襟见肘，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既能节省时间又可以使考查形式标准化的考试方法，于是现在较为常用的笔头考试应运而生。教师们更多地开始传授写作技巧以帮助学生们提高应试成绩。尽管演说论辩或口头交际在法庭、学校、社区等公共场所甚至以家庭为单位的私人场所中依然活跃，但是鉴于纸质媒介传播的延时性和跨域性在构筑主流意识形态中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写作开始得到更多的关注，于是七零八碎的修辞学在这个世纪更多的是与文章写作同义。

19世纪的修辞学从强调论辩的觅材取材到重视文体风格，从以口头交际为主到与着重书面写作，从一门综合性显学到被肢解分散到诸多专业领域。但是，如果据此就判断修辞学跌入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谷，未免有些片面。费雷拉—巴克利（Linda Ferreira-Buckley）在为《修辞和写作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Rhetoric and Composition：Communication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Information Age）撰写“19世纪修辞学”这一词条时说：“近来的学术研究进一步显示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19世纪催生了多种多样的修辞学（many rhetorics）。”（1996：468）约翰森（Nan Johnson）是研究这一时期修辞演变的权威，在其论著《19世纪的北美修辞学》（Nineteenth-Century Rhetoric in North America）中，他开宗明义，“本书的目的旨在……论证19世纪是修辞作为一门学科在话语的哲学探索和口头/书面交流的教学中发挥着公认的主导地位的最后一个时期”（1991：3）。他认为修辞学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它因情而异的特性。无论是“说写并重”还是“分散发展”都无非是为了在“科学和理性”大行其道的19世纪的智力环境中求得继续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只有重视书面写作在构筑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作用，才能继续在话语领域产生影响；只有分散发展才不至于在智力打压下粉身碎骨以留得重振旗鼓的契机。与文学、写作的结合并不必然是修辞学衰败的迹象，可以认为，它们拓宽了修辞的领域，丰富了修辞的内涵，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总的说来，从17世纪便开始席卷西方的理性主义思潮在19世纪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势，修辞学的传统空间被最大限度地挤压了。在新旧势力的嬗递下，修辞学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蛰伏期。尽管这一阶段理论建树上相对沉寂，但是通过采取与时俱进、因情制宜和化整为零的策略，修辞学开始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这一切都为20世纪修辞学的蓄势待发积蓄了力量。


6.3　启蒙时期的修辞流派


6.3.1　新古典主义修辞学

新古典主义是笛卡尔理性主义影响下的产物。“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和二元论为一种新的批评观培育并最终提供了合理性，这种新的批评观通常被称为‘古典主义’或‘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Conley，1990：176）根据传统的模式，理性是自激型的（selfmotivating），能够控制激情指导意愿。理性的人在理性的善的驱动下采取行动。而在新模式中，理性是无效的，不能驱使人采取行动，驱使人采取行动的是情感。

亚里士多德的《诗论》（Poetics），贺拉斯（Horace）的《诗艺》（Ars Poetica）以及朗吉努斯的《论崇高》（On the Sublime）等对奥古斯都作家而言都是文学写作的必备模版。他们认为，英语必须模仿这些著作中的不朽规则，才能成为有生命力的语言表达工具流传下去。因此，当时曾有人尝试一些试验性方法进行文学批评，他们对此表现得不屑一顾，深信这种方法会极度降低学习古典的重要性。

这些奥古斯都时代的作家从贺拉斯那里获得启示，建立起一套写作的标准。他们认为，作者的第一步就是模仿，模仿乃学习写作的重中之重。而模仿的第一步则是先要刻苦研习古代作家作品，然后力求模仿那些经典规则。成功的作家除了在表达模式方面以外无须有任何原创力。因此，所有的作者都有责任形成一种风格，这种风格即用新颖的有吸引力的方式描述已有的真理。这种风格发展成功的标准是正确与清晰。遵循的原则是华丽的描绘，模糊的词汇和冗长的表述都不是好的文体（Bosker，1952：1—7）。

谢立丹（Thomas Sherridan）、斯威夫特（Johathan Swift）、蒲柏（Alexander Pope）等这些自认为是修辞学家的著名作家，关注社会事务，把对“人”的研究当做诗人理所当然的活动。他们认为，人性是永恒的，理性则是典型的人性，真正的知识来自对人类不断复现的经验的审视。他们创作大量的散文和韵文，从西塞罗和昆提利安等修辞学家那里汲取灵感，使用古典修辞学中的比喻和结构，达到说服的目的。

英国的新古典主义盛行于大约从1700年至1740年的时间段里，这段时间也常常被称为“奥古斯都”文学黄金时代。这时期的修辞学专著有约翰·沃德（John Ward）的《演讲术体系》（System of Oratory）、约翰·霍尔姆斯（John Holmes）的《修辞学精义》（The Art of Rhetoric Made Easy）和约翰·劳森（John Lawson）比较折中的《演讲术讲稿》（Lectures Concerning Oratory）。

沃德在1720年到1755年间在格雷栅姆学院（Gresham College）讲授修辞学，针对当时一些哲学家对西塞罗体系的攻击，他竭力辩护。他创作的《演讲术体系》为两卷本，长达800多页，堪称最广泛地收罗了古典修辞理论的英语著作。沃德赞同古典作家使用的格式和方法，认为修辞等同于说服，在书中他详尽地论述了三种演说方式——议政演说、法庭演说和宣德演说，强调觅材、布局、风格、技巧，对于觅材取材、布局谋篇等给出实用性的策略和记忆技巧，针对文体风格给出了大量的建议。在第一卷开始，他就提出反对将记忆包含修辞五要素内，因为它不是修辞学中不可缺少的。但到第二卷的结尾，沃德却明显改变了观点，用一整章来论述这个问题。沃德与劳森一样对古典主义忠贞不渝，但与劳森不同的是，他的例证大都选自古典文献。他的观点主要追随西塞罗与昆提利安，而不是亚里士多德，真可谓是“彻头彻尾的罗马人”（Golden et al，1984：136）。沃德的论著虽然缺乏原创性，但全面概括了古罗马修辞思想和实践，因此对19世纪美国高校的学者和学生颇具吸引力。

约翰·劳森是都柏林三一学院教授，通晓欧洲多国语言，传教布道口才极佳，颇有声望。可惜47岁就英年早逝。劳森的《演讲术讲稿》1758年出版于都柏林，该书勾勒了古典文学史，总结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对采用古典模式描绘人类本性的奥古斯都时期的模仿进行了解释，勾画出了古典修辞学特别是辞格和比喻的轮廓，并用韵文示例说明。虽然劳森常常运用英语文学作为例证，在论及情感问题时努力融入少量培根学派的心理学，并试图适应那些寻求布道工作的学生，但他似乎依然满足于总结和运用古典修辞学的说教。可以看出，劳森有关创造性的原则来源于亚里士多德，而关于布局、体裁、风格的要旨则秉承西塞罗和昆提利安。这样的结果是他的作品显得刻板无味，不仅受到布莱尔（Hugh Blair）与坎贝尔（George Campbell）的轻视，后来的许多学者也对此不以为然。

与新古典主义者类似，同时代的休谟（Hume）、坎贝尔等美文学学者对古典思想也存有崇拜之情，但新古典主义者对古典思想崇拜至盲从，拒绝新的发展趋势。因此他们不能将相关的社会和行为科学研究成果融入自己的理论和话语中，这使得新古典主义者无法推进修辞学知识的发展与进步。


6.3.2　美文学修辞学

17与18世纪修辞学的第二种重要思想来自美文学学者（belletristic scholars），他们重新意识到修辞学与文学业已长期存在的联系，把修辞学与历史、文学批评这些所谓的美文学体裁联系起来，并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对修辞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美文学修辞学首先起自17世纪的法国。在当时国王路易十六的长期统治下，法国的文化民主主义不断膨胀，艺术文化受到极大推崇，成立了法兰西学院推广和规范民族语言。这样的氛围滋生了既把古典修辞学理论应用到当代雄辩、不否定拉米斯学派的主张，又避免与科学探究问题相冲突的折中的修辞形式，这就是美文学修辞学。历史学、诗学继而研究人类本性的心理学等被纳入到了其研究范畴中。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昆提利安被认为是杰出的人类本性观察家，在构造有效演说方面是无可指责的权威。于是，他们使用论辩的规则提出鉴赏方面的批评判断时不是采用精致优雅的贵族品味，而是诉诸于人类本性，那些普遍的特征、欲望及所有人都有的感情（Bizzell ＆ Herzberg，1990：644）。

到17世纪末，法国的古典主义和理性主义达成了和解，古典主义修辞学被用之于文学批评。评论家拉宾（René Rapin）提出古典作家不但擅长演讲，而且还擅长诗学、历史和哲学。这三种他称之为美文学（belles lettres）的学科也要按照理性（logos）、情感（pathos）和人品（ethos）产生的效果来加以评判。根据美文学修辞的观点，把诗学、历史、哲学及其他科学文体作为修辞分析的对象，其目的不是要去探寻原发性的追根求源，而是要评判这些文学或演说作品是否符合人性、秩序、明晰、正确、明智等标准。

对美文学修辞学产生影响的除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昆提利安等古典修辞学家外，朗吉努斯把修辞与诗歌合成一体，突出鉴赏力与崇高意义的重要性等做法为美文学提供了极为有力的帮助。对西方修辞学而言，17世纪后半叶一项重要事件就是朗吉努斯的《论崇高》（On the Sublime）的翻译注释版于1674年问世。在《论崇高》中，朗吉努斯通过简洁而敏锐的分析，生动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对美文学趋向产生了极大影响。他认为，天才的目标“不是要说服听众，而是要将他们从自己内部释放出来”。通过使用夸张或平淡的语言，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他继而列出崇高的五种来源：一是掌控激情的思想；二是激情的灵感；三是有思想的人；四是善于辞令的人；五是高尚的品格。

朗吉努斯在这里指出，如果演说者将深邃的思想、强烈的情感和高尚的话语结合起来，他就能引发听众强烈的感情或是鼓舞听众。他进一步指出，这种能力是非常必要的，通过磨炼达到崇高，出类拔萃，就能弥补所有的错误。现代修辞学家原本对朗吉努斯的论文《论崇高》不甚了解，但经布瓦洛（Boileau）翻译并注释后，该书立即点燃了法国和英国学者的想象的火焰，激发出他们对鉴赏力、崇高、天才等主题的兴趣，他们以此为基础加以发挥，推之于历史、哲学、心理学等学科，作为分析批评的重要依据。

美文学修辞学家将修辞学涵盖的范围从演讲扩展到写作与批评，并尝试将这三者归入到一门课程内。这样，对学生的训练就不仅限于口头演讲，更有诗歌、戏剧、历史与哲学写作以及其他适合于教学的各式各样的内容。事实证明，这种利用古典与当代模式将修辞与美文学相结合的教育方法对于传播研究而言非常适合，布莱尔（Hugh Blair）就提供了很好的一例。


6.3.3　朗诵修辞学

自从修辞学诞生时起，它就和个人的社会地位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人学习修辞就是想通过有效的演讲或说话方式取得在公共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所以，在西方很长的历史中，修辞学都是进入上层社会圈子的阶梯。在18和19世纪，修辞学也成为提升个人品位、训练口头表达的重要方法，达到言辞文雅、举止得当成为当时许多年轻人跻身上层社会的途径。此外，像法律、政治、宗教等越来越多的职业需要公共演讲技巧，在这些社会需求下，许多学校开设了英语课程，帮助学生提高英语表达能力。彻斯特菲尔德伯爵在给他儿子的一封信中就非常清晰地描述了人们对修辞学的重视程度：

没有修辞学，无论在议会、在教堂还是在法庭，一个人就别想成名；即使在普通的谈话中，一个富有口才的人，一个谈吐得体、用词准确的人，也会明显压倒那些词不达意、用语粗俗的人……你一定要注意，对于一个在公开场合演讲的人，在议会、教堂或法庭，取悦听众是多么有用。　　　　　（转引自Conley，1990：212）

但是，在18世纪的欧洲，特别是英国兴起的朗诵修辞学有别于传统上的修辞学，因为这种修辞学试图建立的是以传统修辞学中的发表演说（delivery）为内容的具有自身理论、方法、指南的演讲修辞，已经成为与内容相割裂的形式修辞。这一流派的代表作有：约翰·梅森（John Mason）的《演讲散论》（Essay on Elocution，1748）、詹姆斯·伯格（James Burgh）的《演讲艺术》（The Art of Speaking，1761）、谢立丹（Thomas Sheridan）的《演讲学讲稿》（Lectures on Elocution，1762）、威廉·考金（William Cockin）的《朗诵艺术》（The Art of Delivering Written Language，1775）及约翰·沃克（John Walker）的《演讲学纲要》（Elements of Elocution，1781）等。这些作品没有涉及传统修辞学中的觅材取材、布局谋篇、风格、记忆等，只关注于如何通过合适的语音调节、面部表情、手势等把感情传达出来。

当时朗诵之风非常流行，像韦伯斯特（Noah Webster）的《美国诵读选文》（An Selection of Lessons in Reading and Speaking，1785）一书就先后出了40个版次，而恩菲尔德（William Enfield）的《朗诵家》（The Speaker，1774）则出了60多个版次。朗诵运动把原来局限于上层受过良好教育人士的爱好推广到普通民众中间。朗诵的兴起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也促进了语法书、词典等的出版，18世纪后半叶曾有400多个版次的语法书和200多个版次的词典出版，比18世纪上半叶多了5倍，报纸的销量也比以前增加了5倍。


6.3.4　认知修辞学

启蒙时期也被称为“理性的时代”（the Age of Reason）。启蒙时期的特点就是讲理性、讲科学、反对中世纪黑暗的教会统治。科学、哲学、政治等领域发生重大革命，科学家越来越重视实验，哲学家重视真理的发现，政治家重视社会的平等，过去人们对世界的认识随之改变。（从莱庭，2007：54）这些社会变革对修辞学产生了极大影响。17与18世纪一些作者的主要观点是将传播理论与最根本的人性相联系，这些才华横溢的学者坚定地研究自然与社会科学，将自己的使命定位于解开人类大脑与心理之谜。虽然这些认识论者的声誉主要来自心理学和哲学的贡献，但在修辞学发展历史中，他们也留下了清晰的脚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理性主义思想在启蒙时期处处可见。1660年之前，人们将世界视为罪恶之所，住满邪恶之人，上帝与恶魔萦绕着人。但在1660年之后，宗教的影响力日趋减弱。蒂洛森主教（Tillotson）曾表示，宗教是正确行为的问题，既然财富、场所、利益没有邪恶之处，那么世界就是一个快乐的居住之所。从中不难看出理性主义带来的人们态度上的改变。理性主义开始使社会世俗化，众多知名的思想家也乐于接受非常普遍的自然神论。甚至有一些人认为没有必要再敬仰上帝。18世纪后期，人们对正统宗教的兴趣越来越弱，在这种背景下，布莱尔在爱丁堡圣伊莱斯教堂（St.Giles Church）发表了一系列的布道演讲。布莱尔作为一个新教牧师获得如此之高的声望，主要原因并非源于他的卓越口才或对神学的掌握，而是因为他有才能创作出不令人感觉枯燥厌倦的宗教道德演讲，能激发听众潜在的宗教情感。

理性主义的影响日趋扩大的另一结果是它对政府与社会事务产生的影响。例如17世纪90年代，洛克与牛顿就货币问题向政府提出建议。更有意义的是，人们对经验主义的态度越来越现实。做决定时依据数据，运用理性方法来处理社会与经济事务。理性主义的第三个风向标是肇始于17世纪不断进步的科学革命，甚至在许多方面已经达到今日之水平。到18世纪40和50年代，面向大量普通听众的科学团体与科学演讲已是司空见惯。这些公开演讲的对象是成年人，他们希望通过科学方法探索自然世界。科学演讲好似流动图书馆，满足哲人们对知识的渴望。

修辞学家如何运用理性主义的基本原则？他们如何看待古典传统？这种现代认识论对西方思想中的修辞学产生了何种即刻与长远的影响？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可以使我们深入到启蒙时期修辞学的语篇心理—逻辑—哲学理论。

地球围绕太阳精确地作顺时针旋转，在哥白尼（Copernicus）发表这一令世界震惊的发现不久，欧洲的众多学者包括开普勒、吉尔伯特、伽利略、培根、笛卡尔、波义耳等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科学运动，他们用演绎法对古典统治发起了挑战，并强调基于归纳法程序的实验性方法的价值。以下首先介绍的是在17世纪与18世纪上半叶对西方思想作出巨大贡献的四位革新人物，即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约翰·洛克（John Locke）以及江巴蒂萨·维科（Giambattisa Vico）。这些伟大的思想家对知识的论述以及对特别是对传播理论的论述，对现今的研究仍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从相似的出发点开始研究人类本性，却得到不同的结论。特别是笛卡尔，他独特地采用一种数学式的绝对论模式。但笛卡尔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修辞学理论史上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因为他创造出一种修辞学情景，使得维科做出回应，肯定社会科学的可能性与完整性之价值。整体而言，这些认识论者创造性的著作成为后来代表心理学—哲学修辞学派作家的典范与启示。

维科1744年去世之时，许多英国与欧洲大陆的文人学者都已认同笛卡尔与洛克的理性主义哲学。理性主义者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强烈的探求人类本性的愿望。他们的探究使他们相信人类有独特的力量进行抽象思维以及在符号层面上进行传播。他们相信，理解人的头脑就是识别语篇的性质和功能。因此，定位不同的作者都对修辞学产生浓厚兴趣。

休谟（David Hume）与哈特利（David Hartley）的著作尤其可以证明一个哲学家与一个物理学家都可能是修辞学家。除了休谟与哈特利之外，凯姆斯勋爵（Lord Kames）、亚当·斯密（Adam Smith）、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埃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伏尔泰（Voltaire）、让·雅各·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以及托马斯·佩因（Thomas Paine）等人的著作都不同程度反映出这一特点。18世纪的理性主义有三个显著特征：首先，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需要运用逻辑来研究人以及人类制度；其次，人们完全相信能获得可靠的知识；第三，人们相信人类有能力改善社会。总而言之，理性不再仅仅是哲学家的财富，而变成社会进步的武器。

为了建立一种与人性规则相符的修辞学，英国认识论者学习和欣赏具有永恒魅力的古典主义元素。英国认识论者休谟、哈特利、凯姆斯勋爵、普里斯特利等在许多学术领域都取得骄人成绩。他们通晓心理学、哲学、自然科学，从自己的特定知识领域总结出理论，将其运用到修辞理论中，并对坎贝尔（George Campbell）和惠特利（Richard Whately）等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坎贝尔是认知修辞学的代表人物。他和布莱尔、亚当·斯密等都属于苏格兰学派的修辞学家，这些学者曾在苏格兰的爱丁堡（Edinburgh）、格拉斯哥（Glasgow）、艾伯丁（Aberdeen）等城市的大学任教，在修辞学领域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坎贝尔承继了培根、洛克等人的一些思想，提出了“科学”修辞学，认为科学就是对某学科有机的理性的解释。他试图通过科学发现来理解人类思维如何运作，在理解的基础上提供论辩教学方法。口才与大脑功能的关系具有核心的作用，他说：“所有言语的目的都可以归结为四种：试图对理解以启迪；取悦于想象；燃起激情；影响意愿。”（Campbell，1963：1）这样，从某种程度上说，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昆提利安等古典修辞学家的重要性就降低了，而心理学则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


6.4　启蒙时期的修辞学家


6.4.1　约瑟夫·艾迪生

英国散文家、诗人、剧作家以及政治家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出生于英国西南部的威尔特郡（Wiltshire），父亲是利奇菲尔德（Lichfield）的教长。艾迪生在著名的私立学校切特豪斯学校（Charterhouse School）接受教育，并在这里结识了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e），两人成为至交。之后他进入牛津大学女王学院就读，毕业后在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教书。1699年艾迪生开始接受训练，准备从事外交工作。后来，他游历欧洲各国，并同时研究政治。1705年他出任副国务秘书，1708年当选国会议员，之后被派往爱尔兰，在那里他度过了一年的时间，并和乔纳森·斯威夫特结识。回到英国后他与斯蒂尔合作创办杂志《闲谈者》（Tattler），1711年又创办了另一份杂志《旁观者》（Spectator），因为这两份著名的杂志，他两人的名字在文学史上常常一起被提起。艾迪生此时也成为一名非常成功的剧作家。1716年他与沃里克伯爵夫人结婚，1717年至1718年担任了国务秘书，后因健康原因被迫辞职，但是他直到死一直都担任国会议员。1719年6月艾迪生去世，被安葬在西敏寺。

在修辞学领域里，艾迪生非常关注有关崇高的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品位问题。人们在观察周围世界的物体时产生愉悦感觉，这种感觉究竟从何而来？约瑟夫·艾迪生的回答是，这种愉悦来自对伟大、新奇、美的观赏。这里的伟大即崇高，是对观察对象全方位的感知。当我们的眼睛或想象力聚焦于辽阔的沙漠、恢宏的山脉、苍茫的大海、无尽延伸的地平线，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伟大的存在，艾迪生说：“我们的想象乐于被一个对象填满，或是抓住某个超出其容纳力的任何事物。”（转引自Mr.Tickell，1811）从伟大衍生出高贵，再加之美与新奇，这些元素经过人的想象力最终升华至人的心灵。

艾迪生将鉴赏力定义为“心灵的天赋，它能愉快地洞悉某个作者的美好之处，厌恶地察觉他的缺点”（同上）。他认为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人的鉴赏力是与生俱来的，但通过向成功作者学习以及与有天赋的人交谈，人的鉴赏力可以得到培养和提高。艾迪生还依据他的鉴赏力理论批评当时的英国，认为当时的风气过于偏爱警句、机智的措辞、矫揉造作的幻想。


6.4.2　埃德蒙·伯克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是爱尔兰的政治家、作家、演说家、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被视为英美保守主义的思想大师，他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相当深远。他很早就跻身文坛，而且两度进入政府，担任下院议员，并成为英国18世记下半叶辉格党的领袖人物和主要发言人。爱尔兰人具有能言善辩的天赋，在世界近代史上，爱尔兰人中脱颖而出的演说家数量之众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的。埃德蒙·伯克诞生时适逢演说在英国进入全盛时期，议员们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演说盛况空前绝后。诸如皮特、福克斯、谢里丹这些雄辩家的演说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而伯克的演说则更是字字珠玑，美不胜收。虽然他堪称典范的演说已不可能再现，但即便是见诸文字的篇章，读起来依然是声情并茂，独具匠心。

伯克如此令人震撼的演说应该说来源于他对崇高理论的理解。他强调情感的力量，相信通过语言的力量来提升崇高与美，认为话语通常比图片或景象更有激发力。因为相信这一点，所以他说：“雄辩与诗歌……比其他任何艺术更能留下深刻而生动的印象，甚至在许多情况下超过自然自身。”（Burke，1852：Ⅱ，679）

伯克的《对崇高与美的思想起源的哲学探索》（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1759）同样也以心理学为依托探索崇高与美在我们思想中的根源，在这篇论文之后还附有另一篇关于鉴赏力的导论。虽然这篇论文说不上完美，但它仍不失为18世纪出现于英国的最为重要的美学文献之一。

伯克认同心智（mind）由各种能力组成，以及鉴赏力来源于感觉、想象力、判断力（senses，imagination and judgment）的观点。而这些特性人们都具备，所以也都有鉴赏力。不同的观察者之间之所以产生分歧，是因为天生的感性、知识、训练等元素增强了判断力。伯克对崇高与美进行了全面分析。他先描述一般的情感，然后描绘了一些对强烈感情的感觉所带来的影响，诸如惊讶、恐怖、晦涩、广大、色彩、喧闹等（astonishment，terror，obscurity，vastness，color and loudness etc）。这些强烈的感情都能给观看者的想象力留下深刻的印记。伯克喜欢用一些词汇来突出崇高的深义，如巨大的、严酷的、黑暗的、阴暗的、相当可观的、大规模的、恐怖等（vast，rugged，dark，gloomy，solid，massive，terror etc），即使这些词描绘的特质会引起人的不快，那也是为了感受崇高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比崇高较为温和且令人愉悦的是美，美以爱为目标。伯克与一般人的观点不同，他认为美的原因并非对称、适合、完整，真正的原因是微小、平滑、变化、微妙、色彩、外貌、清晰。因此，崇高和美的原则各不相同：一个是基于恐怖而引发惊愕，而另一个则是基于愉悦而引发爱恋之情（Burke，1852：566—620）。


6.4.3　亚历山大·杰勒德

亚历山大·杰勒德（Alexander Gerard，1728—1795）生于苏格兰的阿伯丁，是著名的哲学作家。他起先是自然哲学教授，后又成为神学教授，且是阿伯丁市的牧师，热衷于推动革新运动，论著《论鉴赏力之文》（An Essay on Taste）与《论天才之文》（An Essay on Genius）为其赢得了很高的声名。

伯克的《探索》问世两年之后，亚历山大·杰勒德出版了分量相当的《论鉴赏力之文》，接着又出版《论天才之文》，与伯克一样借助于心理学的理论。

杰勒德的理论主要来源于洛克、休谟、贝利，这些学者的观点使杰勒德对简化论（reductionism）和联想心理学（associationism）产生了极大兴趣，这也成为他美学理论的主调。在他的解析中，联想心理学的痕迹比比皆是。他认为，没有与生俱来的崇高特质的事物，而事物以恰当的方式与其他概念相结合，就能拥有崇高的特质。

杰勒德将鉴赏力细分为新奇、高贵、崇高、美、模仿、和谐、嘲弄、美德（novelty，grandeur、sublimity，beauty，imitation，harmony ridicule and virtue）这些单个准则。他赞同以往一些作者认为鉴赏力标准可以得到改善和提高的观点。他说：“鉴赏力的优秀……在于其成熟与完美。它存在于我们的判断力与想象力相结合的原始能量的优点之中。”这些可以分解为一些元素，感性、文雅、正确性、均衡或它的各个原则的比较的调节。他建议，为了消除鉴赏力中的缺陷，要增强内在感受力和判断力，且需要建立符合“一般人类感觉”的常规。（转引自Gerard，1780）

杰勒德还论述了鉴赏力与天才以及鉴赏力与批评的关系。他指出，天才人物有着全面而敏锐的想象力，因此无论思想之间距离多么遥远，他都能发现其间的联系或关联。这种快速连接思想的才智并非来自实践，而是想象的产物。天赋是创造的首要特质，它是“卓越的设计师，不仅选择材料，而且将材料布置成有规律的构造”（Gerard，1774）。鉴赏力带给批评家一种洞察力，使他准确地诠释自己的感受。杰勒德这些有关鉴赏力、天才、批评的论述都深深植根于18世纪的心理学理论，且在某种程度上预演了休·布莱尔的理论。


6.4.4　查尔斯·罗林

美文学修辞学潮流的发展的背景是对古典著作兴趣的复兴、认识论思想的革命性进步以及鉴赏力理论的发展。当时有许多相关作品在内容和思想上都具有美文学的特质，其中有三部最为突出——查尔斯·罗林的《美文学的教学和学习方法》（The Method of Teaching and Studying the Belles Lettres，1726—1728）、亚当·斯密的《1762—1763年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时有关修辞学和美文学的讲稿》（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Delivered in 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 by Adam Smith；Reported by a Student in 1762-63）以及休·布莱尔的《修辞学与美文学讲稿》（Lectures of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1783）。

查尔斯·罗林（Charles Rollin，1661—1741）是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他出生于巴黎，父亲是刀匠。他1964年出任巴黎大学（University of Paris）校长，热衷于希腊研究。1699年他开始担任博韦学院（Collège de Beauvais）的校长。因为极端信奉詹森主义，他失去了校长职位与教书权利。

罗林在《美文学的教学和学习方法》的开篇就阐明该书采用的观点结合了古典修辞学以及17、18世纪巴黎大学学者们的思想。他虽然明显受到早期法国修辞学的影响，但在材料的选择和利用上与前人有着显著的差别。《美文学的教学和学习方法》旨在提升学生的理解、方法和宗教感情。全书共分为六个部分：语法、诗歌、修辞、历史、哲学、教育管理和程序。在每个单元中，斯密与布莱尔论及的所有美文学之传统，书中都有涉及。通过分析鉴赏力、崇高性、修辞学经典、语篇目的、证言的形式以及法庭、布道、宗教作品中的雄辩，查尔斯·罗林为未来的研究建立了指导方针。总之，该书将主要的传播原则集合在美文学的标题之下。阿特伯里主教（Bishop Atterbury）与伏尔泰（Voltaire）盛赞此书为“上流文学为题的最全面的论著之一”（Golden et al，1984：140）。


6.4.5　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被奉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但是，他的修辞学素养及修辞实践活动也广受赞扬。亚当·斯密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County Fife）的寇克卡迪（Kirkcaldy）。其父也叫亚当·斯密，是律师、苏格兰的军法官和寇克卡迪的海关监督，在亚当·斯密出生前几个月去世；母亲玛格丽特（Margaret）是法夫郡斯特拉森德利（Strathendry）大地主约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的女儿，亚当·斯密一生与母亲相依为命，终身未娶。1723—1740年间，亚当·斯密在家乡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求学，完成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和伦理学等课程，1740—1746年，斯密在牛津大学（Colleges at Oxford）求学。1748年，亚当·斯密在凯姆斯勋爵（Lord Kames）的资助下，在爱丁堡大学举办有关修辞学与美文学的系列公开演讲。演讲持续了两年之久，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声望。1751年亚当·斯密获得令人艳羡的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一职。翌年，他转向道德哲学领域，并在这一学科从事教学13年。1764年，他辞去了大学教授的职务，担任布克莱公爵的私人教师，并陪同公爵到欧洲大陆旅行。在法国巴黎，他认识了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重农学派代表魁奈和杜尔阁等名流，这对他的经济学说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斯密的《国富论》（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为他赢得“政治经济学之父”的美誉，早已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全球发行。

在修辞学领域，亚当·斯密可以说是英国的查尔斯·罗林，他熟读经典，精通法语和意大利语，通晓英国历史、文学、心理学，因此他力求在演讲和文字作品中系统地分析文体、演讲术、批评。亚当·斯密的修辞学演讲强调各式各样的语篇形式。他每每在引经据典的同时，都会联系到自己对演讲、诗歌、戏剧、历史作品的论述。他比较各种作品的功能、目的、结构、实质，证明了它们既相似又相异。所有的传播方法表现出的共同元素是文体，亚当·斯密将这一标准树为中心思想。在演讲中，他总结语言的起源和发展，宣传文体明晰的优点，说明过度依赖比喻及其他修辞格的危害。据说斯密在陌生环境发表文章或演说时，刚开始会因害羞频频口吃，一旦熟悉后便恢复辩才无碍的气势，侃侃而谈。

在语篇的目的、结果以及雄辩的三种形式，即论证、评判、协商等方面，亚当·斯密依然坚守古典注意思想。他认为修辞最重要的目的是通过严谨推断的论点产生感染力与说服力，激发听众的情绪。

在亚当·斯密的演讲中散布着许多对文学批评的点滴评述。在古典传统和现代心理学传统的影响下，他认为，正确的鉴赏力必须与特定时代和场景以及大多数人的情趣相吻合。要想作出敏锐而有鉴别力的判断，就必须对人性有全面的了解，因此批评家必须从探索自己的心智开始，方能获得自己真实的感受，但如果到此就停滞不前，他很可能以个人的喜好和感受作为衡量完美的准绳。所以，批评家需要同时考虑他人的感受，即设想自己是某种性格与行为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

亚当·斯密在《论公正、警察、岁入和军备的演讲》（Lectures on Justice，Police，Revenue and Arms）中，完整地表述了对鉴赏力的看法。他认为，美的三种基本成分是“顺势的变化”、“流畅的衔接”、“简单的次序”，这正是鉴赏力的实质所在（Thomson，1965：220）。这些特性结合起来就形成新古典主义“规范”（decorum）或“得体”（propriety）的概念。这些特性贯穿了亚当·斯密研究修辞批判的各个方面。他主要遵循的原则就是文雅、准确、统一、明晰等。斯密认为无论是古希腊的剧作家还是莎士比亚，都经常违反这些规则。莎士比亚常常违反空间统一原则：在他的作品中，场景一会儿设在法兰西，一会儿又跳到英国伦敦，然后又转到约克。空间距离如此之大，使得观众不禁会疑惑在这些距离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认为拉辛（Racine）和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作品就没有这种缺点。对于格调高雅和文体规范的作品，斯密常常不吝赞美。例如，他把约翰·德赖登（John Dryden）、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等树为文学楷模，因为他们的诗作风格简洁、表现出和谐和节奏的美感。在他的眼中，蒲柏是最合乎规范、优雅、和谐的英国诗人。而格雷的不足之处是他的作品太少。斯威夫特（Swift）比上述几位更有才华，拥有极其优雅的风格与情感，但这位善于表达、机智聪慧的博士却常常沦为“为私人圈子娱乐服务的八卦写手”（Golden et al，1984：142）。

学界对亚当·斯密在写作与演讲方面的表现褒贬不一。他的讲座也并非都是组织严密意义深远，从他学生的笔记中可以看出，他时常借助古罗马修辞学家与古典主义者的观点来支持自己的评述。华兹华斯（Wordsworth）曾在《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1798）的序言中对亚当·斯密冷嘲热讽，指责他是“最蹩脚的批评家”，“在这种杂草似乎自然而然生长的苏格兰”居然生产出“这样的人”。但是，亚当·斯密作为重要修辞学家的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他论述语篇效果、拒绝陈词滥调、重视从事物精髓本质得出观点、强调激情和交感，特别是他的美文学方法论，激发了后来休·布莱尔的想象，布莱尔成功地将修辞学与诗学的最优秀元素加以融合，因此流芳百世。


6.4.6　休·布莱尔

休·布莱尔（Hugh Blair，1718—1800）被誉为最伟大的修辞理论家之一，他不但任爱丁堡大学修辞与美文学教授，而且还是长老会传教士，著述颇丰，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宗教界和世俗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布莱尔出生于具有良好教育环境的长老会会员家庭。他小时候体质孱弱，对他而言，将来从事宗教工作是最好不过的选择了。1730年，布莱尔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道德哲学与文学，1739年在他21岁时获得硕士学位，他的论文《自然规律的基础及约束》（De Fundamentis et Obligatione Legis Naturae）论述了道德与良好品行的原则问题，为他后来所著的《布道词》中进一步论述这个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741年，布莱尔获得长老会传教士资格，不久后利文伯爵（Earl of Leven）听闻他的声名，引荐他到法夫（Fife）地区的一家教区教堂。1754年他开始管理耶斯特男爵夫人教堂（Lady Yester’s Church），四年后被提拔到苏格兰教士的最高职位——圣伊莱斯高教会（the High Church of St.Giles）。他在此任职多年，并同时整理自己的演讲稿，结集出版了《布道词》（Sermons，1777）。在宗教界达到巅峰之后，布莱尔在教育事业上也收获丰硕。1757年他获得圣安德鲁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Andrews）授予的荣誉神学博士学位。1759年，即亚当·斯密第一场公开演讲的11年后，在凯姆斯勋爵（Lord Kames）的资助下，布莱尔在爱丁堡大学开设了作文讲座课程。一开始他的讲座是不收取任何报酬的，在大学里反应平平。但几年后，他在爱丁堡大学声名鹊起，市议会指定布莱尔为“修辞学教授”，并将他的修辞学课程列入大学的正式课程。1762年，乔治三世赐予他“钦定修辞学与美文学教授”之头衔，在这个职位上，他供职达二十余年之久。

布莱尔最著名的作品有《对奥西恩诗歌的批评》（A Critical Dissertation on the Poems of Ossian）、五卷本的《布道词》（Sermons）以及《修辞与美文学讲稿》（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除此之外，他曾匿名出版过一些其他作品，如编辑八卷本的《莎士比亚作品集》等。

《对奥西恩诗歌的批评》出版于1763年。在该书中，他对流行于苏格兰高地的盖尔语诗歌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肯定了奥西恩在诗歌创作中的贡献。他的著作受到萨缪尔·约翰逊的热情赞扬。但他最为著名的作品还是《布道词》。《布道词》最早出版于1777年，共五卷，最后一卷在布莱尔过世后不久出版。《布道词》主要阐述的是道德问题而不是意识形态问题，他强调公共领域的爱国主义，提倡文明社会中的美德，鼓励人们通过努力工作提高自身素养，但同时要安于社会现状，在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享受生活乐趣，但要多行善事，效忠上帝，反对激进的改革。这些观点反映了布莱尔的温和主义立场，但也表现出他不拘泥于宗教教条的自由主义倾向。他把情感与理性相结合，采用非对抗性的温和态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清晰的结构，迎合了当时听众的口味，因此广受欢迎。

布莱尔在1783年退休后出版的《修辞与美文学讲稿》（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的绝大部分内容是他在1759年以来在大学里的讲稿。在前言中他解释说，因为许多学生依赖于肤浅的笔记，将他演讲的不完整的笔记传来传去，因此这本书的目的是为公众提供他教学的精确内容（Blair，1866：11）。该演讲集面世后广受好评。英国和美国的许多大学还将其列为课程参考书。读者的需求也不断增加，从1783至1873年，该书先后被翻译成法语、意大利语、俄语、西班牙语等各种欧洲语言，共出版62个完整版与51个删节版。

他的作品之所以如此大受欢迎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的。18世纪欧洲社会对文化和人性关注的全面复兴使修辞学得以恢复到早期的地位。而布莱尔卓越的口才、富有洞察力的批评、优美的文体都促成了《讲稿》的成功。此外，《讲稿》还有一些独到之处。

首先，布莱尔的讲座以青年学生为对象。青年学生渴望看到关于修辞学和文学比较简明、全面、条理清晰、合乎理性的知识体系和观点。而《讲稿》结构富有条理、框架清晰，正符合学生们的需要。该书包含的47篇演讲系统论述了五个重要的主题。其中，5篇论述批评、鉴赏力、天赋；4篇论述语言；13篇有关文学主题，如诗歌、历史与哲学写作等。这些演讲以基于鉴赏力的架构开篇，然后围绕主题不断深入，综览语言的历史，分析文体的本性和要素。其中一半（24篇）的演讲把主要问题放在雄辩术和高雅文学上。此外，有吸引力的不单是他的结构，他的教学方法和令人愉悦的文体风格也是一大原因。他注重实效，举例丰富，引证了大量古代及当时的著名作家的作品，尽量避免抽象单调和枯燥无味的陈述。他对每一种理论，都要用一个特定的例子来说明。此外，对于他所推崇的优秀文体风格的重要特质——精确、得体、清晰——都在他的作品中得到验证。在讲座中，他还告诫学生，文学修养能提高人的社会地位，提升人的道德情操。但要成为成功的演说家，还要必须同时具备高尚的道德、个性魅力和文学知识。

布莱尔成功的另一原因是他独到的折中主义，这也体现出修辞学生机勃勃不断发展的态势。布莱尔意图同时论证修辞学的连贯性和变化性，这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古典主义的偏激，另一方面避免新颖过度。他认为，仅基于经典的修辞体系是静态无生气的，但只限于现代主义的修辞体系会缺乏历史根基。面对这一难题，布莱尔将优秀的古典理论与当代修辞学与文学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古罗马修辞学家与朗吉努斯的影响在布莱尔的作品中处处可见。例如，关于篇章处理的部分可以说是现代版西塞罗与昆提利安的布局谋篇思想；有关文体的部分体现出昆提利安制定的规则；对鉴赏力与崇高的论述则反映出朗吉努斯《论崇高》的观点；对崇高与品味的观点受到伯克与杰勒德的影响。

同样，布莱尔也频繁提及现代主义的学说。他分析篇章的目的，坚信“信服、劝说”（conviction，persuasion）二元性，即读者或听者在没有感觉被强迫按照某种信念行动的情况下，可以被说服相信某种事物是正确的，这些观点说明布莱尔吸收了官能心理学的理论；他批评陈词滥调，赞同基于当代逻辑学理论的发明之管理功能；他欣赏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理性主义，尝试哲学的理念，这指引了他的批评理论之方向；他赞同托马斯谢·里丹的自然方法和交谈模式，依此塑造出自己的演讲特色；他接受罗林（Rollin）和斯密（Smith）设计出的课程结构，从中得出的理论是，人可以通过努力达到完美。布莱尔为自己的演讲添加了衍生的色彩，体现出多样性和广泛性，这足以证明修辞学理论有着不断进步的特质。

曾有人评论说布莱尔本质上是一个集他人思想之大成者，而自身却少独创性。但仔细推敲他的演讲，就不难找到他对修辞学与批评之核心原则的创新观点，这也正是他成功的第三个原因。例如，他将所有形式的演讲术归入富于辞藻、深思熟虑、公正明断（epideictic，deliberative，judicial）之范畴的传统进行了修改。他虽赞同古典主义公正明断的雄辩术，但同时把论证式的、深思熟虑的演讲术统一在一个主题之下，这个主题被他称之为公共集会的雄辩术，同时再结合宗教布道的演讲术（pulpit）。接着，他论述每一种传播形式的目的及其在三部曲（trilogy）中的次序。论证式演讲，布莱尔称之为特殊场合演讲（special occasional oratory），其功能是令人愉悦。公正明断的雄辩术更高一层，即使智者信服。传播的最高目标——劝说（persuasion）是宗教布道的目的。布莱尔相信官能心理学之信服—劝说二元性，以此区分信服与劝说。演讲者或作者应该考虑到目的与场合，调整观点以适应特定的目的听众。应该铭记于心的是思想先于风格、内容先于形式或修饰。无论何时，目标就是正确、精准、得体，最后是优雅。作为苏格兰长老会教堂著名的传教牧师，他具有多年布道经验，深知布道者在演讲时所面对的问题，因此就演说术提出的这些修辞理论观点具有独创性，其实用性经久不衰。

布莱尔虽然在创新的细节处理上略显粗略，但他对篇章的本性与功能的分析都不失新鲜感与创造力。他对陈词滥调批评的方式、将天赋与创造能力相结合的理论、对待规则的态度，都有所创新。他认为，古典主义学说或主题对演讲者在准备序言或理性路线（introduction or the line of reasoning）上都无所帮助。为支持这一观点，他指出“知识与科学必须提供资料以组构任何有价值创作的躯干与内容”（Blair，1866：21）。对于相信普通知识将增强自己的创造才能的人，布莱尔推荐他们阅读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昆提利安的作品。但如果要准备一篇有说服力的演讲词，他则认为应该忽视那些古老的主题，专注于自己的主题。他引用典故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例如他曾说，当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煽动雅典人起来武力反抗腓力二世之时，一定未曾参考任何文献，而西塞罗在一些部分参考经典文献，结果却适得其反。

布莱尔的第四个特色是他对创造力与天赋的论述。他认为，虽然这两个词语意义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含有相似的意义。说一个人具有天赋，就意味着这个人有非凡的发明创造之力量。另一方面，创造要求人全面通晓某一问题，并具备对相关主题进行充分逻辑思考的能力。因此，显然有天赋的人具有较强的分析特定问题的能力。布莱尔认为，艺术不能弥补天赋或创造力的不足，自然才是得到这些力量的唯一源泉。修辞与艺术的功能在于引领天才朝着正确的方向或帮助演讲者组织通过创造力得出的论点。修辞规则对发展创造力不具备决定性影响，所以在他的演讲中不对这一主题做长篇论述。布莱尔还认为，创造力有管理的本性，主题的价值有限，这些都来自认识论学说。但是布莱尔创造性地将这些观点运用和表达，将它们列入18世纪“新”修辞学中的显著位置。

布莱尔是用美文学方法研究修辞学的集大成者，他提出的一些重要概念在许多年里引导着欧洲和美国的修辞学发展方向。例如他对鉴赏力与崇高的论述。鉴赏力是修辞学元素，是布莱尔构建其理论的基础。他定义鉴赏力为从自然与艺术之美中获得愉悦的力量，是所有人类通有的心智能力，可以通过训练与理性而改变。鉴赏力就如身体，会对训练有所反应，例如，勤学苦练可以提高工匠的触觉与视觉能力，同样，一个人刻苦地研习经典作品，就会提高自己的鉴赏力。同时鉴赏力也受到理性的影响。虽然鉴赏力与理性分属心智的不同能力，但它们紧密相关。鉴赏力产生愉悦之情，理性则诠释这种愉悦的本质。理性的职责是判定某种自然之产物的准确性。当源自自然或艺术的愉悦感与理性的判断协调一致，鉴赏力就达到了完美。此外，鉴赏力随着自然与个人的文化背景而变化。两个不同的人对同一作家或同一部作品的反应可能会不同。普通人甚至可能与批评家的观点完全相反。在这种情况下，以谁的判断为准？哪种判断更优？布莱尔给出的甄别原则是“鉴赏力必须是公正且正确的，并与人的一般感受相符”（1866：33）。

鉴赏力带来的愉悦之感，主要来源于崇高与美。崇高可以在无生命的事物与人性中找到，它包含广阔、力量、权能（vastness，force，power）。自然的海洋、天空，无限的宇宙，都满足着人的想象。但是，最具影响的是强大的权能与力量。表达庄重、晦涩、混乱，以及最重要的上帝的思想，都是现实力量的范例。崇高更多可见于人性之中。高尚的品德或英勇的精神向人们的心灵灌输着崇尚之情。例如讲述某位无畏勇士的故事，展现出的角色的伟大，这通常是产生愉悦的最高尚的形式。写作或演讲中的崇高的特点是朴素、简洁、力量。最高尚的段落是勇敢且激发听众同情的表述，其语言不过度、不过量、不夸大其词、不冷淡生硬，但却足以强劲，使描述对象给人留下清晰而完整的印象。美较之崇高更加宁静、更加持久。在自然中，美被赋予色彩、形象、运动等形式。色彩仅仅是感官刺激物，只通过眼睛的功能获得。形象由两个类别组成：规律性与多样性。真正美好的事物是规律、多样和动感的结合。人类的表情就是这种令人愉悦的结合的完美示例。

此外，布莱尔是第一位将修辞作为一种批评形式加以运用的现代作家。事实上，他的演讲大多是可以归为写作和演讲艺术的批评。这也令一些近代学者将布莱尔作为批评家而非修辞学家来研究。乔治·森茨伯里（George Saintsbury）在对这种研究传播的方法表示赞同时，称布莱尔“应得到特别的赞扬，因为他完全认可‘修辞’在现代实际上意味着‘批评’这一重要的事实”（1902：Ⅱ，462）。布莱尔使用的批评方法有着完善的构想和实践。他所制定的原则以及这些原则在自然和艺术作品上的运用，成为他判别鉴赏力的基础。他不拘泥于单一的批评思想学派，同时扮演着新古典主义者、理性主义者、认识论者、浪漫主义者的角色。他的天赋在于将这些各色哲学体系创造性地连贯性地融合起来，这使他的演讲与美文学运动获得不朽的盛名，这在修辞学史上是无与伦比的。

关于批评与鉴赏力的关系，布莱尔认为，运用理性以及对自然与艺术之愉悦的良好鉴赏力，是判定某个作品价值的标准。真正的批评，不是基于抽象的推理，而是对事实进行缜密分析的结果。为证实这一原则，布莱尔指出亚里士多德的三一律观点就是在全面彻底研究古代伟大作家作品后建立起来的。批评是一种经验的艺术，因此，它永远不能离开事实而独立存在。总而言之，批评之规则旨在帮助作者或演讲者避免在作品中出错，越过这一点，批评无法进行。布莱尔对鉴赏力与批评的论述不仅说明了他的修辞原则核心，也为日后基于判断与评价的现代修辞学观念奠定了基础，这些重要观点的现代性特征十分明显。


6.4.7　弗朗西斯·培根

启蒙时期的现代思想家中，培根与笛卡尔对修辞学的影响尤为深远。1561年1月22日，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出生于伦敦一个官宦世家。父亲尼古拉·培根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掌玺大臣，他的母亲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才女，受过良好的人文主义教育，能够娴熟地使用希腊文和拉丁文，而且还是一个虔诚的清教徒。她在家里教育体弱多病的儿子。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培根成熟较早，各方面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才智。12岁时，培根被送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攻读法律。他信奉英国国敦，反对教皇干涉英国内部事务。后来他旅居巴黎，遍访法国各地，接触到了不少的新鲜事物，汲取新思想的营养，促进了他的世界观的形成。1579年，培根18岁时，他的父亲病逝，并留下了大笔债务，培根的生活陷入困顿。1582年，他终于取得了律师资格，不久当选为国会议员。1602年，伊丽莎白去世，詹姆士一世继位。由于培根曾力主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合并，此举受到詹姆士的大力赞赏。培根从此开始平步青云，先后受封为爵士、国王顾问、副检察长、首席检察官、枢密院顾问掌玺大臣等职。但培根的才能和志趣并不在国务活动上，而在于对科学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上。1621年，培根被国会指控贪污受贿，被高级法庭判处罚金4万镑，监禁于伦敦塔内，终生逐出宫廷，不得任议员和官职。虽然后来受到豁免，但他却因此身败名裂。从此培根开始专心从事理论著述。1626年3月底，在伦敦北郊的一片雪地上，他心血来潮地要做一次冷冻防腐实验。但由于他身体孱弱，在风寒侵袭后，支气管炎复发并恶化，于1626年4月9日清晨病逝。

培根法律知识渊博，善于发表简洁雄辩的政治和法律演说。他一方面要求保护君主政体的权力，同时主张赋予政府立法机构以更多的自由。作为一个政治实践家，他在事业方面协调冲突和进行和解的方式常常令人难以理解。他似乎认为只要能够自保便可以作出各种妥协。这种态度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培根参与当时一些令人厌恶的政治交易。在其事业发展的早期，他获得了艾塞克斯伯爵（Earlof Essex）的支持，后来由于艾塞克斯伯爵犯下叛国罪，培根在女王的授意下写了诉讼词，将艾塞克斯伯爵送上了绞刑架。虽然艾塞克斯的叛国罪不可恕，但是培根也在名誉上留下了污点。

培根撰写并发表了很多重要的作品。他的著作中包含了大量的演讲、书信和他多年来搜集的格言警句。1597年，培根发表了他的处女作《随笔》（Essays）。他用简洁、格言式的风格而不是当时所盛行的华丽辞藻将自己对社会的认识、思考、人生的理解等浓缩成许多富有哲理的名言警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并流传至今。

1605年，培根完成了两卷本的《论学术的进展》（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该书是以知识为其研究对象的一部著作，是培根声称要以知识为其领域，全面改革知识的宏大理想和计划的一部分。培根在书中猛烈抨击了中世纪的蒙昧主义，论证了知识的巨大作用，指出了知识不能令人满意的现状及补救的办法。培根在书中提出了一个系统化的科学百科全书提纲，对后来18世纪以狄德罗为首的法国百科全书派编写百科全书起了很大的帮助。

1609年，在培根任副检察长时，他又出版了第三本著作《论古人的智慧》（Of the Wisdom of the Ancients）。他认为在远古时代，人类已经存在着最古的智慧，这些智慧可以通过对古代寓言故事的研究而再次发现。1620年出版的《新工具》（Novum Or ganum）是培根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它提出了培根在近代所开创的经验认识原则和经验认识方法。该书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篇》是相对立的。培根在结束其政治生涯后，仅用几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另一部书——《亨利七世本纪》（History of Henry Ⅶ），该著作得到后世史学家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是“近代史学的里程碑”。

大约在1623年，培根写成了《新大西岛》（New Atlantis）一书，该书是一部尚未完成的乌托邦式的作品，在他去世的第二年才首次发表。作者在书中描绘了自己所追求和向往的理想社会蓝图。在这个地方，科学主宰一切，这是培根毕生所倡导的科学的“伟大复兴”的思想信念的集中表现。

培根是近代哲学史上首先提出经验论原则的哲学家。他重视感觉经验和归纳逻辑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开创了以经验为手段、研究感性自然的经验哲学的新时代，对近代科学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人类哲学史、科学史都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培根的先锋性理论引发了新经验主义运动，这种新经验主义在英国皇家学会的实验性研究中产生了聚焦与象征性的影响。托马斯·斯普拉特（Thomas Sprat）在17世纪60年代出版的《英国皇家学会史》中，称颂培根为自己的“进取心”带来灵感与方向（转引自Golden et al，1984：164）。他还称赞培根为“实验性哲学”所作的辩护有说服力，称赞他的问题乃卓越之典范。斯普拉特对培根杰出成就的评价，广泛得到后来作家们的赞同。

培根的哲学思想与其社会思想是密不可分的。他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代表，主张发展生产，渴望探索自然，要求发展科学。培根对知识的贡献，最重要的是他对感性知觉的分析。为了建立确定性的进步性阶段，培根拒绝当时广泛使用的逻辑归纳法，即从特别事例到一般前提、然后到判断发现中心原理的方法；相反，他认为应该从感觉与特例得出原理，渐进地连续地前进，最终能达到普遍的原理。培根对心理学有兴趣，因此他得出结论，有缺陷的感知会阻碍人通过归纳法确定可靠而正确结论的诉求。他认为是经院哲学阻碍了当代科学的发展。因此极力批判经院哲学和神学权威。他还进一步揭露了人类认识产生谬误的根源，指出需要清除人类头脑中可能有的这些谬误，他在《新工具》中提出了著名的“四假象说”——“种族假象”（Idols of the Tribe）、“洞穴假象”（Idols of the Cave）、“市场假象”（Idols of the Market Place）、“剧场假象”（Idols of the Theatre）。他说这是在人心普遍发生的一种病理状态，而非在某情况下产生的迷惑与疑难。这些用来描述谬误的词语既新颖又意味深长。第一种是“种族假象”，这是全人类共有的、植根于人的本性中的一种成见，使人在认识事物时，往往以自己的主观感觉为标准，因而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掺杂着许多主观成分从而引起认识上的谬误。第二种是“洞穴假象”，是因个体差别而形成的偏见，就像每个人都居住在自己的“洞穴”里，而对别人的“洞穴”不了解、不接受，固执地以个人的立场、观察角度、思维方式等看待事物从而导致主观性、偏隘性等认识上的偏差。第三种是“市场假象”，即人们交往时由于语言概念的不确定而产生思维混乱。人们的思想交流过程就像市场上的物品交换活动一样，需要使用语言。但是，如果对名称和概念的定义出现偏差，就会造成以假当真、名实不符等错误。市场假象，就相当于现代分析哲学中所要尽力消除的“语义混淆”。第四种是“剧场假象”。培根把历史上的哲学和思想比做舞台上演出的一幕幕戏剧，在不知不觉中人们便把形形色色的哲学体系的“剧本”误以为真，从而丧失了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陷入盲目迷信权威和传统之中。培根以此抨击经院哲学体系，指出经院哲学家就是利用四种假象来抹煞真理制造谬误，而它们代代相传下来，接受者却不曾运用科学标准来判断它们的合理性。但是培根的“假象说”渗透了培根哲学的经验主义倾向，未能对理智的本性与唯心主义的虚妄加以严格区别。

在分析谬论后，培根强调这种分析对他的知识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他旨在建立一种认识论体系，它会将人类引向一个建立于科学之上的现实王国，而这些谬误是堵塞入口的阻碍物。因此，“必须以坚定而郑重的决心以及完全自由而净化的理解来摒弃”这些谬论。总之，寻求科学确定性的人类必须怀有孩童般的纯洁与质朴，正如基督教所认为纯洁与质朴是“进入天堂国度入口”（Golden et al，1984：164）的基础。

1605年，培根完成了两卷本《学术的进展》（The Proficience and Advancement of Learning）。培根在书中猛烈抨击了中世纪的蒙昧主义，论证了知识的巨大作用，提出知识不能令人满意的现状及补救的办法。他还创新地运用自然心理学把大脑的功能分类为记忆、理性、想象、意愿与爱好等。他认为，人类知识的基础是人的理解能力，而知识结构与理解能力则和三个部分相关：历史之于记忆、诗歌之于想象、哲学之于理性。在该书中，培根还提出一个系统的科学百科全书的编写提纲，后来18世纪以狄德罗为首的法国百科全书派编写百科全书从中受益匪浅。

就修辞学理论而言，培根的思想和传统的理论相比具有相当的创新价值。他认为想象受到理性的支配，“修辞学的义务与职责是将理性运用于想象之中，以使意愿更好地运转”（Bacon，1955：309）。古典学者认为知识可以从普通的、特殊的或特定的主题获得，培根虽同意这种观点，但他又创造性地超越了古人。他不强调布局谋篇和搜集素材的重要性，而反之强调“记忆”元素。他认为传播者获得知识并储存于大脑，然后有效地从记忆中唤起自己已掌握的知识，并运用于面临的修辞情景。

此外，他提出，四种素材有助于传播者的觅材取材。

第一种他称之为“善恶的渲染”（colors of good and evil）。善或恶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判断，因此，劝说者要使事物看起来善或者恶。因为“善与恶”常常受到貌似正确的前提的干扰，所以培根提醒我们要批评地考察这些前提。比如，“人们赞扬与尊崇的就是好的；人们指责与声讨的就是坏的”。从表象上看，这一论断似乎表达的思想是高层次的“善”。但培根认为，这种论点是一种诡辩，它欺骗了人们，靠的是迎合人们的无知、派系情绪、偏见。

第二种培根称之为“正反”（antitheta），即由正面与反面论述组成的命题。在《学术的进步》中，培根同时从正反两面列出47个命题。这种方法与现代的辩论纲要相似，可以帮助演说者回应反对的观点。这种方法还有助于作出判定，比如，在遇到棘手的难以立即作出判断的问题时，可以按照培根的方法，分别将赞成的观点和否定的观点写在左右栏，这样权衡两面的观点后，就能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

第三种是“惯用语”（formulae）。惯用语可以是普通的短语、句子或段落，使用的目的是过渡或概要之用，或者是幽默的讽刺，以弱化攻击态势或敌对形象。培根在论述这一点时，大量借用自己在法庭和国会中丰富的切身经验，举例阐明如何利用惯用语句来减弱对手的力量。例如，“当对手称‘你跑题了’，你回应说‘那是跟着您跑的’；如果对方说‘你太理所当然’，你就反驳说‘理所当然的事你认同的太少’”（Goldenetal，1984：162）。当然，这种表达方式多少有些做作而不自然，但是这种修辞策略依然流行于现今的政治、法庭、宗教语篇之中。

第四种是“格言警句”。它们是“锐利的言语”或精炼的陈述，可以“交织于连续的言语中”或“必要时自己吟诵出来”；它们如同盐，可以“洒在你需要的地方”（同上）。1597年，培根曾发表《随笔集》。他在书中将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和思考以及对人生的理解浓缩成许多富有哲理的名言警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培根还告诉人们如何收集这些素材的方法。首先，他认为我们应该注意观察周围世界，特别要关注特殊事例、事件之间的异同，以及他人的谈话等。其次，人们应该自由地进行交谈，通过交谈产生出新鲜的洞察力。一些著名的政治领袖如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就是成功运用这种方法的范例，他们借此获取信息以应对棘手的国内外难题。第三，培根认为我们学习要广泛，特别是在历史领域。此外，培根还建议用普通的笔记本将观察、交谈、学习过程中收集的资料记录下来。

虽然培根并没有系统地对修辞学进行描述，但是在其作品之中所散见的对修辞的论述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他本人的实践，而且对我们把握17世纪修辞理论的发展方向都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培根对修辞的看法与巴门尼第斯（Parmenides）的弟子齐诺（Zeno）将逻辑论证与修辞分别比做拳头和张开的手的比喻是一致的。他将科学话语看作是真理的科学版，而认为修辞是将知识与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这种区分，尤其在培根所生活的追求科学至上的大环境下，意味着将思维和言语区分开来。对笛卡尔来说，这种区分是有着决定性意义的。但是培根并没有嘲笑修辞学，即使他区分修辞与科学研究。他驳斥柏拉图的观点，因为柏拉图认为修辞是对真理的扭曲，在市场的偶像中恶人并不是修辞，而是含糊的词语和他们在外延和内涵意义之间不可避免的转换。仅仅修饰性的修辞将导致混淆，这正是在合理的心理学原理上改革修辞艺术的原因，而不是谴责修辞。修辞是一门严肃的艺术，也是重大的责任，因为它使知识在外部世界发挥作用。培根注意到修辞将道德与理智联系起来，而修辞本身却不足以实施道德的行为。

在之后的著作中，培根又谈到他对修辞学的主张：“逻辑从属于理解，修辞则从于想象；进而言之，修辞学的职能无非是：用理性于想象，并制约其相互关系，从而激发人们的热情和欲望。”通过将想象和理智看做是截然不同的功能，培根为关于这些功能的不同分区和独立开发的大量讨论奠定了基础。

当然，培根并不反对当时所流行的过于华丽的西塞罗式的散文风格。但是他也不支持其他反对西塞罗的做法，如自我宣称的简洁风格或塞内加风格。他的风格独特而复杂，虽然长久以来的传统观点认为他所认定的简洁风格无疑适应了当时科学的发展。现在我们可以毫无顾忌的说，科学文体完全不是非修辞性的，所以培根也不应被看作是修辞学的敌人。培根的格言警句并不是明白的，而是隐晦的，他所表达的科学知识的意象只能被能够可以穿透他密码的大脑所理解。此外，用格言式的句子来表达思想并不只是向目标受众传达信息的方式，事实上，这种做法会影响思想的内容。


6.4.8　勒内·笛卡尔

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出生于法国安德尔—卢瓦尔省（Indre-et-Loire）的图赖讷（Touraine，现改名为笛卡尔）一个贵族之家，笛卡尔的父亲是布列塔尼地方议会的议员，同时也是地方法院的法官。他幼年体弱多病，母亲病故后就一直由一位保姆照看。从小时候起，他就颇具哲学家的气质，但他父亲希望他将来能够成为一名神学家。8岁时，他被送入拉弗莱什（La Flèche）的耶稣会学校，接受良好的古典学以及数学教育。1613年笛卡尔到普瓦捷大学学习法律，1616年毕业获博士学位。毕业后笛卡尔长期没有固定职业，在欧洲各地游历，专心从“世界这本大书”中寻求智慧。1628年移居荷兰，在那里住了20多年。在荷兰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笛卡尔对哲学、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数学家梅森神父及其他欧洲主要学者保持密切联系，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完成了他一生中的好几部重要著作。1628年，笛卡尔写出《指导心灵的原则》（Rules for the Direction of the Mind），1634年完成了以哥白尼学说为基础的《论世界》（The World）。书中总结了他在哲学、数学和许多自然科学问题上的一些看法。1641年出版了《形而上学的沉思》（Méditations Métaphysiques），1644年又出版了《哲学原理》（Les Principes de la Philosophie）等重要著作。1649年笛卡尔受瑞典女王之邀来到斯德哥尔摩，但不幸在这片“熊、冰雪与岩石的土地”上得了肺炎，并在1650年2月去世。1663年笛卡尔的著作在罗马和巴黎被列入禁书之列。1740年，巴黎才解除了禁令，那是为了取而代之当时在法国流行起来的牛顿世界体系。

笛卡尔将数学理性完全运用于其人文科学理论。他明确表示自己喜欢数学，因为数学具有确定性与推理证明。从他的四重研究方法（fourfold study method）中，可以看出他较之三段论法的可能性更加推崇与之相反的数学的肯定性。他坚定地认为，人们只应当接受确凿无疑的证据能证明的观点，将一个问题的所有困难的侧面分割为尽可能多的片段，利用渐层法顺序和原因到结果的次序，遵守质询模式，使用无所不包的枚举方法，以防有所疏漏。他批评三段论推理方法仅在传播人们已知内容的时候起作用，而无法从谬误中调查研究未知的真相。这些观点与乔治·坎贝尔（George Campbell）在《修辞哲学》（Philosophy of Rhetoric）中所表述的非常相似。笛卡尔对雄辩术十分感兴趣，还喜欢诗歌，但他认为“这两者皆自然天禀，而非学习之果实”（转引自Goldenetal，1984：167）。

笛卡尔研究计划的核心是他坚信以理性的力量判定事实和控制想象力。他提出，人的心智能够得出毋庸置疑的结论，诸如“我思故我在”或“上帝存在”。宣告理性成为构筑主体唯一的必要条件，人类俨然成了一个自由、自主、自治的主体。

笛卡尔的观点受益于培根，但在许多方面他都显示出独到之处和先知先觉。他论证试验优于争辩、质询优于交流、行动优于思索，这超越了以往的逻辑学家。他不但强调理性，还大胆提出了被称为19世纪科学之假设的预言。他的思想对西方产生全面的影响。利昂·罗斯（Leo Roth）认为《方法论》“标志着一个新纪元”，“它是思想史的一条分界线，在此之前的所有是旧的，在此之后的是新的”（转引自Golden et al，1984：167）。

笛卡尔的著作一度成为法国逻辑学与修辞学的教科书，随后又影响了英国思想界。从阿诺（Arnauld）与尼科尔（Nicole）的《波尔—洛瓦雅尔的逻辑学》（Logique of Port-Royal）第2版中，最能显现出笛卡尔对其身后学者的影响。这部引起争议的著作通篇体现出笛卡尔哲学的基本理念，动摇了传统修辞理论的基础。阿诺与尼科尔认为真理是人生的超凡目标。因此，唯一符合要求的传播模式是遵循几何学原理的，需要基于清晰定义、公理、因果关系的证实的模式。在这种体系中，无须三段论推论的学术、用貌似真实替代事实的陈腐之物或是高度的情感吸引力。也不需要表达或创造的方法，因为人类在这些方面有天赋资质。简而言之，因为修辞不能得出真理，所以至多将修辞归类于逻辑与实验能够获得的传播原则的简单任务。而意大利杰出学者维科（Giambattista Vico）则发表了截然相反的观点（Golden et al，1984：167）。

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反驳，他们认为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追求绝对的、客观的、永恒的真理，认为修辞学只是研究表达方法问题，限制了修辞学的研究范围。古典修辞学中的论辩部分被分割到辩证法中，把觅材取材和布局谋篇置于逻辑规则之下，修辞学只剩下文体风格和演说技巧。这种狭窄化导致修辞学自身的发展一直停滞不前，并且也受到其他学科尤其是科学的排斥，甚至在道德上成为一个负面的概念（谭笑、刘兵，2008）。还有学者批评笛卡尔理性主义和现代数理逻辑都将逻辑的概念狭隘化了，而“在逻辑领域和在道德领域一样，理性论断的真正问题都需要经验、洞察和判断，数学计算从来都只是完成这一任务所运用的诸多方法之一”，“逻辑领域的狭隘化对人文科学、法学乃至所有哲学流派的方法论而言都是灾难性的”（杨贝，2007）。


6.4.9　约翰·洛克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生于萨默塞特郡的威灵顿村，父母都是清教徒。出生后不久，全家搬到了布里斯托以南7英里的一个镇。1647年，在父亲的友人的资助下，洛克被送至伦敦西敏中学（Westminster School）就读，后就读于牛津的基督教会学院（Christ Church）。在大学期间，他对当时的哲学家如笛卡尔等人的著作产生了兴趣，开始从事一些实验哲学和医学的研究，并且成为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

1666年，洛克在行医中认识了沙夫茨伯里伯爵（Anthony Ashley-Cooper），伯爵对他的悉心治疗相当感激，他说服洛克成为他的助手兼个人医师。在伦敦，洛克在知名医师托马斯·西德纳姆（Thomas Sydenham）的指导下继续研读医学，同时，在自然哲学上也对洛克产生了极大影响，这种影响可以在洛克后来所著的《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1960）里看到。沙夫茨伯里伯爵是辉格党的创立者之一，对于洛克的政治思想有极大影响。伯爵曾出任英国大法官（Lord Chancellor），洛克也随之参与各种政治活动。1675年，由于政坛失势，伯爵在洛克随同下前往法国旅行。政治情势稍微好转时，洛克又回到了英格兰。这个时期，在伯爵的鼓励下，洛克开始撰写知名的《政府论》（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一书，在书中洛克替后来1688年的光荣革命提出辩护，但也批评了托马斯·霍布斯等人的独裁主义政治哲学。虽然洛克是与较具权势的辉格党共事，他所提出的自然权利以及政府理论在当时可说是相当激进的。到了1683年，洛克由于被怀疑涉嫌刺杀查理二世国王，被迫逃亡至荷兰，一直旅居至光荣革命结束。在荷兰，他终于有时间继续开始撰写许多著作，重新校对他的《人类理解论》以及《论宽容》的草稿。1688年洛克跟随奥兰治亲王的妻子一同返回英格兰，先后出版了包括《人类理解论》、《政府论》以及《论宽容》等。1704年10月28日洛克去世。

洛克的不朽之作《人类理解论》，继承了培根、笛卡尔以及法兰西学院（French Academy）和英国皇家学会等众多成员的观点。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总结了17世纪科学思想的核心特征，同时又以新鲜而敏锐的洞察力表现了人的本性。洛克是不列颠经验主义的开创者，建立了近代哲学第一个完整、系统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体系。洛克认为人类所有的思想和观念都来自或反映了人类的感官经验。洛克将“自我”定义为“会以意识思考的东西（无论其本体，无论其是由何种精神、物质所单独构成或混合而成，皆是如此），这种东西是可以进行感觉的，会感觉到快乐或痛苦、幸福或不幸，而其意识延伸的程度，便是其自我所关心的程度”。但洛克并没有忽略“本体”的重要性，认为“自我”是一种在体内的自我察觉以及自我意识的反射。在《人类理解论》中洛克解释了这种意识灵魂的发展过程，批评了圣奥古斯丁派所提出的人生下来皆带有原罪的理论，也批评了笛卡尔提出的人生下来皆带有基本逻辑知识的理论。

洛克认为人的心灵开始时就像一块“白板”，而向它提供精神内容的是经验（即他所谓的观念）。观念分为两种：感觉的观念和反思（reflection）的观念。前者来源于感官感受外部世界，后者则来自心灵观察本身。洛克强调这两种观念是知识的唯一来源，这一点不同于理性主义。洛克的这种经验论是不彻底的，一方面他承认心外有物，另一方面受经验论立场的限制将知识局限在观念范围之内，因而又无法证明知识与外部事物是符合一致的，从而陷入了困境。

虽然洛克曾宣称，修辞乃“错误与欺诈的强大工具”（转引自Golden et al，1984：167），但他对发展于18世纪的语篇的心理哲学理论产生了积极影响，这种修辞理论后来在坎贝尔的《修辞哲学》（Philosophy of Rhetoric）中达到顶峰。洛克的《人类理解论》中包含有许多新概念，对修辞理论研究者有着特殊意义。

洛克否定三段论演绎法，认为这种方法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加强两种思想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也不能提出论点或得出道德真理。上帝赋予人类推理的能力，使我们可以感知联想并判定思想之间是否连贯一致。因此，理解并非通过“三段论的方法传达给理智”（Golden et al，1984：168），洛克在培根、笛卡尔以及波尔—洛瓦雅尔所说的三段论基础上给出了新的限定尺度。

洛克还认为传播能达到使听者理解，但不一定有能力激发听者的意愿。加强理性的程序必须通过能激发同情的诉求，这种诉求最终成为主要的行动决定因素。所有的情感都有一种洛克称之为“躁动”（uneasiness）的元素。头脑无论何时经历到“躁动”，就会感觉痛苦并产生强制性的要摆脱它的愿望。简言之，激起热情后可能会影响到意愿，因为激发某种情感不可避免地会引发痛苦。然而，假如因为快乐已经得到满足，大脑处于安逸状态，那么说服就没有成功的机会了。这种理论显然具备官能心理学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讲，洛克的观点预言了20世纪的认知不和谐理论。


6.4.10　詹巴蒂斯塔·维科

洛克对人类头脑的探究吸引着英国与欧洲大陆的注意力时，另一位欧洲认识论者，意大利修辞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詹巴蒂斯塔·维科（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正在那不勒斯大学精心阐释着自己的思想理论。维科是18世纪意大利著名的语言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美学家和哲学家，被誉为是“意大利的黑格尔”，维科的理论对孟德斯鸠、赫尔德尔、马克思等都有着相当的影响。

维科出生于那不勒斯的普通人家，父亲是位书商。他自幼勤奋好学，偏爱语言学、法学、历史学和哲学等学科，毕生以追求最高智慧为生命之目标。1694年毕业于那不勒斯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699年，维科开始了他的系列讲座，传播自己的创新思想。其中最为著名的一篇演讲发表于1708年，题为《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De Nostril Temports Studiorum Ratione）。维科长期担任修辞学教授的职位，逐步形成自己的社会科学理论，并成为传播学理论的先驱。他重新肯定或然性（probability）对修辞学的价值，把修辞学引入新兴的社会与行为科学领域。由于知识庞杂，考据烦琐，学理艰涩，维科的著作曾一度遭到冷落，他本人也在当时受到批评和歧视。但到20世纪，他的著作又成为西方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其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

维科潜心于经典著作，荷马、柏拉图、西塞罗以及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Tacitus）等人的作品都是他悉心研读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把研究兴趣转向语言起源、古代修辞学和诗学，将这些学科看做是开启人类本性、文化和历史之谜的开端。

在诸多古典学者中，维科尤为推崇柏拉图和塔西陀。他认为柏拉图代表了一种玄奥智慧，塔西陀则代表了一种普通智慧，而一个真正的哲人就必须兼备这两种智慧，换言之，兼有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而近代哲学家培根则是这种两者兼备的代表。在柏拉图与塔西陀思想的启迪下，维科形成了他早期的基本哲学思想，而在传播理论方面，则从荷马与西塞罗那里受益良多。荷马的作品表现出希腊人的许多早期知识，维科在阅读时发现了修辞与人性的密切关系，因此他相信，只有人类才会精确地知晓自己的感受和心态，并通过各种符号如文字、艺术、音乐等传递给他人。

维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古典主义者，但同时，他也受同时代的哲学家的深刻影响。维科对培根的热情与他早期对荷马、柏拉图、塔西陀、西塞罗的崇拜不相上下。正是在培根的《新工具》的影响和启发之下，他才得以在1725年发表举世闻名的《新科学》（The New Science）。《新科学》以人性论和历史唯心论为出发点，为美学带来历史发展观点，对原始人的诗性智慧及形象思维展开研究，把想象的原则引入美学等都具有开创性。

按照思想和语言的原则，维科发展出一种理想的永恒史——他较早提出历史循环论，认为一切民族从兴起、发展到鼎盛一直到衰亡，都必须经过这种理想的人类永恒史。这一永恒史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神的时期、英雄时期和人的时期（换言之，一个社会开始于信仰魔法巫术，再到信仰先进的哲学），它们对应的政体分别是氏族公社、贵族政体和君主独裁政体，对应的语言则分别是神的语言、象征语言和民众语言。维科以此证明自然非静态这一社会学法则。他通过历史材料研究断定，宗教、婚姻、葬礼这三项习俗是世界一切民族所共有的，无论时间空间相隔多远。人类因为敬畏天神而自己创造了人类史，虔诚地遵守这三项习俗，以免使世界回到野蛮时代。

在美学方面，维科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关于“诗性智慧”的理论，其基本规律有三点：第一，形象思维是抽象思维的基础，在人类历史上，艺术产生于前而科学哲学产生于后；第二，形象思维的基本方式是以己度物的隐喻，人的心智由于其不确定性，每逢堕入无知，总把自己当作衡量宇宙的标准来对待陌生的东西；第三，形象思维实质上是一种想象性的概念，是诗性的人物性格，是一种理想的范例，不是现实中个别的反映，而是有所概括和夸张的反映。维科认为，人类原始民族的创造者都是某种诗人和哲人，他们的思维是一种诗性思维，即以一种隐喻的原则创造了事物，创造了各门技法和各门科学粗糙的原型，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他们自己。例如，荷马是欧洲最早的诗人，也是一个存在于理想中的诗人，他并非具体的在自然界存在过的个体，而是希腊各民族的理想化的总代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荷马史诗都出现在英雄时代末期，诗风差别悬殊，因此希腊全民族就是真正的荷马。

在建立自己新科学的基本原则之后，维科开始将其与自然科学原则进行比较。笛卡尔与其追随者认为几何学命题乃是理解自然世界的关键方法，而维科则认为这些不过是人类的创造物。他说：“证明数学法则很简单，因为它们是人造的概念，目的是为符合我们对宇宙的感知。因此，这些命题的可信度不见得高过从描述人类经历的科学历史方法中得出的知识。”（转引自Golden et al，1984：170）维科认为不应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对立，而应将这两种方法有机结合。

维科试图把古典原则与现代观念相结合的理论当时并没有获得广泛支持。但是，他对19世纪和20世纪社会科学的影响却是深远的，牛津奥里尔大学（Oriel College at Oxford）校长赛亚·柏林（Sir Isaiah Berlin）盛赞维科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勇敢的改革者之一。他说，维科事实上创造出文化这一观念；他的数学理论直到我们的世纪才得到肯定，是革命性的；他预见到浪漫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美学，且几乎改造了这一主题；他事实上创造出比较人类学和语言学，且开创历史与社会科学的新方法；他对语言、神话、法律、符号、社会与文化演变的关系等，都体现出他天才的洞察力；他提出自然科学与人文研究的区别，这种区别直到现今都是重要的议题
[1]

 。


6.4.11　大卫·休谟

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父亲在宁威尔区（Ninewells）担任律师。12岁时休谟就被家里送到爱丁堡大学就读（当时正常的入学年龄是14岁）。最初他打算从事法律职业，但不久他发现自己对哲学和知识以外的任何东西都厌烦。休谟对于大学里的教授都不抱任何好感，他认为根本不能从教授身上学到任何东西，从书本里学到的知识可谓应有尽有。在18岁时休谟的哲学研究就获得了重大突破，使他得以让自己彻底面对这个全新的思考领域，也使他下定决心抛弃其他所有快乐和事业，完全投身到这个领域里。

1739年，休谟在法国定居期间完成了《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一书，当时他年仅26岁。虽然现代的学者们将《人性论》视为是休谟最重要的一本著作，也是哲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并且因此引发了文学革命，但此书刚出版时并没有获得多少重视。

如果说洛克是理性主义思想的柱石，那么大卫·休谟就是其忠实的门徒，在用英文写作的学者中，他是世界一流的人文主义哲学家。对休谟作品的所有分析前，我们首先要清楚他与布莱尔以及坎贝尔同时代这一事实。这一时期，苏格兰文学迎来了“第二个黄金年代”，休谟与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的哲学研究、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的历史学研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的诗歌创作、约书亚·雷诺兹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的美术成就等，使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成为“天才的温床”和“北方的雅典”。大批的学生从英格兰、美国、欧洲大陆等涌入爱丁堡城和爱丁堡大学。

大卫·休谟是苏格兰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被视为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虽然现代对于休谟的著作研究聚焦于其哲学思想上，但他最先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成名的。他所著的《英格兰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一书在长达60至70年的时期里成为英格兰历史学界的必读著作。休谟的哲学既有怀疑主义成分也有自然主义成分。休谟的哲学受到经验主义者约翰·洛克和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的深刻影响，也吸收了艾萨克·牛顿（Sir Isaac Newton）、法兰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亚当·斯密等人的理论。

正如维科将对柏拉图和塔西陀的热情与对培根的热情相融合一样，休谟不遗余力地追随着西塞罗与洛克的智慧遗产并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从早期起他就将西塞罗的著作既作为学术指南又作为业余消遣，而这种习惯保持了一生，因此他才能自如地引用和注释西塞罗的文章、修辞学著作、演讲等。

休谟成为英国修辞思想史上的灵魂人物的原因并非是他对西塞罗的崇拜，而是他将洛克的哲学思想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洛克的功能划分、联想理论以及情感优先等理论，加上艾萨克·牛顿将实证方法运用于自然科学而取得的辉煌成就，都极大地激发了休谟。后来的研究使他得出结论，人类的头脑从一种观念转移到另一种是通过“相似、时间或空间的邻近、因果”三种特质。他认为头脑是由联想结合起来的许多官能感知，可以将其再细分为两种官能——印象与理念，前者构成原因，后者为结果。以此为前提，休谟得出信念的定义是“与某种现有的印象相关或由此印象联想到一种活跃的理念”。

首先，休谟对因果的论述是具有原创性和影响力的。休谟主张大多数人都相信只要一件事物伴随着另一件事物而来，两件事物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关联，使得后者伴随前者出现（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休谟在《人性论》以及后来的《人类理解论》一书中反驳了这个理论，指出我们虽然能观察到一件事物随着另一件事物而来，但两者的关联性并不能轻易观察到。而依据他怀疑论的知识论，我们只能够相信那些依据我们观察所得到的知识。休谟主张我们对于因果的概念只不过是我们期待一件事物伴随另一件事物而来的想法罢了。“我们无从得知因果之间的关系，只能得知某些事物总是会联结在一起，而这些事物在过去的经验里又是从不曾分开过的。我们并不能看透联结这些事物背后的理性为何，我们只能观察到这些事物的本身，并且发现这些事物总是透过一种经常的联结而被我们在想象中归类”（Hume，1740：93）。也因此我们不能说一件事物造就了另一件事物，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一件事物跟另一件事物可能有所关联。休谟在这里提出了“经常联结”（constant conjunction）这个词，经常联结代表当我们看到某件事物总是“造成”另一事物时，我们所看到的其实是一件事物总是与另一件事物“经常联结”。因此，我们并没有理由相信一件事物的确造成另一件事物，两件事物在未来也不一定会一直“互相联结”（Popkin ＆ Stroll，1993：268）。我们之所以相信因果关系并非因为因果关系是自然的本质，而是因为我们所养成的心理习惯和人性所造成的。休谟提出的这个说法有力驳斥了因果关系理论，在休谟之后的一些哲学家如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还完全抛弃了因果关系的概念，只将其视为一种迷信。

其次，休谟认为人类的动机来源于人的情感天性，与洛克一样，他认为要说服意愿转化为行动，需要对愉悦和痛苦之激情的诉求。但他超越了洛克，认为“理性是而且应是激情的奴隶，除了服务与顺从激情绝不能扮演任何其他角色”（转引自Golden et al，1984：175）。

在休谟看来，真正重要的是在于我们如何感觉这些行为。休谟的这个理论在现代被视为是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的基本原则，主张一个行为的合理与否应该是取决于这个行为能否达成其预定的目标和欲望，无论这些目标欲望为何。理性只是扮演着一种媒介和工具的身份，用于告诉我们怎么样的行为才能达成我们的目标和欲望，但理性本身永远不能反过来指挥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目标和欲望。休谟抛弃了霍布斯在心理上的利己主义，除了考虑到私利以外，休谟认为我们也能够被我们自身对其他人的同情所驱动，这种同情能够让我们向其他人施与并非出于自私的照顾和关心，也就是现代学者所称呼的利他主义感情。休谟主张我们不可能单纯依靠理性作出道德判断，理性只能够处理实际情况并且从中获取结论。而我们以同情为基础建立的感情能够驱使我们追求非私利的目标，例如增进其他人的利益。和亚当·斯密一样，休谟认为“同情”一词代表的不只是对于其他人的关怀。同情是一种人们用以传达并分享感情的基础，正面和负面的感情都包含在内。从这个角度来看同情也就类似于现代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所谓的“移情”（empathy）。

此外，休谟还坚定地认为印象的力量强于观念，实验的方法优于演绎的方法，因此他赞同笛卡尔和洛克，不认为三段论法是研究人性的有效工具。在《人类理解论》一书中，休谟主张所有人类的思考活动都可以分为两种：追求“观念的联结”（Relation of Ideas）与“实际的真相”（Matters of Fact）。前者牵涉到的是抽象的逻辑概念与数学，并且以直觉和逻辑演绎为主；后者则是以研究现实世界的情况为主。而为了避免被任何我们所不知道的实际真相或在我们过去经验中不曾察觉的事实所影响，我们必须使用归纳思考。归纳思考的原则在于假设我们过去的行动可以作为未来行动的可靠指导。

休谟在修辞学理论的演变方面作出至关重要的贡献。亚里士多德将非艺术证据（如誓言、证言、文献等）划归为次要地位，而休谟作为历史学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将证据（evidence）特别是证词（testimony）提升到很高的水平。这些理论后来引发了乔治·坎贝尔（George Campbell）与理查德·惠特利（Richard Whately）这两位修辞学家的强烈反应。休谟在《论神迹》（Of Miracles）一文中这样论述：“我们可能会认为，基督教不但在最早时是随着神迹而出现的，即使是到了现代，任何讲理的人都不可能在没有神迹之下会相信基督教。只靠理性支撑是无法说服我们相信其真实性的，而任何基于信念而认同基督教的人，必然是出于他脑海中那持续不断的神迹印象，得以抵挡他所有的认知原则，并让他相信一个与传统和经验完全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即使是神迹也不能给予宗教多少理论根据。休谟在文章中提出了几点理由，所有的理由都指向了一个答案：神迹只不过是一种对于自然法则的违逆。他在《人类理解论》（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一书中对神迹的定义指出神迹是对于基本自然法则的违逆，而这种违逆通常有着极稀少的发生几率。异常的主张需要异常的证据加以支撑，然而与此相反的是，休谟观察到：“人们总是贪婪地一味接收而没有详细检验那些能够安哄迷信而提倡神迹的事物。”休谟关于神迹的论述对后来坎贝尔关于理性与证据的理论有重要意义。


6.4.12　乔治·坎贝尔

乔治·坎贝尔（George Campbell，1719—1796）出生于一个牧师之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为其后来在语言、神学、修辞学方面的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从马歇尔学院（Marischal College）毕业后，他开始学习法律，在一名苏格兰律师处实习，后又继续在爱丁堡学习神学。结束学习后，坎贝尔成为传教士，在宗教界与学界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声望。

认知学派的修辞风格在乔治·坎贝尔的作品中达到顶峰。坎贝尔是长老教会牧师与教育家，是理查德·惠特利作品中的圣公会大教主。在整个10世纪，几乎无人能同坎贝尔一样，自由徜徉于古典与当代思想之间，从中筛选出最贴切的理念，对基于人性与其本质的多学科性的修辞理论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

坎贝尔热爱古典主义，他不断提醒自己的学生研读古典著作，如昆提利安的《雄辩术原理》，西塞罗的《论觅材取材》、《论演说家》、《古罗马修辞术》以及朗吉努斯的《论崇高》等著作。坎贝尔认为，修辞是一种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他希望把古典主义规则、社会行为科学的发展等与自己的创新理论相结合，从而避免因过分依赖希腊和罗马修辞学家而导致的贫乏结果。因此，可以在他的《布道雄辩术讲稿》（Lectures on Pulpit Eloquence）中看到，坎贝尔对同时代的学者表现出不屑，认为他们甚至没有能力将高度艺术的修辞学方法发挥到古人的水平。他说，就修辞艺术本身而言，现代人尤其没有超越古人的水平，现有的英、法语重要修辞学文献中，所有有价值的内容都是在大言不惭地抄袭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昆提利安（1832：99）。

他最重要的著作是《修辞哲学》，其中第1册包含了坎贝尔最具创新性的修辞学思想，如官能心理学的基本元素、联想法则、同情、道德推理以及“常识”（common sense）等。坎贝卡从研究人性出发，借鉴并发展了培根、洛克、休谟的研究成果，例如他为洛克的理解与意愿分类加上了想象与激情，不是将其视为各自独立的成分，而是从最基本的理解功能到较复杂的意愿功能这样一个具有层次性的整体。而说服则是经过想象、激情、意愿之后的最后结果。

他从一般性的论述逐渐深入对心理官能及其与修辞实践的关系的详细论述。他认为，理解由解释与证据组成，传播者以阐明一种未知的学说或一种复杂的理念为目的，但是，如果话语缺乏明晰性，听众就会对这种修辞情境下的论点持不信任或怀疑的态度，这样讲话者就难以达到令人信服的目的。

坎贝尔将想象定义为“头脑的能力，头脑以此能够构思并把事务联结起来，而这些事物在联结中既没有被感觉所感知，也没有被记住”（1832：131）。传说（fables）、寓言（parables）、寓言体小说（allegories）、诗歌这些传播形式既是想象的结果，也作用于想象，言者或听者可以使用生动而有力的语言，通过模仿、比拟等来描绘鼓舞人心的美好表象。激情的引发从指向想象的描述中油然而生。情感通过形象的联想而被激发。这些活跃的联想促进受众获得“爱、怜悯、悲伤、恐怖、厌恶、或渴望”等感觉（同上：132）。讲述者的亲身经历常常产生非常好的效果，如果听者得知讲述者已经经历过或正在经历某种情感，那么听者对这些情感会感觉特别强烈。

坎贝尔非常系统地论证了激发怜悯的证据。在这一问题上，他融合了洛克与休谟对人性的观点。他赞同洛克对激情的二分法——“愉悦”（pleasant）与“痛苦”（painful），认为激情是由吸引力或联想结合在一起而生成的。他还说道：“每一种痛苦通常都比愉悦给人在想象中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在记忆中保留的时间也更长。”（1963：165—168）

在《修辞哲学》中，坎贝尔将演绎证据细分为科学证据与道德推理。前者实际上是对笛卡尔哲学的重述，很大程度上并不属于修辞学范畴。它针对的是抽象的独立证据，依靠单一连冠的系列，将所有包含不同程度的确定性或矛盾的证据都排除在外。

旨在说服听众的演说者如何才能获得证据呢？坎贝尔认为是道德推理。它高于潜在性和或然性，但低于绝对确定性。坎贝尔将道德证据分为四种：经验（experience）、类比（analogy）、证词（testimony）、机会计算（calculation of chances）。

第一种道德证据是基于观察的结果，是从特定的例子归纳到一般的前提。经验作为理性证据产生的说服力要远远强于其他证据。

第二种道德证据是“间接经验，建立于距离遥远的类比”（同上：80）。两事物或两事件之间相隔越遥远越不明确，对两者的比较就越无效。坎贝尔建议要大量使用类比，虽然不能使真理得到强化，但却可以削弱对手的反驳能力，所以，使用类比的目的主要用于防卫。

第三种道德证据被坎贝尔称为是“我们天性的一条创造性法则”（同上：83），在《论神迹》（A Dissertation on Miracles）一书中，他宣称，“神迹可以通过证词加以证明”。他认为，无论是人性、人类历史还是常识等，都没有什么能够反驳《圣经》中记录的神迹。而且，证词与经验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以为证词来源于他人的观测。基督教神迹是可信的，因为有不止一位证人的确认。这种经验的结合没有相反证据能反驳，因此产生道德确定性（同上：134）。

第四种道德证据是机会计算，性质复杂。坎贝尔希望设计一种方法来协助传播者确立更为有效的或然性。一旦经验、类比、证词等元素相互矛盾，难以进一步进行证实的时候，使用数学方法就可以预测一个事件的统计学或然性（statistical probability）。

坎贝尔的《修辞哲学》受到极大的推崇和赞扬，被认为“是18世纪修辞学发展的转折点，是第一部现代修辞学著作，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修辞学理论的第一次真正的进步”（Bizzell ＆ Herzberg，1990：749）。


6.4.13　理查德·惠特利

坎贝尔、布莱尔和惠特利这三个名字总是同时出现在18、19世纪西方修辞学的研究中。事实上，相较于前两者，惠特利的修辞思想诞生得较晚，只是到了19世纪20年代才成书，50年代才为人们熟知。然而，由于其理论既是对坎贝尔、布莱尔两人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又是在新时期的开拓性发展，倘若有人提到那一时期的修辞研究而不涉及惠特利的理论都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修辞学。

惠特利（Richard Whately，1787—1863）出生于英国伦敦，在牛津大学奥瑞尔学院（Oriel College）完成高等教育，1921年婚后便定居在牛津。1825年他受任圣奥尔本学院院长（principal of St.Alban Hall），次年他极负盛名的著作《逻辑学原理》（Elements of Logic）问世，该书在英国掀起了逻辑研究的新高潮。1928年他出版了深受其逻辑思想影响的著作《修辞学原理》（Elements of Rhetoric），该书对此后修辞学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结束了短暂的教学生涯后，1831年他被指派为都柏林大主教（archbishopric of Dublin）。最终他成了享誉全英的逻辑学家和神学家。

惠特利的修辞理论被艾宁格（Douglas Ehninger）称为“神学修辞学”（ecclesiastic rhetoric），他的《修辞学原理》被视为是布道者的实用手册，旨在指导布道者以一种符合逻辑的方式呈现话语以赢得受众的服膺进而维护基督教不容置疑的神启。惠特利把真理看作是确定无疑的，剥夺了修辞发现和产生真理的本质，修辞学仅成了一门有助于发现真理的语言艺术，在这一点上，惠特利远离了亚里士多德对修辞学或然性本质的认知（Herrick，2005：190）。然而通过把修辞学重新界定为逻辑的分支，惠特利又成了亚里士多德的拥护者，把亚里士多德视为西方修辞学的开山鼻祖并据此重述西方修辞学史，这在很大程度上匡正了欧洲以西塞罗理论为窠臼的修辞学传统。

身为传道诲人的神学家，惠特利重视修辞的力量，作为逻辑学家，他则推崇修辞学中理性的作用。他批评坎贝尔不懂逻辑，指出当今社会的弊病在于妄想通过知识的灌输来消除愚昧和无知，殊不知无知并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有知无识，即无法对已经掌握的事实或知识做出正确的推理、判断和应用。那么如何做到有识又有知，在惠特利看来就是要运用逻辑的思维方法，对现有的事实和知识做出理性的推理和论证。据此，他把修辞学重新界定为逻辑的分支，认为修辞是以逻辑为基础的话语构筑，目的是发现最有说服力的语言论辩形式。他赞同坎贝尔有关“信服”（conviction）和“说服”（persuasion）的区分，即“信服”的目的在于启发理解，“说服”则意欲影响意志。作为逻辑学家的他显然更关注前者，他进一步区分了诉诸“信服”的两种论辩形式即“正论辩”（priori arguments）和“逆论辩”（posterori arguments），指出“当以解释为目的时最好采用从因到果的正论辩，而回击对方的驳论时则最好运用以举证和举例等为主要方式的逆论辩”。在使用论辩时有两点是必须考虑的，即“推定”（presumption）和“证明责任”（burden of proof）。“推定”指一种“先入为主的立场”（a pre-occupation of ground），比如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某些权威看法或者是普遍共识。显然，争议双方谁持有“推定”，谁将占尽先机，他无须多言，只需要把证明已有“推定”是谬论的责任推给对方。于是，在真实论辩的语境中便出现了“推定”归属权的争夺，常用的策略就是“提出一个与已有推定相反的推定，把证明的责任转嫁给对方”（Johnson，1991：52，54）。比如，我们可以借推定“效果是判断行为善恶的标准”来反驳已有推定“动机是判断行为善恶的标准”，尽管我们有“好心办坏事”的说法，但是“法不容情”的观念同样根深蒂固，这样就需要原先持有推定优势的一方来证明其观点的合理性和对方观点的荒谬性，如果进入了这一阶段，己方的优势地位自然就被对方接管了。

然而，无论是证明某一观点还是接管某一推定都可能涉及对对方的观点进行驳斥（refutation）以消解己方的限制，惠特利指明了两种反驳方式：第一，“证明对方观点的内在矛盾性”；第二，“推翻对方观点赖以建立的原始理据的合理性”。受坎贝尔和布莱尔思想的影响，他还认为渐进地呈现论据即从宽泛到具体、从因到果是一种收效较为理想的论辩安排，因为它符合受众的认知习惯和心理期待。然而，有别于坎贝尔和布莱尔对布局谋篇的关注，惠特利把它的研究局限在论辩本身，对论辩过程中引言和结语的作用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比如，他指出每一引言类型都诉诸不同的信服目的：“探究型（inquisitive）引言有助点明主旨的重要意义；矛盾型（paradoxical）引言将貌似站不住脚的主旨变得合理可信；匡正型（corrective）引言在于澄清正在探讨的主题被忽略和误解了；叙述型（narrative）引言则为听者提供了必要的背景描述。”（Johnson，1991：55，57）显而易见，惠特利对论辩结构的分析采用的是形式和功能并重的研究路径，较之前人要更加详细和系统，因而也更具实用性，为19世纪的文章写作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思路和方法。除此之外，他对劝说和风格的探讨也为人们津津乐道。事实上，在这两个方面他的理论并没有多少创新之处，但是他能够集思广益、博采众长，既避免了像坎贝尔那样使用晦涩的语言和高深的理论，也没有像布莱尔那样试图面面俱到。他巧妙地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对他们的理论做了梳理，整合和完善，经由他改造后的修辞理论一经成书，就像是一本现成的教材，兼具系统性、知识性和实用性且不乏学术价值。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修辞学原理》在19世纪广为流传，且被很多人奉为修辞的标准读本。

尽管惠特利从来都没有把研究修辞作为己任，但是在其长期的授业传道生涯中，他逐渐意识到和语言形影相伴的修辞所具有的非凡力量，于是，他为同行撰写了唯一一本有关语言艺术的书，并因而成就了自己在修辞学史上的美名。他的修辞学思想融贯古今，既有对前人的借鉴又有大胆的超越。他以一个逻辑学家的视角为我们开启了论辩研究的新视域，同时，顺应时代的发展，他把写作也纳入了修辞学探讨的范围，所有这一切都为19世纪的修辞学研究贡献了力量。


6.4.14　亚历山大·贝恩

19世纪中叶，作文写作取代了演说论辩成了修辞研究的主流，修辞学的范围不再局限于探究口语还把书面语也包括在内，被尊为作文之父的苏格兰哲学家、教育家亚历山大·贝恩对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亚历山大·贝恩（Alexander Bain，1818—1903）出生于苏格兰的阿伯丁（Aberdeen），自幼家境贫寒，11岁便辍学同父亲一起做纺织工人。他自学成才，18岁时被推荐进入马修学院（Marischal College）学习。其间，他展现了惊人的毅力和非凡的天赋，在心理学、数学和物理上成绩斐然。高年级时他便成了《西敏评论》（Westminster Review）的撰稿人，并因而同该杂志的重要成员英国哲学家、政治思想家约翰·米尔（John Stuart Mill）成了一生的挚友。毕业后他一边在高校任职一边坚持写作，他最负盛名的心理学两卷本《感觉与理智》（The Senses and the Intellect）、《感情和意志》（Emotions and the Will）分别于1955年和1959年问世，书中他坚决把形而上学（玄学，metaphysics）排除在心理学之外，指出心理过程和生理过程是紧密联系的，倡导一种建立在实证研究和心理联想上的现代心理学。在阿伯丁大学任逻辑学和英语文学教授期间，他结合生平所学发展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语法和作文教学法，并撰写了一系列相关的广为流传的教科书，比如《高级英语语法》（Higher English Grammar，1863）、《英语作文和修辞手册》（English Composition and Rhetoric：A Manual，1866）、《英语语法必读》（A First English Grammar，1872）和《高级语法手册》（Companion to the Higher Grammar，1874）等。贝恩一生著述丰富，影响涉及多个领域，以下将重点探讨他有关作文修辞的理论。

贝恩研究文章写作时主要采用的是一种心理生理学视角，因而他更关注三诉求中的情感诉求。他指出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建立在获得愉悦和避免痛苦的欲望之上，意志的运作在于指导行动以获得欲望的满足（Bizzell ＆ Herzberg，1990：663）。他的作文理论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上体现了这一思想。宏观上，他区分了五种话语模式——描写、叙述、说明、议论和诗歌，其中每一种模式都能满足一类写作目的。描写在于选用最适当的方式来呈现事物；叙述采用顺序铺陈法以使受众身临其境；说明也是为了呈现事物，有别于描写，它更关注事物的整体特征，同时立场也更加客观；议论旨在通过合理的论证过程来建立命题的真实性；诗歌可以悦己愉人进而影响意志（Johnson，1991：177—180）。微观上，他提出了“有机段落”（organic paragraph）的概念。段落由主题句（topic sentence）引领，扩展句（developing sentences）协助主题句构筑段落的主旨，而把它们黏合在一起的则是“一致性、连贯性和扩展性”（Connors ＆ Glenn，1995：247）。段落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欲望的满足形式，这一形式应该满足受众的预期，即由句子组成的段落的主旨是什么，它是如何发展的，以及什么因素促使它成为一个不同于篇章的整体。

此外，贝恩认为使用和理解某一辞格时都会激活与之相对的大脑官能。在《英语作文和修辞手册》一书中，他提出了三种大脑运作的方式——区分（discrimination）、记忆（retentiveness）和吻合（agreement），与之相对应的辞格分别是隐喻（metaphor）、换喻（metonymy）和对照（antithesis）。这一区分的修辞学意义在于“只有引动与大脑运作最相符合的意象，受众的意志才最易被引导和影响”（Bizzell ＆ Herzberg，1990：663）。他又指出“在世间万物中寻找相似性（similarity）是人类大脑永恒的倾向”（转引自Johnson，1991：74），因而无论是哪种辞格归根结底都是大脑把此物和彼物相联系的结果。可见，贝恩的修辞思想有着浓重的心理生理学色彩。

直到19世纪末，贝恩的作文理论并没有受到多大的挑战，他有关写作模式和段落发展的理论至今仍发挥着重要影响。与他同时代的修辞学家包括亨利·戴（Henry Day）、大卫·希尔（David J.Hill）、亚当斯·希尔（Adams Sherman Hill）、巴雷特·温德尔（Barrett Wendell）和约翰·杰农（John Genung）等人在内，都在这个领域里进行了辛勤的耕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世纪的现实—传统（currenttraditional）修辞范式也都可以从这里追根溯源。


6.4.15　弗里德里希·尼采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生于莱比锡（Leipzig）附近的洛肯（Rõcken）小镇。父亲在他5岁的时候去世，随后尼采全家搬迁到萨勒（Saale）河畔的瑙堡（Naumburg），与他的祖母和父亲的两名未婚姊妹共同生活。由于他的母亲终身未改嫁，因此尼采几乎是在一个充满女性的环境中成长起来。

尼采曾就读于一所私立的男子学校，在那里他表现出对宗教的向往，希望成为一名牧师。14岁时他进入普夫达（Pforta）中学，学校课程以古典教育为主，这使他开始接触不同于基督教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修辞训练。1864年尼采进入了波恩大学，开始对神学和古典哲学进行研究。但随后他放弃了对神学的研究，在弗里德里希·威廉·里奇尔（Friedrich Wilhelm Ritschl）教授的指导下，着力于哲学研究，后来追随他前往莱比锡大学就读。在1865和1866年尼采研读了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和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的著作，这促使他扩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1867年到1868年尼采在普鲁士军队服役。后在没有撰写论文也没有获得博士学位的情况下，他破例获得巴塞尔大学（University of Basel）提供的古典哲学教授职位。在此期间，他开设了修辞学和修辞学史课程。虽然学生对修辞学并不怎么感兴趣，有一门课甚至只有两个学生，但是，尼采却非常重视。他曾写道：“古代一个人所受教育的最高境界通常就是修辞学，那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政治人物的最高的精神活动。”（Nietzsche，1989：3）1872年他发表了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The Birth of Tragedy）。

在1879年，由于饱受疾病的折磨，尼采不得不辞去他在巴塞尔大学的教授职位。此后，他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到撰写（有些通过口授）书稿中去，先后出版了《人性，太人性的》（Human，All Too Human，1878）、《朝霞》（Daybreak，1881）、《快乐的科学》（The Gay Science，1882）、《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1883）、《善恶之彼岸》（Beyond Good and Evil，1886）、《道德谱系学》（Onthe Genealogy of Morals，1887）、《瓦格纳事件》（The Case of Wagner，1888）等著作。

1889年，尼采精神崩溃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之后，他妹妹伊丽莎白开始接手处理他的相关作品事物，近乎冷酷地控制了尼采的学术财产。她随意地篡改他的作品，把许多自己的想法和尼采丢掉的笔记掺和进去。她撰写尼采的传记，故意造成一种尼采迷思，把尼采当成了捞钱的工具。她让他穿上打皱的白大褂，像个贵族一样，她甚至剪下尼采的一缕头发作为档案留存。在1900年8月25日，尼采死于肺炎。在尼采死后不久，伊丽莎白将他留下的一些笔记整理成《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一书出版。

德国魏玛的尼采档案库收藏了大量尼采的著作和手稿。尼采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在于他企图揭发社会的既有价值观的本质，尼采所指出的人的动物本性和欲望在塑造人类行为上所扮演的角色影响了后来的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荣格（Carl G.Jung）等心理学家。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的学说中重视心理力量的部分也是受到尼采权力意志说的影响。尼采不仅对后来的存在主义产生了深刻影响，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阐释学等也无不受他启发。尼采所提出的“上帝已死”成了存在主义的中心论点：如果没有上帝，那么就没有必然的价值或道德。而没有了必然的价值或道德约束，那人类应该如何相处？

尼采对现代修辞学史最有影响的是“论非道德意义的真实与谎言”，无论是对解构主义还是对后现代主义，这篇文章的意义都非同寻常。正如米勒（J.Hillis Miller）所说，该篇文章的诞生“是修辞学史上的决定性时刻”（1993：325）。尼采对语言表示了深深的怀疑，认为人们通常的真实概念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误导的。语言使人们在语言系统中寻找参照，这样不是把人们引向澄明，而是引向矛盾。他写道：

什么是真实？成群结队的流动着的隐喻、借代、拟人，总之，大量经过诗意和修辞强化、转换和装饰的人类关系，经过长期的使用，似乎变得可靠、权威了，束缚着一个民族。真实就是幻觉，人们已经不认为那是幻觉，那是陈旧的没有感官冲击力的隐喻，那是已被磨平了的只能当做金属不再是硬币的硬币。

（Nietzsche，1989：250）

在这段话中，尼采提出了语言的不确定性问题。对他来说，语言就是修辞，因为一切都是通过比喻才得以交流的。鲍·德·曼（Paul de Man）赞同尼采的观点，认为语言从其核心上就是具有缺陷性的，语言是一个充满错觉的系统，这些错觉是由于对比喻的误解和理解而产生的。由于语言的介入，我们被永久性地和真实隔离了。尼采声称，哲学和科学也是修辞性的。这个观点已经为当代的修辞学家所接受，并进而产生了科学修辞学、医学修辞学等修辞学新的研究范围。可以说，是尼采大大地扩展了修辞学的范围。由于一切都是修辞，修辞学家的兴趣便无所不及，不但和许多学科相贯通、融合，甚至还有修辞之修辞学。（Krajewski，1996：467）

【注释】




[1]
 New York Times Megazine，Nov.23，1969.


第7章　20世纪西方修辞学的嬗变：从复兴到繁荣


7.1　西方社会的现实与修辞学的蜕变

在20世纪的沧桑百年中，整个人类社会经历了大喜大悲的跌宕起伏。在见证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人类物质财富成倍增长的同时，人类也遭受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和危机，科技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并没有给人类带来预想的和平、快乐和安康。战争的残酷彻底摧毁了西方的现代主义幻梦，迫使人们开始寻求一种解决冲突、化解矛盾的非暴力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语言作为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和影响的符号，很自然地与推动人类理解、改善交际效果联系起来。于是，同语言密不可分的修辞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中。

虽然20世纪上半叶战争和冲突不断，西方社会似乎无力顾及其人文领域的建树，但是由于修辞或语言无所不在的属性，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修辞从来就不会没有用武之地。无论是编织开战理由、进行战前动员，或是战争中瓦解敌方士气的宣传战，还是危急时刻稳定民心、贯彻新政和化解矛盾等，修辞都扮演着无可替代、举足轻重的角色。此外，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突破了传统媒介的客观障碍，成就了跨越有形疆界的无形传播。原来仅仅在广场回响的声音如今已经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转瞬间就能传遍全球的各个角落，成为无人不知的语篇。借助现代媒体的语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大的威力，而以语言应用为根基的修辞实践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展现出了新的面貌。然而，与此极不协调的是，20世纪初的修辞研究（主要指口语修辞）已经跌入2500年来的最低谷，其学科威望已大不如前。现代大学的专业化改革把许多修辞学的传统知识分化到心理学、语言学、哲学和文学等领域，而修辞学则更多的是与文章写作相联系。这种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不平衡性或者说是人类对能够正确指导修辞实践的修辞理论的深切关注对修辞学的复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两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大国的地位得以确立和巩固。美国的政治体制借鉴了古希腊的政体模式，大众演讲和竞选演说作为表达民主和体现民主的方式在美国大行其道。战后，遍布美国各高校的演讲系对和言语交流有关的修辞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创办了一系列修辞学组织和刊物，带动了相关领域对古典修辞的再研读和新突破。他们逐渐认识到“语言不是一种可以通过斗争被塑造来适合个人意志的易受影响的媒介，语言本身却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有助于决定人类对自己及其世界的认识”（胡曙中，1999：508）。与此同时，在战后的恢复和重建中，欧洲大陆不同领域的学者也对人类的生存现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们不约而同地从人类的本质中寻求解决冲突的方法。他们重新审视语言的作用，试图揭示话语的力量，并转而重视修辞学。这一切都从深层次上对行将就木的修辞理论发出了召唤。


7.2　文化的困境和修辞的觉醒

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文化潮流在西方独领风骚。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现代主义强调人对自然的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与此同时，逻辑实证主义的风靡以及社会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使得现代主义的思潮愈加澎湃且日趋走向极端。在思想界有些人开始宣称，全部思辨哲学都是一种欺骗和蒙蔽，所有有争议的问题都可以由自然科学加以解决。如此一来，以或然性为基础、试图通过思辨对人类事物进行推理和讨论的修辞学逐渐被束之高阁，以致乏人问津。

对人类理性及其物化形式即科学技术的过度尊崇必然导致人类情感空间的日益萎缩。在这样一个理性至上的“科学世界”，人性被严重地压抑和忽视，人类感到空前的痛苦和彷徨。“科学本身的进步也终于得出了一种反科学万能的结论：在人类精神的更深层次，科学无能为力”（石义师，2002：89）。在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和反思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科学世界’只是人类理性建立在异乡的家园，而人类真正的精神乐园是生动活泼的‘生活世界’”（潘光文、李森，2003：24）。于是，西方一些重要的思想家、理论家把目光投向了与人类或然性事务息息相关的修辞学，并从中看到了指引现代文化走出困境的曙光。

人们发现，古典演说论辩的推理论证方法可以作为价值判断的逻辑，解决关乎人类情感、道德和伦理方面的问题。人们再度努力划分好与坏、善与恶、正义与邪恶之间的界限，踊跃考察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伦理道德问题，从而使关注人类价值情感的修辞研究重新繁荣起来。尤邦克（Ralph T.Eubanks）和贝克（Virgil Baker）就认为，修辞学和价值论的结合必然使其成为一种文化凝聚的巨大力量。作为一种文化普遍记忆的仓库，修辞发挥着联系社会成员的纽带作用。同时，修辞不可避免的是倾向的携带者，它把各种观念植入成员的脑中，并促成知识的生成和社团的塑造（温科学，2006：235）。于是，借助修辞的力量，人类重返“生活世界”，并找回了失去的精神家园。

由于缺乏对人类本质的终极关怀，现代主义在与古典人文知识的角逐中优势不再。众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依据时代的新形势、新问题，在承继和发展旧有原则的基础上，力图从修辞的角度研究社会问题，以促进人类彼此之间的沟通和理解，进而摆脱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和困扰。在这个过程中，古老的修辞学重新焕发出生机，其理论得以更新和深化，其方法得以丰富和完善，其视野得以开阔和拓展。这一伴随着现代主义思潮日渐式微而深度觉醒的修辞意识似乎为人类文化朝着更具积极性和建设性的方向指明了道路。


7.3　20世纪西方修辞学的发展概况

纵观20世纪，西方修辞学不但复兴和发扬了古希腊的修辞学传统，而且又不囿于传统，不断向其他学科领域延伸。在为相邻学科提供可借鉴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时也不断地融合了新的思维和方法，最终发展成为一门备受瞩目的学科。下文将以20世纪西方修辞学领域内的几个重要现象为线索，对其演变作一个简要的历时回顾。


7.3.1　文学批评和修辞学的复兴

从口口相授到文字传播，印刷品的出现取代了个性化、活生生的表演和互动。20世纪初，以写作为目的的布局谋篇和文体风格成了修辞研究的主流。即便19世纪末许多大学已相继成立演讲系，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形成规模。20世纪初，无论是演讲系还是写作学都把修辞看作是清楚、有效地记录、编排和传达知识的工具，对修辞本质的探究则乏善可陈。

“两战”期间，演讲系的继续发展萌发了对修辞学史的研究并出现了对交际和劝说进行研究的新分科。但遗憾的是，高校的英语系仍然对修辞学持漠然的态度。率先打破这一僵局的却是来自文学批评领域的学者，这与现代西方从口语社会过渡到文字写作社会以及评论家对现代主义文化统辖下的形式主义批评方式的不满不无关系。在对文学批评的文本及其方式的考察中，他们从古老的修辞学中拾得了智慧和启迪的种子。

《文学批评原理》（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1924）和《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1929）的出版奠定了理查兹（I.A. Richards）文学批评家的地位。不同于其他形式主义者，尽管理查兹也区分了文学语言和普通语言，但是他认为两者归根结底都是符号系统，都涉及符号、思想和事物三者之间关系的理解。《修辞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1936）一书的付梓表明了理查兹的修辞学转向。他认为意义即阐释，文本的理解不能脱离宏观的文化情境和微观的认知语境，而这种意义阐释的方式恰是一种修辞学的方法。俄国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在《文艺学形式方法》（Formal Method in Literary Scholarship，1928）中抨击了形式主义关于意义的两个假说，即诗歌的意义是诗歌语言结构的一种功能以及意义最终是心理作用的结果。他认为形式主义企图把文本从语境中孤立出来，使之与实际语言相分离，进而消解了对话（dialogism）的可能。这种把包括文学在内的所有话语形式都看做是在特定环境中发生作用的策略的观点和现代修辞巨匠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的看法不谋而合（温科学，2006：27—28）。在《反论》（Counter Statement，1931）和《文学形式的哲学：象征行为探究》（The Philosophy of Literary Form：Studies in Symbolic Action，1941）中，伯克更把文学看做是修辞学的分支。他指出只要文学涉及用语言影响读者就注定是修辞学的一个部分。

到20世纪中叶，文学批评对修辞的回归已成为普遍共识。西方文学理论的代表人物甚至毫不掩饰自己对修辞的认同。比如，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就认为，现代文学批评理论需要一种新的修辞批评，这种修辞批评正来源于文学批评的最早形式，即修辞学。保罗·德曼（Paul de Man）也认为，19世纪，随着浪漫主义诗学的兴起，传统修辞学的名誉一落千丈，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因为现代批评的发展，愈来愈明确地显示出可能产生一种新的修辞学（转引自毛宣国，2008：103）。


7.3.2　新修辞学运动

文学批评对修辞的回归绝不是个例。哲学上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
[1]

 的一个标志就是哲学家开始注意到语言在人们认识世界过程中的作用。于是，哲学家比18世纪更加关注修辞学。与此同时，修辞的现实关联性也引起了社会学家等的注意。诸如上述人文学科发生的修辞转向（rhetorical turn）
[2]

 为修辞学的重整旗鼓带来了新的契机。之前还对修辞学视而不见的英语系也加入了修辞研究的阵地，壮大了修辞研究的力量。在这一大范围、多角度地探究修辞理论的宏观氛围下，新修辞学运动呼之欲出。

新修辞学运动以理查兹和伯克等人的修辞思想为理论先导，20世纪初逐渐传播，到20世纪中叶盛行起来。作为新修辞学的领军人物，伯克早已不满足于从文学评论的角度对修辞进行探讨。战后10年，他写下了近10部和修辞有关的著作以及一系列卓有见地的文章，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修辞学家。伯克认为新修辞学的内核是认同（identification），因而修辞的目的不是修辞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受众之上，而是进行沟通、合作，以达到社会的和谐。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一理念仍然是时代的主流思潮，由此可见，伯克的思想是极具前瞻性的。然而，伯克对当代修辞学的巨大贡献更在于他对修辞本质的探讨——修辞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而且是构成人性不可或缺的成分。据此，修辞学的地位得以擢升，成为一门探讨人类本性的哲学。理查兹也认为修辞学是哲学探索，并把它的修辞理论建立在语言意义的哲学描写之上，希望通过研究语词如何在话语中发生作用来揭示交际失误的原因。

常与新修辞学运动相联系的著名学者还包括巴赫金、佩雷尔曼（Chaim Perelman）、图尔明（Stephen Toulmin）、韦弗（Richard Weaver）、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等。早在20年代，俄国的巴赫金就已站在哲学的高度上对言语活动进行过考察。由于意识形态等的原因，他的修辞思想直至60年代才开始获得普遍的认可。他认为语言只能理解为对话并主张采取把语言视为行为的动态的研究方法。哈贝马斯的交际行为理论（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可以看做是对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回应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深入开拓和应用研究。佩雷尔曼和图尔明则把论辩重新引入修辞学，通过揭示日常论辩的逻辑结构，促成了修辞学和哲学的再次联姻。韦弗曾自诩为医治西方文化弊病的医师，在他保守主义的视角下是对修辞学地位的坚决捍卫。他最大的建树是阐述了修辞学和辩证法的关系，修补了修辞学和哲学的关系。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福柯虽意不在修辞学领域，但是他对主体、语言和权力的思考却深化了我们对修辞学的认识，正所谓理论融合的过程也是发现新的理论盲点的过程。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比彻尔（Lloyd Bitzer）的修辞情境论（rhetorical situation）、布斯（Wayne Booth）的小说修辞学、司各特（Robert Scott）的修辞认识论（epistemic）、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修辞观、格拉斯（Ernesto Grassi）的新人文主义修辞学以及麦克卢恩（Marshall McLuhan）的媒介修辞等。

由上可知，战后西方修辞学迎来了历史上少有的繁荣时期。各种新观念和新方法层出不穷，学术研究变得空前活跃。总的来说，新修辞学运动主要有以下三个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更新了人们的修辞认识。“修辞是话语调味品的观点在当代已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这样的认识，即修辞不仅是所有人类交往中生而有之的，而且组织和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人类不可避免的是修辞的动物。”（Ehninger，1972：8—9）随着这一观点得到进一步印证和认可，修辞学得以正名。尽管修辞活动仍有好坏之分，修辞者仍有善恶之别，但修辞作为人类的本质属性之一，其本身无所谓真假好坏、善恶美丑。其次，新修辞运动提升了修辞学的学科威望。伴随对修辞本质的重新认识，诸多人文领域的学者无法对关乎人类本质的修辞学继续视若无睹，修辞学开始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大步前行。在这一过程中，修辞被重新置于哲学大厦之上，与知识的生成和辩证法不可分离。修辞和价值论的结合也使得修辞成为一种社会的内聚力，与政治和权力密切相关。由此，修辞学发展成一门较高形式的理论探索，摆脱了单纯作为劝说中实用技巧的境遇，其学科地位得以显著拔升。最后，新修辞运动明晰了修辞研究的现实取向。在现代社会中，人类交往日益频繁，社会形势愈加多变，各种关系日趋复杂，修辞是人类通往理解之门、解决彼此分歧、达到社会和谐的唯一行之有效的途径。因而，新修辞也把关注的焦点从劝说转到交往，修辞的目的也由说服转向理解，以适应新形势、迎接新挑战。


7.3.3　修辞学的批判性转向

伴随人文学科的修辞转向，修辞学本身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也即所谓的修辞批判性转向。所谓的“‘批判性’就是使个人的意义重构、认识过程公共化，推理判断的依据不再是一己之理，而是主体间对话的结果”（曲卫国，2008：116）。从这一定义中，我们至少可以推知修辞的批判性转向有两个理论来源，其一是佩雷尔曼和图尔明的论辩理论；其二是巴赫金和哈贝马斯等人的公共空间和平等对话的理念。此外，当时盛行的社会建构主义也是促成修辞批判性转向的理论渊源之一。根据贝格尔（Peter L.Berger）和卢克曼（Thomas Luckmann）的社会建构理论，“知识乃至现实都是特定的社会建构的产物，因为我们所观察到的现实是通过一定的主体视角所获得的，知识则是根据这个视角所产生的认识体系”（转引自曲卫国，2008：117）。

修辞学发生批判性转向有两个重要的原因：首先是自身学科建设的需要。人文学科的修辞学转向从各个方面彰显了修辞学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却没有像实现帮助修辞学完成自身学科重建的预期。现实情况是，修辞学几乎无所不包，无法自成一体，只能作为某些强势学科比如文学、语言学等学科的补充，始终处于“被审视、被描述和被解读”的地位。同修辞的效果相比，批判性修辞更加注重修辞的过程，力图通过演绎的方式批判地还原和解析修辞过程，以帮助修辞学成为“向其他学科提供用以解读和分析修辞现象的权威理论资源”（刘亚猛，2008：319—320）。其次，“也唯有具备批判性，修辞学才可能破解社会文本，揭示文本的社会特征、文本所蕴涵的社会认知和文本自身各种复杂社会权力关系对说服性话语的操控等”（曲卫国，2008：118）。


7.4　20世纪西方修辞学的总体特征——跨学科性

莫兰（Michael Moran）和巴里夫（Michelle Ballif）在《20世纪修辞学和修辞学家》一书的导言中指出：“20世纪可以被刻画为一个修辞学的世纪。……20世纪中叶后，修辞学不仅在其已有的英语系与言语交际系，而且在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都成了一个重要概念和核心术语。”（2000：Ⅺ）可见，当代西方修辞学已不再是一门单一的艺术，而是成了不同学问的综合体，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跨学科性。下文将简要论述当代西方修辞学与若干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


7.4.1　修辞学和语言学

从古至今修辞学一直研究语言的有效使用，但直到20世纪初，语言学的发展才把修辞学引向了纵深，并使其有了非常明显的语言学科性质（柴改英、张翠梅，2007：21）。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Ferdiand de Sausure）开创性地区分了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这两个彼此不同而又紧密联系的概念。他认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应是语言系统本身（langue）而不是具体情境中的语言使用（parole）。他的学生巴利（Charles Bally）把这两个概念同修辞学相联系，并进一步区分了语言体系的修辞色彩和言语交际的修辞效果。同他的老师一样，巴利只关注前者。他从语音、词汇和句法层面分别考察了语言表达手段所具有的诸如感情的、态度的、形象的等修辞色彩，并最终建立了和langue有关的表达修辞学（rhetoric of expression）。

20世纪中叶，语言学家不再满足于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所圈定的语言研究范围，他们对语言的使用（即言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结构主义者哈里斯（Zellig S.Harris）开始研究超句结构（supersentential structure）并首次使用了“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这一术语。国内学者胡曙中教授就认为，“西方古典修辞学对话语过程的探索，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是当今话语分析的雏形研究”，“而且现时研究句子层面以上语言学的进路和方法，其理论灵感盖源于西方修辞学”（2008：47—48）。功能语言学家韩礼德（M.A.K. Halliday）注重从交际的角度研究语言功能并给予语言功能以独立和突出的地位。他还认为“说写者与听读者要有共同的认识，这样双方才有交流的可能”（转引自从莱庭、徐鲁亚，2007：256）。这与伯克所讲的“认同”、佩雷尔曼的“共享”（communion）以及哈贝马斯的“相互理解”（mutual understanding）不谋而合。语用学恐怕是与修辞学有着较多相似性的语言学分支。两者都以语境的参与为前提且重视言语的效果。语用学的奠基理论——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所包含的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和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就涉及话语的目的、意图及其效果和实现。“而合作原则（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和关联原则（the principle of relevance）则可以有效地解释修辞学上有关修辞效果的‘同一’问题和有关修辞操作的‘超常搭配’等问题。”（同上：315）可见，两者有较大的交叉度和互补性。社会语言学对修辞学的贡献可谓是最直接和最富有成效的。社会语言学顾名思义就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研究语言，而修辞学研究交际中的语言，因此也不能脱离人类社会。社会语言学为修辞学提供了一种从外部社会因素研究修辞学的视角，20世纪60年代起蓬勃发展的对抗修辞学、黑人权利修辞学以及女权主义修辞学等都是这一视角的现实表现。另外，社会语言学中典型的研究方法如参与者观察、间接性采访、角色模仿和数据统计等也开始被当代修辞学家所采用，用以增强论说过程的可信性和提高自身学科的说服力。

事实上，修辞学和语言学之间的关系绝不像上文描述的那样简单，至今学术界仍对两者的定义和范围争论不休，可以肯定的是两者考察的对象都是人类语言，因而它们之间必多有联系、重叠和交叉之处，可供相互借鉴的理论、思路和方法亦为数不少。


7.4.2　修辞学和哲学

西方修辞学与哲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苏格拉底以前，人们把修辞学和哲学当做一回事。伊索克拉底就把他在学校里传授的演讲描绘成哲学。直到柏拉图时代，两者才分道扬镳（温科学，1999：58）。之后这两门学科又经历了分分合合，其关系亦若即若离。20世纪初，随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把两者引入了共同关心的领域，修辞学和哲学才重归于好。

英国哲学家伯格曼（Gustav Bergman）最早提出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该转向以维特根斯坦的（Ludwig Wittgenstein）《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 Philosophicus，1921）为先导，实现了哲学研究方法和哲学性质认识的转变。首先，哲学研究的方法不再是对个人感知的心理分析，而是具有客观性和形式特征的逻辑分析。其次，转向之前哲学家们关注的是认识的内容及其与对象和世界之间的关系，转向后则关注思想与语言表达之间的关系。所以，哲学的任务不在于探索我们的认识与世界的关系，转而询问我们的语言是否准确地表达了我们的认识。根据这种观点，一切哲学问题也都是语言问题（江怡，2001：129—133）。据此，通过语言这一纽带，哲学和修辞学再次紧密相连，不可分离。

这一阶段哲学对修辞学的深刻影响只消看一眼20世纪主要修辞学家的学术背景就可以一目了然。佩雷尔曼、图尔明、格拉斯、福柯和哈贝马斯等都是地道的哲学家，理查兹、伯克和韦弗等也都有着深厚的哲学背景。无论是具有修辞意识的哲学家还是具有哲学倾向的修辞学家，这两个群体都在他们共同关心的学科领域内对两个学科的交叉部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修辞学是建立在“或然性”基础之上的，因而其用于劝说的证据不是“必须的”而是“可能的”。基于此，柏拉图对修辞学道德性的担心并非毫无根据。那么，如何区分正当修辞和讹用修辞呢？劝说和诡辩、哄骗到底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都在现时修辞哲学的发展下迎刃而解。佩雷尔曼和图尔明几乎同时把以日常逻辑推理为基础的论辩引入修辞学中。他们认为论辩不同于论证，它不涉及前提的证伪与证实，而主要关注推理过程的合理性。他们都试图把形式逻辑的严密性扩大到日常论辩中来。可见，通过把修辞和论辩紧密地结合在普遍意义上无法论证的命题上，可以有效地防止修辞被讹用，同时使其与诡辩和巧辩相分离。此外，图尔明指出“真理”不是不证自明的，它是一种社会现象，取决于一个社区确定其信奉的标准。确定信奉标准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对或然性事务进行论辩的过程。佩雷尔曼也认为“知识”不是等待发现的确定的事实，只有那些经受过并正在经受批评和考验的观点才能被赋予“知识”的地位，可见，论辩的过程生成“知识”，修辞学从本质上来看是认知的。司各特在其1967年发表的《论修辞的认知性》（On Viewing Rhetoric as Epistemic）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真理’不是固定的、最终的，而是在各种我们身处其中并与之相适应的环境中不断被创造的……那么在人类事务中，修辞学就是一种了解事物的方式”（转引自鞠玉梅，2003：65）。

人类对自身和事物的了解离不开语言这一媒介。语言将经验范畴化和概念化。在人类短暂的一生中，注定只能接触到有限的现实世界，而语言所具有的时空置换性，则使人得以追古，得以言远。在语言所建构的虚拟世界成为我们生存的第一现实时，它反过来比物理世界更直接地作用于人类本身。20世纪的哲学一直在转向以语言为中心的概念分析：“哲学家不去寻找与概念相关的现象，或者确定概念的理想存在形式。他们现在会谈论概念的意义是什么，给那些与概念有关的术语下定义以及谈论概念过程中出现的意义问题。”（彭炫、温科学，2004：37）理查兹和巴赫金呼吁重新检查意义的意义就是以这一哲学趋向为背景的。伯克（Burke）甚至认为“事物是词语的符号”（things are the signs of words），因而要了解一个词的意义，不能依赖于现实，相反，必须关注语言以了解现实意指什么（1966：360—362）。福柯对作为整体的语言系统并不感兴趣，他关注的是语言的个体行为即话语。“话语可以理解为行动中的语言：它们是一扇扇窗户。只要你愿意，就能通过这些窗户理解事物，‘看见’事物。这些话语窗户造就了我们对自我的理解，和我们赖以判断价值、真假和正误的能力。”（丹纳赫等，2002：36—37）此外，格拉斯提倡的人文主义的哲学也主张通过分析和解释语言来描述人类经验。在他看来，人类只能经由语言来认识客观世界——人类的进化体现在语言中（Foss et al，1985：130—131）。

综上所述，论辩的加盟使修辞学从过分强调劝说和表达的极端中解脱出来并被赋予了创造知识和揭示真理的功能，由此，修辞学成了一门哲学探索。与此同时，修辞学也改变了哲学的面貌。哲学的任务不再是寻求具有普世性和确定无疑的万能原则，而是要构建被受众所普遍接受的共同价值和立场。于是，哲学家和修辞学家再次联手、互取所长，通过对语言意义的动态考察，深化了人类对自己和周遭的认识，人类社会的诸多问题也变得迎刃而解。


7.4.3　修辞学和文学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修辞学和诗学（古典时期的文学）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修辞学与行动有关，而诗学仅与情感有关。英国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也认为不能把诗歌或文学与修辞学等同。然而，20世纪的修辞研究却从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修辞学和文学的界限，把文学也纳入了修辞学的范围。

思想极度超前的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eh Nietzsche）就认为，辞格非但不是语言的特殊形式，反而是最典型、最通常的语言表达。语言永远不可能是真实生活的完整再现，因而词语本身就是一种辞格。（刘亚猛，2008：281—282）伯克也认为所谓的“实意言语”（literary speech）说穿了也不过是一种“另类”的“寓意言语”（figurative speech）（刘亚猛，2004：228）。循着这条思路，无论是生动鲜活、善用辞格的文学语言，还是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客观中性的科学语言，或者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修辞话语，归根结底也是基于“寓意言语”的，他们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文学语言不过是较为典型的修辞语言。

除了在语言上修辞学和文学没有本质的差别外，就功能而言，两者也都是劝说的。布斯认为一切文学作品都是诉诸读者的话语而不是作者的自我表达。一旦作品与读者发生联系，读者就不可避免地要与作者在经验空间进行相互交流才能由此达彼。对作品的解读可以是合作的，即遵循作者既定的目标来理解；解读也可以是抵制的，与作者的构想背道而驰；然而更多时候解读是协商性的，不完全接受也不全然排斥。但无论是哪种解读方式，其实都是一种自己说服自己的过程，因为自始至终都只有你一个人在“言说”。格拉斯也认为“不能把诸如神话、寓言和叙事等文学体裁简单地看做是人类早期迷人的故事传说，事实上，它们包含着人类面对新的情境、体验人性与创造历史时做出回应的方式”。韦弗声称语言即是说教（sermonic），任何话语都浸润着价值和态度，文学语言亦不例外。伯克更是直言不讳：“没有哪一种形式的话语是没有动机的，有效的文学只能是修辞学。”（转引自温科学，2006：28，253）

综上所诉，修辞学和文学并没有绝对的区别。首先，两者的研究对象都是语言。修辞学研究所有话语活动，文学研究诗化话语，而文学语言不过是较为典型的修辞语言。其次，两者都运用语言在受众身上启迪理解，唤起情感，进而形成态度或引发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修辞学包含文学（从莱庭、徐鲁亚，2007：322）。


7.5　修辞批评


7.5.1　修辞批评的性质、目的和步骤

20世纪，西方修辞学从复兴走向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修辞批评的蓬勃发展。修辞批评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至柏拉图的《费德鲁斯篇》。当人类意识到自己可以有选择地去构建话语并因而收到了不同的言说效果时，人们就不可能对所有的话语构筑都一视同仁而不加甄别。在这样一个“有所言而有所不言”的过程就涉及对话语的审视和评判，也就是一个修辞批评的过程。难怪伯克曾声称，我们“每个人都是批评家”（转引自Hart，1990：379—380）。

伴随近代修辞学的衰落，修辞批评也遭到了放逐。修辞仅被看成是“一种形而下的语言技巧，一种和表达内容无关的东西”。在前有文学批评后有科学批评的双重夹击下，所谓的修辞批评自然难登学术的殿堂。伴随20世纪人文学科的修辞转向，修辞批评得以回归。人们发现，在逻辑所不能到达的地方有修辞在驻扎。“修辞不像逻辑那样具有思维的确定性，指向文本的确定意蕴，而是更多地指向文本的不确定性意蕴，这种不确定性开放了逻辑认识的边界，为人们更好地认识生活和体验生活提供了可能。”（毛宣国，2008：105—106）于是，修辞性的批评被赋予了在社会生活中甄别事物、揭示真理和创造知识的能力。它不仅关注各种形式的语言文本，还把诸如美术、建筑等非语言文本也纳入其阐释范围。扎雷弗斯基（David Zarefsky）就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修辞批评“不仅是一种评价方式更是一种处事态度”（2006：385）。修辞批评远不是套用一个现成的理论或学说分析某个或某些文本，作为一种处事的态度，它应该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待既有事物和未知事物时，我们不能人云亦云，不假思索地全面接受，要知其所以然，并找准尺度作出独立的解读。

上述现代意义上的修辞批评是从广义而言的，修辞批评的对象不再局限于语言符号而是所有有意义的符号；批评的主体不单是评论家还是每一个参与修辞过程的真实个体；批评的性质不仅是实用的、工具的而且是认知的和创造的。总的来说，修辞批评主要有三个目的：首先，明晰修辞话语（语言和非语言的）是如何建构、运作进而影响受众的。其次，培养修辞主体的批判意识，进而提升其鉴赏修辞话语的能力。最后，揭示话语之间的内在张力及其与文化环境的关系。修辞批评的过程也有三步骤说：第一阶段是描述性分析即从内部准确有力地描写话语；第二阶段是历史—语境分析即从外部揭示话语的运作及其与修辞情境的关系；第三阶段是解释性分析即根据一定的标准，对话语进行批判性解读（从莱庭、徐鲁亚，2007：377—384）。


7.5.2　修辞批评的范式

修辞批评所依据的理论被称为修辞批评的范式或体系。鉴于当代西方修辞理论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对批评范式的划分也是莫衷一是。总的来说，可以大致分为如下几大范式：传统的修辞批评、戏剧方法修辞批评（dramaturgical perspective）、社会学修辞批评（sociological perspective）和后现代主义修辞批评（postmodern criticism）。

传统的批评范式阶段始于20世纪20年代，以美国修辞学家威切伦（Herbert Wicheln）1925年发表的《演讲的文学批评》（The Literary Criticism of Oratory）为理论先导，该文揭开了当代修辞批评的帷幕。所谓传统范式，简单说来是指以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修辞学思想为立论工具、以传统的“五艺”（five canons）即构思、组织、风格、技艺和演讲为操作程序的批评方法。据此，传统范式又被称为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批评（Neo-Aristotelian criticism），直到60年代，它都是修辞批评的主导范式。1965年，威切伦的学生布莱克（Edwin Black）出版了修辞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专著《修辞批评：方法研究》（Rhetorical Criticism：A Study in Method）。书中他抨击了现时批评范式对传统“三诉求”和“五艺”的过分依赖和刻板应用，指出修辞批评如果只关注修辞话语对瞬时受众的作用，不但会忽视文本所具有的延时影响，还会把修辞置于脱离社会文化语境的真空中。于是，他主张把环境、策略和效果都纳入批评研究的视野，认为对任何一个因素的轻视都将导致错误的评价。布莱克推陈出新，在其思想的启发下，新的方法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修辞批评也迎来了历史上的繁荣期。

戏剧方法批评范式是60年代发展起来的，包括伯克的戏剧主义法（dramastic criticism）、伯尔曼（Ernest Bormann）的幻象主题法（fantasy theme criticism）以及费舍尔（Walter Fisher）的叙事法（narrative criticism）等。戏剧主义借用戏剧分析中的五个术语来说明语言行为中的何事（act）、何人（agent）、何处（scene）、如何（agency）和为何（purpose）等方面。这五个要素可两两正反双向组合构成20个关系比率，每一关系比率代表不同的观察视角。戏剧主义就是要从多个角度入手，找寻哪种关系比率的搭配最符合所研究的行为对象，进而揭示人类行为的动机。幻象主题法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即人类在语言编织的世界里展开生活的画卷，个体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联系进而生成群体，语言是牵系各方的最重要的纽带，因为语言可以制造共同幻象。“幻象不同于不切实际的幻想，它的参与者旨在想象性地和创造性地解释事物以达到某种生活目的。”（常昌富，1998：8）幻象主题法强调象征性语言在构筑集体意识、凝聚群体力量和形成共同决策的重要作用，据此可以认为说服受众的较有效的手段就是制造共同幻象，这与伯克的“同一论”不无相似之处。叙事批评出现得较晚，在80年代才开始产生影响，他的创立者费舍尔在《叙事即人类交流：走向理性、价值和行为的哲学》（Human Communication as Narration：Toward a Philosophy of Reason，Value，and Action，1987）这一专著和多篇文章中详述了叙事批评的范式。他认为叙事是人类最根本的言说方式，它具有哲学意义上的普适性，其主要功能是“提供一个解读和评估人类文化交流的方法，使人们能够评判、断定某种具体的话语是否给人们在现实世界中提供了一种可靠的、值得信赖的、适用的思想与行动指南”（同上：10）。

20世纪中叶，随着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日渐式微以及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日趋复杂，修辞批评的社会关怀愈加显露出来，社会学修辞批评开始盛行。社会运动批评（social movement criticism）、女性主义批评（feminist criticism）和类型批评（generic criticism）等都可以看成是这一社会视角下的批评范式。社会运动批评试图发现社会运动中的修辞模式进而解释社会变动和发展，其代表人物是格里芬（Leland Griffin）和西蒙斯（Herbert Simons）。前者是该批评范式的创始人，倡导从历史语境出发考察修辞的动态演变；后者则把社会学的“领导中心”（leader-centered）模式援引进来，从社会运动中领导人的视角考察修辞过程，巩固和丰富了该范式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女性主义范式是近年来批评研究的热点，该范式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审视和评价修辞话语的性别建构，其理论先驱是美国女性修辞学家坎贝尔（Karlyn Kohrs Campbell）。鉴于女性主义者所持有的不同态度，该范式的目的也是多元的。革命派主张颠覆现有的社会制度，谋求两性地位的绝对平等；改革派关注妇女典型的交流方式和语言特点，试图构建有关女性的话语理论；保守派旨在揭示现有制度的不平等性，为女性赢得应有的权力。该范式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从弱势群体出发去观察和分析看似中性的语言是如何被用于操控他人的，并对这一话语建构提出挑战。举一反三，类似的方法也可以在批判种族主义、身份歧视等不公正的社会修辞现象中运用。同时期出现的另一个社会学批评范式是类型批评，该范式建立在比彻尔的修辞情境理论之上，吸收了文学评论家弗莱伊（Northrop Frye）《批评的剖析》（An Anatomy of Criticism，1957）一书的主要思想，由坎贝尔（Karlyn Kohrs Campbell）和贾米森（Kathleen Jamieson）推向了高潮。众所周知，相似的情境会产生相似的修辞要求进而形成修辞类型，评论家之所以对类型批评感兴趣，原因就在于“修辞类型不仅给予某一社会现实或事件以结构和意义，它还折射出伴随这一现象或事件的观念、价值和信仰”（常昌富，1998：14）。

后现代主义一经诞生便在西方引起了剧烈的文化和思想激荡，后现代主义批评也成了当代修辞批评关注的焦点。后现代主义修辞批评主要对修辞话语中意识形态和权力的作用做出评价，前者受益于符号学（万物皆可以被符号化）、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经济结构和上层意识形态的关系）和解构主义（否定存在外在于语境的普遍的或超验的必然事物），后者则直接来源于福柯的权力学说。福柯把权力看作是使用社会机构来表现一种“真理”从而将自己的目的施加于社会的不同方式。“真理”不过是在某一历史环境中被当作真理的事物，是运用权力的结果，而人只不过是使用权力的工具。据此，当某一意识形态成为主导思想时，它便被赋予了“真理”的地位，“与权力挂上了钩，这样一来，我们的一切文化产品都可能从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进行批评”（常昌富，1998：19）。

除了上述批评范式外，比较流行的还有经验主义批评（experiential criticism）、心理社会批评（psychosocial criticism）和隐喻批评（metaphoric criticism）等。总的来说，修辞批评经历了由传统范式一统天下到多元范式共存共荣的局面。修辞批评也与修辞理论相互交织，成了修辞研究中必不可少且举足轻重的部分。


7.6　20世纪主要修辞学家


7.6.1　理查兹

进入19世纪，修辞学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由一门显学演变为一门垂死的学科。然而一种思潮不会一夕之间出现，更不会一日之内消亡。常常是一种思潮孕育着另一种思潮且多种思潮相伴相生，在矛盾和斗争中取得发展。20世纪的修辞学就经历了这种状况。修辞学日趋复杂化和多元化，在恢复传统地位和跨越传统藩篱的过程中，英国修辞学家、文学批评家、教育家、诗人理查兹（I.A.Richards，1893—1979）不仅为修辞学的复兴贡献了力量而且还酝酿了一套新的修辞哲学。他的理论被认为是新修辞学的开端。

理查兹出生于英格兰的桑柏（Sandbach），父亲是一名工程师。1915年毕业于剑桥的玛格达琳（Magdalen）学院，入学伊始学的是历史后转向伦理学和哲学并师从哲学家、实证论者莫尔（G.E.Moore）。莫尔激起了他对语言的兴趣和探索。由于身染肺病，理查兹未能入伍参加一战，恢复健康后决定改行学医，因而对生物学、化学、心理学和生理学亦有所涉猎。尽管战后他放弃了医学研究，这些丰富的求学经历却为其日后兼收并蓄的学术思想奠定了基础。

毕业后，理查兹与曾是校友的奥格登（C.K.Ogden）同在剑桥大学共事并合作撰写了《意义之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1923），这是他第一本与修辞学理论有关的重要著作。该书以语义三角（semantic triangle）为工具考察了符号、所指和事物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意义即阐释，这种意义阐释的语境理论可以把当时一些哲学家、语言学家以及人类学家的语言探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Bizzell ＆ Herzberg，1990：900）。随后出版的《文学批评原理》（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1924）和《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1929）被广为传阅，在美国甚至成为文学批评的基础教程，而他本人也被誉为“美国新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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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父”。

理查兹长期从事与语言有关的教学工作，为了方便英语初学者，他和奥格登再次合作，编写了《普通基础英语词典》（General Basic English Dictionary，1930）并在中国的清华大学教授和实践他们的“基础英语”。在中国访学期间他对翻译的理解也进一步加深，指出翻译不只是两种语言符号系统的对译，还涉及历史、文化、心理、语义等背景的文本的转换（Brown，1996：633）。1931年出版的《孟子论思想》（Mencius on the Mind，1931）集中体现了其中国之行的所感所思。稍后出版的《理性的基本原则》（Basic Rules of Reason，1933）、《柯勒律治论想象》（Coleridge on Imagination，1936）等书收录了他关于语言和大脑关系的研究成果和精辟见解。1936年他在美国布尔茅尔大学（Bryn Mawr College）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修辞学新概念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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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讲座后来被整理成书定名为《修辞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1936）。该书在修辞学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视为新修辞学的发端之作。书中分析了英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认为其为修辞学把概念扩展到劝说之外提供了契机，这样就为修辞学和哲学的联姻作了理论准备。

1939年应邀来到哈佛大学后，理查兹把更多的经历倾注到语言翻译和语言教学中，出版了一系列的课本和练习册。而这期间发表的与修辞学有一定关系的著作包括《如何读一页书》（How to Read a Page，1942）和《思辨工具》（Speculative Instruments，1955）。前者详尽论述了意义抽象过程中理性的作用，后者则阐明了他关于理解的理论。晚年，理查兹偏离了文学批评和修辞学领域，继续推行他的“基础英语”教学并开始创作诗歌和戏剧。

理查兹一生著作等身，研究涉及诸多领域，其修辞理论主要包括意义和理解两个部分。下文将首先阐明他的修辞观，然后分别从意义和理解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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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述他的思想，最后揭示其理论著作的深远影响。

理查兹摒弃传统修辞学对演说技巧和文体风格的过多关注，在哀叹之余提出修辞学应当是研究“语词如何在话语中发生作用的哲学探索”（1936：8）。作为一名工具主义者（instrumentalist），理查兹视语言为人类形成、控制和发展自身的工具，普遍存在于思维过程中。研究语言是理解人类自身的最佳途径，而修辞学就是一门研究语言作用规律的哲学，而不仅是一门关于劝说的艺术。这是理查兹对修辞学的深刻省悟和扩展。除了要阐明语词如何展示意义和参与交流外，理查兹提出还要研究交流中的误解及其纠正方式，这一愿望与其生活的动荡时代不无关系。最后，他给修辞学下了两个定义：研究语词如何在话语中发生作用；研究误解及其纠正方式。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分别构成了他的意义理论和理解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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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意义理论最早见诸于理查兹和奥格登《意义之意义》一书，.受符号学先驱皮尔斯（C.S Peirce）的启发，他们用三角形的三个顶点标注意义的组成部分，如图1所示。由于词语和它所象征的客体不存在直接的关系，需要思想作为中介，因而符号和所指对象之间用虚线连接。事实上，符号本无意义，人对符号的阐释决定了符号的意义，而意义阐释又离不开语境（context）。语境可能是符号的上下文关系或与符号有关的经验，或两者兼而有之。当听到一个词时人们常常假定言者所言与己所想是同一事物，殊不知这种想当然的做法正是导致误解和歧义的罪魁祸首，理查兹称之为意义迷信（meaning superstition）。既然思想或所指意义作为符号和所指对象的支点其本身是在不断变化和丰富中，那么不足为奇，符号的阐释意义也是不稳定的，受思想或所指意义语境的制约。这里的“语境”不仅包括伴随一种思想的所有环境和与那种思想有关的事件，而且还包括能够在大脑分类过程中被用来进行比较的一些相似思想和事件的综合体（Fogarty，1968：35）。据此，在《思辨工具》一书中，理查兹修改了仙农（Shannon）和韦弗（Weaver）的交际模式，在图示中加入了比较域（fields of comparison），见图2。比较域指的是进行阐释的大脑对经验语境进行衡量和区分的范围。当缺乏共同经验时或来源（source）与比较域就目标（destination）阐释而言相距甚远，有可能引起交际失误，而要达到有效交际，就有必要探寻和积累双方的共同经验。引入比较域的目的在于显示相似情境中相似言语如何被集中到一起表现相似经验以帮助意义的阐释。在理查兹看来，文本的理解确立了一个激活整个语言领域的选择范围，理解的主要活动是比较，就是把过往与现在对选择所作出的反应进行分类整理的过程（Brown，1996：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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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转引自Fogarty，1968：53）

语义三角看似简单实则颇具启示意义，是阐明很多复杂问题的有效工具。利用语义三角理查兹首先回答了语词如何在话语中发生作用即语词的意义是在语境中对词语进行阐释（从莱庭、徐鲁亚，2007：72—73）。接下来理查兹还区分了所指语言（referential language）和情感语言（emotive language），提出了他的定义理论和隐喻理论，进而发展成为他颇具特色的理解理论。

所指语言和情感语言的区分有助于分析误解的产生，前者指所指意义的简单陈述，后者指表达和激发情感态度的语言。显而易见，交际产生误解很大程度上源自情感语言，因其阐释受个人经验和意愿的支配。现实生活中大多数语言都是复合型的或修辞的，既不是纯粹的所指也不是纯粹的情感语言。理查兹把他的意义理论运用于文学批评，断言任何批评理论都必须涉及对交际和价值的描写，前者有关普通语言，后者有关文学语言（Nichols，1971：142）。通过分析和观察两者的异同，理查兹认为两者归根结底都是符号系统，都涉及符号、思想和事物三者之间关系的理解。这一结论促使人们对文本意义和话语分析采取新的态度，在文学批评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理查兹的定义理论是化解分歧、达成理解的另一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意义之意义》一书中他指出定义从根本上说是服务于某时某地的特定目的，提醒人们要避免在词语的定义和物体的定义之间产生混淆。我们可以说“bee”这个词和“蜜蜂”这个词所表示的是同一种动物，而不应该说“bee”的意思是“蜜蜂”。定义清楚的所指意义能使交流更加有效。“定义与发现符号的所指对象有关，通过一个或多个更容易理解的符号取代被解释的符号来进行，涉及受众熟识的所指对象的选择及其与被定义的词语之间的联系”（温科学，1996：147）。这一观点与理查兹稍后出版的《修辞哲学》一书中重点阐释的隐喻理论不无关系。

理查兹不同意亚里士多德把创造隐喻的能力视为非可传授的天赋，更反对把隐喻当做是文体风格的装饰品。他认为“隐喻是思想和意义的基石”（Hauser，1986：153）。人类思维从根本上而言就是隐喻的，因为一切思维过程都是在进行分类和比较。隐喻的意义不在符号所指意义本身而是源自相关语境下所指意义间的相互作用和关联，理查兹称之为“词语间的相生相克（interan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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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这一概念置于其隐喻模式中，可以用本体（tenor）和喻体（vehicle）互相限制而又各自扩大自己的意义域来理解。比如在“兰是花之君子”中，“兰”是本体，“君子”是喻体。把君子的高雅气节赋予兰花，扩展了兰花的意义域，同时忽略了花朵易凋零等特点，因为该隐喻的语境限制了这一特点的出现。

最后在《思辨工具》中理查兹提出了所有阐释者必须了解的一切言语形式的七种活动，包括指向（indication）、描述（characterizing）、实现（realizing）、评价（valuing）、影响（influencing）、控制（controlling）和意图（purposing）。其中意图占据中心位置，因其与机体的原始动机密切相关（Richards，1955：19—21）。阐释过程中的这七个组成部分有助于理解为什么交际常常失败。此外，理查兹还从实践中归纳了妨碍意义理解的十大障碍：感觉宽泛；感官理解；意象直观；记忆失误；反应老套；过分敏感；情感阻力；理论黏合；技术预设和批评成见（Fogarty，1968：47—51）。至此，理查兹关于意义和理解的修辞学理论已渐成体系。

作为20世纪西方修辞学复兴的先驱，理查兹对修辞学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他拓展了修辞学的研究视野。传统修辞学以劝说为中心，忽略了语言之于人的其他作用。通过利用现代心理学和生物学等的理论成果，理查兹开始探索语言如何发生作用这一更广大更接近人类事实的问题。其次，他提升了修辞学的学科地位。它的修辞理论建立在语言意义的哲学描写之上，从语言哲学入手，修补了自柏拉图以来修辞学和哲学的分离。最后，他提出了修辞研究的新目的。修辞不再是劝说的工具，而是化解分歧、达成共识的手段。这一新目标至今仍激励着许多修辞学家们不断奋进。可见，在理查兹的努力下，传统修辞学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新的修辞理论正呼之欲出，就如布朗（Browne）所言“至少在理查兹这里，新修辞学得以落地生根”（2000：312）。


7.6.2　肯尼斯·伯克

20世纪新修辞学的兴盛与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1897—1993）的贡献密不可分。不同于欧洲学者对语义和论辩的关注，美国修辞学巨匠肯尼斯·伯克从文学批评出发对修辞学进行改造，为其定性和正名，对修辞学固有的“领地”重申“主权”并加以拓展，他深邃的目光同时投向更加广阔的人类领域。他的思想是对古典修辞学的承继和发展，预示了后现代的思潮。但是，由于其思想的前瞻性及作品行文的庞杂晦涩，直到20世纪中叶他的理论才被逐渐接受和认可。瑕不掩瑜，伯克已成为当代西方修辞学举足轻重的人物。

伯克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1916年在那里完成高中学业后到俄亥俄州立大学就读，一个学期后转到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哲学。大学生活的索然无味和对精英教育的怀疑促使他次年便离开校园，投身到社会这个更广阔的人生课堂中。在格林威治（Greenw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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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流浪”作家团体中，他结识了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卡明斯（e.e. Cummings）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等学界名流并与他们产生了深厚的友谊。1923年至1929年他为美国的先锋杂志《日晷》（The D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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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担任过编辑、翻译和评论家并发表作品数篇。大萧条时期，他把自己所观察到的社会现象和意识冲突与他的创作结合起来进行了深刻的思考。40年代伯克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并在多所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他从未间断对人类及其语言和生存环境进行深入探究。伯克曾先后被授予多种奖励和荣誉以表彰他对美国人文学科的特殊贡献。1993年伯克长眠于新泽西的家中。

寻着伯克浩如烟海、包罗万象的文章和著作，我们可以追踪其学术思想演变的足迹。这一过程可以清晰地分为三个阶段：

20世纪30至40年代，伯克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者，他以文学作品为批评对象，针砭时弊并用归纳的方式探究了理解人类象征行为的具体原则和方法（Brock，1999：2）。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品有《反论》（Counter Statement，1931），主要涉及形式的定义和分类（习惯型、重复型和推进型），书中他还试图扩展修辞学的研究范围，认为有效的文学只能是修辞学；姊妹篇《永恒与变化》（Permanence and Change，1935）、《对待历史的态度》（Attitude Toward History，1937）主要探讨文学作品的社会修辞功能；《文学形式的哲学：象征行为探究》（The Philosophy of Literary Form：Studies in Symbolic Action，1941）一书则深入研究了人类象征行为的本质。在伯克看来，语言是一种象征行为（symbolic action），而行为与运动（motion）相对，这一区别贯穿伯克修辞思想的始末。运动涉及人的动物性，如自身的代谢，对食物、休息等的欲望；行为则发源于人的动物性，但以神经性为其本质特征，涉及语言能力、道德伦理、价值观念等。由此，只有人类才可以实施象征行为。其次，象征行为（symbolic action）以人类能够学习和使用象征系统为特征。象征系统中的符号不仅可以象征事物而且还对主体的态度发生作用。而语言则是象征系统中最典型、最基本的成员。从中可见伯克对人类及其语言独特而深刻的见解。

第二阶段以1945年《动机语法》（A Grammar of Motives）的出版为标志，在时间上跨越近30年。除继续扮演批评家的角色，伯克更多的是以修辞理论家的面貌为世人熟知。这是伯克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他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著作都诞生在这一阶段。在《动机语法》中，他第一次明确地定义了戏剧主义（dramatism）并确立了其研究方法即“五要素”（pentad）。“五要素”借用了戏剧分析中的五个术语来说明语言行为中的何事（act）、何人（agent）、何处（scene）、如何（agency）和为何（purpose）等方面，通过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动机就得以显现。五要素分析法因其灵活、实用和易操作等特点已经发展成一种独立的修辞批评范式。这里戏剧主义就是术语之间及术语和语境之间的辩证关系（Warnock，2000：81）。伯克认为最基本的辩证关系要数分裂（division）与合并（merger），说它们来源于人类诞生之初，是人类共有的普遍事实。作为生物个体的人类彼此孤立，然而人性交往的愿望（动机）促使他们寻找彼此的共同点。伯克对“共同点”理论和方式的探究最后发展成他的“认同说”（identification），并且成为《动机修辞学》（A Rhetoric of Motives，1950）一书的理论要义。

事实上，可以认为伯克的核心修辞学思想就是认同论，而认同论的立论工具则是其戏剧主义语言观。“戏剧主义是一种象征应用的哲学”（Chesebro，1996：200）这一定义收录于《修辞和写作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Rhetoric and Composition）。一种修辞哲学应足以预示人类、语言、修辞的本质及三者之间的关系。伯克的戏剧主义视人类为运用象征（语言是其最典型的代表）的修辞（以认同为手段和目的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动物，是真正意义上的修辞哲学。这与伯克自己的定义并不矛盾，前者是伯克站在批评家和理论家的角度作出的具体诠释，后者则是从修辞哲学的高度给予的综合概括。出版于1961年的《宗教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Religion）表明他的神学转向。最后，《语言即象征行为》（Language as Symbolic Action，1966）收录了伯克一系列的重要文章，标志着其思想理论的成熟。

第三阶段是其理论的继续发展和完善期。伯克在为《社会科学百科全书》（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1968）撰写“戏剧主义”这一词条时，把自己的思想梳理成了一个“统一的体系”（Brock，1999：7）。从这个体系中我们可以窥见其理论涉及的范围之广博，思想内涵之深刻。到这个阶段，无论是在修辞学、哲学、社会学还是文艺批评等各领域他都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达到了“会当凌绝顶”的境界。此刻，无论给他冠之以什么“家”的头衔都难以涵盖其成就。而伯克则戏谑地称自己为“词人”（word man）（Warnock，2000：77），由此也可以看出，语言在他学术生涯中的地位以及他对语言奥秘孜孜不倦的追求。

综上所述，伯克的学术思想从发展、成熟到日臻完善跨越大半个世纪，而其范围则延伸至数个领域。下文将不再局限于时间线索，而是重点挖掘伯克修辞思想的三个建构理论即人性论、语言论和认同论。

伯克对人的本质作过如下精辟的阐述：

人是使用、误用和制造象征的动物；

否定的发明者；

通过自己设计的工具与自然相隔离；

受等级精神的驱使；

在追求完美的过程中消亡。

（Burke，1966：16）

人类对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入离不开象征的创造和使用。一旦人类拥有了象征的力量，就可以不受自然条件（如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象征编织的世界里展开生活的画卷。自然界的事物在人脑中生成各种意象（image），只有人类使用象征称其为“山”“川”“河”“海”时它们才得以升至象征王国成为事物的概念（idea）。这种从意象到概念的过程就是所谓的抽象移动，“它使人与自然相隔离，直至人的动物性受象征性所支配，导致对自然条件的曲解”（邓志勇，2007：37）。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也是误用象征的动物。除此之外，伯克指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种有关虚无的意象，否定作为概念自然是人的发明。生活中每个人都在找寻自己的位置，高低上下、边缘核心、尊卑贵贱，好似处在一个等级秩序的金字塔。对物质欲望和道德伦理的追求驱使人类节节攀升却从未达到登峰造极之势。后期伯克把人的定义简化为“独具象征能力的动物”（Burke，1984：345），这样就把象征和人性从根本上连接起来。无论是否定、抽象化还是等级和超越，均离不开象征（即语言）的运用。

人类对世界的观察和认识离不开语言这一媒介。我们用词语堆积的语篇建构了一个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基于此，伯克认为可以通过分析术语来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但是“即使任何术语都是现实的反映，但就其本质来说，术语对现实而言肯定是具有选择性的；因此，它同时也是对现实的一种背离（deflection）”（Burke，1966：45）。在术语视界中，人们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就被导向术语使用者期望的地方去了。在对天空的描述上，天文学家的视界和诗人的视界截然不同。前者将我们引入科学殿堂，后者将我们带进梦幻剧场。由此可见，术语视界提供给我们的是某种观察世界的角度，是语言巴别塔一侧的窗口。因此，伯克提出只有对术语进行批评性分析，才能较为全面地揭示不同术语视界下人类行为的动机。进一步观察修辞者的作品，伯克发现“通过客观的印证，我们或他可能会暴露运作的动机结构，没有必要‘提供’动机，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本身就是他的动机”，“因为这些关系是他的情境，而情境只能是动机的另一个词”（转引自温科学，2006：169）。至此，伯克把对无意识动机的发掘也纳入了他的修辞体系，拉开了新修辞学的帷幕。随后伯克把他的语言论进一步向前推进，创造性地提出“事物是词语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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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颠覆了传统的语言符号理论。词语不仅命名事物而且是对事物的超越。当我们使用“房子”这一术语时，它不仅仅代表世界中的客观存在，而是成为某些经验的形式，无论对痛苦的（牢笼）抑或是美好的（亲人）等的联想。“要了解一个词的意义，不能依赖于现实，相反，必须关注语言以了解现实意指什么”（温科学，2006：168）。

“认同”是伯克修辞思想的核心，其理想境界就是修辞者可以像修辞受众那样所言、所思、所感、所为。“认同”的过程包含“劝说”，无论是诉诸情感、理性还是人品的劝说最终都是为了使劝说者和被劝说者达到认同。但是，认同又不等同于劝说，认同还包含无意识的动机，劝说则是目的明确的设计。认同也可以是自我认同，因为你可以被自己感动、被自己说服、进行自我批评等。可见，认同不是取代劝说而是对劝说的补充，因而成为新修辞学的关键词之一。

伯克一生都致力于对和谐世界的追求，寄希望修辞可以化干戈为玉帛，这一有关修辞终极目的的出现确实令人耳目一新，然而，就像其理论阐明的那样他只可能更加接近目标却永远不可能达到目标（人类受等级精神的驱使，在追求完美的过程中消亡）。尽管如此，他的修辞思想还是为修辞学的发展重定了方向：人一旦使用象征（也涉及非语言符号系统）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修辞环境，修辞蕴含在人类的一切交往活动中，可以用来解决分歧、促进共同理解、达成社会和谐。随着人类被重新界定为一种修辞动物的观点被普遍接受，人们的修辞认识得以更新，修辞得以正名：“尽管修辞活动仍有利害之分，修辞本身则不再是欺诈和有害的，不会使修辞参与者堕落，泯灭人性；相反，修辞学成了一门体面的、受人尊敬的而且值得尊敬的学问”（Ehninger，1972：10）。


7.6.3　钱姆·佩雷尔曼

传统上修辞学与或然性有关，探讨特定情境下最可能的方法和策略。直到20世纪初，与必然性有关的科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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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潮仍大行其道。修辞学被贬低为一种陈词滥调甚至是伪科学。西方社会的迅猛发展催生了一系列与人类有关的社会问题，“冷冰冰”的科学主义对此束手无策，它不能解决关乎情感、道德、伦理、价值等问题。当代西方思想家、理论家为此不懈求索，直到20世纪50年代，两位来自欧洲大陆的学者所倡导的“新修辞学”（New Rhetoric）和“论辩结构模式”（scheme of argument structure）才唤醒我们对修辞学这一古老学问的记忆。他们中的一位就是比利时法哲学家、逻辑学家和修辞学家钱姆·佩雷尔曼（Chaim Perelman，1912—1984），另一位则是英国哲学家史蒂芬·图尔明（Stephen Toulmin）。

佩雷尔曼生于波兰华沙，1925年举家迁居比利时。1934年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获得法律学博士学位，1938年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并完成题为《哲学家和数学家哥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的论文。同年，在该校哲学与文学院任讲师，“二战”时曾是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战末即成为该校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正教授。

佩雷尔曼早期的哲学思想伴有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的色彩。他指出哲学和科学的论证方法有着相似之处，但也意识到后者在解决人类问题的时候有其局限性。40年代，他着手对司法概念及其应用的不同情况进行分析，其中尤以对“正义”（justice）概念的分析最为出色，收录于其1944年发表的《正义》（Justice，1944）一书中。他认为法律总是渗透着价值判断，而当时哲学的科学分析工具即形式逻辑（formal logic）并不适用于价值的推理过程。于是，他试图发现一种“运用于价值领域的推理工具，一种类似于精确科学中的形式分析法”（转引自Dearin，2000：289）。1948年，佩雷尔曼和他的同事泰特卡（Tyteca）开始考察诸如法律、伦理、政治等领域实现价值判断的方式和过程，以期给诸如此类同人类自身密切相关却又被认为是非理性的行为领域以一种理性（rationality）的基础，用他们的话说是“确定一种通行的规则”（转引自Dearin，2000：293），这种“规则”不以判断“所是”或“所非”而以判别“应该”或“不应该”为目的。他们惊奇地发现类似这种“规则”早在古希腊就被亚里士多德讨论过，他们转而对亚里士多德的修辞理论进行研究和思考，形成了构成这些“规则”的有关论辩（argument）的理论。1958年经过十年的酝酿，他们最负盛名的两卷本《新修辞学：论论辩》（The New Rhetoric：A Treatise on Argumentation）诞生了，并于1962年被翻译成英文。该书对论辩（价值推理的手段）及其类型、论辩的起止点——受众（audience）的服膺以及论辩的联系方式等问题有着独特的见解。无论是有关或然性的论辩还是参与其中的受众都是西方修辞学研究的传统领域。由此可见，佩雷尔曼在对传统修辞学进行改造的同时也融入了他自己的哲学构想。

1962年佩雷尔曼应约翰斯通（Henry W.Johnstone）和奥利弗（Robert Ol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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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联合邀请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做客座教授，他不曾料想自己在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同样受到了热烈的学术追捧，不是在他专业的法哲领域而在他本无意触及的修辞领域。1977年出版的《修辞的领域》（The Realm of Rhetoric，1977）是其论辩理论的缩略本，于1982年被翻译成英文。他的修辞思想散见于他的20余部著作和300多篇文章中，囊括哲学、逻辑学、社会学和法学等诸多领域。佩雷尔曼还曾担任过布鲁塞尔大学逻辑学与伦理学教授、国际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学会主席、国际哲学学会副主席等职。为了表彰他的学术成就及其为比利时带来的荣誉，1983年他被授予男爵称号，次年，在家中死于心脏病。

要想深入探究佩雷尔曼的修辞理论，必须首先了解他四个方面的思想，这里我们概括为一观（哲学观）三论（认识论、理性论和正义论）。20世纪上半叶见证了科技的迅猛发展，同时战争、侵略、种族主义、经济剥削等问题进一步激化。“求真求实”的科学似乎更适合于解释自然的因果关系，而在面对人类社会的问题时变得乏力、束手无策。佩雷尔曼认为哲学“应该是对具有人类理性的存在、思想和行为等原则的详述”（转引自Dearin，2000：290）。哲学家不应错误地认为他们的前提和结论都是必然的或无可辩驳的，他们的任务是从人类或然性的事务中找寻最可能的解决方式并说明为什么这样的选择是最佳的。这样每一个问题及其解决就是对之前思想的一种补充、肯定和加深，一种他称为回归主义的哲学观（regressive philosophy）。在这种哲学观的指导下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认识论。

佩雷尔曼认为知识不是笛卡尔臆想中的等待发现的确定的事实，只有那些经受过并正在经受批评和考验的观点才能被赋予知识的地位，可见，论辩的过程生成知识。这种新的认识论能够对有关社会文化价值的思想、信念、观点等做出解释，从而肯定了修辞学在人类认知中的根本作用。新的认识论还认为语言作为不断变化的思想和现实的中介本身即充满了或然性，任何运用非形式语言的领域必定是主观的，不确定的。这是对人类知识固有的修辞性的有力论证。佩雷尔曼又进一步区分了逻辑理性和修辞理性，指出后者允许多元价值观，涉及有争议问题的权宜之计即“有理性”（justification）。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在那儿有理性所不知道的很多理性”（转引自Dearin，2000：292），这一区分大大拓宽了从笛卡尔那里承继下来的理性概念的内涵。

佩雷尔曼对“正义”概念的分析有着持久而浓厚的兴趣，这一概念与“有理性”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在一个多元的世界中，有关正义的概念无以计数。通过论辩可以澄清人们在正义问题上的争论，找出其中的共同思想。这一共同思想被称为抽象正义，是一切“有理性”活动中的共同成分，可以作为一种行动的原则在价值判断中起作用（胡曙中，1999：375）。具体正义与抽象正义相对，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因而在为某一具体正义论辩时要考虑不同处境下的听/读者及其相异的接受程度。据此，佩雷尔曼发展了他颇具特色的受众理论。

对受众的考察从来都是西方修辞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传统的受众指任何经历（experience）话语/文本的个人或群体，此处“经历”外延已经涵盖了听、读、看等感知行为，这一界定被普遍接受。佩雷尔曼把受众定义为“言者为了修辞的目的使用论辩以期影响的全部人”。这个定义有两层含义：首先，受众与论辩相互交织，不可分离。“所有的论辩均是为了赢得受众思想的服膺，同时受众将决定论辩的方向和质量。”（Perelman ＆ Olbrechts-Tyteca，1969：14，19，30）其次，所谓的受众也可以是言者内心的构想，其意欲影响的假想群体，无须具备现实存在。佩雷尔曼在《新修辞学：论论辩》一书中给出了三个类型的受众——普遍受众（universal audience）、单一受众（singl ehearer）和自我受众（self-deliberation），并重点区分了普遍受众和特定受众（particular audience）。

普遍受众泛指全人类或所有正常、有理智的成年人。普遍受众的服膺是一切理性论辩的根本。特定受众（现实的个体）对应普遍受众并以这种非真实的理想化的受众类型为参照。通常认为凡是能够迎合普遍受众的诉诸即为好的、可靠的论辩反之则为糟糕的。好的论辩不屈从于局部偏见，可靠的论辩能够超越历史和地理的局限。特定受众是指被赋予具体价值、兴趣和目的等的一类人，它的提出避免了理性和情感的有害重叠（vicious dualism），把真实可靠的论辩与有效的论辩区分开来。（Crosswhite，1996：141）我们也可以认为两类受众是由抽象正义和具体正义的区分类比而来。抽象正义为行动提供准则，普遍受众为论辩提供理性的出发点和诉求目标，可见，普遍受众有着哲学意义上的普适性。此外，普遍受众作为一种抽象构造有助于修辞者诉求的选择，是修辞构思阶段所使用的工具（Foss，1985：109）。修辞者首先在脑海中描绘普遍受众，然后对最适合于这类受众的诉求做出决定，进而谋篇布局。

单一受众指言者在对话中的任意单个听众，可以有言也可以无言。他可以被看做是普遍受众或特定受众的化身，这取决于言者的论辩目标及其对论辩对象的分析。单一受众具有现实的物理存在，因而可以充当检验论辩有理性的较为直接和便捷的手段。另一种受众类型即自我受众，往往容易被忽略，它指的是言者将自身视作受众，经历一种自己被自己感动、自己被自己说服的过程。佩雷尔曼更愿意把这一过程看做是实在的论辩过程而不是一种独特的认知活动。“既然我们都不愿自欺欺人，因而自我即受众最有助增强论辩的真实性。”（Herrick，2005：204）

以上是对佩雷尔曼受众观点的一个简单概述，他认为通过对受众的分析我们可以为柏拉图关于修辞学家仅重劝说效果忽略事实真相的攻击进行辩护。我们的理由是“论辩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言后效果更在于它企图说服的受众的质量，因为征服一群乌合之众和笼络各级社会精英的言辞是截然不同的”（Perelman，1979：14）。这种把受众置于论辩中心地位的观点，巧妙地把修辞学和哲学联系起来，修辞学摆脱了自柏拉图以来的尴尬境遇，成了一门名副其实的学问。

论辩理论是佩雷尔曼新修辞学的理论核心，鉴于上文已有论述，这里仅就其有关论辩的出发点和结构等问题做一个简单的补充介绍。佩雷尔曼认为论辩以受众的认同为前提，涉及真实（real）和偏好（preferable）两类出发点，前者包括事实（facts）、真理（tru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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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推定（presumptions），以普遍受众为诉诸对象；后者包括价值（values）、价值级（hierarchies）和论题（loci），旨在获得特定受众的服膺。比如“佩雷尔曼是哲学家”就是一个真实的出发点，而“哲学家都是故弄玄虚的人”则是一个有关偏好的出发点。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偏好的出发点不一定仅牵涉特定受众，因为某些抽象价值比如“真”、“善”、“美”等通常都会得到普遍受众的认可。事实上，两类论辩出发点中的每一小类还可以进一步细化，这里不再冗言。不可否认，修辞者需要在繁复的论辩前提中做出选择，而在佩雷尔曼看来选择是通过创造“存在（presence）”实现的（Perelman，1969：289）。创造存在指对某个出发点的凸显，可以认为是让不存在的前提到场（感同身受）并让到场的前提成为焦点（有所见又有所不见）。随后他又提出了达成论辩目标的两类技巧——关联技巧（techniques of liaison）和分离技巧（techniques of dissociation），认为这两类技巧通过不同的论辩结构发生作用。在他看来，论辩结构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引导思想，进而形成信念（Hauser，1986：180—181）。比如同关联技巧有关的准逻辑论辩结构（quasi-logical arguments）和真实结构论辩（reality-structure arguments），前者通过运用貌似逻辑和数学形式的论证即把逻辑的严密性渗透到论辩的过程中来取得受众的信奉，而后者通过搭建公认前提与结论观点之间连通的桥梁帮助受众得出预设的结论。与之相反，涉及分离技巧的分离结构论辩则通过找寻“不符事实的现象”（同上：187）来分离前提和观点的固有关联，进而重塑人们的思想。

综上所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佩雷尔曼以一个法哲学家的眼界为我们开启了修辞学研究的新视域，他的“一观三论”与他关于论辩的修辞学思想相互反哺、相得益彰。佩雷尔曼对修辞学不经意的涉猎，却上演了本世纪修辞学最伟大的剧目。“人们发现原来修辞学可以解决现代论辩理论所碰到的新问题，而修辞学通过论辩理论又与辩证法重归于好，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就新在这个上面。”（温科学，2006：175）


7.6.4　斯蒂芬·图尔明

20世纪中叶，在修辞学史上有两位伟大的学者正用不同的语言著书立作，他们互不相识却又不约而同地着眼于法学和司法裁判所进行的论辩，致力于被科学主义切割而渐次萎缩的合理性观点的回复。他们认为除了形式逻辑和经验实证的方法外，尚存理性论辩的广阔空间未被开拓。不难猜出，他们其中一位就是上节介绍过的比利时人佩雷尔曼，另一位则是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斯蒂芬·图尔明（Stephen Toulmin，1922—）。与佩雷尔曼不同，图尔明并不否认哲学对必然性的研究，他的目的在于探索逻辑的多元形式进而建立适用当代事务的动态逻辑。

图尔明1922年生于英国伦敦，1942年在英国皇家学院（King’s College）获数学和物理学学士学位，曾作为下级科学师（junior scientific officer）在“二战”中服役。1946年和1948年他在剑桥大学依次取得文学学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在剑桥求学期间他深受维特根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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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tgenstein）的影响并开始了对人类理性孜孜不倦的求索。他的博士论文《伦理学推理》（Reason in Ethics）就采用了维特根斯坦的很多理论对价值论辩进行分析。毕业后图尔明受聘成为牛津大学科学哲学讲师，并于1953年出版了《科学哲学导论》（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An Introduction）。1954年他受邀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做访问学者，1955年回国后在利兹（Leeds）大学任哲学系教授和主任。1958年图尔明出版了哲学著作《论辩的运用》（The Use of Argument），书中他对形式逻辑在实际论辩中的刻板运用发出诘难并据此提出了一个以其清楚性、灵活性和合理性著称的实际论辩模式。正如他预想的那样，该书并没有引起同行多大的共鸣，甚至还被打上了“反逻辑”的烙印。虽然他的“论辩框架得出的结论不一定为真，但它却能推动知识的进步”（胡曙中，1999：381），这一点恰与修辞学家有关论辩的观点不谋而合。美国修辞学家布洛克里德（Brockriede）和艾宁格（Ehninger）进一步研究了图尔明的论辩模式，发现它较适合用于修辞论辩的分析和批评。于是，他们开始在美国大力宣传图尔明的思想，引进他的著作并促成了他一系列的美国访学。

1965年至今，图尔明一直活跃在美国各大高校。这期间他的主要作品有与艾伦·亚尼克（Alan Janik）合著的《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Wittgenstein’s Vienna，1973）、《诡辩术滥用：道德推理史》（The Abuse of Casuistry：A History of Moral Reasoning，1998）和《国际都市：现代隐蔽日程》（Cosmopolis：The Hidden A genda of Modernity，1990）等。美国的生活经历改变了他对修辞学已行将就木的看法，他的实际推理模式在修辞学领域得以生存和发展。作为一名执著的哲学家他从未试图涉猎修辞学，毕生都在为引导哲学走出纯净的逻辑世界、面向广阔的人类世界而奋斗。

在探讨图尔明论辩理论的修辞学价值前有必要了解一下他所秉持的哲学立场。图尔明反对哲学关注普遍与永恒的绝对主义倾向，认为单一普遍的原则无法解决纷繁复杂的人类事务，并且绝对主义所谓的永恒真理不是一经发现便永远是正确的。事实上，真理是一个历史概念，受时间维度的制约。与之相反哲学的相对主义避免提供任何原则任何标准，这就相当于无标准无尺度，世界必将陷入一片混沌。图尔明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找一个中间立场，一个既不排斥标准又不脱离人类事务的合理立场，这样他把目光转向对实际推理的分析。

图尔明在《论辩的运用》一书中区分了分析性论辩（analytic argument）和实质性论辩（substantial argument），它们分别与理论论辩（theoretical argument）和实际论辩（practical argument）相对应。前者涉及前提到结论的必然推导，建立在普遍原则之上；后者有关事实到结论的或然推断，是基于特定情境的。为了更好地阐释他的论辩理论，图尔明引入了“论辩域”（argument field）。他认为实际论辩是作用于不同领域的工具，论辩的某些方面因领域的不同而不同，称为“域从属”（field-dependent）；而其他方面在每个领域都是一样的，称为“域恒定”（field invariant）。以图尔明对情态语的分析为例，他认为情态语具有力量和准则两方面的特征，前者可视作“域恒定”，后者则是“域从属”。评判诗歌和美食的标准不尽相同，但对两者表示意见时所使用的情态语，诸如“也许”、“一定”等则可能不受领域的牵制。区分“域从属”和“域恒定”至少有以下两点意义：首先，“域从属”消解了形式逻辑妄想不顾情境以单一标准来统辖人类事务的幻梦。其次，“域恒定”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种跨越领域的有关实际论辩的结构。图尔明认为“所有的论辩都由六个部分组成（不一定都明示），它不受论辩领域的限制”，“因而论辩的整理结构是‘域恒定’，而论辩的评价标准则是‘域从属’”（Fulkerson，1996：727）。

为了阐明不同情境下人类真实论辩的各种形式，图尔明发展了他的论辩模式。这一模式由两个三位一体（triad）共六个成分所构成。第一个三位一体是基础部分包括主张（claim）、事实（data）和理由（warrant），如下图所示。主张简单地说就是论辩的结论，回答“我们要往哪里去”。事实即论辩所依据的材料或资讯，回答“什么是我们的依据”。理由用于批准或认可从事实到主张的移动，回答“从起点到目的采取何路径”。这一模式以出现在法庭上典型的论辩为框架，根据类似运动的情形来设计，凸显了一种动态的论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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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三个基础成分还不足以区分分析性论辩和实质性论辩，于是图尔明引入了另外一个由支持（backing）、限定（qualifier）和反驳（rebuttal）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组合。支持为理由提供额外的支持，回答“为什么这条路是安全的”。分析性论辩中理由不需要支持，因为它被看做是普遍原则。限定指从事实到主张之间的强度，回答“抵达目的之可能性如何”。反驳相当于一个保险阀或紧急出口（Brockriede ＆ Douglas，1971：243），指出无法合理化主张时的例外状况，回答“在什么情境下我们应该放弃旅程”。分析性论辩的结论是确定的，无须加以限定也不允许例外情况发生。这里有必要指出，第二个三位一体组合中的某个或某几个成分可以根据具体的论辩选择性地出现在论辩过程中。

不久，修辞学家发现图尔明的实际论辩模式可以是一种较合适可用的修辞演说和论辩的模式，与修辞学密切相关。比如，图尔明认为理由批准从事实到主张的移动有三条路径，它们分别与三类证据相对即独立证据（逻辑的）、权威证据（伦理的）和动机性论据（情感的）。不难看出，这三类证据早在亚里士多德时期就已经被探讨过，图尔明的模式呈现了一种从单个的证据到统一的构思的过程（Hauser，1986：179—180）。总的来说，修辞学家认为在描述和检验论辩时图尔明的模式具有七个方面的优势：对确立理由的论辩作出特别规定；强调论辩的推理性和相关性；可以为确立具有可能性的主张做出规定；具动态性；可以把论辩全面展开，对每个步骤进行评价和审视；有助于发现论辩过程的缺点；清楚地证明了事实成分在产生可接受性的主张中所起的作用。（Brockriede ＆ Douglas，1971：245—246）

可见，图尔明虽意不在修辞学领域，但他对实际推理的研究却强化了修辞和论辩的联系，使修辞学重获生机。图尔明对修辞学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可以认为他的全部著作都是在企图弥合修辞学和哲学的鸿沟。他批判哲学对形式逻辑的偏爱，强调蕴含在真实论辩情境中的合理逻辑。其次，他的模式可作为修辞论辩的分析工具，对发现新的论辩颇具启示意义（Hill，2000：332）。这样，论辩就为哲学提供了一系列的论证技巧和非形式逻辑的思辨技巧，而论点和论据的发明和觅取从来就是修辞学的核心内容（从莱庭、徐鲁亚，2007：71）。


7.6.5　理查德·韦弗

作为新修辞学的又一个代表人物，理查德·韦弗（Richard Weaver，1910—1963）的修辞理论常被称为“保守修辞学”（conservative rhetoric），这同他精通古典修辞和秉持保守的政治观点不无关系。事实上，可以认为他的理论是架设在古典修辞和新修辞之间的桥梁。在他的理论体系里，文化理论、政治理论和哲学、伦理等人文理论都被包容进去，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他不是一个地道的修辞学者（转引自曲卫国，2008：118）。然而，正是这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学术态度才使修辞学的新发展获得了融通的智慧和不竭的动力。

韦弗1910年生于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1927年至1932年就读于肯塔基大学。其间他热衷于政治生活并在毕业时加入了美国社会党。1933年他到田纳西州的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攻读硕士学位。该大学是南方平均地权主义者的理论阵地，韦弗深受他们的影响，原先所持的社会主义思想受到动摇，最后转变成了坚定的保守主义者。1943年他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获博士学位。之后他离开了他热爱的南方来到芝加哥大学长期教授修辞和写作。韦弗终身未婚，毕生都献给了他所钟爱的教育事业。

1948年韦弗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学术专著《思想会有结果》（Ideas Have Consequences），该书推崇古典文化，声援私有财产的合理性，强调社会秩序和法律等。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使得韦弗成为战后呼声最大的保守主义者。1953年问世的《修辞伦理学》（Ethics of Rhetoric）是其最重要的修辞学著作，书中他对修辞学和哲学的关系作了启发式的探索。1963年韦弗因心脏病突然辞世。一个月后他的《对秩序的看法》（Visions of Order，1964）一书出版，书中抨击了美国文化的现状并指出了促进文化“新生”应采取的保守主义方式。1970年韦弗的追随者把他生前尚未发表的、同修辞有关的文章结集出版，并定名为《语言即说教：理查德·韦弗论修辞的本质》（Language Is Sermonic：Richard M.Weaver on the Nature of Rhetoric）。该书对当代修辞学的影响很大，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约翰森（Richard Johannesen）认为韦弗的修辞学思想有两个基本倾向值得关注——他的保守主义政治观和柏拉图式的理想主义。韦弗认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政治势力已经抛弃了塑造其文明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他主张保存过去遗留下来的传统和制度，包括骑士精神和封建制度等。他赞同上帝缔造的、以身份和财产不平等为标志的“自然秩序”，认为“公平理想的社会必须反映真正的等级和本质的差别”（Johannesen，1971：183）。事实上，韦弗并不是一个刻板的复古主义者，他试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阐发古典主义的某些原则。

韦弗忧国忧民，把挽救“衰落的西方文化”视为己任。在其保守主义的视角下，我们看到了西方文化走向衰微的种种迹象。他批评人们对现代技术的顶礼膜拜，指出大众媒介的有害作用，哀叹美学和艺术的退化，对唯名论、语义实证论、实用主义和科学主义等发出诘难。通过观察，韦弗认为“科学主义就是把科学假设运用到完全由非自然现象组成的主体上”（转引自Herrick，2005：257—258）。可见，他不只是简单地指出文化衰微的表象，而是从理论的高度进行了深刻地剖析。在韦弗看来，修辞学被束之高阁甚至错误曲解是西方文化没落的最痛心疾首的表现。他又进一步论述了修辞学行将就木的原因并阐明了修辞学在人类领域和文化复兴中的重要地位。这样，他的政治哲学和文化理论便同他的修辞学思想联结起来。

韦弗修辞学思想的另一个倾向是其柏拉图式的理想主义。仔细研读柏拉图的《费德鲁斯篇》后，他创造性地区分了“中性修辞”（neuter rhetoric）、“基础修辞”（base rhetoric）和“高尚修辞”（noble rhetoric）。第一类修辞的目的是解释，特征是客观性和清楚性。第二类修辞的目的是劝说，特征是情感诉诸，对逻辑支持不感兴趣。第三类在于引导交际者通达真理，特征是以逻辑为基础的论辩及有效的修辞展示（Duffy ＆ Jacobi，1996：757）。显而易见，韦弗的高尚修辞学与柏拉图的理想修辞学（ideal rhetoric）相对应。他把辩证法置于修辞的思辨过程中，用以帮助判断进而敲定最佳方案并雄辩地呈现给受众。这样他便表现出了一种柏拉图式的立场。柏拉图认为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共组。理念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永恒不变，而人类感官所接触到的现实世界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微弱影像，它由现象组成，而每种现象因时空等因素却是瞬息万变和难以把握的。韦弗的“真理观”继承了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存在一种永恒的、不变的、绝对的真理，这种真理把理性和形式赋予伦理系统，从而决定了行为与思想的品质”（同上：758）。可见，他相信现代社会应当推行的是一种理性、求真的高尚修辞。此外，韦弗有关阶层秩序、精英统治和法律制度等的政治观念也可以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找到启示的影子。由上可知，韦弗是现代社会中当之无愧的新柏拉图主义者（New Platonist）。

虽然韦弗的著作有着强烈的保守主义色彩，但这并不影响他独到的修辞见解。韦弗认为，修辞总是在劝说性的语境中起作用，修辞者总是怀有一个目的即试图通过简明、有说服力而又不失逻辑的方式把理想的蓝图呈现给受众。换句话说，受众被自己应该成为什么形象的观念吸引着往前走。据此，韦弗给修辞学下了一个定义：修辞是用来找寻真理和引人向善的劝说性话语（Weaver，1965：116—118）。这样他的修辞理论便被加载了价值和伦理的烙印。

在韦弗看来，“修辞学是所有人文领域里最人性化的学科”（Merritt，1974：6）。因为只有成功的修辞才能洞察生活在历史情境下的人的真实本质。韦弗把人看做是身体、大脑和灵魂三位一体的组合来进一步说明人的本性。身体是人的物质存在，以自我为中心，试图把个体引向感官愉悦。在有生命期，它包括大脑和灵魂。大脑由情感、道德、宗教和理性四种领悟模式组成。情感允许体验痛苦和美好；道德帮助判别善恶与美丑；理性可以提供知识和能力；宗教得以窥见无限与终极。可以看出这样的划分与17世纪培根的感官意识主张和19世纪坎贝尔的心智功能说有着相似之处，是韦弗古典主义修辞观的折射。三位一体中的灵魂是最高的自我，指引身体和大脑或迎恶或向善。韦弗认为人性的成分是固定的，因而“好人”是一种理念而不是事实。尽管如此，他暗示说，一种成分对其他成分的支配取决于个人所受的训练、所在的环境和文化（Johannesen，1971：184—185）。如此一来，韦弗便把对人性的讨论置于历史和文化环境中并使之与修辞的作用密不可分。

除上述成分外，韦弗认为再加入“选择”和“语言”两个特征才是对人性最完整的诠释。选择给人以尊严，给人以“说不”的自由；语言则使人超越感官上升至抽象的国度。使用语言即意味着选择某些词语和表达方式而放弃其他的，注定要“顾此失彼”。因而，语言绝不是客观的，是倾向的载体。作为修辞者“我们一开口便推动其他人以我们的方式观察世界或其中的某一部分”（Weaver，1970：224）。可见，主要运用语言的修辞也不可避免的是说教的，浸润着价值和态度。

由于修辞内容来源于我们如何对现实经验作出阐释和分类，因而韦弗认为从个人惯用的论辩类型中可以推知人的本质。他相信在修辞者的哲学立场和论辩的类型之间可以建立一种联系，即论辩形式是个人的世界观在修辞上的体现。在《语言即说教：理查德·韦弗论修辞的本质》一书中，韦弗又进一步阐释了他“文如其人”的观点。他把论辩的类型按照伦理级依次排列如下——定义（definition）、相似（similitude）、因果（cause and effect）及证据与权威（testimony and authority）。定义是最高层次的诉诸方式，通过考察事物永恒不变的本质去阐释命题，那些使用这类论辩的人便是理想主义者，因其假定事物皆有本质。相似论辩包括类比、隐喻和对照等，这类论辩不能即刻阐明本质，而是以暗示的方式来显示并最终建立在本质的基础上。第三层次的因果论辩涉及变动的存在，是一种较永恒本质而言处于下位的状态，从环境出发的论辩是因果论辩中的最低层次，它视周遭的环境为强制性和最紧要的，因而重感受轻推理。有别于前三类论辩形式，证据与权威论辩不是来源于内部阐释的命题，而是受证据及作证能力的支配，属于阐释命题的外在方式。此外，韦弗晚年又区分了另一论辩类型即修辞历史（rhetorical-historical）论辩。它是上述论辩模式的综合体，强调理想和实践的平衡，对修辞学和辩证法的结合表示关注。

在《修辞伦理学》一书中，韦弗回顾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对修辞学和辩证法的观点。他肯定了亚里士多德在修辞的劝说概念与逻辑的可能性概念之间建立联系的做法，他也赞同柏拉图有关好的修辞应该以辩证法为前提的设想。将辩证法看成纯概念导致了将修辞学看成是纯应用的错误认识。辩证法要确立的不是现实性而是可能性，修辞学所要做的则是运用任何通过辩证法而确立的立场来说明与行为世界的联系。韦弗认为狭义上修辞学与辩证法研究“选择与避开”的这一分支吻合，因为辩证法为修辞学提供了理性的判断依据。广义上修辞学包括辩证法，条件是以辩证法为基础的立场在现实世界中运用过。于是，修辞学的任务就成了把理解和行为结合成一个比科学认识更大的整体。孤立的修辞学是盲目的，因为它不包含真理；孤立的辩证法是空洞的，因为它不涉及经验领域的种种问题。但修辞学和辩证法相结合就可以用来研究政治学、伦理学、语言学和文学批评等领域中的许多问题。如果修辞学与辩证法紧密相连并以辩证法为基础，而辩证法又以哲学为基础，那么修辞学的范围就体现在哲学研究之中了。（温科学，2006：66—68）

难能可贵的是，韦弗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他的修辞思想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觅得了实践的土壤。正所谓教学相长，这份经历同时也促成了他独到的教育观。韦弗指出，教育的目的是使人类更具人性，因而修辞学处于教育的中心地位，决定了其他所有学问的性质。韦弗也十分看重教师的作用，认为他们是最重要的意义阐释者和价值传递者。因此，教师应当是博学的、富有责任感的和有技巧的。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政治上的保守派和柏拉图式的理想主义者，韦弗崇尚真理、本质和永恒。他有关真善美的伦理修辞学思想帮助20世纪的人们解决了所面临的价值观问题。通过重申和升华修辞学和辩证法的关系，他将修辞学从过分强调劝说技巧的极端中摆脱出来，从而把修辞学稳固地建立在哲学大厦之上。


7.6.6　恩内斯托·格拉斯

格拉斯（Ernesto Grassi，1902—1991）出生于意大利米兰。曾在德国弗莱堡大学学习哲学和文学，1925年在米兰大学获博士学位。自1929年开始，在弗莱堡大学担任讲师，教授意大利文学，1939年被任命为柏林意大利人文研究院院长。“二战”期间，他离开德国回到意大利，1943—1946年间担任苏黎世大学哲学客座教授。1948年担任慕尼黑大学哲学与人文主义研究中心主任，还担任罗马人文主义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曾发表《海德格尔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问题研究》（Heidegger and the Question of Renaissance Humanism：Four Studies，1983）、《原始的隐喻》（Primordial Metaphor，1994）、《作为哲学的修辞：人文主义传统》（Rhetoric as Philosophy：The Humanist Tradition，1980）、《文艺复兴文学中的愚蠢与疯狂》（Folly and Insanity in Renaissance Literature，1986）等。1991年12月22日在慕尼黑去世。

格拉斯的学术兴趣同他的生活和教育经历有很大的联系。作为一个在德国接受教育的意大利人，他对意大利的人文传统被排斥在主流哲学之外深有感触，这促使他投身到意大利的人文主义研究中去。他对修辞学的研究直接得益于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科（Giambattista Vico）的影响。格拉斯认为，维科最完整地代表了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思想。维科曾在那不勒斯大学担任修辞学教授，他对笛卡尔的思想提出了猛烈的抨击，试图重建哲学与修辞学的关系，恢复人文主义在知识领域中的地位。

格拉斯借用了维科的元能（ingenium）概念来描述人性化的基本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人类观察并创造相似性，发现关系或建立联系。元能包括三个部分：想象、工作与语言。想象使得人类获得对于他们所观察到的世界的不同解读，是显示人类本性、创造新的意象和关系的过程。“想象把感官对自然现象的感觉集聚起来加以放大到夸张的程度，转而成为光芒四射的意象，使人陷入震撼和惊叹，眼花缭乱，热血沸腾。”（Vico，转引自Foss et al，1985：136）工作是人类在想象的基础上生产和生活所需的过程。“通过在人类的需要（如口渴）和在具体自然环境中他的感官的反应（如是否有水）之间建立联系，人就完成了意义的转移，引导他采取适当的行动（如找水喝）。”（同上）这里所解释的找水喝的过程显然是比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的刺激—反应更原始的过程，是语言前的过程。语言是把意义赋予自然的第三个过程，人类通过符号的使用对经验加以标记和分享，从而抓住现实的本质。在标记的过程中，人类创造出一个象征性的抽象现实，脱离于物体之外而存在。

在想象、工作和语言三个元能中，格拉斯对语言特别关注，尤其是语言中的隐喻。“隐喻是最重要的辞格，因为它体现了思想从内在的个人空间向外在领域的转移和运动，而这才是元能的核心。”（Foss et al，1985：138）根据格拉斯的观点，隐喻的功能非常强大，正是由于隐喻人类才可以在几个层面上自由地转换所思所悟。首先，在最基本的层面上，隐喻捕捉到毫不相关的两种事物间的相似性，人类通过运用这种手段在自然世界与人类领域间建立了联系。其次，隐喻不但把人类意义赋予自然存在（beings of nature）而且使得人类知道所有存在还指向超越它们自身的东西。如此一来，隐喻这样一个转移过程就有了实现转换的能力，人类也有了通过隐喻转换事物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辞格，因为它体现了人类思考、认识和加工他们所在世界的事件的基本过程”（同上：140）。

格拉斯对当代修辞学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为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把元能、想象、蠢行、隐喻的作用以及人类言语构造社会世界的首要作用等已被人们忽视的主题重新发掘了出来。他让我们意识到，当代知识界对于修辞是人类构筑现实的能力——语言具有启发性、认知性和创造性——的认识，无一不能在意大利人文主义中找到其滥觞。

其次，由于格拉斯对修辞作为构造人类世界的意义给予了非同一般的重视，从而在概念上重构了修辞学的定义及修辞学与哲学的关系。修辞学已经完全突破了拉米斯的风格论，也突破了古典修辞学的劝说论，而是被等同于“生成人类思想基础的语言和言语的力量”（转引自Foss，2000：188）。在格拉斯看来，语言的力量来自形象，是形象激起人们的惊奇、钦佩、欲望等，而修辞学关注的正是这些人类存在、知识和选择的基本问题。把修辞学放在这样的视角下，显而易见地，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关于哲学和修辞学关系的观点已经隐含其中，那就是修辞学是哲学的基础而不是相反。哲学依赖于元能，只有在元能的一个出发点上，通过隐喻才能获取推理及逻辑系统，所以修辞学不仅仅是传递真实的手段，而且是哲学真实的发源地。

最后，基于修辞学和哲学地位的反转，他提出了在当代世界上理解人类行为的一个新视角——只有在理解了人性及人性产生的过程的基础上才能理解人类的思想、言语和行为。而在当代世界上，人们倾向于运用逻辑的科学思想，把人类与他们基本的认知能力割裂开来从而使他们丧失了认识自身行为的意义。格拉斯则提出要选择维科而不是笛卡尔，选择人文学科而不是自然学科作为我们打开理解语言力量的钥匙。


7.6.7　雅克·德里达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出生于法国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的一个犹太家庭，从小接受法国传统教育。1949年进入巴黎高等师范专科学校（ENS）学习，随后先后在索邦（Sorbonne）（1960—1964）、巴黎高等师范专科学校（1964—1984）和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学校（1984—1999）教授哲学。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耶鲁大学担任教职并引起轰动，成为世界知名学者。2004年10月8日在法国巴黎去世。

德里达于1966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提交的一篇论文《人类科学语篇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Structure，Sign，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引起了美国学界的注意。这篇文章对当时正在欧美流行的结构主义提出了批评，是德里达开创阅读方式中的解构（deconstruction）的代表作。作为解构主义的主要倡导者，他创造了“解构”这个术语和概念，以批判性的眼光对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中诸如自然与文化、口头语与书面语、思想与躯体、在场（presence）与缺失（absence）、形式与意义等二元概念划分或“对立体”（oppositions）进行了审视。在对待词义上，德里达和索绪尔一样，都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这个词与其他词的区别性差异（distinctive contrast）的作用。由于每个词的意义都取决于某种语言的整个词汇系统中的其他词，因此词义就不会是完全“在场的”，而是在一个无限长的意义链中无限“滞后的”（deferred），所以，德里达新造了一个法语词“diffé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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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延）来说明词义的这种特性。词义既是一个词和其他词相区别（differing）的产物，同时也是延时的（deferring）产物。词义就是词语差异游戏的产物，这个游戏是开放的、无限的、不确定的，因而，意义也不是稳固的，而是流动的。

把这种思想应用到文本的阅读上，文本的意义就和时空语境具有密切的联系。他认为，没有外在于语境的普遍的或超验的必然事物（如真理或人类本性）。他进一步提出语境本身也绝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重构的，因此，对于任何人类言语、行为或实践，都不可能给出一个一劳永逸的终极解释。任何对文本的解读立马便成为语境的一部分。赋予文本的任何意义都是对前意义的解构，当前赋予文本的意义同时受到语言的解构。由于他的主要目标是对根植于历史、社会和语言的信念和实践的结构性保持高度的敏感，所以他关注语言，尤其是书面语。他不赞同把解构当做一种批评或文本解读方式，他把解构看作是阅读过程。他坚称，“文本之外尽虚空”（il n’y a pas de hors-texte）（Derrida，1976：158）。

在对知识的理解上，也是这样。正是因为某种知识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知识，我们才能了解这种知识。人类知识是动态的。通过不断地界定变动中的差延，把一些知识包括进去，把另一些排除在外。知识随时空的变动而变动，正如人类在新的处女地上不断拓广的边疆一样，知识的边界逐渐暗淡，新的边界不断扩展。几百年前知识的边疆在今天已经是我们知识的中心（Crowley，1996：179）。知识是我们通过语言构建的，但语言并没有介入我们与多少有些可知的世界的关系中。

德里达的理论和哈贝马斯的理论正好形成正反对照。哈贝马斯试图雕塑一尊现代理性至上的塑像，而德里达则反之，他试图动摇西方理性的根基。就修辞学来说，他的思想也是颠覆性的。修辞学向人们揭示文本的意向性结构所具有的力量，而德里达却说，任何作者都不可能完全地、有意地、自觉地控制任何文本的意义。其原因有二：一是由于语言的不精确性，无法准确地传达作者的原意；二是由于读者对文本的理解条件，读者的理解受到他所处的文化语境的影响和制约。一旦文本脱离了作者到达读者的眼前，文本的意义就取决于读者和不断变换的语境了。所谓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证明了这个道理。这样对文本的研究就不能把它孤立于语境之外，而要把文本的修辞情景（rhetorical situation）
[15]

 和语言的修辞性置于前景的位置（Haynes，2000：137）。

解构式阅读就是始终关注于作者有意识地想说的内容，即他在文本中掌控的内容与他所未掌控的内容，即在他背后实际发生的情况之间的距离（Caputo，1997：78）。德里达提醒我们注意这样一个修辞空间，我们每个人都被镶嵌在各种意义网络中，在写作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一些网络的存在。这样，哪怕是技巧最为纯熟的修辞学家，能够运用听众毫无觉察的修辞手段，他所创作的语篇也会携带有有违于他有意掌控的意义。这样，解构性阅读就把作者自我从文本中驱逐了出去，为“他者”（the other）腾出了空间，文本所发出的并不是作者孤芳自赏的声音，而是一个新的声音，对每一个读者都是陌生的声音。这对传统的修辞学显然是颠覆性的，因为传统修辞学把自我置于完全掌控文本的地位，不但掌控着文本，掌控着文本意义，也掌控着读者。

德里达的理论不但对哲学而且对文学批评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他并不承认，但是解构已经成为非常流行的批评方法。虽然他很少使用修辞学这个术语，实际上，他对哲学的批评其实就是哲学与作为认知方式的修辞学之间的长期冲突的一部分。


7.6.8　米歇尔·福柯

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出生于法国普瓦捷（Poitiers）的一个家境殷实的医学世家。曾在耶稣会办的一个中学就读，成绩十分优秀。但第一次报考有“通向学术生涯的门户”之称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时，他名落孙山。1946年再次报考时以排名第四的成绩被录取。在那里他学习心理学和哲学，结识了让·依波利特（Jean Hyppolite）、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乔治·康奎荷姆（Georges Canguilhem）等许多著名学者。学习期间，他和其他学生冲突不断，而他的同性恋行为使他难以被其他学生接受，并因此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甚至企图自杀。福柯还曾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1950年至1953年间是法国共产党员，但他从未参加过共产党的活动。后来由于不满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状况退出了共产党。

1950年福柯毕业后，在师范大学教了一段时间书，后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等地担任法国文化代表。1960年他到法国克莱蒙费朗第一大学（Universitéd’Auvergne Clermont-Ferrand I）教授心理学，次年发表了《癫狂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并因此被授予博士学位。1963年，他发表了《死亡与迷宫》（Deathand Labyrinth：The World of Raymond Roussel）和《诊所的诞生》（The Birthof Clinic）。1966年，在突尼斯大学（Université librede Tunisie）教授哲学期间，他发表了为他赢得巨大声誉的《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1969年发表《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1970年他被任命为法国声名显赫的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的教授，研究思想体系史。他的政治活动更加频繁，参与建立了“监狱信息组”（Prison Information Group，PIG）为被关押人员提供人道帮助，并于1975年出版了《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prison）。自1966年以后，他多次受邀发表演讲和接受采访。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他关注于性的历史，研究社会机构对性身份和性态度施加权力影响的方式，撰写了《性史导论》（The History of Sexuality：An Introduction，1976）。他的历史学方法及其对语言、知识、社会机构等关系的概念重构等使得他成为20世纪哲学界的关键人物。而他关于话语效果的著作对修辞学的重新定义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他的著作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事件”（Frank，2000：171）。

福柯的思想深受海德格尔（Heidegger）、尼采、康德（Immanuel Kant）、黑格尔（Friedrich Hegel）、马克思和弗洛伊德（Freud）等人的影响。他曾说，“我所有在哲学方面的进展都得益于海德格尔……如果没有海德格尔，我很可能也就不会阅读尼采的作品”（转引自Frank，2000：171）。他的主要研究兴趣总是围绕几个共同的组成部分和题目，最主要的是权力及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以及这个关系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的表现。他把历史细分为一系列的被定义为“某一文化内一定形式权力分布”的“认识”。

对他来说，权力不是物质上的或军事上的力量，不是一种固定不变、可以掌控的职位，而是一种贯穿整个社会的“能量流”。他不把权力看做是一种形式，而看做是使用社会机构来表现一种真理从而将自己的目的施加于社会的不同方式。

在福柯看来，“真理”不过是在某一历史环境中被当做真理的事物，是运用权力的结果，而人只不过是使用权力的工具。依靠一个真理系统建立的权力可以通过对知识、历史等的讨论而受到质疑，并进而对这样的权力提出挑战。

自索绪尔起，20世纪西方哲学界开始兴起“语言转向”的思想浪潮，语言被看做是可用于分析世界的基础。在蓬勃兴起的语言科学的滋润下，一种崭新的语言观迅速波及人文思想界，使其“遍燃新思维的火花，变得清晰可见，充满新的急迫感，赋予它一种新的巨大的合法性”（Frank，2000：172）。随之，诸如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等一系列的理解模式应运而生。人文主义思想已经前进到距离承认就是彻头彻尾的修辞思想只有一步之遥，而最后的这一步就是福柯迈出的。他的所有主要著作，不管表面看是关于什么的，都揭示了作为历史力量的修辞系统的发展，描述了修辞学在人文科学中的破土而出，并且构筑、塑造、控制人类世界的过程。他不关注言语之外的或非修辞化的实体，而把几乎全部心血都倾注到对权力的研究上。不管在他思想演化的过程中他的兴趣是什么，它们都是权力的某种形式或效果。但是，对于权力——他作品中无所不在的主题——该怎么办，他却没有给出答案。

福柯在把他的思想诉诸文字的过程中利用了当时最强大的知识工具：因—果史、现象学、阐释学、结构主义等。对他来说，每个都是必不可少的，同时每个都不能令他满意。他的著作无不和这些知识工具密切相关，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改造了这些知识工具。在20世纪60年代，他的主要精力都贯注在话语上，他发现话语和实践具有相互依赖性，知识和话语均无法脱离权力的干涉，从而敏锐地意识到修辞与权力的关系，提出“话语对社会实践加以规定、设计、表达、命令、归类和保留”（Frank，2000：175）。和尼采一样，福柯在所有人文话语中发现了难以矫正的修辞性，这些话语都具有无可避免的主观性和私利性。除了纯科学的话语外，纯净无瑕的话语根本就不存在，因此他特别专注于被通常认为是纯粹的、客观的、人性的话语，认为这些话语的权力越大，其有害性也越大。

在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上，他认为两者不可分割。传统的观点认为，一旦我们获得了权力，我们就不再拥有知识。但是，福柯认为，权力的运作可以创造或导致新的知识体的诞生，可以聚集新的信息体，而没有权力关系染指的知识不可能存在（转引自Foss et al，1985：205）。权力和知识纠结在一起，难分难解。权力被看做是对可知之物的话语限制，而可知之物则决定着在物质领域权力的分配。权力成为一种产出性力量，生成一种文化中被物化的思想和概念。福柯不是把权力当做一种压制性力量，而是看做一种生成性的力量（Herrick，2005：248）。

权力通过两种方式参与知识的生成过程：其一，权力决定什么样的话语被当做是真实的，或者什么样的知识被看做是正确的。权力关系决定着知识的合法性。其二，权力决定着主体地位的高低并进而决定他们的话语的分量。地位高的人享有话语和知识的权力，而地位低的人的话语和知识则被打了折扣。权力与话语的关系更是显而易见。“没有话语生成、积累、传播和作用，权力关系就无从建立、巩固，更不可能得到实现”（同上），而话语不仅仅是经验世界中真实、客观事实的符号表征（symbolic representation），我们谈论权力概念的方式事实上也是在创造并维持权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尽管在人类关系中权力无所不在，但它绝不是一个固定的、封闭的王国，而是一个绵绵无尽的开放的计谋竞赛（strategic game）。”（Bernauer，1990：5）

福柯的作品对文学批评、心理学、医学、语言学、社会学等数个领域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其影响不仅仅在于其涉猎广度，而且还在于其独创性。在修辞学方面，福柯的独创性不在于他把一些崭新的概念引入修辞理论中，而是在于他的这些概念可以对既存的概念加以拓展，或者被应用到新的领域。其中之一便是他强化了诞生于18世纪的修辞具有认知性这一观念。他的中心概念之一是，话语是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之一，一种特定的话语形式相应地产生一种特定的知识。知识或真理是在修辞过程中产生的。他对各种机构的发展的研究为修辞的认知观提供了历史性的支撑。他的考古学和谱系学方法，在发现支配话语形成规则及权力关系体系方面也能够被应用于修辞学的知识体系中去。


7.6.9　尤尔根·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年6月18日出生于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在科隆附近的小城谷默斯巴赫（Gummersback）长大。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他刚4岁。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纳粹统治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度过的。1949—1954年哈贝马斯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和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德国文学和经济学。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他阅读了马克思和卢卡奇（Georg Lukacs）的著作，后来便开始专注于意识形态概念的研究。1953年海德格尔只字未改地发表了作于1935年的演讲稿《形而上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on Metaphysics），阐述了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为纳粹德国的行为进行辩解。这件事对哈贝马斯触动很深，使他认识到哲学和政治并不是两个彼此隔绝的领域。1956年到1959年，哈贝马斯来到法兰克福，进入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尔多诺（Theodore W.Adorno）领导的社会研究所担任后者的助手。在此期间，他熟悉了实证主义科学批评、弗洛伊德理论、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分析等，撰写了《向往理性社会：学生抗议与科学和政治学》（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Student Protest，Science and Politics，1968）和《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The Structural Trans 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1962）这两部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著作。1961年哈贝马斯担任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之后，逐渐转向阐释学（hermeneutics）和美国实用主义研究。1964—1971年，哈贝马斯担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和社会学系教授。自1967年以后，他多次到美国讲学，在加州大学等地担任客座教授。

哈贝马斯著述甚丰，出版的著作有30多部，主要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理论和实践》（Theory and Practice，1963）、《社会科学的逻辑》（On the Logic of Social Science，1967）、《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Technology and Science as Ideology，1968）、《认识和兴趣》（Know 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1968）、《交往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1981）和《后形而上学思想》（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1988）等。

哈贝马斯的理论通常被表述为一个四重模式，包括认识论、个体语言应用、交际理论和批判理论等。第一层为他的人类知识观。他认为有三个倾向或兴趣构成人类的活动即工作、交往和权力。工作是人类提供自身生存的物质条件的基本方式，其内在的兴趣是技术性的，通过经验的或分析性的科学得以实现。交往是人类创造并维护社会群体的手段。交往的需要使着眼于意义阐释的历史学和阐释学得以产生。权力是人类社会层级化的必然结果，构成生活的第三个方面。尽管难以避免，但是人类有一种天生的兴趣使自己从权力的压迫下获得自由。这就构成了获得解放的兴趣，并通过自省（self-reflection）得以实现。工作、交往、权力及相应的兴趣，对人类社会都是基本的。没有任何一个领域是纯客观的，每一种兴趣通过决定理解和交际塑造出一个人类的经验领域。

普遍语用学研究语言使用的一般性，是哈贝马斯理论的第二个层次。他声称一种语言中每个能言者（competent speaker）都能够使用三种语言行为，即断言行为（constatives）、协调行为（regulatives）和声言行为（avowals）。它们分别承担断言真实性主张（是否有效），调节言者与听者关系（特定语境中的行为模式是否适切）和表达感情、愿望、意图等（声言的情切的有效性）的作用。

显然，哈贝马斯吸收和借鉴了奥斯丁（John Austin）和塞尔（John Searle）等人发展起来的言语行为理论。如奥斯丁把言语行为分为五种：“判定式”（verdictives），其目的在于根据与价值或事实有关的证据或理由做出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宣告，例如宣告无罪、发现、理解、估价等；执行式（exercitives），其目的在于对某个行动做出赞成或反对的决定，或者对这个行动进行辩护，例如任命、辩护、否决、赞成等；承诺式（commissives），目的在于使说话者对某一行动作出承诺，承担某种义务，如许诺、宣誓、保证、签约等；行为式（behavitives），目的在于对别人的行为作出反应或表态，如道歉、感谢、同情、祝贺、欢迎、祝福等；最后，阐释式（expositives），目的在于阐明观点、进行论证、澄清用法或指称等，如接受、强调、确认、否认等。哈贝马斯简化了这五种言语行为，特别提出了协调行为，由此可见他对语言在调节人际关系方面特别重视。而这和他对语言的独特认识是分不开的。他不是单纯地、抽象地研究人类的语言问题，而是把语言与社会的运转和人类的活动联系了起来。通过语言的以言行事，言语者可以促使听者接受他所提供的言语行为，并从合理的动机出发对待他的言语行为。

哈贝马斯理论的第三个层次是交际行为，即言语行为的基本构造模块如何在社会中发挥作用。他提出，三种言语行为中的每一种都对应着展示特定态度的现实域。第一种是由事实组成的客观世界——真实断言的延伸——和外在的自然相对应；言者所言之物是外在且疏离于自我而独立存在。第二种是交往的社会世界，根植于协调性言语行为的使用；人们的态度是顺从型。最后一种是主体世界的存在，是由一定私密性或个体性的经验组成的；在这个领域内人们的态度是表达性的。

哈贝马斯的最后一个层次是批评理论。为了评估一个社会中的理性的可能性，他区分了生活世界和体制，前者指由普遍知识、传统、风俗等一代代传下来的日常社会活动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语言是支配性的媒介。而体制是生活的结构性特征，由诸如金钱等的非语言媒介支配。传统社会中的成员由于达成了高度的共识，所以他们的生活世界和体制是一致的、没有异议的。而在现代社会中，生活的体制性一面支配着生活世界，社会机构、规则、官僚系统、经济等比语言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两个方面处于不平衡状态。一旦争议产生，人们不是通过语言交际来达成共识而是求助于体制来解决。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对于一个解放了的社会来说，生活世界不受制于体制维护的需要，反之，体制要适应个体的需要。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两个方面的区别日益加大，人们需要更多的反省和理性。同时生活世界也更趋技术化，作为处理人类问题的手段的交际价值也被降低了。因而，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一个悖论（Foss，1996：309—310）。

马克思主义曾对哈贝马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思想有一定的局限性。他发展起来的根植于理想言语社团（ideal speech community）的交际理论的终极目的是自我的解放，是建立一个以西方哲学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正义为基础的实用且公正的人类社会。而这样的理性社会需要作为从理性上已经获得解放的平等个体以达成一致为目标而共同付诸行动。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人们不再因风俗或传统而形成一致性，取而代之的是对断言的理性评判。所有的观点并不都是理性的，任何断言或命题都须经过评判才能被贴上理性的标签。也就是说，必须有效地区分对与错，是与非。而区分断言的依据就是经得起证据或交际过程中的辩驳的检验。就是我们业已接受的文化传统也必须经过论证话语的检验，对于那些导致经济上的不平等的思想尤其如此。哈贝马斯拿理性、真理、正义为标尺来衡量批判人们继承下来的传统，包括和神话及宗教有关的世界观都须接受质疑和验证。这使我们想起古希腊时期诡辩家利用辩论对神权发起的有效的攻击。而在2000多年以后，语言武器再次被拎起来对被语言塑造的传统文化发起了新的攻击。

哈贝马斯认为，要克服非理性社会环境中的意识形态霸权问题，批判性论证的互动过程，即交际行为（communicative action）至关重要。交际行为是至少两个建立关系的人，试图在他们的行为环境中通过诠释达成对该环境的一致理解，其目的在于一致行动，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在如何行动上达成一致（Wells，1996：15）。或者说，他们达成这样一个共识，言语必须以真实性、适切性和诚意性为标准。哈贝马斯对交际的兴趣反映出他对所有自由的、开放性的人类交际的修辞本质的认识（Herrick，2005：237）。

【注释】




[1]
 本章第7.4.2节将对此有详细论述。


[2]
 西蒙斯（H.W.Simons）在他《修辞转向》（The Rhetorical Turn：Invention and Persuasion in the Conduct of Inquire，1990）一书中提出的基本假设。事实上，人文学科的修辞转向早在20世纪初就已显露端倪。


[3]
 20世纪20至50年代英美批评界影响较大的一支批评流派。20年代艾略特和理查兹分别以象征主义的诗歌主张和文字分析的批评方法奠定了新批评派的基本理论，“字义分析”是他们进行评论的具体方法。


[4]
 该系列讲座总共有六讲，题目分别为《引论》、《话语的目的和语境的类型》、《词语间的相生相克》、《词语的某些标准》、《隐喻》和《隐喻的支配》。


[5]
 事实上意义和理解是不可分割的过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区分仅是为了论述的方便。


[6]
 采用温科学先生《20世纪西方修辞学理论研究》一书中对interanimation的翻译。


[7]
 美国纽约市西区的一个地名，是艺术工作者和理想主义者的聚集地，他们大都行为乖张和世俗格格不入。战后，这里成了美国现代思想的重要来源。


[8]
 创刊于1840年7月的季刊，内容涉及文学、哲学和宗教，是新英格兰超验主义文学运动的喉舌。


[9]
 伯克提出此观点，目的不在于挑战传统的语言符号指称关系，而是向人们说明逆向看待它们的关系，能给予人们分析问题的另一个角度，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两者的关系。


[10]
 一种主张以自然科学技术为整个哲学的基础，并确信它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哲学观点。


[11]
 美国哲学家、修辞学家约翰斯通和美国作家、演讲家奥利弗分别时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系主任和言语系主任。


[12]
 根据佩雷尔曼的说法这里的“真理”指与事实相联系的更复杂的系统，可以是科学理论或是超越经验的哲学和宗教构想。


[13]
 语言哲学的奠基人，主张哲学的本质是语言，消解了传统形而上学唯一的本质。


[14]
 在法语中，这是一个双关词，既有“不同于”（differing）的意思，也有“延迟”（deffering）的意思，也有人把它译为“分延”。


[15]
 此处的修辞情景更接近于语境的意思，显然不同于Lloyd Bitzer的修辞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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